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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译者前言 l1    

亚当·普沃斯基 ( Adam Przeworski )是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之一 ,现

任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于 1961 年在波兰华沙大学获哲学与社会学硕

士学位 , 1966 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 1969 年至 1973 年在华

盛顿大学、1973 年至 1995 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曾到瑞士、德国、法国、智

利、印度、波兰等多个国家作访问学者 ,从事学术研究。除了大量的学术论

文外 ,普沃斯基教授还独著、合著、或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在国际上有重大影

响力的学术著作 , 本书即是其中之一。其它的还有《民主与发展 : 1950 至

1990 年间的各国政治体制与福利》(2000 )、《民主、责任与代表》( 1999)、《可

持续性民主》( 1995 )、《新兴民主国家的经济改革 :社会民主之路》( 1993 )、

《资本主义下的国家与经济》( 1990 )、《故纸堆 :选举式社会主义的历史》

(1986)、《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 1985 )、《社会科学的系统分析方法》

(1975)、《比较社会调查的逻辑》( 1970 )、《波兰的地方政治》( 1967)。其中的

许多著作一版再版 ,并被翻译成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汉语、土耳

其语等多国文字。

在当代政治理论中 ,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过渡国家而言 ,政治民主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引起人们深思的问题。从总体上说 ,有冲

突论、兼容论与怀疑论三种观点。冲突论认为 ,在这些国家 ,由于各种原因 ,

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而兼容论则正好与此相反 ,认为

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相互促进的。政治民主可以促进经济

的发展 ,而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巩固政治民主。第三种则正好位于这二种

极端观点之间。怀疑论认为 ,从发展中国家、过渡国家的经验来看 ,在政治

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 ,并没有什么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 ,两者之间既不总

是处于冲突状态 ,也不总是处于协调状态。这种理论强调 ,在民主与经济发

展的相互关系上 ,政治制度本身并非关键 ,人们必须重视向民主过渡的策略

与条件与要求。政治民主可以推动经济发展 ,但不稳定、不成熟的民主制度

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

诚如本书名所言 , 民主与市场 , 研究的就是在东欧和拉丁美洲的一些

国家 ,在迈向民主与市场的途中 ,会遇着什么样的结局 ? 普沃斯基教授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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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给出一个定论 ,相反 ,他以学者的认真与严谨 ,探讨的是向民主过渡的策

略与条件。他所秉持的态度如上所言 ,正是一种怀疑 ,或者说是一种不安。

甚至可以认为 ,他的基调是低沉的。读者翻开这本书 ,您首先选择看的应当

是普沃斯基教授自己所作的序言 ,他已经对全书的内容作了提纲挈领式的

概括 ,这远甚于译者所能做的一切了。作者所强调的政治与经济转型的相

互依赖性 ,在分析中所引用的广泛的各方数据 ,运用的源于政治哲学、经济

学和博弈论中的一些模型 ,都将会给大家留下畅快淋漓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 ,民主的价值并不因为它与经济改革、发展的复杂关系而

黯然失色。民主的潮流 ,浩浩荡荡 ,无人能阻挡。它是一种普世的价值 , 人

们不仅不应阻碍它 ,还应殚精竭虑 ,去倡导它、完善它。

通读全卷 ,普沃斯基教授所抱有的对民主的热爱 ,对各国人民福祉的关

怀 ,跃然纸上。然而他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全盘否定 ,把共产主义在局部地区

的暂时挫折看作共产主义的彻底失败 ,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鉴于这种情

况 ,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译   者
二零零三年初冬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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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利与言论自由———使人免于饥饿 ,不受压迫 :这些基本价值近年

来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一场对政治民主与经济理性的热切追求。过去的十

五年间 ,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阿根廷、波利维亚、巴西、智利、巴拉圭、秘鲁、

乌拉圭、南韩、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

利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都举行了民主选举 ,这些民主

选举若不是亘古第一回 ,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甚至在苏联 ,谨小慎微的初

步政治解禁也引发出民众意愿的强烈表达 ,并把民主纳入了政治议事日程。

这么多的国家从来就没有享受过也从未尝试去建立民主制度。

同时 ,过去的几十年里 ,曾在某些国家获得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奏

效了。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

经济危机。于是 ,我们看到 ,人们正在急切地寻求一种能保障持续发展的新

模式与新策略。许多国家的改革屡屡失败。现在 , 其整体经济体制正处于

转型之中。

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里 , 我们都看到了试图同过去彻底决裂的种

种努力。事实上 ,在许多国家 ,“过渡”一词最能描述它们政治经济改革过程

的特征。这种过程就是从各式各样的权威主义向民主的过渡 ,从各式各样

的国家统治的、垄断的、封闭的经济体制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过渡。

这两种过渡都是根本性的转变 ,相互依赖 ,缺一不可。

那些义无反顾地走上民主与市场之路的国家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 ?

过渡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回答通向政治民主与物质繁荣的条件与途径等问

题。过渡将结出民主之果 ? 抑或重蹈或新或旧的专制之覆辙 ? 新民主会保

持稳定吗 ? 新的民主由哪些制度构成 ? 新的政治体制在衍生实质性结果方

面将卓有成效吗 ? 它会促进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吗 ? 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经

济体系 ? 哪一种财产权形式将居主导地位 ? 何种机制来配置资源 ? 人们将

寻求什么样的发展战略 ? 这些体制会带来一种使人人都能享受物质安全的

发展吗 ?

对这类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我们社会科学家要知道得越多越好。然

而要揣测未来 ,要理解当前我们面临的选择 ,我们就不得不事先做出种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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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具体说来 ,我们需要回答以下四个关于民主与发展的问题。这四个问

题似乎一直为人们所置疑。

1 . 哪一种民主制度最有生命力 ?

2 . 哪一种经济体制———财产权形式、资源配置机制、发展战略———最

能导致经济增长且使福利分配合乎人道 ?

3 . 经济体制的成功运作和所有人共享物质安全的经济增长需要什么

样的政治条件 ?

4 . 巩固民主 ,使各团体为追求自身利益与价值不虞恐惧而又谨守规则

地组织起来 ,这又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条件 ?

本书以东欧剧变开始。这个事件没有人预先料想到。但是 ,它却在短

短几周之内为成千上万的东欧人民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然而 ,这个新世界

会是什么样的呢 ? 这些国家会找到一条通向民主与繁荣、通向“西方”的平

坦大道吗 ? 或者他们将发现自己像亿万生活在“南方”的人民一样 ,正在不

幸与压迫下苦苦挣扎 ? 这是序言提出的问题。

第一章提出了持久民主制度的理论。我认为 , 唯有当民主能够唤起各

主要政治力量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主动地遵从民主制度时 ,民主才能长久存

在。随后我阐明 ,为了唤起这种遵从 ,民主必须同时给所有这些力量提供公

平的机会 ,使之能在制度的框架内竞争 ,并产生实质性成果。即民主必须是

公平而有效的。然而在某些历史条件下 ,任何一种民主制度都不能同时满

足这些要求。经济上进行深刻转型的历史时期最符合这样的条件 ,使得民

主更难以兼顾公平与效率。

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 ,即使能建立持久的民主制度 , 也无法保证 ,那些

为了未来民主制度下的有利机遇而不断争斗的各派政治力量会采纳这样的

民主制度。第二章一开始便谈到了权威主义政权的自由化 ,然后集中讨论

向民主过渡进程中的制度选择问题。我认为这样的制度只能从谈判协商中

产生。个别转型案例间的区别就在于 ,此类协商是包括与先前权威政权有

联系的力量 ,还是仅仅包括和权威政权作斗争的同盟者。“解脱”———通过

与原权威政权谈判而达成的过渡———极有可能留下旧制度的印痕 ,其中最

可能的就是军队的自主权问题。然而 ,即使支持民主的力量不害怕受压制 ,

当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新政权时 ,他们也是倾向于采用被其中的某些力量视

为权宜之计的制度框架。因此 ,根本的制度问题不可能在过渡期间得到解

决。最后我指出 ,如果制度问题一直在次要的政治冲突中彰显出来 ,那么意

识形态的因素就会直接摆在人们面前。但是 ,许多新生民主政权中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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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无助于形成人们对内生于民主竞争中的分裂和冲突的宽容。

第三章转入讨论经济问题。核心问题是 ,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财产

权形式和资源配置机制———最能导致经济增长且使福利分配合乎人道 ? 我

认为 ,资本主义具有一种独特的非理性 :当自利的经济主体以分权的方式配

置稀缺资源时 ,生产潜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除非各经济主体从其投入

中获得完全的收益。但是 , 社会主义———通过集权命令配置资源———也是

行不通的 ,因为它是建立在有关计划者、工人和消费者行为的经不起检验的

假设基础之上的。面对这样一种困境 ,我认为财产权形式远不及资源配置

机制重要。最理性最人道的经济体制是这样的 :它依靠市场配置资源 ,市场

要受到约束 ,由国家来保障所有人都享有最低限度的物质福利。这种体制

可能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效率不高 ,也无平等。但是我不能找到比它更好的

体制了。

即使我们知道哪一种经济体制最好 , 通往它的道路也必定充满曲折。

第四章专门探讨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问题。我阐明 ,由改革带来的种种过

渡性影响有可能包括通货膨胀、失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人们相对收入

的变化无常。问题在于 ,这种转型成本在政治上是否能被容忍。通过采用

一些简单的假设 ,我证明 ,能够起到最大推动作用且为政治家们偏爱的改革

战略并不能使社会成本最小化。即使这种战略一开始受到广泛的民众支

持 ,但是 ,当人们尝到改革所要付出的代价时 ,相应的政治对抗就会接踵而

至。对此 ,政府开始在内生于市场取向的治理方式与用以维系政治支持的

参与方式间摇摆。这种摇摆腐蚀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 , 并有可能威胁到民

主的稳定。

上述预言暗示出本书的基调是冷静的 , 也许甚至是低沉的。正如波兰

人所说 ,悲观主义也许只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然而 ,我的用意不在于提

供预言 ,无论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而是在于阐明民主建设与经济转型中的

典型障碍。我相信 ,所有向民主过渡的国家都会遇到其中的一些障碍 ,因为

它们虽起点不同 ,但目标是一致的。然而 ,各个国家向民主过渡的结局不尽

相同 ,因为这取决于各自天赋的历史条件、善良的意志、智慧与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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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欧 剧 变

20 世纪 70年代中期 ,南欧———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出现了向

西方民主制度的过渡。80 年代初 ,在拉丁美洲南部 ,除智利外 ,阿根廷、巴西

和乌拉圭外也启动了民主化进程。随后 ,在东欧 , 1989 年秋天 ,它也隆重登

场。我们能用前者的经历中来解释后者吗 ? 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 ?

尽管南欧与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浪潮在先 ,东欧各国的剧变仍然让人惊

奇不已。因其坚不可摧 ,共产主义体制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种极权主义模式。

然而 ,谁也没曾想到 ,它竟然突然间和平地崩溃了。究竟是什么使东欧剧变

成为可能 ? 是什么使之如此迅速而又顺利 ?

既然把东欧剧变当作整个分析的“序言”,这决定了我要按自己的理解

构建全文。不过 ,我们不能轻率行事。从 1989 年秋天来开展分析 ,在政治

科学研究上必定会失败。关于东欧剧变的任何反思评论 ,不但要解释历史

发展进程 ,还要弄清楚妨碍我们预见这些发展的理论假设。如果说我们现

在对这个问题很明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事先没想到呢 ?

大多数的癌症晚期患者都死于肺炎。相比起来 ,社会科学就不善于分

析事物的深层原因和推动条件。从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有关魏玛共和国覆灭

的争论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对“为什么东欧发生剧变”这个问题的回答不

同于对“为什么它在 1989 年秋发生”的回答。解释东欧国家必然会发生剧

变 ,比解释剧变为什么这样或那样发生要容易得多。

“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不能回答上述两个问题 :它无法诊断出癌症 ,也无

法诊断出会导致肺炎的症状。极权主义模式远比它如此这般描绘的现实社

会更具有意识形态性。该模式认为建立在意识形态与集权统治基础上的共

产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能存在冲突。然而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 ,用葛兰

西的话说 ,意识形态不再是把社会粘合到一起的水泥了。记得 1964 年波兰

五一节间的头条标语———“社会主义是国家的保证 !”———让我多么吃惊 !

社会主义———一个全新的未来———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的了 ,相反 ,它成为

捍卫传统价值的工具。到 70 年代 , 压制有所松缓 :随着东欧国家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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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层的资产阶级化 ,他们无法严格要求自己以压制所有异端。党的官僚

们晚上不开会了 ,不穿工人阶级制服 ,不参加游行 ,不喊口号 ;他们过上了奢

侈的生活。随后出现的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卡达尔主义”、“勃列

日涅夫主义”:它们都暗含某种社会契约 :精英向大众许诺未来的美好生活

以换取他们的沉默。达成这种契约的一个心照不宣的前提就是 :社会主义

不再是崭新未来的模式 ,而是别的一种不发达的事物。赫鲁晓夫把赶上英

国作为苏联的目标。到了 70 年代 , 西欧成为比较的标准对象 ,而这种比较

越来越使苏联和东欧国家感到羞耻。

在匈牙利和波兰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 ,最后形成的是物质至上、原子化

且玩世不恭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人们鼓噪着他们自己不相信的 ,也不指

望别人相信的公式化语言。言论变成了一种仪式。我常常想起一个苏联笑

话 :有个人在红场散发传单 , 但被警察逮住。警察没收了所有传单 ,却发现

那些传单不过是白纸一张。警察惊叫起来 ,“你发的是什么东西 ? 这是空白

的 ,什么都没写 !”。得到的答案是“何必要写呢 ? 大家都知道⋯⋯”。

言论变成一种危险。它甚至会变得足够危险 ,以至于 1968 年五国军队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援引的一条理由即是在布拉格出现的“二千字声明”。

相比之下 ,维系社会秩序的“理性”、“平等”甚至“工人阶级”这些观念最具有

颠覆性。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 ,对波兰的调查就表明 ,工科学生在批评社

会主义经济方面最激进 ,而他们恰恰是浸淫理性价值的一群人。在 70 年代

中期 ,波兰的持不同政见者采用了一种简单的策略来颠覆当时的政治体制。

他们决定行使宪法宣称他们所享有的权利。不过对这个体制最致命的威胁

来自工人阶级。该体制一直宣称代表着工人阶级从而获取自身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成为它指导下的社会秩序的威胁。人们需要保持某种认知的连续

性 ,当他们的思想与言论脱节时 ,生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此 ,要粉碎该体制 ,呼唤“真理”就至少同争取面包一样重要 ;当体制

摇摇欲坠时 ,历史就格外引人迷恋。因此 ,就有一位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反

对派领袖出自国家档案馆主任 ,而高中历史考试则被暂停了两年。作家和

知识分子成为后共产主义体制的领袖。

但是 ,我们中有些人认为 ,无需区分权威主义与集权主义 ;还有些人认

为 ,西班牙、希腊、阿根廷、巴西或菲律宾向民主的过渡为匈牙利、波兰和苏

联提供了现成模式。他们都在寻找肺炎的症状 , 却没有诊断出癌症。冲突

爆发之后 ,我们知道怎样去分析其动因 , 但不知道怎样分析引致爆发的条

件。尽管阿什 ( T imothy Gar ton Ash ) ( 1990 : 252 )在 1988 年 9 月谨慎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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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了苏联帝国“长凳化”———“因腐败而解放”的可能性 , 但是谁也没有察觉

到共产主义体制在苏联已经变得多么地脆弱 ,以至于它会一触即溃。

“东欧剧变”由一个或一个半事件引起。亨利·基辛格的多米诺骨牌理

论胜出了。他未能预料到的只是骨牌倒下的方向。在罗马尼亚发生的一切

是由先前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切引起的 ,而后者又是由东德垮台造成

的。是匈牙利的政治变迁使东德民众走上街头 ,而波兰谈判的成功则为匈

牙利人指明了出路。我知道 ,许多从事宏观历史比较研究的社会学家会写

出成千上万的著作与文章 ,把上述所说的各个国家的背景条件与结局联系

在一起。但是我认为 , 他们这样只是浪费时间 ,因为整个事件就是一个雪

球。从技术上讲 ,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国家有了发展 ,其它国家的人民成功

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再随着下一个国家局面的改观 ,对最终的结局人们就会

越来越有信心。我相信 ,最终所有的国家都会走上这条道路。

1976 年波兰首次出现了公开反叛 , 并于 1980 年形成燎原之势。促使

“东欧剧变”发生的第一例事件不是发生在 1989 年 ,而是追溯到 1981 年 12

月 13 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发动的政变表明 ,再也不能依靠民众的消极服

从来统治了 ,权力必须以武力为保障。随着 70 年代波兰经济发展策略的失

败 ,随着知识分子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工人接管了他们的工厂 ,党的官僚们

再也无法维持他们的统治了。为继续享受特权 ,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政

治体制 ,而动用了有组织的暴力压迫。统治军事化了 ,因为唯有如此 ,它才

能在社会动荡中生存下来。

从那时起 ,只是由于人们对内部或外部有形暴力的恐惧 ,才使这个体制

勉强支撑着。1988 年夏天 ,工人再次罢工 ,这表明即使是暴力也不足以维

持统治。幸好雅鲁泽尔斯基理解这一点。是军队促使波兰共产党同反对派

达成妥协的。在没有面临来自下面的压力、没有军队的干涉时 ,匈牙利共产

党高层就已经分裂了。1989 年春 ,波兰谈判成功 ,这为匈牙利人指明了一

条权力和平交接的道路。在那个时候 ,这两个国家共产党的官僚们开始认

识到 ,如果他们还能保住手中的政治权力 ,那么 ,正如汉基斯所言 ,他们就会

趁早把它“转变”为经济权力。

匈牙利人决定让东德难民过境前往西德。这点燃了随后的一系列事

件。东德人了解到可以从布达佩斯到达西德之后 , 他们又尝试从布拉格是

否能走得通。此时东德领导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同意让难民迁往

西德 ,但决定要“侮辱”这些人。他们要这些人乘火车穿过东德 ,使之面受有

组织的示威者的嘲弄。然而 ,民众非但没有谴责难民 ,反而把示威矛头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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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政权。后来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其余的都已成

为历史。一旦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莱比锡、德雷斯顿、柏林的街头 ,一旦柏林

墙倒下了 ,捷克斯洛伐克就受到了无法抵制的压力 ,而匈牙利共产党人能做

的也就只能是限制它们所带来危害的范围了。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革命 ,对于引发东欧一系列事件十分关键。

但它仅仅是推动性的事件 ,是“肺炎”。不过 ,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很容易把

我们引入歧途。

苏联干预的威胁 ,深烙于 1956 年匈牙利人和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人

的记忆之中 ,构成了对东欧内部发展的一种约束。但它仅仅是一种约束 ,是

承受水压的堤坝。当堤坝溃决时 ,里面的水就一泄而出。苏联的变化并没

有推动匈牙利和波兰的转型 ,而只是清除了一直阻碍它们转型的关键因素。

约束是外在的 ,而动力则是内生的。因此 ,“苏联因素”并不表示拉美模式对

于东欧是无效的。

再说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并不是历史的偶然。现在回顾起来 , 很清

楚 ,使东欧体制破裂的压力在苏联也同样存在。不能永远安抚与压制异端 ,

不能使国民吃饱穿暖 ,对阿富汗山野部族束手无策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呆滞

落伍———难道这不是 1984 年的苏联吗 ? 不管我们在理论上有多大分歧 ,要

是完整地列出这个清单 ,我们难道还得不出这种体制不能持续的结论吗 ?

1981 年苏联本可以入侵波兰吗 ? 苏联还可以维持它的帝国吗 ? 它的

国内和平与繁荣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 在我看来 ,苏联的变化 ,包括它对东

欧战略态势的转变 ,在很大程度上是外生性的 :即 , 它部分地是由于东欧的

发展导致的 ,是由于维持帝国的政治经济代价越来越高导致的。

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 ,所有的人 ,在过去都相信 ,如此重大的政治变迁

肯定充斥着暴力。然而除了罗马尼亚和煽起民族主义狂热的苏联与南斯拉

夫外 ,在这场革命中没有死一个人。这是为什么 ?

东欧剧变发生地如此迅速平和 ,可以从意识形态与暴力两个方面去寻

找原因。对我来说 ,与这场变革中最动人心的方面相比 , 最有意义的是 , 官

僚们对保卫手中权力无话可说。他们只有沉默 ;他们再也不说什么社会主

义、进步、未来、繁荣、理性、平等、工人阶级的口号了。他们只能计算一下 ,

如果不让步的话 ,他们得打倒多少人 ;如果妥协 ,他们得让出多少内阁职位 ;

如果屈服 ,他们还可保留多少工作岗位。他们最多只能宣扬一下爱国奉献

精神 ,但是他们的信誉受到人们的怀疑。甚至到现在 ,当已改头换面或转型

了的共产党宣称他们是忠于民主社会主义时 ,他们仍然是言不由衷地说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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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社会民主党成立纲领一开始就声称波兰是该党坚持的最高价值 ;该党致

力于促进政治民主 ,赞同“经济上最有效率的任何财产权形式”。这种宣言

或许有助于党在新体制中找到一席之地 ,但是它们决不是该党用以为原政

党辩护的价值观。到 1989 年 ,官僚们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的宣言了。人因为

有某种信仰才会不宽容与他们对立的人。当握有扳机的人完全无话可说

时 ,他们怎能扣得动呢 ?

再说 ,他们没有枪了。在这些国家里 ,和警察不一样 ,军队没有出来挽救

时局。在波兰 ,军队主导着改革。1989 年 2 月 ,当三位将军从中央委员会会

议中走开时 ,官僚们就知道末日来临了。在其它所有国家 ,包括罗马尼亚 ,军

队都拒绝出兵镇压。尽管我承认 ,这里头也许爱国动机起了某种作用 ,但我有

一个讽刺性的理由。根据拉丁美洲的经验 ,我从东欧将军们的神圣话语中发

现了某种凶兆。当军队宣称“不是为政党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时 ,我明白 ,军队

想借机摆脱文人的控制 ,从而使自己成为国家命运的裁决者。事实上 ,无论我

的看法正确与否 ,官僚们是没有控制住枪杆子。我不由地想起波兰讽刺这全

部故事的一个笑话。一个老头决定去买肉。肉铺前排起了好长的队 ,就是没

有开始卖。人们渐渐不耐烦了。那个老头开始诅咒领导人、党和制度。这时 ,

另一个人过来指着他的头说 ,“同志 ,要知道 ,如果你以前这样说 ,我们就会去

‘Paf’,你一切就全完了”。老头空手回到家中 ,他的妻子问道 ,“他们没有肉卖

吗 ?”老头回答说 ,“岂止如此 ,他们连子弹也没有了。”

在东欧崩溃的是什么呢 ? 对这个问题 ,“共产主义”只是一个中性回答 ,

因为它只是一个无人响应的标签。许多相信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人

认为 ,在东欧失败的制度也许是斯大林主义、国家主义、官僚主义或共产主

义 ,但决不是社会主义。然而 ,我担心的是 , 历史的教训会更激进些。在东

欧灭亡的正是理性地支配事物以满足人类需求的观念———通过中央指令实

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可行性、以无私合作为基础的社会蓝图、把个人报酬与

其社会贡献分开的可能性。如果说 ,当今关于社会新秩序的观念都出自右

派 ,那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成于 1848 年至 1891 年的西欧 ,并引起

了全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诚然 ,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的价值观一直是像

我这样的社会民主者的指南 ,但是 ,社会民主只是缓和私有制与市场配置后

果的一种程式 ,它本身并不是可替代的社会蓝图。

现在 ,在波兰为首的好几个东欧国家 ,又开始进行、或即将进行自 1929

年斯大林主义者强迫式工业化以来的 ,最伟大的历史实验。尽管现在阿德

勒 ( Adenauer )“勿做实验”的格言盛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些国家憧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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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 ,却反映出共产主义计划式的特征。他们实行的是一种智力蓝图 ,

它在美国学院围墙内形成 ,由国际金融组织塑造成形。这些国家也很激进 ,

意图颠倒现存所有社会关系。它们都祭出某种灵药或魔杖 ,企图轻轻一挥 ,

就治愈百病。用“私有财产”取代“生产方式国有化”,用“市场”取代“计划”,

同时保持意识形态结构原封不动。难道革命就是针对这些体制的 ?

那么东欧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 以愚之见 ,东欧社会可能有三条走向 :

走自己的路 ,南欧模式 ,拉丁美洲及南方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有关东欧

未来的讨论莫过如此 :哪一条道路最有可能成功 ?

这些国家的左派看到了实现原先被称为第三条道路而今则应称为第二

条道路的历史机遇 :发展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社会

体制。这一体制将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政治上实行民主 ,在经济上实行市

场配置资源同时加上大规模的部门协作。虽然这一蓝图在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和波兰引发了激烈的政治讨论 ,但是我相信 ,如果这一体制真的发展

起来 ,它将有重大缺陷。在国内储蓄水平很低、同时又担心外来控制的情况

下 ,把整个公共部门出售给私人一点也不现实。因此 ,许多公司因为没有私

人买主 ,要么仍由国家控制 ,要么转让给了雇员。这种财产结构是否会对企

业的运作、企业中工人的角色、企业外工人的政治组织及整个政治制度产生

重大影响 ,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我本人对此很怀疑。

无论出现的是什么样的所有权混合形式 ,东欧新的精英分子和民众都

希望走向欧洲。“民主、市场、欧洲”是他们前进的旗帜与方向。乐观的前景

就是追随西班牙的道路。自 1976 年以来 ,仅 15 年 ,西班牙就成功地巩固了

民主制度、和平地交接了权力、实现了经济现代化、提高了国际竞争力、由文

人控制了军队、解决了复杂的民族问题、扩大了公民权利、改造了本国文化 ,

使自己成为欧洲共同体的一部分。这正是东欧国家人民梦寐以求的。东欧

人深信 ,要不是制度的原因 , 他们早就像西班牙人一样了。现在 ,他们有望

重回欧洲的怀抱 ,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但是西班牙是一个奇迹 ,它只是自一战以来有幸逃脱贫穷资本主义政

治、经济、文化命运的少数国家中的一个。葡萄牙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就 , 希

腊现在经济上异常困难 ,政治上动荡不安。土耳其也一样 ,试图进行经济、

政治、文化转型以重归欧洲 ,但以失败告终。

那么 ,我们应该期待东欧如愿以偿吗 ? 东欧是在走向西方 ? 或者匈牙

利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将和南方资本主义国家亿万人民一样 ,在不幸中

苦苦挣扎 ? 请参看最后一章“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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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  主 l1    

第一节  民   主

  苏亚雷斯 ,领导着向民主转型的西班牙首相 ,在制宪会议的开幕式上宣

布 ,“只有人民才能书写未来”( V erou , 1976)。他举出了民主的两点精髓 : 1 .

民主进程的结果是未知的 ,事先无法确定 ; 2 .是“民众”以及为增进自身利益

与价值而相互竞争的政治力量决定着民主结果。这无异于宣布西班牙从此

进入了一个未知的时代。

在选举中政党会遭受失败 ,民主就是这样一种制度。① 在这种制度下存

在着众多政党 ,他们有不同的利益、价值与观念。在这里有按规则组织起来

的竞争 ,有定期的输赢。显然 ,并非所有的民主都是一样的。人们可以列出

很多差异 ,把民主体制分为多个类型。但是在制度多样性下面 ,有一个基本

特征———允许参与的竞争 (Dahl, 1971 )———足以使我们把政治体制确认为

是民主的。②

正如林兹 ( Linz)所言 , 民主是一种临时性控制。冲突在设定规则下定

期终结。冲突是被“终结”,临时中止 ,而不是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由选

举产生政府 ,立法机关设定规则 ,官僚机构作出决策 ,社团达成妥协 ,法院裁

决冲突。这些结果除非按规则变更 ,否则就一直有约束力。同时 ,这些结果

是暂时性的 ,因为输家并没有被剥夺再次参与选举竞争、谈判、对立法机关

①

②

注意 :存在赢得选举的政党并不表示制度就是民主的。如阿尔巴尼亚人民党总是压倒多数

地赢得选举。只有当政党会遭受失败 ,而且失败既不是一种社会耻辱也不是一种罪过 ( Kis hla ns ky ,

1986 )时 ,民主才会兴旺发达。

民主的多数定义 ,包括达尔自己的定义在内 ,都把参与和竞争看得同样重要。事实上 ,存在

着参与民主和竞争民主两种观点。要想理解西欧民主的发展 ,就必须把重点放在参与上面。因为

在西欧 ,围绕普选权展开的斗争引发的冲突远甚于政府责任问题。而且 ,从规范角度看 , 这样一种

强调也很有吸引力。然而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看 ,由利益冲突引起竞争的可能性足以解释民主的动

力。一旦政治权利足够广泛到承认各种利益冲突 ,即使有效参与远未普及 ,其余的一切都会随之而

来。在当前 ,除南非外 ,由于政治权利的广泛限制是不可想像的 , 因此重点讨论竞争足以研究现在

向民主的过渡。

 10



l2    民主与市场

和官僚机构施加影响与压力或诉诸法院的权利。即使是宪法条款也不是永

恒不变的 ,规则可以按规则变化。

在民主政治里 ,多重政治力量在制度框架内竞争。民主竞争的参与方

在经济、组织与意识形态资源上不等。总是会有一些团体比其他的团体有

更多的钱用于政治 ,有更广泛的组织技巧与人才 ,有更有效的说服性意识形

态方式。如果民主制度无论参与者的身份如何而对之一视同仁 ,那么 ,享有

较多资源的团体更可能以民主的方式赢得冲突。① 我认为 ,民主的结果由资

源与制度共同决定。也就是说 ,在公民社会中所处地位不同的团体 ,以一定

的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其利益的可能性通常各不相同。

民主博弈中的主要参与方都是集体性组织起来的 , 即他们能形成集体

利益并以相应的策略去推进之 ( Pizzorno , 1978)。而且 , 它们是在其行动的

制度框架内以一种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的。要说 ,政党总是区分为领导者与

追随者的。按定义 ,代议制选出的是个人 ,而不是大众。民主制度的本质决

定了社会中代理关系的存在 ( Luxemburg , 1970: 202 )。个人不是直接行动

而是委派代表捍卫自己利益的。在民主制度下 ,大众由领袖来代表 ,这是集

体组织的模式②。而且 ,施密特 ( Sch mit ter , 1974 )、斯图潘 ( Stepan , 1978)、欧

菲 ( Offe, 1985)等人一再强调 ,大多数利益都是以一种强制与垄断的方式组

织起来的。利益集团能够强制其成员 ,尤其是能够制裁以集体利益为代价

来实现特定目标的个人与次级集团 ,从而获得了代表成员行事的能力。要

想获得市场权力 ,工会就必须能够惩罚那些急欲填补参与罢工的同事们工

作岗位的工人。雇主集团要获得一种策略能力 ,就必须控制住特定产业与

部门内企业间的竞争。民主社会不是由自由行动的个人 ,而是由集体组织

构成的。这种集体组织能够强制其所代表的个人。

民主是一种处理冲突的制度 ,其结果由参与方的所作所为决定 ,但是任

何单一的力量绝对控制不了。任何竞争中的政治力量事先都无法知道冲突

的结果 ,因为他们的行动影响也取决于其他方的行动 ,它们充满变数 ,不可

预期。因此 ,从参与各方来看 ,结果都是不确定的 :民主似乎是这样一种制

度 ,在此制度下 ,每一个人都做他认为是最佳的事情 ,然后投出骰子看最终

结果。因为民主是一种分散的决策行为体制 ,而知识的作用范围肯定是有

①

②

这并不是说制度就是公正的。制度也有分配性后果 ,后文将有详述。

注意 :在民主政治下社会运动总是模糊的 ,存在短暂。工会瞄准的目标有产业关系机构与

国家 ,政党的目标有议会 ,院外集团的目标有各种官僚机构。但是社会运动没有任何机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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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 ,所以结果总是不确定的。

民主内生着不确定性这一事实 ,并不意味着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也不

意味着什么都不可预测。同各种保守者的津津乐道相反 ,民主既不是无秩

序的 ,也不是无政府的。要注意 ,“不确定性”只是指行为者不知道会发生什

么。他们知道什么有可能发生 ,但就是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① 我是从后

一种意义上说民主是不确定的。行为者知道什么是可能的 ,因为可能性的

结果是由制度框架决定的②。他们知道什么有可能发生 ,因为特定结果的可

能性 ,是由制度框架与不同的政治力量在竞争中运用的资源共同决定的。

他们只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特定结果。他们知道输赢对自己意味着什

么 ,知道自己胜败的几率 ,但是就是不知道自己最终是输还是赢。因此 , 民

主是一种有规则性的开放体系 ,或者说民主意味着有组织的不确定性。

民主固有的不确定性容许行为各方采取辅助性方式。因为行为者能够

估算出其行为的后果 ,他们必然有所期待 ,并计算好怎样做对自己最有利。

他们可以在民主制度框架内积极参与 ,去推进自己的利益、计划与价值。反

过来说 ,在同样的限制下 ,最终的结局只是由参与竞争的各派政治力量之行

为决定的。这样 ,民主就为所有的政治力量提供了追求各自利益的机会。

如果结局事先就预定好了 ,或者完全不受人们作为的影响 ,人们就不会组成

集团参与政治。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把人们吸引到民主博弈中来。

民主进程的结果 ,是由构成制度框架的具体规则与分散行动的效应相

结合构成的。尽管现代代议民主以多数决定为基础 ,但是它的产生主要是

政治力量领袖协商的产物 ,而不是普遍审慎过程的产物。投票的作用就是

每隔一段时间对这些结果加以认可 ,或正式确认赢得该结果的那些人③。在

所有的现代民主政治下 ,对政府的日常监督和审慎的民主进程 ,大众是影响

①

②

③

这种区别出自 Li t tlec hild , 1986。

我是从逻辑的意义上说“知道”。他们有相关的信息 ,从中可以推导出各个结局。他们能推

断出种种结局 ,是因为可能性的结局已由规则设定好了。而规则只能按规则改变。“制度框架”可

以理解为整个规则体系 ,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冲突的结果导致它经常变化。但是 ,这些冲突总是

在规则体系内发生 ,规则体系则限定了可能的结局。显然 ,在心理学意义上 ,上述并不意味着 ,政治

行为者总是知道什么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因为逻辑关系经常是“模糊的”,他们也会犯错 ,会感到意

外。

Bobbio( 1989: 116 )指出 ,“集体决策是代表一定社会力量 (协会 )与政治力量 (政党 )的团体

之间协商的产物 ,而不是进行投票操作大会的产物。这些投票事实上也是依据现代代议国家宪政

原则———认为是个人而不是团体与政治相关———举行的 ,但它纯粹只具有形式价值 ,是对在其他地

方谈判达成的结果加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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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的。事实上 ,就具体的政策问题求助于选民经常被称为公民投票主义 ,

这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术语。因此 ,投票———多数统治———在民主政治

里只起最终的裁判作用。

民主进程的结果由各种指令组成 ,每一种政治力量必得遵循一定的行

为方式。输赢双方的行为方式各不相同。若遵循这些指令 ,输者所得少于

赢者所得。遵循这些指令就是接受现状。

由于在民主政治下 ,结果无法准确地预知 ,那么一旦结果知晓 ,忠于准

则就不足以使各派遵从现状。因为如果结果是确定的 , 即参与方能准确地

预测结果 ,那么他们必然知道承诺遵守规则就是接受特定的结果。这样 ,承

诺遵守规则就保证了遵从结局。然而 ,在民主政治下 ,承诺遵守规则充其量

只是“愿意接受内容尚未确定的结局”( Lamounier , 1979: 13)。因此 ,对民主

的程序评价不同于结果判断。一如科尔曼 ( Coleman , 1989 :197 )所言 ,“承认

过程与承认过程的结局是两回事”。既然结果对参与方是不确定的 ,他们事

先与事后的评价肯定不一样。而且 ,如李普塞特和哈贝马斯所言 ,事前的评

估修正事后的评估①。因而遵从现状就成了一个问题。

总之 ,在一个民主国家 ,所有的力量必须为实现其利益不断地奋斗。任

何一种力量都不会因其政治地位而受到保护。② 谁也不能等到事后去修正

结果。人们必须将其利益付诸竞争与不确定性之中。在从权威统治转向民

主统治过程中关键的一步是要跨越一道门槛 ,对形式上的政治过程产生的

结果 ,谁也不能干预和扭转。民主化就是把所有的利益付诸竞争的行动 ,就

是使不确定性制度化的行动。迈向民主的关键就是从一群人到一套制度的

权力转移。

①

②

李普塞特 (1960 )在“合法性”———事先的承诺———与“有效性”———事后结果的评估间作了

区分。哈贝马斯 (1975 )把“合法”———事先接受规则与“合法性”———对他来说 ,事后的评估作了区

分。两者都认为事后的评估修正了事先的承诺。但是两人都没有注意到 , 遵从问题的出现是由于

事先因规则产生的结果本身不确定。

明显的是 ,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的某些利益 ,会因其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而受到保护。

如果人们的福利取决于资本家对雇佣与投资的决策 ,那么政府就都不愿意采取政策减少雇佣与投

资。这就是国家对资本的结构性依赖理论。问题的争议在于 , 这种依赖是否对所有的民选政府产

生相关的约束力 ,以致民主进程对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没有任何影响。我认为 ,所有的政府在一定程

度上都依赖资本 ,但这种依赖并不足以使民主成为虚设。民主过程对结果还是会产生影响的。关

于这个理论的正式分析见普沃斯基与华勒斯坦 ( Wall er st ein , 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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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主政治的结果何以形成 ?

一、问题 : 民主、理性与服从

有了以上铺垫 ,现在我们可以直指使民主持久的中心问题 :在竞争中失

败的政治力量何以接受失败的结局 ,并愿意继续参与竞争而不是去颠覆民

主制度 ? 设想政府试图确立对军队的控制。军队为什么会服从 ? 设想立法

机关通过一项法律 ,赋予企业内工人广泛的权利 ,为什么资产阶级不以反民

主的方式来捍卫他们的财产权呢 ? 假若政府的某项政策导致大规模的失业

与普遍的贫困 ,为什么穷人不走上街头去推翻那个政府 ? 为什么他们还是

沿着那损害其利益的民主制度前行呢 ? 为什么他们要遵从结局呢 ?

要说明这些问题为什么很重要 ,我们首先得做一些清理工作。如果说

18 世纪民主理论所言的民主是理性的 ,那么服从将不成为问题 ,或至少以

另一种形式出现。如果社会上的各种利益是和谐的———18 世纪民主理论

的核心假设 ,那么冲突不过是确认共同的善时的歧义。他们可以通过理性

的讨论加以克服。政治过程的角色只是认知性的 ,是在追求真正的公意。

伍德 ( Wood , 1969: 57—58 )注意到 ,就 1776 年至 1789 年间的美国政治思想

而言 ,政治“被认为在追寻惟一的共同的善时不是调解而是超越社会各种利

益的”。如果代表不为特殊利益所蛊惑 , 如果制度安排适当 ,如果民主过程

足够审慎而不匆忙 ,那么达成一致将成为社会的主流———政治过程将趋近

于真正的公意。即使是今天 ,某些理论家还是把诉诸投票看作惟一的省时

方式。投票只会使审慎民主过程固有的交易成本最小化。① 这样看来 ,就像

科尔曼 ( Coleman , 1989: 205 )所概括的 ,“少数并非输者 ,多数也并非赢者。

相反的是 ,少数派没有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公意 ,而多数派则认识到了”。

在任何意义上民主都是合乎理性的吗 ?② 18 世纪的民主理论认为在下

①

②

Brnna n 与 L omasky (1989 : 3 )支持并概括了布坎南与塔洛克 ( 1962 ) 的观点 , 论证如下 :“如

果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也用于后宪法层次 ,每一个个体对集体决策都拥有有效的否决权 ,那么过度

的交易成本将不可避免。以回避多数主义为基础的无记名投票将是一种提高效率的工具。”

根据经济学家所作的区分 ,我们首先可以把技术理性与集体理性分开。如果说民主能有效

地服务于一些其他有价值的目标 ,如促进经济增长 ,或 (我坚持认为的 ) 最大限度地减少武断的暴

力 ,那么民主可以说是技术上合理的。但是在目前的讨论中 ,集体理性而非技术理性是我们的兴趣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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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意义上 ,民主体现了集体理性。 ( 1)如果对一个政治共同体存在着惟一的

福利最大化 :共同的善、普遍利益、公共利益等等 (存在 ) ; ( 2 )如果民主过程

趋近于这种福利最大化 (趋近 ) ;而且 ,若 ( 3)民主过程是这种趋近的惟一机

制 ,民主将优于所有其他可能的选择 ,没有一个仁慈的独裁者会知道什么是

普遍的利益 (惟一性 )。

在这个意义上 ,民主是否是理性的 , 这一问题有五种不同的反应 ,这又

取决于是否 ( 1 ) ( a )这种福利最大化被认为先于且独立于个人的偏好而存

在 , ( b) 无论发生什么 , 这种福利最大化被认为仅作为个人偏好的函数存

在 , ( c)它被认为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有阶级或社会其他不可调和的划分 ;或

取决于是否 (2 )民主过程被认为是趋近于福利最大化的。卢梭相信 ,普遍利

益将会受到人们的优先考虑 ,透过民主过程人们就会趋近于这种普遍利益。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法保守主义者 ,以及当代形形色色的权威主义者都认

为 ,存在着这种福利最大化 ,但是民主过程并不能指引人们达到这一点。民

主的经济学理论家 ,尤其是布坎南和塔洛克 ( 1962 ) ,一直主张 ,公共利益要

由民主过程裁决 ,民主过程是能确认这种公共利益的。但是阿罗 ( 1951 )在

某些假设的基础上解释说 ,即使这种福利最大化确确实实存在 ,个人偏好的

任何积聚过程也不能揭示这一点。最后 ,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追随者认为 ,

在社会分裂为阶级的情况下 ,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什么普遍利益。注意 ,当施

密特 ( schmitt , 1988: 13 , 6)驳斥卢梭的假设“真正的国家只有在民众同质性

很高 ,以至于本质上就产生了一致同意的地方才存在”时是支持马克思的。

当他观察到“现代大众民主的发展已经使得原本有争辩性的公共讨论徒有

虚名”时 ,就强烈反对所谓的“趋近”。

最近的讨论集中于趋近问题上。根据社会选择理论 ,尤其是像里克尔

( Riker , 1982)所论证的 ,即使社会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存在 ,民主过程也不会

趋近于这一点。阿罗 ( Arrow, 1951)给出了理由 :不存在一种保证产生特定

结果的偏好累积程序。投票结果并不表明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偏好。另外 ,

麦克维 ( McKelvey ,1976)也证实 ,投票结果可能并非集体的最佳选择。这

种民主过程观依赖于一个隐含的假设———个人的偏好是固定的 ,并且外在

于民主过程。经济学家也把个人偏好看作固定的 , 并认为达到平衡的调节

是瞬间即逝的。因此 ,许多经济学者把民主过程视为“寻租”,即资源的浪费

(如参见 Tollison , 1982 )。

然而 ,偏好外在于民主过程的假设显然是不合理的。熊彼特 ( Sch um-

peter , 1950 :263 )指出 ,“人民的意志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非其动力”。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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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随人们的交流而不断变化 ,民主还有可能发现或确定福利最大化。源

于交流 ,审慎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偏好的内在变化①。因而 ,问题在于 ,审慎

的过程是否使福利趋近于最大化。

哈贝马斯和科恩 ( Habermas & Joshua Cohen , 1989 )二人认为 ,审慎过

程会导致这种趋近。然而 ,他们的假设过于苛刻而很不现实。他们断言 :

(1 )交流中的信息要么为真 ,要么为假 ; ( 2)人们面对真理时就会接受 ; ( 3 )信

息以中性的方式发布。最后一个假设最可疑 :如果人们追求其利益时其行

为讲究策略 ,那么他们也就在以同样的方式发布信息。姑且认为这些假设

都成立 ,但是也不可能只有一条真理。前两个假设不足以使审慎民主过程

趋近于那个惟一的福利最大化②。

另一方面 ,马丁 ( Manin , 1987)提出了对审慎过程运作方式较现实的描

述。他的结论是 ,审慎也不足以趋近于惟一的福利最大化。他认为 ,审慎更

有助于人们形成其偏好 ,使之更具有普遍性 ,在特定时段内导致最广泛的一

致认同。但是审慎也就此为止了 ,不能解决冲突。事实上 ,马丁的审慎过程

是否可降低冲突的强度未为可知。若两个团体 ,经过训练 ,相信他们的利益

是相互冲突的 ;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 , 就比解决零碎的 , 用赫希曼 ( Hir-

schman , 1985 )的术语来说 ,“放纵的”欲望间冲突 ,要困难得多。准确地说 ,

这些看法毕竟是社会主义者对审慎过程的理解。在他们看来 ,这个过程会

导致人们的阶级认同及该过程无法解决的阶级冲突 ( Przeworski & Spra-

gue , 1986 )。

实际上 ,早在 1923 年 ,施密特 ( Schmit t , 1988)就对作为理性的、审慎过

程的民主理论予以致命的打击。他指出 , 讨论并不能调解所有的政治冲

①

②

为了使这个问题不那么抽象 ,设想有三个年轻女子想买冰淇淋 ,但是她们所带的钱只够买

一种口味的冰淇淋。她们最初的偏好顺序分别是 , C > V > S > N , V > S > C > N , S > C > V > N。这

里 C、V、S 分别代表巧克力口味、香草口味和草莓口味 , N 代表不定的口味 , > 代表“优于”。现在假

设最爱吃巧克力口味的女士被告知 ,这种口味的冰淇淋会在她裙子上留下洗不掉的污渍。得到这

个信息后 ,她会改变其偏好 ,把巧克力口味放在第二位 ,由原来的 C > V > S > N 变为 V > C > S > N。

这就是审慎过程。

回到冰淇淋的例子。假设受关于巧克力信息的影响 ,草莓口味迷告诉其他女士 , 香草口味

的冰淇淋使人发胖 ;反过来 ,香草口味的爱好者提醒人们注意 , 草莓口味中含有致癌的五号红色色

素。进一步假设 ,这些信息使理性思考疲于应付。那么 ,源于理性的审慎过程形成的偏好还会循

环。民主会给参与者以训练 ,但不会导致一个惟一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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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① 在某一点上 ,理性与事实都无能为力 ,冲突却依然如故。在这个意义

上 ,施密特观察到 , 把一方意志强加于另一方之上的投票决定了问题所在。

根据这一观察 ,他得出结论 ,冲突只有诉诸暴力才能解决。政治是“我们”与

“他们”之间的敌对关系 ,暴力是双方的最终裁判。

这样 ,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大家和我一样 ,承认并非所有的冲突都可由

审慎过程解决 ,然而民主必然会产生输赢 ,那么 ,人们能期盼输者会遵守以

民主方式处理冲突的裁决结果吗 ? 为什么由于民主博弈而吃尽苦头的那些

人 ,不试图去颠覆产生这种结果的制度呢 ?

利益常常是冲突的。因而总是会有输赢 , 输者遵从现状就成为问题。

然而由于施密特不能理解制度的作用 ,他得出的结论未免太过分了。② 民主

制度给政治冲突以间歇性的特征。它们为政治行为者提供了较长的时间余

地 ,让他们为未来作考虑 ,而不是仅仅关注眼下的结局。下面我的观点是 :

在一定的条件下 ,某些制度会为相关的政治力量提供一种远景 ,使之服从目

前不利的结局 ,以促进未来的利益。政治力量相信 ,组织民主竞争的制度框

架会允许他们在将来继续推进其利益 ,因此而接受眼前的失利。

二、关于服从民主结果的诸种竞争性观点

在阐述我以上观点之前 ,不妨先来看看几种关于服从的见解。③

我们是按以下方式考虑民主的。要推进自己的利益 ,各方任何作为必

然把他们带入某一个十字路口。某些人可能总是来自东边 ,另一些人可能

总是来自南边。一旦他们来到了这个路口 ,就有一个随机的红绿灯控制装

置 ,绿灯表示允许通过 ,红灯表示停止 ,原地等待。④ 获得通过与停止信号的

几率取决于人们来自的方向与讯号灯的设置方式。如果东西向亮绿灯的几

①

②

③

④

施密特 ( 1988: 4—5 )论证道 ,“在任何情况下 ,只有当公共讨论严肃认真地进行与贯彻时 ,议

会才是真正的议会。这里的‘讨论’具有特定的意义 , 并非仅仅意指谈判⋯⋯讨论意味着观点的交

流 ,一方通过某种真理与正义的论证说服另一方。同时也要允许自己同样地被说服。”

实际上 ,当时就有人反驳施密特 ,指出他“从来就没有证明 ,欧洲面临着不是独裁就是议会

制的困境。除议会制外 ,民主还可能有多种组织形式。”

我所提的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就制度与环境而言 ,在什么条件下 ,它们会使政治力量遵循

民主过程的结果 ,从而使民主得以存续 ? 就民主 ,尤其是用暴力来强制服从的道德根基而言 ,其哲

学文献浩如烟海。由于哲学家常常把其规范性观点同现实相混淆 ,如果人们受某个作者道德观的

指引 ,他们就会把民主理解为“是”这样或那样的 ,而不是把民主理解为可能是这样或那样的。尽管

这类文献中会作出某种区别以澄清这个问题 ,但我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它与我手头的这个经验性问

题无甚关联。

这个比喻来自 Moulin ( 1986: ch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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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80% ,那么来自东边的人通行的机会就好一些。他们若是从南边来 ,

就很有可能原地等待。但是如果南北向开绿灯的几率为 80% ,情形就正好

相反。因此 ,可能的结果就取决于人们从哪儿来 ,以及灯是怎样设置的 :参

与者在民主竞争中所能运用的资源与他们所在的制度框架。

就上面提到的而言 ,在任何特定时刻什么事会发生是不确定的。行为

者知道可能的结果是通过与等待的四种组合 ,知道这讯号灯不是红的就是

绿的 (取决于从哪儿来 ) ,也知道这两种对等结果的几率。但是他们就是不

知道自己会顺利通过呢 ,还是等着别人通过。

假设参与者服从讯号灯的指示轮流通过而不会撞车①。但是他们为什

么要这样呢 ? 不管红绿灯如何 ,大卡车为什么就不能强行通过呢 ?

对这个问题 ,有三个答案供选择。第一就是 ,服从是自发的———分散而

自愿的 ;第二是 ,在十字路口有一个警察 ,他会把试图抢道的人拦到最后面 ;

第三个就是 ,人们出于对社会秩序的道德承诺 ,即使不合其利益也无人惩

罚 ,他们同样会遵守秩序。

博弈论的基本术语有助于我们详细了解这些可能性。让我们仔细区别

一下这三种不同策略情形下的结果。

(1 ) 自动自发形成的结果 ,或者说均衡。考虑到其他人也一样 ,每一个

人都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一辆小汽车从南边开到十字路口 ,司机环顾四

周 ,认为应该等待。因为她想到 ,从东面来的司机期待着通过。她的心理信

号是红灯 ,而对红灯的适当反应就是等待 (否则就会撞车 ) ,所以她停下来

了。来自东面的司机把讯号理解为绿灯 ,因为他期盼着来自南边的人会等

待。他的适当反应就是通过 (否则就错过了时机 ,也许后面的人会撞上他 ) ,

所以他就通过。结果是{等待 ,通过} ,它是均衡的。每一个人对他人的行为

都有所预期 ,他们的行为都是一致的 ,于是期盼彼此得到满足。

假设左派和右派政党的领袖都可决定 ,在他们的竞选运动中该运用何

等程度的卑鄙手段。如果右派行为规矩 , 而左派举止卑鄙 ,那左派就最有

利。反之亦然。若它们各自同时采取某种策略 ,就形成{卑鄙 ,卑鄙}的策略

集合。在某种意义上讲 ,这种策略集合是自发的 ,任何一方在考虑对方这样

① 如果每一个人都遵守信号标志 ,就有可能出现二种结果。交通灯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出

现集体性非最优的结果 :期待他人认真行事的 {通过 , 通过 }与期待自己认真行事的 {等待 ,等待 }。

在这个意义上说 ,相对于人人试图违背秩序的自然状态而言 ,民主制度是一种帕雷托改进。但是 ,

这一论证对于民主理性显得非常脆弱 ,因为自然状态完全是为了证实现在秩序的合理而杜撰出来

的伪事实。正因如此 ,从规范意义上说 ,财产权形式对效率而言是没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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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时 ,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的期盼将相互得到满足 :假设右派非常卑鄙 ,

左派就考虑用某种程度的卑鄙手段应付它 ;右派也假设左派会选择某种卑

鄙手段 ,事实上左派确实这样做了 ,于是 ,右派也选择同样的卑鄙手段。图

1 .1 描述了这种均衡。

图  1-1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设想一个平民政府预见到 (正确地 ) ,如果它整顿

军队将有可能导致军事政变 ,若它对之不闻不问 ,它们将呆在军营里。政府

把自己的偏好理解为 : {不整顿 ,呆在军营里 (不整顿 )}比{整顿 ,有可能政

变}要好一些。于是它决定不整顿军队。这也是一种均衡。政府在预期到

军队有可能的反应后 ,它不想做其他任何事 ,只有听之任之 ;而考虑政府的

实际不整顿作为 ,军队也就不会有其他的举措。这样 ,双方的预期就都得以

实现①。政府期盼军队呆在军营里 ,军队也确实呆在军营里。

这种结果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构成了均衡。考虑到另一方的反应作为 ,

任何一方都不想另类行事。这种结果实际上是自我实现的 ,它们通过独立

自发的反应得以实现。

① 注意 ,这里所说的均衡同过去我们用以解决政党间博弈所说的均衡稍有不同。政党同时选

择它们的策略 ,而在平民与军队间的博弈里 ,是政府预期军队的反应首先行动的。前一种均衡概念

不大可信 ,而什么样的均衡概念合理则未为可知。但现在我们不必深究这种细微差别。纳什均衡

是博弈论中最简明最经典的均衡概念。

 21



第一章  民  主 l11   

(2 ) 交易或契约。这种结果就是 ,在考虑到其他方的反应后 ,至少一方

为自己获利仍置之不顾而另外行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 ,是因为它是

由外力强制实施的。会有第三方来惩罚“背叛”这种结果的行为。

设想有两个政党都同意不从事卑鄙的竞选运动 ,尽管在任何一方不以

卑鄙手段竞选的情况下 ,相对一方以卑鄙手段行事对自己最有好处。如果

两个政党都想赢得选举 ,没有外部强力 ,这种结果是不可能形成的。设想双

方都同意不超出图 1 .1 点 C( R, L)表示的卑鄙程度。现在 ,右翼政党领袖看

看左派已经许诺要做的一切 ,开始问自己 ,该如何反应才最有利。他们将在

自己的最佳反应线 , R * ( L)上找到认为左派会采取卑鄙手段程度的那一

点。但是左翼政党会发现 ,若右派开始谈论他们领导人的生活作风问题 ,他

们最好也指出对方财富来源问题。于是 ,双方原先的协议就失效了 ,直至重

新达到一个均衡结果。要坚持原先的协议 ,一个公平选举委员会必须能劝

阻性地惩罚违背协议的任何人。交易或契约 ,就是这样一类协议 ,至少一方

有可能违背它 ,但是它还得以成立 ,因为第三方能有效地制裁违约者。

但是 ,在民主制度下 ,谁来担当惩罚者呢 ?

这个问题最终有两个答案。强制力要么是分散的———有许多行为者出

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来制裁不服从以维护合作性的结果 ;要么是集中的———

存在一个特殊机关 , 它有惩罚违规的权力与意愿 ,即使它不能惩罚违规行

为 ,或相反它制裁了遵从行为时 , 它本身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① 所谓“最

终”有两种答案 ,是因为问题并不在于 ,是否韦伯意义上的国家对制裁违规

是必要的。在所有的民主制度下 ,国家机关就是专门做这件事的。这涉及

到 ,相对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而言 ,国家的自主性问题。若国家的

制裁行为不受制于社会的任何制约 ,国家就是自主的。社会秩序的代价就

是利维坦。但是利维坦———一个外在的强制性合作协议———并不是民主

的。② 和平的代价就是国家不受控于公民。反之 ,若国家本身是为确保服从

而形成的 (尽管是并不完美的 )联合力量———统治的协议 ,那么民主就是一

种均衡 ,而不是一项契约。这样的国家要强制服从 ,因为它若不这样做或使

①

②

若当一辆小汽车不按顺序通过路口 ,从另一个方向也有人想不按顺序通过 ,因而存在撞车

的危险 ,而此时的制裁实施是分散的。因为眼前他 (她 )所作的冒险增加了其预计的通过可能性。

结果还是一种均衡 ,用博弈论的话说 ,一种“次优博弈均衡”。

Ka va ka (1986 : 181 )指出 ,在霍布斯看来 ,“君主 ,由于其为君主而不是订立契约的一方 ,因

而是不受契约限制的。”Ka va ka 最后以与我相似的方式论证说 ( p .229 ) , 如果政府是“分裂而有限

的”,对于引发人们的服从来说 ,霍布斯的解决方案也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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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暴力妨碍参与 ,它本身就要受到惩罚。考虑到相关政治力量的利益 ,国家

肯定会受到惩罚。

因此 ,民主是一项社会契约的概念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契约得以遵

守仅仅因为有外部力量的强制 ;按定义 , 民主是一项制度 ,没有谁可以把自

己的意志凌驾于订立契约方的意志之上。哈丁 ( H ardin , 1987 : 2 )指出 :“宪

法并不是契约。实际上 ,它创造了订立契约的制度 ,它的功能在于解决订立

契约之前的问题。”

(3 ) 规范。根据博弈论 ,这个尘世惟一可行的状态就是均衡或交易。

该理论认为 ,这两种结果得以成立 ,只是因为各方出于自利考虑或由第三方

从外部强制而使之产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种理论描述的结果不是追

求利益的策略行为所支撑的。然而 ,关于民主的文献中充斥着种种价值与

道德承诺。① 尤其是那些有关向民主过渡的文献 ,经常提及规范性的、雄心

勃勃的民主承诺。这些承诺常常被称作公约。② 制度性的公约就是一系列

确立民主的协议 ,即使某一种具体的制度体系对一些政治力量并不最有利。

政治性公约就是各方共同谋划的一系列协议 ,以排除威胁民主的主要策略。

社会的———实际上是经济上的———公约就是工会与企业达成的限制当前消

费的保证。军事性公约就是在平民政治家与军人之间 , 常常是秘密达成的

“相安勿扰”的交易。这些结果据说是受以下价值观支持的 :它们对集体而

言最优 ,对个人而言不合理 ,不会从外部得到强制。博弈理论称事实上不存

在这类结果。

下面我采用博弈理论的视角。但是 ,这并不是说 ,对民主的规范性承诺

是少见的或与民主无关 ;而是说 ,它们对于理解民主的运作并不是必要的。③

我坚信 ,人们的行为是出于价值观还是出于利益的策略追求而支持民主 ,这

一问题的争论无法验证。这两种取向在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时不得不相互

竞争 ,同时也确实是在相互竞争。我试图证实的就是 ,建立在自利的策略性

①

②

③

在这个方面 ,最近出版的一本巴西著作 : A cidad ania que no tem os (我们缺乏的公民风貌 )

较好地阐述了民主的脆弱性。

我并不是说在所有关于向民主过渡的文献资料中能找到的“公约”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公约。

有的公约就是协议 ,有的也许是一种均衡。尽管本书有具体的分析趋向 ,但它并不是以概念分析为

主的文献。

该论断并不意味着文化不起作用。文化告知人们所思所想 ,让他们知道必须做什么 ,必须

在他人面前隐藏些什么。在我看来 ,不言自明的是 ,人们是在一个相互沟通的道德背景下活动的。

例如 ,在所有的民主国家里 ,贿选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尽管它可能是有效的集体行为。若政治家拿

关于未来种种好处的许诺交换选票 ,那他们为什么不先行兑现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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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基础上的民主理论 ,对于解释现实的民主运作是合理而充分的。

博弈理论的最新发展使这种解释成为可能。虽然博弈理论现在仍流派

众多且不断发展 ,但它们却传递出这样一条信息 :在具有分散的出于自利的

惩罚体系下 ,合作能自发实现。①

在下列情形中 ,该论点是正确的 :行为者常常为未来作考虑 ,博弈在任

何一个轮回里终结的可能性相当低 ;人们常常希望博弈无限期持续下去 ,行

为者不是过分地漠视未来 ;博弈中出现非理性行为者的可能性相当低。有

许多惩罚策略来支持服从 :二犯一罚、一犯二罚、二犯三罚等。②

这样 ,无论是规范性承诺还是“社会契约”,就产生对民主结果的服从而

言 ,都是不必要的。重复一下 ,在所有的民主政治下面 ,很明显地 ,国家都是

强制人们服从的特殊机关。而且 ,既然国家垄断了有组织的暴力工具 ,那么

它就总是有可能独立于人民的控制 ,以自己的利益行事 ,相关的政治力量无

法有效地监督它。因此 ,国家自主性的威胁永远存在 ,控制国家自主的制度

性框架在任何民主政治下都是非常重要的。③ 任何形式下的政治权力 ,其基

本的难题在于 ,它按比例产生收益 ( Lane, 1979 )。一方面 ,政治权力的职责

可以直接用以防止其他人竞争政权 ,另一方面 ,经济权力可以转化为政治权

力 ,而政治权力又可以用来提升经济权力 ,等等。但是 , 若不是把国家作为

第三方而是作为政治力量联盟的代理方进行制度设计 , 服从就有可能自我

实现。那么 ,谁来做监督者 ? 这一问题的答案是 ,公民社会中的力量。这些

力量出于自利会成为监督者。民主可能是一种均衡的“自治”的制度。统治

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区分消失了 ,就像孟德斯鸠所言 :“人民在某种场合下是

君主 ,在另一些场合下则是臣民。”④

①

②

③

④

曼瑟尔·奥尔森 ( M an cur Olson , 1965 )认为这个世界处处充满囚徒式集体行动的困境。我

们似乎过于仓促地接受了这个观点。现在我们知道 ,在许多反复出现的状态下 ,出于自利的行为可

能自发地支持合作性均衡。请参看 F udenb erg & M as kin ( 1986)相关的几个定理。注意 ,尤其是定理

2 ,它表明 ,在相当微弱的状况下 (回报的形式足够多 ) ,该结论对于 N 个人间的博弈也是成立的。其

解释 ( p .544 )是 ,“如果一方背离 [合作 ] ,其他方将使之从背离中获得的利益最小化。要导致其他方

使背离一方获利最小化 ,他们必须最终得到某种‘报酬’。”还要注意 ,诱使合作的惩罚策略不必依赖

于过去背离的历史 , 因此 ,博弈方不必相互认识 , 不认识同样可以对不合作行为施加有效的惩罚

( A breu , 1988 )。

在这里 ,犯指不服从 ,罚指惩罚、制裁。

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评论 ,参见普沃期基 , 1990 ,第二章。

我引用的是 Camille ju lia 编评的 1905 年版的 L’esprit des lois (《法的精神》) ,她引用亚里士

多德的一段话并注释说 ,“人人应当彼此指令 ,每一个人也应当轮流地指令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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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均衡的民主

只有在下列情况下 ,民主才会得到巩固 :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 , 某

种特殊的制度体系成为人们间惟一的博弈规则 ;谁也不能想像游离于民主

制度之外 ;失败方想做的一切就是在他们刚刚失败过的民主制度下 ,重新努

力。只有当民主变得自我执行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所有的相关政治力量发

现 ,继续将它们的利益与价值付诸于不确定的制度博弈对自己最为有利时 ,

它才是巩固的。即使是失败了 ,也遵从当前的结果 ,并以此指导其在制度框

架内的行为 ,这对相关的政治力量来说 ,要好于去颠覆民主。讲得更专业化

一点 ,当服从———在制度框架内行为———构成了所有相关政治力量①分散策

略的均衡时 ,民主才是巩固的。

这一假说是以三种假设为基础的。第一 ,制度是管用的。它们以两种

方式起作用 :作为竞争的规则和作为对不服从加以惩罚的规则。毋庸置疑

的是 ,规则影响结果。不妨看看如下例子。由苏亚雷斯 ( Adolfo Suárez)领

导的西班牙民主中心联盟和韩国的卢泰愚在他们各自国家的首次民主选举

中都获得了 35%的选票。但是苏亚雷斯在议会制下获得了胜利 ,因此 , 他

要组织政府 ,就必须建立一个政党联盟 ,而且只有在这个联盟获得足够支持

时才可能执政。而卢泰愚则当选为任期五年的总统 ,在这期间 ,他可以通过

行使法定权力实行统治 ,而置短期的政治支持变动于不顾。②

制度作为惩罚规则这一点稍复杂些。注意 ,我在前面说过 ,行为者有可

能发现 ,即使在不引入制度的情况下 ,服从某些 (合作性的 )结果对于个人来

说也是合理的。当一定的条件得到满足时 ,对于各个自利的理性的行为者

来说 ,由其他人来对不合作行为加以惩罚是最好的策略。而博弈论解释隐

含的假设基础是 ,某些行为者有能力施加惩罚。要执行制裁 ,行为者必须能

采取使他人利益受损的行为。制度使这种惩罚成为可能 , 并使之可预测。

制度形成了一套先定规则 ,使惩罚有据可循。制度还规定了执行惩罚的物

质手段 ,并刺激特定机构执行惩罚。仅以征税为例。要使人们纳税 ,就必须

有惩罚的规则 ,要有一套官僚机构来稽查不纳税的行径 ,并有一套刺激性激

励使官僚机构切切实实地去查办并适用惩罚规则。若税务官员缺乏稽查的

①

②

我这里所言的“政治力量”指在特定制度框架下已经组织为集体性的或有可能组织起来的

团体 ,以及作为选民的个人。我认为政治力量不可以先于且独立于特定的制度框架。制度塑造政

治组织。

这个例子源于 Ju an Li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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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 ,若官僚们很容易地被贿赂 ,惩罚就失效了。制度用可预期的某种威胁

来代替实际使用暴力①。

第二 ,民主有不同的组织方式。有些民主国家实行的是 ,民众直选总

统 ,总统领导政府 ,无需得到立法机关的支持。而在另一些民主国家 ,政府

必须得到议会的支持。只有议会支持政府时 ,政府才能存续。另一个重要

的区别就是 ,利益组织的方式和某些经济政策的决策方式。民主政治下 ,政

党的支配地位有可能受到官方认可的工会联盟与雇主协会地位的制约。后

二者代表着某种实际利益 ,相互交涉 ,并同政府就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交涉。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 ,有的民主体制给当前的多数近乎无限的权力 ,

有的民主体制则通过对宗教团体、讲某种语言的团体及区域性团体提供特

殊保障给多数统治施加苛刻的限制。这不过是些例子。诸如此类的重要区

别可以继续列举下去 ,如选举制的差异、是否存在司法审查、文官对军队的

控制模式差异、是否存在一支职业性文官队伍等。

第三 , 与当前主流相反 , 制度不仅对效率产生影响 , 而且 , 如奈特

( Knight , 1990 )警醒我们的那样 , 制度还会引起深远的分配效应。例如 , 众

所周知 ,简单多数式选举制常常产生“不应该的多数”:议会席位的多数出自

少数派。集体协商的框架会影响薪金谈判的结果。财产法会影响意外损失

的责任承担。有关学生入学的规则会影响学生的构成。

因为制度具有不同的分配效应———因为它们给不同的团体以不同的机

会 ,有的制度框架在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下就会得到巩固 ,而有的则不能。

那么 ,问题就是 ,哪一种民主制度会唤起相关政治力量的服从呢 ?

然而。不服从意味着什么呢 ? 这里不作仔细的梳理。我们只是区分一

下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在任何一个体制下面 ,所有的人都不可能服从制

度对他们所要求或期盼的一切。既然强制执行的边际成本会显著地增加 ,

所有的国家都会容忍某些个体的不服从 ,甚至有时是较大规模地容忍。不

服从 ,在某种不直观的意义上说 ,也可意味着个体退出参与 :他们对民主制

度的结果漠不关心。不参与有时可达相当高的比例 , 研究表明 ,至少 35 %

的美国公民总是置身于民主制度之外的。

当这些形式的个体不服从达到一定规模时 ,就有可能通过突发性的街

① 博弈理论家认为博弈方当然可以使用惩罚性策略。然而 , Kavk a( 1986 ,第四章 ,第二节 )表

明 ,此乃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自然状态下 , 惩罚只能通过暴力强制实施。制度把这种强制组织起

来 ,通过威胁使之可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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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暴动或短暂的反民主运动对民主构成威胁。但是单个的个人不可能动摇

整个社会秩序。因此 ,个体所理解的“合法性”,即使考虑到伊斯顿所作出的

全部区别 ,同体制的稳定性问题也无甚关联。只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才有

能力削弱民主体制的基石。

这样 ,对自我执行的民主政治休戚相关的不服从形式有以下策略 : ( 1 )

试图事后改变民主过程的结果 ; ( 2)极大地降低其他行为者对民主制度的信

心。① 因而 ,不服从就是为了否定民主过程的结果去颠覆民主体制。

现在我以公式的方式来解释 ,自发的、分散的、出于自利的服从如何实

现。

我们从某个特殊的行为者———如军队或资产阶级与军队的联盟———的

角度来看这种情形。在任何时候 ,民主过程的结果就是这些行为者或胜或

败 ,而且获胜的价值高于失利的价值 ( W > L)。他们赋予在未来任何一轮竞

争中获胜的几率为 p。② 这些行为者可行的行动路径是服从或颠覆。如果

他们选择颠覆 ,他们得到的是 S , S 包括失败与受惩罚的风险。③ 只有在 W

> S > L为真的情况下 ,他们的服从才可能成为问题。④ 假设他们刚刚失败 ,

令 t = 0。若他们服从 , 他们将得到 L ( 0 ) ;若他们选择颠覆 , 他们将得到

S( 0)。若他们为眼前的利益驱使 ,他们就选择颠覆。但是制度为行为者提

供了长远的空间。尽管他们刚刚失败了 ,他们也知道若在这一轮中服从结

局 ,那么在下一轮中就有望得到 C(1 ) = pW + (1 - p ) L ,尽管 L < S ,但 L (0 )

+ C(1 ) > S (0 ) + S( 1)有可能为真。这导致他们在 t = 0 时服从。

我们把这个观点推而广之。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 , 行为者在 0 < r < 1

的情况下置未来如何于不顾。这样 ,他们给予在下一轮中服从的值为 rC ,

再下一轮的值为 r
2

C,等等。服从的累积值为 C
*
。若他们选择颠覆 ,他们有

可能扭转本轮的失利 ,并预期现在和未来可能得到 S。颠覆的累积值为 S
*
。

若 C
*

> S
*

,失败的一方在 t = 0 时会选择服从。

注意 ,成功颠覆的可能性和与失败相关的损失取决于其他政治力量捍

①

②

③

④

若任何一方能够在事后推翻结果的话 ,其他方就必须向后调整他们根据规则赢得博弈的期

望值。

这是他们当前所估计的几率。随着逐渐了解到或赢或输 ,他们会及时修正这一几率。

S 依赖于颠覆结果的企图成功的可能性 ,依赖于颠覆成功或失败的效用。若几率为 q , D 和

F 分别为颠覆成功与失败的值 ,那么 S = qD = (1 - q) F。

有这样一些行为者 ,对他们来说 , S > W > L ,他们总是试图去颠覆结果。相反另外一些则

由于 W > L > S 而决不会去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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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民主制度的决心。一方有可能设想一种“倾斜的均衡”———每个行为者对

民主的支持取决于有多少其他行为者也支持民主。然而 ,民主博弈中的行

为者并非都是一样的 ,民主也不是一个数量关系。显然 ,平民对军队的制度

性控制框架构成了民主得以巩固的中枢神经。

人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让这个理论复杂化 ,使之更接近现实 ,如引入更多

不同的策略 ,考虑知识的不完备性与学习的作用 ,考虑使用更合理的胜败概

念①。但是从这个简化的模型中已经可以得出一个根本性的结论 ,而且即使

把这个模型复杂化以更趋近现实 ,该结论仍然成立。即 ,服从取决于在民主

制度下获胜的概率。若某个行为者 i赋予他在民主竞争中胜出的概率为 p

( i ) ,它大于某个最小值 ,记作 p * ( i ) ;则他会选择服从。这个最小概率取决

于一个集体性行为者赋予民主过程结果的值和颠覆民主结果的值 ,取决于

它理解的未来风险。行为者对民主制度下政治力量的关系不会发生逆转的

信心越强 ,他们越有可能服从。颠覆的风险越小 ,潜在的反民主力量就越有

可能不服从。②

以上所说一切并不意在对历史事件作一描述。“模型”———我常常感到

有必要引用泰勒 ( Theil , 1976: 3)的话———“是加以使用的 ,而不是要让人确

信的”。这里的模型给我们提示的就是 , 在分析任何具体情形时 ,人们应该

考虑各个特定政治力量赋予其在民主之内或之外推进利益的价值与机率。

在特定的制度体系下 ,当所有相关的政治力量都有某种明确的成功的最小

可能时 ,民主就会唤起普遍的服从 ,它就是自我实现的。③

这个最低的概率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在前面 ,我们已经了解到 ,这取

决于特定的制度安排 ,取决于参与方在民主竞争中所能动用的资源。我们

①

②

③

注意 ,这里的胜负概念大大简化了。各个群体是在广泛的结果范围内确立其利益的 ,并给

每种利益实现的程度与特殊方式赋予价值。这样 ,胜负就在多向度的偏好曲线上不断地得到确定。

但是如果在简单的模型中蕴含着同样的逻辑含义 ,我们就没有必要进行烦琐的数学推导。

这里有一个模型提供给那些不仅对结论而且对推理有兴趣的人。如果行为者在 t 时刻刚

刚失败 ,为方便记作 t = 0。他从服从中获得的回报是 C * = L + ∑ r - t C( t ) = l + [ r/ ( 1 - r ) ] C。他从

颠覆中获得的回报是 S ,它取决于行为者设定颠覆成功的概率 ,取决于行为者对非民主未来的漠视

程度。因此 ,若 C * > S * ,或者说 p > (1/ r) [ (1 - r ) S * - L ]/ ( W - L ) = p * ,则行为者会服从。注意 ,

dp * / dr < 0 :某个行为者对他民主下的未来越有信心 ,那么唤起他服从眼下民主结果所必需的最小

概率就越低。反之 ,设 q 为颠覆成功的概率 ,若 dS * / d r > 0 ,则 dp * / dr > 0。某个特定团体搞颠覆的

风险越小 ,要使他们服从民主结果 ,所要求的成功概率就越高。最后 ,注意当行为者刚刚失利时 ,若

p * 足以唤起服从 ,那么若他刚刚获胜 , p * 也足以唤起他的服从。因此 , p > p * 是最低要求。

相关的政治力量就是对他们来说 S > L 的那些。那些 L > S 的政治力量别无选择 ,无需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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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又了解到 ,它还取决于特定的行为者颠覆民主的能量。军方在民主政

治下追逐利益的前景黯淡 ,但它们能以暴力颠覆民主。它们的 W 很低 , 但

是 S很高。因此 ,它们的 p
*
也可能性相当高。资产阶级在民主体制内能很

好地追求利益。在民主体制之外 ,他们也能很好地追求利益 ,但是他们需要

军队来成功地颠覆民主。工会及其他的工薪组织在民主竞争中也能很好地

追求其利益 ,但是一旦民主失败了 ,他们就会受到血腥镇压。他们很可能就

是 L > S 的群体 ,因此他们总是趋向服从。① 而且 ,一个特定群体所要求的

保障会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 1976 年以后的西班牙 ,军方几乎不在

乎 S与 L 的区别。他们在佛朗哥 ( F ranco)的统治下挨饥受饿 ,以至于民主

下非政治生活也让他们心满意足。相反 ,在 1983 年以后的阿根廷 ,军方就

认为 L 远远低于 S。他们知道 ,若在民主中失利 ,许多人就要长期监禁。这

些都是信手拈来的例子。我要说明的就是 ,即使简化的模型也可以把具体

的行为者与不同的历史情形分别开来。

因此 ,使博弈方呆在民主制度框架内的最小概率 ,取决于他们在民主的

利益竞争中失败的价值。拥有广泛选择———颠覆民主或怂恿其他人去颠覆

民主———的政治力量 ,若他们相信在民主体制下一再失败 ,也比处于另一种

制度下的未来情形好得多 ,那么 ,他们就可能选择继续进行民主博弈。毕

竟 ,民主为所有的群体提供了一条基本的价值 ,足以使他们更偏爱民主而不

是其他的选择。这条价值就是———免受专断暴力之危害。西班牙共产党总

书记卡里略 ( Santiago Carillo ) 1974 年说 ,“人们应当有勇气向工人阶级说

明 ,向资本阶层交付剩余价值 , 也比建立一种压迫工人的情形要好得多”

( Carillo , 1974 :187 )。

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 ,对民主效率的信心 ,在那些民主制度下赢得

利益分配冲突前景渺茫的人中 ,也是一种保证服从的资源。若人们相信 ,民

主从长远来看有助于经济发展 ,那么 ,各种群体即使赢得有关分配性冲突的

可能性不大 ,他们也会选择支持这个体制。在民主政治下对失败的预期价

值越高 ,获胜的机会要求就越低②。

这最后一个假设对民主的社会条件这一永久性问题意义深远。从反面

来说 ,这个模型意味着 ,如果某些重要的政治力量根本没有机会赢得分配冲

①

②

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工会极有可能是个例外。

若在分配性冲突中获胜机会很低的政治力量相信 ,民主会使馅饼越做越大 ,那么这就是正

确的判断。回到 p * 的表达方式。计算后 dp * / d L = - ( 1/ r) [ W - ( 1 - r ) S * ]/ ( W - L ) 2 , 这是个负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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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如果民主不能改善失利一方的物质福利 ,那么那些预期要不断忍受民主

制度之结果的人就会反对这些制度。要唤起民众的服从与参与 ,民主必须

产生实质性结果 :它必须为所有相关的政治力量提供机遇以改善它们的物

质福利。实际上 ,稍微计算一下 1946 年至 1988 年间南美任何政权 ,无论是

民主还是权威的 ,结果表明 ,凡是经济正增长达到了一年的政权 ,在下一年

中就有 91 .6%的机会生存下来 ;凡是经济负增长达到了一年的政权 , 在下

一年中还有 81 .8% 的机会生存下来 ;而若一个政权连续两年经历经济收入

下降 ,那么它在下一年就只有 67%的存活率。

然而 ,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明白这个假设中没有隐示在内的意义。

第一 ,它并不意味着 ,若民主制度要唤起人们的服从 ,民主就必须有社会内

容。如果民主是一种导致最终结果不确定的制度 ,那么 ,“社会内容”就不可

能意味着事先承诺的平等、正义、福利 ,等等。① 这类承诺是行不通的。在民

主政治下 ,其结果由竞争的政治力量的利益追求策略决定 ,事先肯定是不确

定的。誓言要发展大众福利、促进国家统一、传承民族文化、为每一个人提

供有尊严的生活条件②的宪法 ,对于抒发国民感情或许是必要的 ,但是它们

不可能就此而得到服从。只有在它们以法律而不是以誓言的形式表达出来

后 ,才能得到遵守③。尽管不同的力量在民主竞争中运用的资源不等 ,但若

制度框架有利于社会正义 ,民主最终还是会有某种社会内容的。但这多少

是个制度问题 ,而不是实质性承诺问题。

第二 ,民主若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经济绩效就不能存续的断言 ,并不是

一个一成不变的客观规律。在新近成立的民主国家人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就是 :“民主必须兑现诺言 ,否则⋯⋯”省略的话从来就没有说出来 ,因为它

被认为是不用言明的。当阿根廷的将军们一个个地宣称 ,“经济状况使民主

危在旦夕”④时 ,他们似乎正在断言一条客观规律 ,但是他们恰恰就是这条规

律的催化剂。他们期望经济危机使某些平民起而反对民主 ,这将增加颠覆

民主的可能性。面对经济危机 ,这些将军从其偏好出发 ,作出推翻民主的反

①

②

③

④

这一直是我同 F ra nciso Weffort 反复争辩的主题。关于最新的保留条款 , 参见他的“ In cer -

t ezas da tran si��o n a A mércica la tin a”。

有些条款要求 ,每个企业至少要雇用 10 名以上工人去招聘新员工 ,在新员工中 45 岁以上

至少要占到 10 %。这类条款就更不用提了。

把这二者放在一起讨论是出自当前波兰宪法的争论。参见 T rybun a L udu , 1989 年 9 月 17

日。

《纽约时报》, 1990 年 1 月 3 日。

 32



l20   民主与市场

应。但是民主能否在恶劣的经济条件下生存下来是条件与制度相作用的共

同后果。如大萧条时欧洲经验表明 ,某些制度框架比其他的一些因素更能

抵制经济危机的影响。

总之 ,从静态的观点看 ,民主制度必须是“公平的”。它们必须不时地给

相关政治力量在利益与价值竞争中以获胜的机会。从动态的角度看 ,民主

必须是有效的。它们必须使即使民主体制下的失败也比其他非民主体制下

的未来前景更有吸引力。这两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它们以

不同的方式表明 ,若政治力量期望在继续遵守民主博弈规则的情况下 ,其未

来将会好转 ,那么 ,他们就要服从民主的结果。要么他们必须获得胜出的公

平机会 ,要么他们必须相信失败并不那么糟糕。于是 ,为了唤起服从 ,要巩

固民主 ,民主制度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平的 ,在总体上是有效的。

可是 ,在某些条件下 ,这两个要求可能会相互矛盾 , 尤其是考虑到经济

问题时。公平要求所有的主要利益应得到起码的保护 , 而有效性在这些利

益受到严重损害时会显得非常必要。要在经济上卓有成效 ,政府就不得不

侵犯某种财产权利。例如 ,进行土地改革 ,为有效配置资源而导致大规模失

业。有利于重大经济变革的制度不能保护所有的利益 , 保护所有利益的制

度框架不适合于重大的经济变革。

实际上 ,左派面临的传统困境就是 , 即使民主在程序上完美无瑕 ,但仍

有可能是一种寡头政治 :富人统治穷人。历史经验证明 ,民主社会下也有贫

困与不平等 ,在工厂、学校、监狱和家庭中 , 也有压迫。右派的传统困境就

是 ,民主有可能转化为多数穷人对少数富人的统治。民主程序有可能威胁

到财产权 ,以普选形式体现出来的政治权力和以结社权利体现出来的政治

权力 ,可以用来限制财产权利。因此 ,民主要成为自主的政治力量之分散策

略的均衡 ,就必须要有严格的限制条件。民主形式在历史上对于有组织的

政治冲突显得很脆弱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四、制度设计

以上抽象的讨论对于具体的政治制度意味着什么呢 ? 什么样的制度安

排最有可能持续下去并切实发挥作用 ? 宪法是应仅仅包括关于政治竞争与

保护少数的规则呢 ,还是也应包括实质性的承诺 ? 议会制是否比总统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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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调节冲突 ?① 在危急时刻 ,同行的法团式组织对于去动员达到经济政

策的一致 ,是否有必要 ?

宪法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除了联合王国和以色列

外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成文的、形式上得以适用的宪法。然而 ,这些宪

法在各自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千差万别。在美国 ,同一部宪法已经

沿用了二百年 ,在这期间 ,它一直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政治生活。从这个意义

上说 ,至少主要的政治冲突 ,除了一次例外 ,都是在它的制度框架内解决的。

在阿根廷 ,自 1853 年就开始适用的宪法至少书面上一直保留着 , 除了从

1949 年到 1957 年这一短暂时期之外 ,还一直是有效的。但是过去的 50 年

间 ,阿根廷的政治冲突只有一半时候是根据宪法条款来处理的。在法国 ,宪

法自 1789 年以来屡次变迁。事实上 ,每一次政治大动荡都产生一部新的宪

法。然而在生效期间 ,每一部宪法确实是在规制着权力的运行与政府更迭

方式。最后一个例子是韩国 ,自 1948 年开始它每隔三年九个月就有一次重

大的立宪改革 ,但是没有一次政权更迭是按宪法规则进行的。因此 ,我们看

到了四类宪法 :长期延续并得到遵守的宪法 ,长期延续但遭忽视的宪法 , 经

常变化但均受尊重的宪法 ,经常修正但又形同虚设的宪法。历史经验并没

有给我们多少帮助。

实际上 ,我惊讶地发现 ,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知识经验来回答关于制度设

计的问题。我们对总统主义与议会主义的影响有些直觉 ,我们知道各种可

能的选举制的效果 ,我们倾向于相信独立的司法在解决冲突时是一种重要

裁决力量 ;但是我们现有的知识经验还不足以就关于制度设计展开争辩。

波兰的民主要得到巩固 ,是实行强总统制还是弱总统制 ? 是实行多数选举

制还是比例选举制 ? 宪法要确认对共同价值的承诺吗 ? 还是宪法对此不作

具体的规定 ?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的所知还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们无法确切地回答这样的问题 ,原因在于民主的巩固可能是条件与

① 林兹 ( Linz , 1984 )提出了一系列论证支持议会制反对总统制。我尤其相信他观察到的总统

制会产生零和博弈 ,而议会制则增加总收益的论断。理由如下。在总统制下 ,胜者得全票 ,他 (她 )

能组成政府 ,而不必与失利方联盟。事实就是 , 被击败的候选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但在议会制

下 ,他 (她 )就成了反对派的领袖。因此 ,根据以上模型 ,在 cet e ris paribu s 条件下 (即在两个体制都

存在 W + L = T ) ,总统制相比于议会制 ,各方胜出的值 W 较大 ,而失利的值 L 较小。现在假设行为

者每年以 r 的比率给将来打折扣。在总统制下 ,胜方任期是固定的 (记 t = PR ES ) ,下一轮期盼的值

是 rPRES [ pW + ( 1 - p ) L ]。在议会制下 ,胜方只有在议会中获得足够支持时才能在位 ,我们把这个时

期记为 t = P AR L ,其下一轮的期盼值是 r PARL [ pW + ( 1 - p) L ]。初等代数表明 ,除非议会制下的任

期明显比总统制下任期长 ,在民主博弈中 ,失利方更愿意呆在议会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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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制度或许必须符合条件。卢梭 ( 1986: 1 )在为波兰设

计宪法的过程中写道 :“我们必须彻底了解正建设着的国家 ,否则制度建设

一旦完成 ,不管就制度自身而言是多么完美 ,当它投入运行就会被证明有很

多缺陷。如果国家已经形成 ,其嗜好、风俗、偏见、弱点根深蒂固 ,以至于无

法通过新的设计清除时 ,那么其缺陷就更加确定了。”我们确实没有足够的

经验研究以获得这种共同作用的可靠知识。

因此 ,我只能作一些初步的猜想。那些得到遵守并长时间持续的宪法

能减少政治斗争的风险。觊觎官职者期望得到一官半职 ,失败方期望能东

山再起。据说拿破仑曾说 ,这样的宪法应“言简意赅”。它们只规定政府的

范围和竞争的规则 ,而把实质性结果留给政治角逐决定。被用以强化短暂

政治优势的宪法 ,只是作为新近胜出一方进行统治的法令的宪法 ,都只能在

产生最后政治胜利的条件存在时才会延续下去。反过来说 ,允许每一个人

都把自己的实质性要求塞进去的宪法 ,把实质性承诺 (魏玛共和国宪法中有

关社会权利的一章是这一方面的典型 )视为圭臬而认可妥协的宪法 ,常常是

不能执行的。①

把这个论点再向前推进一步 , 我想提出三点仍然是非常抽象的评论。

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 ,民主成功后的历史中 , 选举产生的多数是很罕见的。

在战后的十五次选举中只有一次 ,多数选民把票投给同一个政党。因此 ,大

多数民主国家要么是由明确的政党联盟执政———这些政党独立都不能执

政 ,要么是由得到隐含的支持保证为基础的少数派政府执政。第二 ,在成功

的民主下 ,制度难以强化暂时的政治优势。如果对权力的收益渐渐增长 ,得

不到制度上的约束 ,那么失败一方必然首先就为其所失去的殊死搏斗 ,等待

只会让他们更难以成功。第三 ,政府必须有治理能力。这意味着他们必须

有能力阻止某些要求进入公共领域 ,他们肯定不能容忍所有重要的集团都

对公共政策投反对票。

这些评论导出了两条否定性规则。第一 ,民主制度要稳定有效 ,政府就

万万不可对政治力量间关系变化无任何反应 ,不能在制定政策时不与各种

力量商议 ,当政府执行规则时就不能不受服从规则的限制。第二 ,民主制度

不能使决策及其执行瘫痪。决策中必须体现各方利益 , 但是任何一方都不

应有能力单方阻碍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这个结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即是 ,

① L ula 在一次选举前的采访中指出 :“如果我们把新宪法中社会权利一章付诸实施 ,那就是

在制造一场革命。”( Luis Inacio L ula da Silva , in te rviewed in Veja , 1990 年 11 月 29 日 , p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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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民主要求政府应当足够强大以便有效地治理 ,而不是虚弱到一碰到

重大利益的阻碍就不能治理。

如果这些评论是有效的 ,那么民主制度只有夹在这二者之间去走向成

功。在某些历史条件下 ,这两种限制之间可能没有太多空间。民主并不是

总是可以得到巩固的。

第三节  向民主过渡

当专制土崩瓦解 ,众多政治力量纵横捭阖时 ,自我执行的民主并不是这

过渡期惟一可能的结果。① 已倾覆的权威体制可能会卷土重来 ,或者会出现

新的独裁。即使民主已经建立 ,它也不一定就能持续下去。民主制度可能

系统性地产生某种结果 ,导致一些重要的政治力量起来颠覆这些制度。所

以说 ,巩固的民主只是权威体制崩溃后众多可能性结果之一。

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制度条件下 ,自主的社会力量总是努力把一种体

制强加于其他力量之上 ,以强化自身的政治优势。那么 ,有没有一些制度会

自动形成 ,使得一旦生效 ,它们就会产生分散的服从呢 ? 在什么时候 ,相互

冲突的利益团体通过把自身的部分权力移交给制度 ,自动地限制其未来的

能力以开发自己的政治优势 ? 他们在什么时候缔结产生服从、使民主自我

执行的“民主协议”呢 ?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古典问题。自从 17 世纪以来 ,

政治哲学家们就一直在探寻着从满是冲突的野蛮无序到祥和的精诚合作这

一转型的秘密。从利维坦开始 ,人们提出的方案不胜枚举 ,且最近的方案显

示出人们越来越乐观。我们被告知 , 社会秩序问题可以通过惯例 ( Lewis ,

1969 ; Sugden , 1986 )、合作的自然演进 ( Taylor , 1976; Axelrod , 1984 )、规范

( Ullman-Margalit , 1977 ; Axelrod , 1986 )、道德 ( Gauthier , 1986 )及仁爱的制

度 ( Schot ter , 1981 )来解决。

这类问题还可以表述如下 :在各种冲突与合作的混合方式下 ,人们的各

种利益形成了某种策略结构。对利益的不合作解决从规范上说有些不可欲

的特征。在此情况下 ,有没有什么方式 (国家、计划、惯例、道德、规范、制度、

奖券 )得以自愿地适用 , 且一旦适用 ,就将唤起自发的 (自由分散的 )服从

① 对于这种局面来说 ,“过渡”一词并不十分妥帖 ,因为它暗含结果已经被预先决定了的意思。

然而 ,我决定遵从众多关于向民主过渡的文献中最通用的用法 ,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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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们的行为正是规范上所需求的 ,如符合集体 (帕累托 )理性、其他的

福利标准、正义、公平、公正或平等 ? 注意 ,哲学家追求的是会引致自发服从

的方式 ,而不是强制服从的制度 ,即使制度也可导致规范上可欲的行为。

这种陈述是以某些假设为基础的 ,这些假设则限制了它的适用范围。①

自由主义的出发点———假设在自然状态下“个人”会遇到合作问题 ,对在具

体的历史条件下分析真正行为者面临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相关的行为者

并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政治力量 :先前就已构造好的集体组织、某些一经刺

激就可能集体性组织起来的人群、作为选民的个人。他们总是在既存的惯

例、规范与制度下陷入冲突。

由于这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民主条约的作用也就是去影响如此重大的

转型。条约是 (一次完成的非合作性的② )策略均衡 ,这种种策略则由变化着

的现实条件组成 ,且其组成方式是要使分散的自愿服从让个人能乐观地接

受。民主条约就是对不赞成的赞成协议。要通过协议改变这些条件的惟一

方式就是建立新的制度。

因而 ,民主化问题的解决方案由制度组成。政治力量的资源是既定的 ,

它们的偏好及各不相同的条件也是既定的。如果导致自发服从的制度体系

是过渡的均衡 ,那么 ,问题就得到解决了。这样 ,建立民主的问题就是 ,政治

行为者赞成会唤起他们服从的民主制度框架吗 ?

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不同的子问题③ :第一 ,在既定的条件下 ,是

否存在某些民主制度体系 ,它们一经适用就会唤起自发的分散的服从 ? 在

①

②

③

霍布斯的论述在我们的背景下用处不大。原因在于 ,对霍布斯来说 ,个人要建立国家第一

是因为它能保护他们免受外来的入侵 ,第二才是保护他们免受彼此相害之苦 (利维坦 ,第 17 章 )。

尽管有关的领域冲突时不时就爆发 ,但是人们这里分析的问题不是成立一个国家 ,而是在已定领域

范围内组织一个国家。因此 ,拥有安全边界这一帕累托优势在关于民主转型的制度冲突中并不是

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我仅意指非外在强加的。

各种社会契约理论就没有注意到这两个问题。这些理论追随的问题是 :在自然状态下 ,假

设的个人会认为哪一种政治秩序是值得他们遵守的 ? 由于对个人的假设不同 ,这些理论也就结论

不一了。如果个人被置于一道无知之幕后 ,他们不知道有关他们在新的社会秩序下福利待遇的任

何信息 ,那么问题就是 ,一旦他们身处其中、知道自身的福利怎样时 ,他们为什么要遵守这个秩序

( braybrooke , 1976 ) ,相反 ,如果个人知道他们在新秩序下的机会如何 ,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们会赞成

这个新秩序———他们知道 ,这个新秩序将导致他们必须遵守使自身极为不利的结果 ? 比如说 ,军队

知道民主体制将使文人来控制它 ,而他们最好服从这种控制 ,否则 ,他们宁愿自己独裁。因此 ,一旦

制度体系确立 ,政治力量是否将服从这种既定的制度体系这一问题同他们是否会赞成确立这种制

度体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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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利益结构下 ,也许没有任何一种民主制度 ,能阻止重要的政治力量一旦

大权在握就试图来颠覆它。第二 ,自我执行的民主制度体系是否会作为关

于制度选择的冲突结果而确立 ? 因为即使人们可能会发现 ,制度一经确立

就会自我执行 ,当个别政治力量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其机遇大不一样时 ,这

些制度就不必构成过渡形势的均衡了。设想一群人进入一个赌场 ,这个赌

场里有轮盘、扑克、21 点牌、掷骰子等游戏。那么 ,存在一种游戏 ,使得玩家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连输好几把还会继续玩下去吗 ? 若有 ,潜在的玩家会

赞成哪一种呢 ?

这些都是在向民主过渡中必然会遇到的同类问题。

附录 : 为什么结果不确定 ?

民主的一大标志性特征即是 ,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 ,具体的结果总是不

确定的。这就好像是所有的人都做他们认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事 ,然后由

某种随机的方式来选择结果 ;好像结果是由掷骰子决定的。这是事实吗 ?

若不是 ,为什么它们又好像是事实呢 ? 本附录的目的即是要去澄清民主引

起的不确定之根源与本质。

首先 ,我们认真地审视一下民主的运作方式。不妨看看以下几个例子。

竞选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政党面对着选民 ,盘算着在什么问题上应采

取什么样的立场才能获得最大的支持 ,然后选择那些同自己政纲不相矛盾

的立场以求获得最大可能的胜数。在选举日 ,结果揭晓 ,各个政党得到某种

信号 ,该信号在每种民主下多少是惟一确定的。各政党由此而去组织政府

或形成反对党阵营。

对私立学校的公共援助支持者与反对者在宪法法院里就此争辩不休。

如果法律有利于他们 ,他们就引用宪法 ;若法律不利于他们 ,他们就引用事

实。法庭仔细考虑后作出判决 ,判决结果就成了合法的现状。

各银行对立法机关施加压力 ,要求它们鼎力相助 ,以帮助自己摆脱过去

不良行为的影响。众所周知 ,普遍性的利益要求能说服他人 ,特殊利益要求

则难以打动人心。所以 ,银行提请人们注意 ,若银行倒闭 ,寡妇可能会失去

一生积蓄 ;政治家则声称自己代表纳税人 ,要人们注意到财政赤字的危险。

立法机关投票决定帮助银行 ,而官僚机构则进行核实。

注意 ,在这些例子中并不存在着不确定性。在参与方所能动用的资源

与制度框架确定的情况下 ,结果也就被决定了。每个行为者都会去检视资

源的分布状况 ,了解规则 ,然后决定若他们实践自己的动议 , 即履行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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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谁会赢得或输掉什么。然而行为者显得好像他们并不确定结果如何。

行为者的行为是双面的 ,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若输赢是二者

必得其一的话 ,那么 ,那些预期会失败的人将什么也不做 ,因为他们实在没

有什么可做 :由于对方论证充分 ,法庭必将作出对自己不利的裁决。① 因此 ,

若他们参与竞争 ,那必然是因为他们并不确定自己行为之结果。若补偿是

动态持续的话 ,那最终的输家就被迫去参加竞争 ,去实践自己的意愿 ,因为

如果不这样 ,他们的结局会更糟糕。而政治家则为了不失去选票 ,尽管他们

知道自己最终是要帮助银行脱困的 , 但他们还是抱怨政府花钱大手大脚。

但是 ,我认为 ,许多初步证据表明 ,政治行为者常常对结果不太确定。民主

政治下的每一个人都至少经历过一次戏剧般的选举之夜。我最喜欢提到一

个承认这种令人惊讶之状的例子就是 ,智利的右翼日报 El Mercurio在阿连

德 ( Salvador Allende)赢得 1970 年总统选举多数后的第二天所发的社论 :

“没有人会料到秘密的普遍的资产阶级的选举 ,竟然导致一个马克思主义候

选人获得胜利。”

那么 ,民主天生就有的不确定之根源何在 ?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扑克牌游戏。第一种玩法叫做 LEN。所有玩牌的

人都坐到桌边 ,为黑桃 A 打赌。出价最高的人将不仅收回自己的钱 , 而且

还收取桌子上的所有赌金及不玩的人所必须支付的一美元。规则完全是普

遍性的 ,人人都可参赌。但是总有一个玩家会比其他玩家更有钱 ,这样 , 财

富惟一地决定了结果如何。② 因而 ,这里就没有不确定性。这也就是为什么

列宁把他所理解的民主叫做资产阶级专政这一说法是正确的。③ 除了确定

要赢的玩家外 ,任何掏出一美元以上去玩的人都是大傻蛋。

现在我们来玩 JO N 这种新游戏法。所有玩家都出价要牌。这些牌是

向下盖着的 ,你看不见。有所有的牌被买光后 ,他们再看自己手中的牌。获

得黑桃 A 的算赢。他同前一种方法一样收取赌金。在这种游戏中 ,如果每

①

②

③

关于补偿二分的观点 ,参见 R ik er , 1962。这个观点受到了 St igle r ( 1972)的辩驳。

想想 (美式 )足球。这种游戏中有场地、球、规则。规则对所有的队都一样。主裁和边裁公

正地判决行为是否合乎规则 ,并执行惩罚。但是若一个队队员体重都是 300 磅 ,而另一个队队员体

重则为 150 磅 ,鹿死谁手是不言自明的。

“资产阶级议会 ,即使是在维持着私有产权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所谓最民主的共和国内的最

民主的议会 ,也不过是一小撮剥削者用以压迫成千上万吃苦受难民众的机器⋯⋯只要资产阶级私

有财产权存在 ,普选就不过只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工具。”(《致欧美工人的一封信》[ 1919 ] , 列宁 ,

1959: 482)列宁对此最系统的论述是《向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提交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论文》。1919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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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都尽可能玩好的话 ,最有钱的人将买的最多 ,最有机会赢得黑桃 A。

若 N 个玩家是同等富裕的 ,那么他们赢牌的概率为{1/ N , 1/ N , 1/ N⋯}。事

实上 ,这种概率的分配可能是极不平等的 :获胜的概率可能被扭曲到{( N -

1)/ N , 1/ N , 0⋯ , 0}。但是在这种游戏中 ,钱所能买到的只是一种好机会而

已 ,因为这里纯粹是机会起作用。一个只买得起一张牌的玩家仍有五十二

分之一的获胜机会。民主不就是这样的吗 ?

对这种类比的一个明显辩驳就是 ,民主———至少是现代民主———并没

有一种作为随机方式的制度安排。① 议会、官僚机构、法院都是应该谨慎行

事、公正决策的 ,而不是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做事。

然而要注意社会选择理论提出的对不确定性的解释 :集体偏好是在不

断地循环 ,在任何一个时候来解读这种偏好都不合情理。结果是不可能以

个人偏好来理解的。但是社会选择理论的这种解释太激进了 ,它没有给人

的理性行动留下空间。社会选择理论把民主描述为它像是洛托 (一种赌博

游戏 ) :行为者决定是否买奖券 ,然后等候着获胜的数字在屏幕上出现。结

果是公平的 ,但这只是它惟一的合乎情理之处。要参与到这种游戏中来 ,行

为者必须明了他们的行为同可预期的结果间的某种关系。如果每一个人都

相信不可能定理 ,那就没有人参与。诚然 ,爱尔斯特 ( Elster , 1989 )曾证明 ,

在某些环境下集体理性也会要求随机决策 :只要是当决策成本过高 ,决策作

用甚微时———如当监护权之争给孩子带来的伤害远甚于把监护权给予不太

合条件的双亲一方所带来的伤害时。但总的说来 , 一种人们相信结果是随

机确定的民主是不堪一击的。

因此 ,我并不认为民主就是这样运作的。纯粹的机遇确实在民主博弈

中存在 ,但是它也仅仅是外生的 :一个领导人的突然死亡可能使局势急剧动

荡。但机会的作用范围也只是如此罢了。

结果不确定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行为者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有的评论

者从我早期关于民主天生就是不确定的主张中得出结论说 ,这种断言就意

① 在选举历史上也有一些偶然胜出的例子 ,并有一些严肃的论证支持说民主下存在一种随机

的机制。见 Elst e r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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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个人必然对要做什么不确定。① 事实上 , 巴西人在出版我的一篇论文

(“Ama a icert eza e seras democrático”)时所加的标题是“如果你喜欢不确

定性 ,那你将是一个民主党人”。② 这有可能是真的 ,如马丁 ( 1987 )所言 ,民

主要求公民愿意改变其偏好。但是 ,他们无需喜欢不确定性 ,也无需不知道

该做什么。

现在假定 NOR 是一种游戏 ,行为者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策略会导致最好

的结果 ,因为结果同时取决于其他人的行为。并不存在一种支配性的策略。

这种游戏的玩法如下 :人们得要牌 ,牌面是向下的 ,大家都不知道。一旦所

有的牌被买下 ,玩家 (为简单起见 ,假设只有名为行和列的二人 )就轮流出一

张牌 ,这一张牌也是牌面向下的 ,同时翻转开所有其他牌。每次的赢牌结果

是{前面为行 ,后面为列}。③

行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若列不打出红桃 K,打出黑桃 A 比出任何其

他牌来说是最好的了。否则 ,就是最糟糕的了。同样的 ,列也是如此。 (表

1 .1)

有的博弈理论家认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合理的做法就是用随机的方式

来选择个人的行为。若一个政党不知道是偏左还是偏右才能获得更多选

票 ,因为结果取决于其他党派的意向 ,这时它就应抛一枚适量重的硬币来决

定。如果银行不知道其关于寡妇会失去储蓄的观点是否会比自身雇员会失

业的观点更能说服人 ,它们就听凭运气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 ,结果是不确

定的 ,因为它源自有可能被选择的策略 :在其他人会做什么确定的情况下 ,

策略的组合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会以另一种方式来组合策略。但是结果

仍是一种可能性的认识。④

①

②

③

④

尤其是 Lechn er( 1986 ) & H ir sch man ( 1986 )。事实上 ,关于行为者可能不知道该做什么有

两个不同的原因。本书中所探讨的就是他们不知道哪一种行动路线对自己最为有利。但我的印象

是 , Hir sc hma n & Ma nin( 1987 )有别的论述 ,即行为者并不确定他们应该以自己的偏好行事 ,还是屈

服于其他人的偏好。在后一种情况下 ,行为者是对自己的偏好不确定 ,而不是对自己的行动路线不

确定。

Novos Estudos ,1985。

为了限制资源不平等对结果的影响 ,公平准入法保证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黑桃 A 和红桃

K。

这个观点看来风光不再了。参见 Au mann ,1987 & Rubinst ein , 1988 : 9。后者说 ,“把混合

策略解释为是在玩游戏前根据玩家抽签结果而调整自己的行为 ,这多么天真 ,真让人好笑”。相反 ,

物理上的混合策略———把一些策略按一定比例混合———则不会导致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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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列

 红桃 K 其他任何牌

行
黑桃 A

其他任何牌

全输 ,   全赢 全赢 ,   全输

赢一些 ,  赢一些 赢一些 ,  赢一些

李奇纳 ( Lechner)说 , NOR 用来解释民主是行不通的 ,因为民主下的行

为者珍重秩序 ,这秩序会指导他们去做什么。这是正确的。李奇纳认为 ,在

智利 ,受到乌尼达民选政府执政时的混乱创伤影响的无序使民主不稳定。

我赞成他的这个观点 ,但是我同时认为 ,关于结果的不确定性并不必然伴有

制度层面的混乱 ,也不必然伴有对自己行为的不确定性。

关于民主的不确定性 ,我所能找到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奥曼 ( Aumann ,

1987 )提供的。他证明 ,若行为者有所不知 ,若他们在认知上是理性的 ,即会

随得到的信息不同而改变对这个世界的看法① ,若他们以自己的信念行事 ,

那么 ,他们各自选择的策略将会概率性地分布 ,好像他们使用一种随机方式

做出的选择一样。

行为者不知道什么呢 ? 奥曼模型有许多硬性要件 , 其中之一就是行为

者可能一无所知 ,不仅不知道传统博弈论假设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而且不知

道其他行为者的策略。事实上 ,在奥曼的解释中 ,这正是行为者不知道的。

各个行为者可能知道每种策略组合的惟一结果 ,也知道在他 (她 )做什么确

定的情况下什么是对其他人最有利的。要产生不确定性 ,最弱的假设是 :我

不了解其他人怎么看我。政党的领袖们可能知道 , 若他们不揭露对手的丑

闻 ,对方最好也不揭露他们。但是若他们不确定对方是否会信任他们不揭

露丑闻 ,不确定性就产生了。在这里 ,产生不确定性的较弱假设是 :我不确

定对方是否知道我的偏好与性格。若我以为 ,他们可能把我看成一个道德

主义者或鲁莽行事的人 ,而不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那我就不知道

他们会做些什么了。

① 奥曼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即是所谓的豪尔绍尼 ( Har sanyi ) 学说。它断定 ,知识只能源自

观察。具体说来 ,这个假设就是 ,所有的行为者都有同样的优先性 ,那么在任何时候若赋予他们穿

过十字路口的不同概率 ,那只是因为他们观察到的东西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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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民主过程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他们可能对参与的每一方都显得

不确定。但是 ,不应当把这“显得”理解为“修正的无知”或“假意识”①。在没

有办法知道别人怎么看我的决策体制下 ,不确定的出现是必然的。一个全

面的旁观者可能会决定每一种形势下惟一的结果 , 但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

是这样一个旁观者 ,因为他 (她 )的理论未必为其他参与方所共识。如果他

(她 )的理论不能为人接受 ,那么他 (她 )就不确定别人怎么看他 (她 ) ,不确定

他人会做什么。注意 ,策略是各方独自决定选择的。每一个行为者都独自

决定去做什么 ,在任何时候 , 他们都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有利的。然而 , 同

这种策略组合紧密相连的结果是或然性分布的。

为了解释民主天生不确定性的特征 ,我们来看一个程式化了的权威体

制模型 (我把它等同于独裁 ,忽略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 ) ②。

权威政体的一个本质特征即是 ,某人具有防止任何结果产生的影响力。

就像人们谈到佛朗哥那样 ,“所有的牌都在他手上 ,他不是在搞政治 ,他本人

就是政治”(引自 Carr & Fu si , 1979: 1 )。这“某人”,形式众多 ,有可能是统治

者、一个组织 ,如军队、政党或官僚机构 ;也有可能是不太容易区分的一个集

团与个人。下面我要谈到的是权威主义政权的国家机器 ,只有在有助于阐

释问题时 ,我才引入这众多形式之间的区别。③ 这权力机构事先事后都能运

作。也就是说 ,它不仅能事先确立规则 , 以阻止导致不满意结果的行为 , 倘

若这不中意的行为是由自身规则所致 ,它还可以推翻它们。阿根廷有一个

例子 ,说由军政府任命的教育部长要一批专家编写小学数学教材 ,教材编好

①

②

③

这里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不是偶然的。奥曼模型为崇尚知识的马克思理论提供了微观

基础。被崇尚的知识只是局部知识 :只是从各个代理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体制。在资本主义下各个

代理人相互交换 ,从中渔利或受损。如果我卖的多于我所买的 , 那我就受益 , 而买者则损失劳动价

值 (但在效用上并不是必然的 )。这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有效的局部理论。在这种制度下生活

的每一个人都必然按这个理论行事。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宣传 ,或许人人都知道劳动是价值

创造的惟一源泉 ,所有进入交换中的价值 ,其和为零。无论我在交换中获得什么 ,总意味着有其他

人失去了它。但是在制度下面 ,这种知识并不会也不能改变个人的行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并不

足以改变个人行为。

这是有区别的。想想前苏联 ,它被称为全能政权、权威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独裁

政体 ( samoderz ha vie)、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权贵 ( nome nklatu ra )、官僚体制以及许多我们未知的等

等。我的目的只是要刻画出民主的本质特征 ,而不是要对政府形式进行分类。最重要的是 ,我的讨

论没有把孟德斯鸠所谓的暴政———这时暴君的意志即是法律———与用法律来统治的独裁 (君主制 :

用法律来统治而非法律统治 )区分开来。对历史上政治体制的各种分类探讨 , 参见 Bobbio , 1989 :

100—125。

关于确定权威体制下权力中心的困难 ,参见 P rzewors ki , 1982。Cardo so 在 1972 年提供了

更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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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得到了教育部长的批准 ,然后出版发行。但它落入了一个地方军区司令

手中 ,他禁止学校使用该教材。注意 ,在这里教材并不是什么地下出版物 ,

它是权威制度本身的产物。① 与民主相反 ,权威体制下 ,可能的种种结果并

不能从规则中推导出来。② 专制之下 ,法律与政策毫无二致。③ 从这个意义

上说 ,专制就是武断的。在民主之下 ,民主过程的结果只有在它明显地背离

了事先确立且广为人知的规则时才可能事后被推翻。在专制之下 ,任何一

套规则都不伴有什么可能的结果。

这个观点意味着民主就会比专制产生较小的不确定性吗 ? 我想这个问

题无法回答 ,因为这取决于各人的立场。④

争执在于假设之中。为了推导出结果 ,人们必须作出假设。在专制下 ,

结果只能从单个行为者的偏好中加以推导 ;而在民主之下 ,结果则可以从相

互冲突的偏好与规则中加以推导。如果一个领袖反复无常 ,如果政权内部

分崩离析 ,权威体制就会因其朝令夕改而使人惶惶不知所措。⑤ 事实上 ,在

专制之下 ,结果就不可能事先预测 :只有在知道了独裁者的意志或冲突派系

间力量的均衡状况后 ,人们才可能预测结果。相反 ,民主体制甚至在执政党

与反对党易位时也会产生高度可预测性的结果。因此 ,从事后来看 ,权威体

制相比于民主体制 ,政策变化是多种多样。但是事先又怎么样呢 ? 在专制

之下 ,总是有人确知结果的 ,总是有人知道政权机器需要些什么 ,知道什么

①

②

③

④

⑤

注意这个例子的另一面。缺乏对权威的清晰界定。没有任何规章给予军区司令就小学教

材发布命令的权力。但他有一系列的权力 ,什么都能做。另一个例子是 : 20 世纪 60 年代初 ,波兰政

府决定重建华沙市中心。它宣布建筑设计方案要竞争 , 由政府来挑选并批准优胜方案。但党的一

位书记认为 ,建筑方案中的建筑物会同另外俯瞰全城的斯大林式庞大建筑群相竞争 ,遂命令该设计

方案中所有的建筑物都要降低高度。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

这并不是说 ,在民主制度下追溯既往的行为是不可能的 :总统可以任命一名医务主管 ,他负

责一群专家来准备关于艾滋病的报告。报告可以出版 ,但总统可以否决这报告 ,甚至于可能解除他

原来的任命。但是我们事先就知道了总统有权这样做 ,他对议会法案有否决权 ,他可以解雇政府职

员。然而 ,我们也知道 ,总统不能否决最高法院的裁决 ,不能解雇法官。我所要论证的就是 ,在专制

之下 ,我们不知道权力机构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因为可能的结果是不受规则约束的。

孟德斯鸠认为这个特征即是暴君制的致命弱点。

关于博弈理论主观方式的精彩陈述 ,参见 Rubin stein , 1988。他认为 ,若博弈论要解释得通

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 ,我们就不应把博弈解释为一种现实描述 ,而应理解为是行为者感知与推理的

程序假设。因此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东西 ,从各个行为者自己最佳角度来看就成为

不确定的东西了。

在前苏联有这样的一幕 :三个人在古拉格集中营相遇。一个问另一个 :“你为什么到这里 ?”

“我反对拉德克。”他说 ,“你为什么也来这里呢 ?”“因为我支持拉德克。”然后他们去问一直沉默着的

第三个人 ,但他说 :“我就是拉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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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发生。① 在民主政治下 ,就没有这样的行为者。专制与民主下不确定性

之差异在如下意义上是有条件的 :专制之下毫无疑问的是 ,政治结果不会包

括那些对权力机构意志不利的东西 ;而民主之下 ,则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能从

自己的偏好与资源出发很确定地预测结果。资本家并不总会赢得以民主方

式处理的冲突。② 即使一个人在政治体系中占有有利地位 ,这也不能保证他

未来就会获胜。在位执政可能有一种优势 ,但执政者也确实会失败。

因此 ,在权威主义之下 ,有益的行为只限于 :其行为者擅耍花招 ,知道权

力机构对某些结果很淡然。如 ,来自于各个地方的党的书记们为获得国家

计划中的投资而相互竞争。各个部门的生产者协会为了保护自己利益而反

对降低同其产品竞争的进口商品的关税。有益的行为 , 只有在他们知道国

家权力机构能容忍他们所追求的结果 ,且不会对他们的这种行为施加惩罚

时 ,对他们来说才有意义。在现存的制度框架下 ,一个人若以为结果就是由

其行为决定的 ,并这般行事 ,那他一定是疯了。每一个人都要小心翼翼地努

力揣测权力机构的反应③。

我们可以考虑下面这个例子以检验民主与专制之下不确定性之差异。

在 1954 年以后 ,波兰共产党政权经常变化其农业政策。当农民停止为城市

生产粮食时 ,党就告诉他们 ,“让自己富起来”。可是每当农民富起来 ,其消

费稍微铺张点时 ,党就没收他们所有的财产。这样 ,党的农业政策呈现出可

以预测的循环 :低生产率导致政府进行财政刺激 ,而当明显的不平等出现时

则会招致惩罚性的税收 ,等等④。这里 ,我们不难想像在民主之下同样的动

力机制。强调生产力的政党在竞选运动中将主张实行财政刺激 ,而强调平

等的政党则会鼓吹对富农征税。当粮食稀缺时 ,强调生产力的政党将赢得

选举 ,直至农民变得富裕起来 ,从而使强调平等的政党获得选举胜利。因

①

②

③

④

显然 ,我们假定这些人本性上是不会靠运气的。

这里引述的并不是马克思。在他写的关于 1948—1951 间法国一系列著作中 ,他认为普选

对资本构成了永久的威胁。相反 ,这里引用的是列宁 ,他的观点前面已经作了概括。

然而要注意到 ,权威体制会系统性地隐藏其真实偏好。主要是为了不让公众知道权力机构

内部的分裂。即使是机构内部讨论中为达成一项决策而产生的被认为是合法的反对意见也不能公

布于众。公开传播的只是“路线方针”:被描述为是一致和无争议的决策。然而 ,对于受过教育的观

察者来说 ,路线并不反映统治者的真实偏好。这种评论源于我同邹谠的谈话。权力机构的秘密有时

会很滑稽。当契尔年科死的时候 ,苏联电台在一天半的时间内没有对外宣布此事 ,而只是播放低沉

的音乐让人们去猜测。同时 , Le Mond e 宣布了另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死讯 , 并报道了另一位政治局

委员受驱逐的传言。苏联人并不知道专制者现在的死活。Gab riel García Márquez 的《父权制之秋》

在地球的另一面的现实生活中上演了。

最终 ,农民学会了不投资。工人挨饿了 ,他们把官僚打倒在地。但这花了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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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从事后来看 ,在民主与专制两种体制下 , 政策的循环和稍后税率为 T %

的概率二者是一样的。

然而 ,从事前来看 , 这两种体制下的不确定性有三个方面的区别。第

一 ,专制政权可以事后改变规则。其政策的主要工具是溯及既往既地加税。

当税率为 40%时 ,农民挣得一定收入 ,他们这样挣收入 ,并把这挣得的收入

用于消费或投资很久以后 ,这收入仍被纳入附加税的范围。这在民主之下

也可能会发生 ,但必然根据事先确立的允许追及既往税收的规则进行。在

专制之下 ,无论规则如何 ,这都有可能发生。第二 ,在专制之下 ,惩罚性再分

配的时间与数量在上面所说的意义上都是武断的。它们没有任何规则。在

民主之下 ,农民可能会预计到 ,当不平等突显时 , 税率会增加。但他们也期

盼规则将只根据规则而变化。第三 ,在民主之下 ,新税率要由农民和其他政

治力量的行为联合确定。农民可以参与新税率的决策 , 他们可以捍卫自己

的利益。根据自身对公共舆论和相关规则的了解 , 农民就可以估计出税率

增加的幅度。因此 ,他们也就能够计算出预计值 ,并在决定投资时按这预计

值行事。在专制之下 ,农民所能做的就是 ,猜测党能容忍些什么 ;倘若他们

连猜测也不能时 ,他们就根本无法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受到打击、受到什么

程度的打击了。

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农民在民主之下境遇就会好转。如果权力机构想

发展农业生产 ,如果它愿意容忍富裕 , 农民就会富起来。即使别人还在挨

饿 ,所有其他人都想要降低农产品价格 ,他们还是会富起来的。他们的利益

受到了独裁意志的保护 ,但他们所有的利益也全系于此。他们自己是没有

什么大的作为的。①

由此可见 ,民主是一种产生不确定性的体制 ,是一种策略行为分散化的

体制 ,知识只能是局部的。专制者就是旁观者 ,因为他们不必考虑其他人怎

么看自己。若其他人猜错了这专制者的所思所想 , 他们就只能够事后校正

最终出现的结果。相反 ,知道了专制者所思所想的人才能预测到什么会发

生。在民主之下 ,没有一个专制者 ,所以才有了不确定性。

① 新经济政策是一个明显例子。列宁告诉苏联农民去致富 ,但在他死后 ,在布哈林被击败后 ,

等候他们的是斯大林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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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导   论

向民主过渡的策略问题是指 ,民主不能因人用武力而夭折 ,民主之下的

民众也不能因某些人控制了生产资料而挨饥受饿。这意味着 ,民主之道 ,且

长且艰。过渡的最终结局取决于过渡的方式。在大多数已经建立了民主的

国家里 ,民主都很脆弱。在某些国家 ,民主过渡是半途而废。

民主过渡的核心问题就是 ,这种过渡是否会导致一种巩固的民主体系 ,

在这样的体系内 ,相关的政治力量把其利益与价值托付于不确定的民主制

度博弈 ,并服从民主过程的结果。只有在———大多数冲突通过民主制度加

以解决 ,没有人能事后支配民主的结果 , 也无人能事先就决定后果 ,结果是

出现在人们可预测的限度之内 ,并能唤起相关政治力量的服从———之时 ,民

主才是巩固的。

要注意 ,权威政权垮台后有可能卷土重来 ,如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 ,

1974 年的巴西 , 1981 年的波兰 ;它也有可能导致新的专制 ,就像在伊朗和罗

马尼亚一样。即使结局不是种种或新或旧的专制 , 过渡也有可能导致一种

限制竞争的体制 ,或遭受军事威胁 ,半途而废。最后 ,即使民主确立了 ,它也

不是巩固的。在一定的条件下 , 民主制度可能会体制性地产生某种结果

———它引起某些政治力量支持权威主义。因而 ,巩固的民主只是权威体制

垮台后种种可能结局之一。

要说明以下将分析的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考察在专制体制崩溃、民主提上

政治日程的过渡时期内 ,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变数。在单个政治力量的目标与

资源及他们面对的冲突结构既定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考虑以下五种结果:

1 . 冲突结构使得任何民主制度都无法持续 ,各政治力量为建立新专制

而搏斗。

围绕着宗教、种族或语言之政治作用的冲突是最不可能通过政治制度

来加以解决的。伊朗也许就是一个范例。

2 . 冲突结构使得任何民主制度都无法持续 ,但是各政治力量赞成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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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建立民主。

这种情况最典型的例子是奥唐纳 ( O’Dommel, 1978b)分析的 1953 年到

1976 年间的阿根廷。就阿根廷的经济结构来说 ,其主要的出口是各种加工

品。其民主源自城市资产阶级与城市大众的联盟 :城市—城市联盟。由这

个联盟形成的政府为刺激国内市场的消费而过高地确定了本国货币的价

值。不久 ,这个政策导致收支平衡危机 ,促使城市资产阶级同地主资产阶级

联盟 ,从而形成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联盟。这个联盟趋向于缩减民众消费 ,

从而需要一个权威主义政权来付诸实施。但是不久之后 ,城市资产阶级发

现自己失去了市场 ,于是再次转移联盟 ,这次是回到了民主。

让我们在专制刚刚崩溃时来考虑这个循环。这其中的中心角色———城

市资产阶级———面临着如下三种选择 : ( a )立即选择专制 ; ( b )现在同意实行

民主 ,当收支平衡危机出现时就另外结盟 ; ( c )现在赞成民主 ,将来也支持

它。考虑到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及冲突的结构 , 第二种选择是最佳的。注

意 ,这里并不缺乏任何远见。城市资产阶级知道它将来会改变立场的。民

主仅仅是最佳的过渡性方案。

3 . 冲突结构使得某些民主制度若被采纳就能持续下来。但是冲突着

的政治力量却拼力去建立专制。

当各派政治力量对具体的制度框架偏好不同时 ,这种结果就可能发生。

例如 ,对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分歧。国家的一部分强烈地偏好单一制 ,而另一

部分强烈地偏好联邦制。在这种情况下 ,什么会发生是不透明的。下面我

将会多次回到这个问题上。任何制度框架即使是临时被采用 ,它也会获得

惯性力 ( Hardin , 1987 ) ,从而持续下来。但是 ,可以设想 ,公开的冲突也会导

致内战与独裁。

4 . 冲突结构致使某些民主制度若被采纳就能持续下来 ,但是冲突着的

政治力量同意建立一个不能持续的制度框架。

这个结果似乎有悖情理 ,但确实存在使这种结果可能出现的情形。假想

一个军事政权正在就它放弃权力一事进行谈判 ,那么可能会出现什么呢 ? 代

表政权的力量更愿意实行保障其利益的民主 ,而不是永远实行专制。但是他

们对没有保障的民主之担忧甚过了对现状的担忧。如果主张民主的反对派不

愿意采纳包含这类保证的制度 ,那军方是有能力维持专制现状的。因而 ,反对

派也知道。若他们不赞成这种制度 ,那军方会再次施行高压政策。结果就是

有保证的民主。但是 ,一旦确立 ,民主制度就会蚕食军方的压制性权力。在这

种情况下 ,原先的制度就不能持续下去了。当然 ,这里确实含有政治上短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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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匮乏的因素。波兰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堪称这方面的典型。

5 . 最后 ,人们最希望见到的是 , 冲突结构使得一些民主制度若被采用

就能够持续下来 ,而且它们真的被采用并持续下来了。

这样的结果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出现 ,达到这样的结果有哪些方式 ,本章

就要研究这些问题。权威体制的自由化是拉开这出好戏的序幕 ,我将首先

对此进行分析。然后讨论两种背景下有关制度选择冲突出现的方式。一是

当老政权通过谈判让出权力时 ;二是当老政权自行崩溃 ,以至于建立新民主

制度的问题完全处在新生民主力量的手中时。最后 ,我将分析制度与意识

形态的互动问题。

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引出了一些可同现实相比证的假设。这些假设使

得在不以自身意志为转移的条件下 ,利益与价值各不相同的行为者间冲突

结果明朗化。这些假设应当通过可比性证据来加以验证。由于东欧事件 ,

我们现在第一次能拥有足够的个案对这些假设加以系统性 ,甚或统计性的

验证。但是在这里 ,我只是提出这些假说 ,而不验证它们。

第二节  权威体制的自由化

无论专制政府是怎样地交叉使用利诱与压制 ,其共同的特征就是 ,不能

也不会容忍独立组织的存在。① 因为 ,个人只要没有其他的集体选择 ,他的

态度对现政权的稳定就是无足轻重的。② 甚至韦伯 ( Weber , 1968 : I , 214 )也

①

②

显然 ,并非所有的专制都是一样的。有些不会容忍任何类型的自治组织。即使是保护动物
协会也是从上面组织起来的 ,是社团协会的一部分。而社团协会则又是由内务部控制的全国统一
战线的一部分。其他一些专制可能更有选择性 ,他们查禁工会与政党 ,但容忍集邮者协会、教会及
生产者协会的存在。但是所有的专制都不会容忍自治的政治力量组织。

这就是为什么用合法性来解释体制的崩溃 ,要么是同义反复 ,要么是错误的原因所在。若
我们以合法性的丧失来理解集体组织性选择的出现 ,那么这就是同义反复了。因为这些选择是集
体组织起来的这一事实 ,就意味着体制已经崩溃了。若我们以个人的态度来理解合法性 ,用 Lam -
ounier( 1979 : 13 )的话来说 ,是“源自对既定规范与价值主观认同的默许”,那么 ,这样的解释就是错
误的。某些权威体制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合法性 ,但却已经存在了四十多年。
要测量出自由化之前和由于自由化的作用 ,人们的态度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变化 ,这是很难的。

在西班牙 ,调查显示 , 1966 年 , 35 %的人支持民主代议制 ,反对一人专制 ; 1974 年则为 60 % ;到 1976

年 5 月 ,则高达 78 %。1971 年 , 12 %的人认为政党是有益的 ; 1973 年 , 37 %的人认为它们应当存在 ;
到 1975 年 4 月 ,这一比例高达 56 % ; 1976 年 1 月则跌至 41 % ,到了 5 月又升到 67 % ( López-Pin tor ,

1980 )。在匈牙利 , 1985 年 , 88 %的调查者表示信任国家领导人 (其中 57 .3 %的人表示完全信任 ) ,

81 %的人表示信任议会 , 66 %的人信任政党 , 62 %的人相信工会 ( Brust z, 1988 )。在波兰 , 有组织的
反对派自 1976 年来就公开活动 , 并于 1981 年受到压制。其对共产党的信任 , 从 1985 年 6 月的
66 .2 %慢慢降至 1987 年 7 月的 53 .1 % , 1988 年 8 月罢工期间突降至 26 .6 % , 1988 年 11 月又回升
到 38 .6 % , 1989 年 1 月 M agd alenk a 谈判前夕再次降至 26 .0 %。同一时期 ,对反对派的信任则从
1985 年的 20 .5 %升到 1988 年 8 月的 26 .2 % ,到 1989 年 1 月则达到 45 .9 % ( O strow ski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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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由于没有其他可以接受的选择 ,个人的软弱无助使他们不得不屈

服”。对权威主义政权产生威胁的不是合法性的崩溃 ,而是反对支配与控制

的组织 :为了另一个未来而展开的集体行动。① 只有当另一个集体选择存在

时 ,孤立的个人才有了政治选择的可能。② 因而。权威主义政权憎恨独立的

组织 ,它们要么把独立的组织整合到集权控制之下 , 要么对之实行暴力镇

压。③ 因而 ,它们也特别害怕种种言论 ,哪怕这些言论传递的只不过是人们

心知肚明的事。因为不是言论的内容 ,而是发表言论本身 ,有动员潜在力量

的作用。

那么 ,在某个时候 ,权威体制内当权派中某些人决定容忍公民社会的一

个自治组织 ,这是怎么回事呢 ? 从某个时刻起 ,西班牙政权停止压制共产党

人的工会 ( Commmissiones Obreras )了 ,皮诺切特将军允许政党再活动了。

1986 年 7 月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通过了一道不包括累犯的赦免法 ,对政治

行为进行赦免 ,标志着反对派事实上的合法化。克伦兹 ( Egon Krenz)也接

受了初生的新论坛的存在。当这些出现时 ,就标志着权威体制内权力集团

的分裂 ,对公民社会来说 , 就意味着至少某些形式的自治组织不会受到镇

压。这也就标志着自由化的开始。④

①

②

③

④

这些假说显然源于葛兰西的灵感。但是 ,葛兰西暴力与同意的二元理论框架 ,并不能帮助

我们充分地从体制上具体地解决这手中的问题。具体地说 ,葛兰西没能区别清楚 ,控制政治体系的

人所作出的妥协 ,与通过哪怕为数不多的但又无限开放的竞争所取得的利益之实现 ,这二者之间的

差异。

示范效应在向民主过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有一个自专制即将完结时就开始流传的

巴西笑话。在里约热内卢的公共汽车上 ,一个人扇了站在他旁边的军官一个耳光。另一个人也扇

了这军官一个耳光。一个 Mula tinho 也挤到军官面前扇了他第三个耳光。汽车到站后被警察围住

了。他们问第一个人 ,“你为什么打他脸 ?”他说 ,“他欺侮我女儿 ,我忍无可忍。”第二人被问时也说 :

“他欺侮我侄女 ,我忍无可忍。”最后 ,警察问那个 Mula tinho ,他说 :“当我看到他们揍这军官时 ,我以

为专制已经完蛋了。”

人们注意到 ,权力垄断的崩溃 ,在波兰花了十年 ,在匈牙利花了十个月 ,在东欧花了十周 ,在捷

克斯洛伐克只花了十天。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向东欧人表明了这种崩溃的可能 ,而推翻柏林墙的

壮观场面则向每一个捷克人昭示了改朝换代的可能。

一家苏联地下出版物———编年快讯 ( Ch ronicle- Express ) ( 16 号 , 1987 年 11 月 17 日 )发表了

共青团 ( Ko ms omol )的一个文件———《加强自治青年团的工作》。该文件指出 :“近来民主不断扩大 ,

出现了大量自治的社会政治性青年组织⋯⋯其兴趣范围极为广泛 ,从国际信息、生态、历史古迹的

保护到至今尚不知困难何在的有关重建的种种胡乱推测。”文件接着把各种团体分为好的与坏的二

种。对好的团体 ,共青团组织应该扩大其协作范围 ,应派“积极分子去扮演政治委员的作用”。对次

好的团体 ,其领导人应当被招安 ,或“应当私下向他们提供能发挥其能力的具体方式”。最后 ,文件

谈到 ,若这些策略行不通 ,共青团应当准备“建立自身的另外一些团体 ,以备不测”。

这里我用的是 O’Donnel l(1978: 8 )的术语。在他看来 ,“自由化由一系列举措组成 ,这些举

措尽管使先前的官僚权威体制明显开放 (如对某些个人权利的有效司法保证 ,或在没有自由的选举

竞争基础上引入议会形式 ) ,但仍然不能说是政治民主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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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一种决定的解释可分为两类 :从上而下与从下而上。在某种程

度上 ,这两种不同的解释反映了现实的差异。例如 ,匈牙利通常被认为纯粹

是因为权威政权内权力集团的分裂而走向自由化的例子。用格罗兹 ( K aro-

ly Grosz)的话说 ,“不是反对派 ,相反 ,恰恰是党的领导层摧毁了党”。① 东德

代表了另一类例子 :直到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了莱比锡大街 ,权力集团内部

还没有任何分裂迹象。然而案例研究文献显示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 , 对

同一事件的解释常常有不同的原因。例如 ,就巴西而言 ,卡多索 ( Cardoso ,

1979 )认为解禁是军队内部长期分裂的结果 ;拉蒙尼尔 ( Larmounier , 1979 )

则认为是民众动员的结果。事实上 ,自上而下模式与自下而上模式在解释

自由化时是相互竞争的。②

分析中出现了这些困难 ,原因在于仅仅区分为两种方向的解释模式是

粗糙的。在没有真正革命———摧毁镇压机器的群众起义③———的情况下 ,决

定去实现自由包含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方面的因素。即使早在民众

动员之前 ,权威主义政权内部的分裂清晰可见 ,我们仍然要明白 ,这个政权

为什么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崩溃的。总有人回答说 , 政权体制中推动自由化

的人士看到了同有待于组织起来的某些力量联盟的可能性。这意味着 , 在

公民社会里确实存在某些可与结盟的力量。相反 , 政权内部的分裂尚不明

显时就出现了民众的动员参与 ,在这种情况下 ,问题就是这个政权为什么决

定不用暴力加以镇压。部分回答再次强调说 ,政权内部已经分裂为自由派

与强硬派。自由化是权威体制内部的分裂与公民社会中的自治组织二者相

互作用的结果。民众动员向潜在的自由派昭示了一种结盟以改变权力集团

内部关系使自由派更加有利的机会。权力集团内部明显的分裂则向公民社

会暗示着 ,自治组织可以开拓其政治生存空间。因此 ,民众动员与政权内部

的分裂是相互促进的。

政权内明显的分裂与民众动员 ,不管二者谁先出现 ,自由化的逻辑都是

一样的。不同的只是自由化的速度。民众动员决定了变革的节奏 ,因为它

①

②

③

对原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 Karoly Gro sz 的采访 ,见 Przegla d T ygodniowy . no .51 ( 403 ) ,

War saw, 1989 年 12 月 22 日。

即使是关于匈牙利和波兰 ,也有多种解释。Szele nyi( 1989 )强调的是匈牙利过渡中自下而

上的一面 ; Co misso (1989 )则批评他忽略了自上而下的一面。Walic ki( 1990 )反对关于波兰过渡的标

准性解释 ,即团结工会作用关键 ;他认为这是两个精英人物间协议的结果。Wiat r( 1989 )更具有挑战

性地认为 ,这过渡是军队同教会间的一种协商结果。

即使是罗马尼亚也不能算作真正革命的例子。关于这些悲剧性事件的背景 ,我们至今仍不

太清楚。不过 ,要注意 ,罗马尼亚军队在齐奥塞斯库政权崩溃后幸存下来了 ,其指挥结构完好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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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政权决定是镇压、引诱还是交出权力。然而 ,无论自由化是持续数年、

数月还是数日 ,政权与它的反对派面临的选择是相同的。

由权威政权内部力量发起的自由化运动 ,无一例外地倾向于有控制性

地开放政治空间。这些运动典型地是由权威集团内部的分裂引起的 ,而这

分裂又是由各种预示着包括大众动荡等紧迫危机的迹象点燃的。自由派发

起的自由化运动就是要去缓解社会紧张感 ,并通过拓宽政权的社会基础来

巩固自己在权力集团中的地位 :允许公民社会中自治组织的存在 ,并把新的

团体整合到权威制度之中。① 就运动本身而言 ,自由化应该总是同权威主义

集团的价值与利益相容。所以 ,自由化意指“开放”( aper tura )、“解禁”( dis-

ten sao )、“再生”(odnowa)、“重建”( perest roika“重新建造”如一栋房子 )。

这些术语含有限制改革的强烈意味。

然而 ,自由化本身是不稳定的。通常发生的只是爱森伯格 ( Ilya Ehren-

burg) 1954 年所说的“解冻”( ot tepel ) :公民社会之冰融化 ,权威主义政权不

能再限制它了。一旦压制由于某种原因减轻 ,最先的反应就是公民社会中

自治组织的出现。学生社团、工会、萌芽中的政党几乎一夜间涌现。在巴

西 ,律师、新闻记者和学生首先组织起来 ,然后是社会基层也组织起来。在

波兰 ,一千万人在 1980 年 9 月的数周内就加入了团结工会。甚至是由当局

成立并控制的组织也宣布自己的独立。不仅职业性的团体如此 ,而且如旅

游观光协会和集邮者协会也这样做。根据卡罗尔 ( K .S .Karol , le Nouvel

Observateur , 1987 年 11 月 6 日 ,巴黎 ,第 1200 号 )的说法 ,在戈尔巴乔夫治

下的苏联 ,最先成立的自治团体有可能是“斯巴达克人”, 显然 ,它意指莫斯

科足球俱乐部斯巴达克的崇拜者。到 1987 年 ,已经有三万个独立的团体 ,

它们还举办了一次全国大会。到 1989 年末 ,已经有六万个独立团体、协会、

俱乐部学会和联合会 ,它们都在探究着政治空间的限度 ( Pravda, 1989 年 11

月 10 日 )。②

①

②

根据 Car r & F usi( 1979: 179 )的观点 ,在西班牙 ,“ ap er turis tas———通常被称为‘参与派’的一

些人 ,认为政权要生存下来 ,必须通过开放赢得广泛的支持———与 immobi lis tas 之间的斗争决定了

政治阶层的分化。”波兰统一工人党 (共产党 )前第一书记 Ed ward Gierek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 ( Rolick i

1990: 146)中透露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他就想使在 Seym [会 ]的天主教议员达到总体的 25 %。

这将使他们拓宽政权当局的政治基础。

Marav all , 1981 年以工会为重点详尽地研究了西班牙的民众动员。人们无法知道这些估计

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相信的。但是这里有关于保加利亚的一些数字 : 1989 年 11 月 13 日《纽约时

报》第 2 条报道是“保加利亚人麻木不仁”。在 11 月 28 日 ,《纽约时报》说独立工会 Podkrep a 拥有

5 , 000成员。1990 年 1 月 16 日 ,巴黎的 Liberat ion 报道说 , Podk re pa 拥有 100 , 000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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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政权下 ,公民社会动员起来的步伐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权

威主义的统治均衡是否主要依赖于谎言、恫吓与经济的繁荣。建立在谎言

基础上的统治均衡是最不稳固的。在言论仪式化的政权下 ,人人逢场作戏 ,

尽说些自己不相信也不指望别人相信的鬼话 ,而新鲜的言论则具有颠覆性。

一旦有人指出 ,国王什么也没有穿时 ,均衡立即就被打破了。在罗马尼亚 ,

少数几个人在欢迎齐奥塞斯库访问伊朗归来的集会上喊出反对他的口号 ,

他的政权几天后就倒台了。在以恫吓进行统治的政权下 ,人们的种种言论

只能私下流传而不得进入公共领域———后斯大林主义的波兰与 1982 年后

的墨西哥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人们则长时期地压抑着种种不满 ,直至最终

爆发。当教皇于 1979 年 7 月访问波兰时 , 200 万人走上街头 ,展示反对派的

力量。1989 年 11 月 17 日 , 保加利亚第一次自主游行 , 是从穆拉德诺夫

( Mladenov)新政府组织的支持他本人的一次游行演化而来的。在罗马尼

亚 ,当齐奥塞斯库从伊朗归来时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了。从捷克斯洛伐克出

发 ,前往西德的满载难民的火车正要穿过东德时 ,东德的民众运动就不可收

拾了。最后 ,建立在以物质繁荣交换沉默这一策略基础上的政权———如匈

牙利卡达尔 ( Kadar)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波兰的盖莱克 ( Gierek )时

代、墨西哥 1982 年之前的革命制度党政权———很难承受得住经济危机的打

击。因此 ,在开放与民众动员间的时间长短随各个政权的不同而不同。

在公民社会动员起来的时候 ,新的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它们宣布自己

独立于政权 ,并且公布自己的目标、利益和纲领。但是政权体现的是集权性

的、非竞争性的制度 ,这样的制度只会整合那些接受政权命令的组织 ,并在

事后控制政治过程的结果。于是 ,一方面 ,自治组织在公民社会中出现 ;另

一方面 ,没有任何制度能使这些自治组织表明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利益而

交涉。由于这种公民社会中自治组织同国家制度的闭锁性间的断裂 ,最终 ,

这些新近组织起来的各种群体为自己价值与利益而斗争的地方就只能是在

街头了。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再现出民众参与的特征。①

① 巴西的经验同这个一般性观点相悖。诚然 , 巴西的民主斗争直至 1984 年 Direi tas , ja ! 运

动前从未走上街头。但是 ,我想原因在于 , 1974 年的解禁立即转化为选举竞争。巴西存在着疏导反

对派的制度框架。不过 ,由于 MDB 出人意外地获得了选举胜利 ,自由化运动还是陷入了困境。

同样地 ,苏联的自由化运动也没有导致在俄罗斯引发民众游行示威。我想 ,原因有二 :第一 ,民

众动员事实上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鼓励 ,他试图发挥沙皇同人民结盟的俄罗斯传统以对抗官僚阶

层 (他关于改革的明确表述中就有这个意思 )。第二 ,最高苏维埃一夜之间就变为一个有相当竞争

性的机关 ,它同时冲突剧烈 ,仅以微弱多数通过法律。因此 ,苏维埃制度框架事实上变得符合其法

律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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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一旦发生 ,自由化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弥漫于街头的催泪

瓦斯也刺伤了自由派的眼睛 ;大众运动的爆发、社会的动荡与失序表明自由

化政策已经失败。由于自由化总是被认为是一个由上面加以控制的进程 ,

所以自治运动的出现证明 ,自由化不是 ,或至少不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了。

街头的游行示威已经侵犯到了最神圣的权威主义价值———秩序。民众运动

的爆发 ,削弱了自由派在权威集团内的地位。

在这样的问题上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选择 :要么整合那些能整合的团

体 ,并压制其他人 ,回复到权威主义的一潭死水 ,要么把制度问题 ,即民主提

上政治日程。① 自由化有可能逆转 , 进入一个婉转地称为规范化的沉闷

期② ,也有可能走向民主化。

让人迷惑的是 ,太多的权威主义政治家们相信 ,他们将在别人失败的地

方获得成功 ,但是等待他们的依然是失败。巴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斯密

( Smith , 1987 :207 )认为 ,“戈尔伯利 ( Golbery)很清楚自由化与民主化之区

别 :如果自由化实施适当 ,那它就能取代真正的民主化 , 从而把下层军官集

团排除在政治之外 ,并率先提出有意义的经济模式改革主张。”③在波兰 ,雅

鲁泽尔斯基政权尽其所能地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策略就是建立民主制

度 ,如行政法院、宪法法庭、自治议会、独立工会、政府咨议会、巡查局等等 ,

同时继续掌控权力。④ 即使是在民众游行示威的紧张压力下催生出自由化

这一情况出现时 (如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 ) ,自由派领导人第一要做的还

是把持不同政见者纳入权威体制中。克伦兹 ( Krenz)鼓励“人民”向党诉说

他们的苦衷 ,并保证“当局”会倾听他们的苦衷。阿达麦克 ( Vladyslav Ad-

amec)精心挑选了一些非共产党人士加入他的第一届内阁。双方都希望这

①

②

③

④

1955 年到 1957 年的波兰事件是自由化最终以规范化告终的典型例子。自治的组织一度

活跃 ,但后来 ,工人议事会被整合到政权之中 ,而学生运动则被镇压了。在巴西 , 1974 年自由化努力

失败后的 1975 到 1977 年间 ,福利措施与高压二手是软硬兼施。参见 Andrade , 1980。由于某种原

因 ,好几个巴西研究者惊奇地发现 ,自由化运动计划并未如想像中的那样运作。他们继续区分“计

划”与“过程”( Din iz , 1986 )。他们肯定不知道 P reze 的解压第三律 ,“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的”。

米兰·昆德拉 ( Mila n Kundera) 对此作了最好的概括。“一个人吐在 Wen cesl au s 广场上

了。另一个行人路过。他说 :‘别怕 ,我能理解你。’”(我不记得这出自哪篇小说了。)

Golb ery do Couto e Silva 将军 1980 发表了关于自由化激动人心的规划纲要的演讲 ( Gol-

b ery , 1981 ) 。 Karoly Grosz 对他早期的立场概括如下 :“我的立场如下 :让我们勇敢而又谨慎地前

行 ,而后全国人民将理解我们并追随我们⋯⋯我想一个党 ,若既不偏左也不偏右 ,它就能克服种种

困难。”(见注 [ 7 ] )

关于这一策略的精彩论述是 Lesze k Gont ar sk i的文章 :《我们为什么害怕民主 ?》 (“Czy bo-

im y si�d emokracji ?”) Zycie Warszawy , no .291 .Warsaw, 1987 年 12 月 12—13 日 ,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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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措施会使民众动员得到化解。然而 ,他们的期望都落空了 ,最后都被迫接

受了民主。为什么 ?

让我们从自由派初生时的眼光来考虑开放体制的决策即将出现时的

情景。初生的自由派可以维持他们在权力集团内的现存地位 , 结果就是

保持现状 ,如图 2 .1 中 SDIS (专制现状 )所示。或者 ,他们可以决定发出愿

意容忍权力集团外某些自治组织的信号 , 即开放。如果公民社会中有组

织的力量决定加入到政权为之创造的新组织形式中去 ,如典型的就是全

国统一战线 ,并且没有进一步的自主动员发生 ,那结果就是 BDIS(统治基

础拓宽的专制 )。自由化的策略也就成功了。如果公民社会继续自治性

地组织起来 ,自由派就面临着是走回头路去压制民众 ,还是继续走向民主

过渡之路的二重选择。然而 ,压制有可能是无效的。如果压制成功 ,那结

果就是 NDIC(统治基础更为狭窄的专制 )。自由派会发现自己处于成功

实施镇压之人的控制。如果压制失败 ,结果就是动乱。姑且认为自由派

赋予压制成功的概率为 t。

图  2 .1

人们立即就会注意到 ,只有在权威体制内的某些集团更情愿统治基础

扩大的专制而不是维持现状时 ,自由化过程才可能启动。自由派更爱 BDIC

而不是 SDIC,因为拓宽社会基础将从总体上巩固这个政权 ,因为进入政权

之中的集团是自由派同强硬派对峙中的天然盟友。动乱是政权中所有人都

最不愿意看到的。

现在 ,假定每一个人无所不知 , 且他们所知的都一样 ,那么这种博弈惟

一可能的结果要么就是维持现状 ,要么是基础拓宽了的专制。自由化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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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成功时才会发生。假设自由派的偏好是 BDIC > SDIC > 过渡 >

NDIC > INSURRECTIO N起义。若公民社会组织起来 ,自由派知道自己就

不得不成为改革者。公民社会也知道这一点。因此 ,若自由派施行开放 ,社

会就会组织起来。但是若自由派偏好 SDIC 更甚于 TRA NSITION 过渡 ,那

他们就决不会实行开放。反过来 , 假设自由派的偏好是 BDIC > SDIC >

NDIC > T RANSITION > 起义 ,并且自由派认为压制成功的可能性很高。

那么 ,自由派知道 ,若社会组织起来 ,他们将选择实行压制。公民社会也知

道这一点。既然对社会而言 BDIC > NDIC,那公民社会就知道若组织起来 ,

自由派会支持压制 ,从而加入到现政权中来。既然对自由派 , BDIC > SDIC,

他们将实行开放。这样 ,结果就是 BDIC。

那么 ,怎样才能到达过渡这一结果呢 ? 我看有两个可行方式 ,这都取决

于某一方的假设错误。

(1 ) 假定自由派事实上就是最初的民主派 ,即他们的偏好是 BDIC > 过

渡 > SDIC > NDIC >起义。① 然而考虑到政权中的强硬派若知道自由派是

要走向民主的 ,将决不会同意实行自由化 ,自由派就必须要策略性地表达自

己的偏好。因而 ,自由派宣称他们的偏好为 BDIC > SDIC > NDIC > 过渡 ,

强硬派相信了他们。

现在 ,假定开放的决策取决于强硬派是否同意。若自由派建议实行开

放 ,强硬派要么表示同意 ,这样博弈的游戏就开始了 ;要么不允许实行开放 ,

这样的结果就是维持现状。现在假设 (a )强硬派偏好 NDIC 甚于 SDIC; ( b)

强硬派以为社会错误地认为自由派事实上是潜在的民主派。于是 ,强硬派

如下来分析局势 :如果他们赞成实行开放 ,那么社会以为自由派将不支持压

制 ,从而组织起来。但自由派是把压制的结果作为他们期盼的偏好的。于

是 ,强硬派认为 ,开放的结果是 NDIC,他们决定实行开放。但是考虑到自由

派的真实偏好 ,结果就是过渡。

这个解释假设自由派总是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 ,在向社会发出正确信

号时又审慎地误导着强硬派。很难评估这一设想的可行度 ,因为在这一设

想下 ,自由派被迫策略性地表达自己的偏好。当自由派宣称他们只想通过

拓宽统治基础 ,为政权注入活力时 ,我们必须判断他们是否是诚心诚意的。②

①

②

也许自由派是披着羊皮的民主派 ,其偏好是过渡 > BDIC > SDIC > NDIC > 起义。

O’Donnell (1979 : 13 )注意到 ,就 La nusse( 1971—3 )在阿根廷、Geisel( 1975—9 )在巴西发动

的自由化而言 ,在这二个例子中 ,自由派威胁说 ,若事态太过分 ,那他们就“被迫”中断自由化进程。

但是他们太投入了而没有中断这个进程。自由化的逆转 ,将是强硬派对“bla ndos”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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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他们公开的声明来判断 ,他们要么是擅长撒谎的行家里手 ,要么这样的解

释是不可行的。

(2 ) 假设自由派的偏好是 BDIC > SDIC > NDIC >过渡 > 起义 ,并且他

们认为压制成功的可能性很高 ,这就意味着结局将会是 BDIC。强硬派在这

里并没有什么作用。也许政权还没有分裂 , 也许自由派控制着军队。自由

派开放政权 ,期盼社会加入进来。但是社会低估了压制成功的可能性 ,并以

为自由派同样这样认为。这样 ,社会组织起来了。一旦自由派注意到社会

将继续组织起来 ,也就转而认为成功压制的可能性已经降低 ,并更倾向于选

择过渡而不是压制下自己期望得到的结果。这样 , 公民社会也就组织起来

了。自由派注视着街头的场面 ,不断地调整着对压制有效性的评估。

这样的假设似乎行得通。据说 , 82 岁的东德安全部门首脑米尔克

( Erich Mielke)对昂纳克 ( Honesker ) 说 :“艾里希 , 我们无法摆平数十万

人 !”———我以为 ,这话是技术上的而不是道德上的提醒。 (《纽约时报》1989

年 11 月 19 日 , 15 版 )若殴打与监禁仍不能阻止民众动员 ,政权就得重新审

视武力的效用。而且 ,风险在某一个时候会变得非常大。不参加镇压就是

叛变行为 ,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当权的最后 ,一位将军被迫“自杀”。① 然

而一位加入这场失败了的镇压的布拉格党书记在政变后几周就被送入了监

狱。在这种情况下 ,要么开枪镇压 , 要么脚底抹油开溜 , 这都是有可能使自

己免受处罚的好办法。②

这两种解释假定偏好是固定不变的 ,即使行为者获得信息不全面 ,他们

仍是理性行事的。但是还存在另外两种可行的解释。

第一种是社会学解释。随着公民社会的定型成熟 ,它的领导层渐为

人知 ,自由派同他们的交往也建立起来了。自由派了解到 ,反对派并非像

①

②

迄今为止 ,根据我们的了解 ,似乎是国防部长、内务部长与秘密警察头头不服从齐奥塞斯库

最开始要他们调动武力的命令。在政治局最后一次会议上 ,后二人受到齐奥塞斯库的鼓动 ,作出令

人信服的服从表示从而幸存下来 ,但是几天以后 ,他们就试图改变立场。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 ,参

见 Jean-Pa ul mari ,“ La d er nière co lère d e Ceau sescu”, Le Nouv el Ob serva t eur , 1990 年 1 月 11 日 ,

pp .42—45 .

关于这些情形更正式的讨论 ,参见 Przewor sk i 1986c。这里有必要对集体行动理论作一个

评论。奥尔森 ( Olson , 1965 )相关观点的主要缺陷在于他“前策略”状态的假设。在他的理论中 ,个人

是在什么也不做与做产生公共善的事情间抉择。但是 , Sarte ( 1960 )观察到 ,在有些情况下 ,抉择是

在支持与反对间选取其一。当国王的军队沿通往巴士底狱的街道两边房子搜查武器时 , 藏匿武器

的居民只有在被抓进巴士底狱与摧毁巴士底狱二者间选取其一。在这些情况下 ,集体行动问题并

不是一个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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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原先想像的那样有威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成为一位民选总统

后 ,于 1989———1981 年镇压的八周年之际接受米赫尼克 ( Adam Mich-

nik)———后来他成为支持团结工会的日报的主编———的采访时说 :“我们

的世界观在渐渐地改变。今天我们看问题就大不同于从前了。但是我们

必须这样过来 ,我们肯定会碰壁。所有的人都会这样的。总之 , 我们为什

么现在就要看得那么远呢 ? 多年以来 , 你在我眼里 , 也在许多人眼里 , 就

一直是个恶魔。”①谈判表明 ,反对派愿意倾听 ,愿意作出让步。人际交往

使个人间建立了友谊。慢慢地 ,过渡看上去不再是一种巨大的分歧 ;镇压

也被认为是极其野蛮的。自由派在与反对派的谈判中 , 内在地改变了其

偏好。

第二种是心理学解释。自由派有可能是非理性的。理性的行为者根据

他们获得的信息形成自己的信念 ,并按自己的欲望来行动。事实上 ,若他们

真是理性的 ,就要用信念来约束种种欲望。非理性的行为者则放纵自己的

欲望来影响信念 ,并关闭掉他们不喜欢的信息。假定政权除了开放外别无

选择。来自外国的压力、本国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可能使得只存在自由化这

一条出路。尼加拉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民众动员有可能是无法约束

的 ,就像在波兰一样。在这种情况下 ,自由派会说服自己 ,开放将会成功 ,甚

至会认为 ,若他们继续推进民主 ,他们将赢得竞选。

若这些假设中有些是真的 ,那么 ,自由派冒险发起一场不可行的运动 ,

并在中途变节 ,这就是明智之举。自由派要么事实上就准备去推动民主 ,但

又不得不隐藏其真实偏好 ;要么他们中途发现压制是不大可能成功的 ;要么

他们发现将失去的并不像一开始设想的那样多 ;要么别无选择 ,并对最终结

果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

自由化并不总是导致过渡。什么时候压制与自由派受到整肃的狭隘专

制会成为自由化的结局呢 ? 我们已经知道 ,若每一个人都明了一切 ,且所知

相同 ,那么这种结局就不可能产生。假设 : (1 )自由派仅想拓宽政权的基础 ;

(2 )自由派以为社会知道他们偏好 BIDC 甚于过渡 , 知道若需要 ,自由派会

准备镇压的 ; ( 3)社会错误地以为 ,自由派事实上就是民主派 ,他们不会支持

镇压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无效的。然后自由派开放政权 ,希望社会力量加入

①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进紧急状态”, Gaze ta , Warsaw , 1989 年 12 月 18 日 , pp .5—6。

同样 , Kiszczak 将军也认为 :“MSW (内务部 , 即警察部门 )的人渐渐地习惯于同反对派共处 ,习惯

于妥协的不可避免。如果他们尚未准备好这样做 ,那可能今天还有顽抗与紧张。”( P rzewrt niew-

ykonywalny 与 Czeslaw Kiszcza k 将军的访谈 , Gaze ta , Warsaw, 1989 年 9 月 11 日 , p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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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社会以为 ,若它继续组织起来 ,自由派将支持过渡。但是 ,自由派是

支持镇压的。

因此 ,自由化———实行开放以便拓宽政权的社会基础而不改变政权结

构———是不可行的 ,除非每一个人对其他人的偏好与成功镇压的概率二者

认识全面、准确。有些误解会把自由化引向过渡 ;有些误解又把它引向镇

压。马克思早在 1851 年就描述出了自由派的永恒悲剧 :他们想要民主以保

住权力 ,但当民主与自由派反目成仇时 ,他们又被惹恼了。他们试图尽其所

能地控制住权力 ,但在某个时候 ,他们必须决定 ,是后退以恢复权威体制 ,还

是前行以走向民主解放。

第三节  民 主 化

一、导   论

一旦专制崩溃 ,政治日程上的中心问题就是 ,相关的政治力量是否会接

受一种制度———它允许虽为数不多但却没有任何限制的竞争。如果这些制

度建立起来了 ,问题就是它们是否会唤起自发的服从。即这些政治力量是

否愿意把自己的利益交付于竞争的不确定性之下 ,并服从其结果 ,他们是否

愿意吸收相关的其他政治力量作为参与者。

要进行后面的分析 ,我们先要注意到 ,向民主过渡中天生的冲突经常在

两个战线发生 :一是在权威主义政权的捍卫者与反对派间围绕民主而展开 ;

二是在众多潜在的民主行为者间为未来民主下更好的机遇而展开。有些人

设想民主运动是社会与国家间的斗争 ,这在过渡的初期是有用的。这种设

想可以作为各派政治力量反对当前权威政权的统一口号。但是社会在许多

方面是分裂的 ,民主的本质是利益相互冲突的各派政治力量间的竞争。这

种状况造成了一种二难困境 :要实现民主 , 反权威主义的力量必须团结起

来 ;而要在民主之下获胜 ,它们不得不相互竞争。因此 , 为争民主的斗争总

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 :为了民主而反对权威政权 ,为了民主之下一个美好未

来而反对自己的盟友。

这样 , 我们有必要分别集中讨论民主化的两个不同方面 :摆脱权威

政权与建构民主政权 , 虽然说这两个方面有时会临时性地重合起来。

这摆脱与建构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控制镇压机器的政治力量———在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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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情况下是军队①———在权威主义政权下的地位。凡是军队团结

一致捍卫政权的地方 , 过渡进程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摆脱现政权。智利

与波兰就是摆脱的范例。当然 , 在西班牙、巴西、乌拉圭、韩国、保加利

亚 ,摆脱也使过渡进程很不顺利。相反 , 凡是因对外冒险失败而使军队

分裂的地方———如希腊、葡萄牙、阿根廷———以及在军队受到文人有效

控制的地方———如所有的其他东欧国家 , 建构新政权的进程很少受到摆

脱因素的影响。

二、摆脱旧政权

由于摆脱旧政权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 , 这里我只是扼要地提一下。首

先 ,我按照奥唐纳 ( O’Donnell , 1979 )及他与施密特 ( Sch mit ter , 1986 )的观

点 ,把政治行为者区分为四类 :权威集团内的强硬派与改革派 (他们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自由派 )、反对阵营内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强硬派一般出自权威

集团内的压制核心 :警察、官僚、检察官、某些新闻记者等等。改革派一般是

源于政权内的政治家或国家机关外的某些群体 :资本主义下的资产阶级、社

会主义下的某些经济管理者。② 温和派与激进派可能代表不同的利益 ,但是

也不需要代表不同的利益。他们间的区别在于是否愿意冒险。温和派可能

①

②

这些力量未必是铁板一块的。注意 ,作为斯大林时代的遗产 ,东欧一直就有两种镇压

力量 : 在国防部控制下的国防军与内务部控制下的内务部队。秘密警察的自主性随国家的不

同而不同 , 随时期的不同而不同。

资产阶级对权威政权的态度则难以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原因如下 :资产阶级有三种方式捍

卫其利益。 (1 )在民主制下 ,它自身能作为一个政党组织起来 ,参与竞争 ; ( 2 )在任何政权下 ,它能把

自己组织成利益集团 ,并有接近国家政权的特殊渠道 ; (3 )在任何政权下 ,分散的利益追求构成了对

与资产阶级利益相冲突的国家行为的一种限制 (“国家对资本的结构性依赖”———见 Przewor sk i

& Wal ler st ein , 1988 )。现在 ,同马克思的观点相反 ,最后一种制约对于保护资产阶级免受国家干预

不太充分 ,拉丁美洲的好几个军政权对某些资产阶级部门打击巨大。M artínez d e H oz 破坏了阿根

廷一半的公司 ,巴西军人建立了国营部门同私营公司相竞争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到 1978 年 ,

Pau list a资产阶级主要部门还把军政权机关看作一种威胁。这样 ,至少在巴西 ,从经济自由主义中

产生了反权威主义的思潮 (关于这一思潮的详细解释 ,参见 Bresser Pereira , 1978 & Cardoso , 1983 )。

反之 ,在民众动员很脆弱的国家里 ,资产阶级在民主条件下能很好地竞争着。厄瓜多尔似乎就属于

这类例子。在这个国家 ,技术官僚的自治———根据 Conagh a n( 1983 ) ,这意指经济决策的方式而非实

质内容———促使资产阶级反对军政府 ,而资产阶级也并不害怕选举竞争。

同样地 ,在社会主义国家 ,一些工厂的管理人员较早地看到了把手中政治权力化为经济权力的

可能性 ( Ha nkiss , 1989) ,从而支持民主化。

 67



l48   民主与市场

会惧怕强硬派 ,但是其目标不乏激进。①

摆脱旧政权可能只是源于改革派与温和派间的相互理解。若 ( 1 )改革

派与温和派能就建立某种制度达成一致———在这种制度下 ,他们代表的社

会力量在民主体系下政治地位非常重要 ; ( 2)改革派无需得到强硬派的同意

或使强硬派保持中立 ; ( 3 )温和派能控制激进派。那么摆脱旧政权就有可

能。

后两个条件从逻辑上是优先的 ,因为他们决定了改革派与温和派可能

会采取哪些解决方案。无论两者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这协议都必须诱使强

硬派随改革派而行 ,同时能劝阻激进派为更剧烈的变革而进行动员。可是 ,

这些条件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满足呢 ?

如果摆脱的进程是由军队控制着的 ,那他们必然是支持改革 ,或被改革

派诱骗去合作 ,或至少保持中立。温和派必须付出代价。但是对于温和派

来说 ,改革派只有在他们能控制住军队或调动军队时才是一个有意义的对

话者。而温和派除非能约束得住激进派 ,否则在政治上是没有重要性可言

的。温文尔雅的绅士尽可以在政府大厅里进行文质彬彬的谈判 ,但是若街

上挤满了民众 ,工厂由工人占据 ,他们狂热地提出要谈判者的命时 ,这温和

派的温和又有什么用呢 ? 因此 , 温和派必须提出能为激进派接受的条款。

若他们不能从改革派那里得到这样的条款 ,那镇压机关手中必然保有足够

的权力以恫吓激进派。一方面 ,温和派也需要激进派去对改革派施加压力 ;

另一方面 ,温和派又担心激进派不同意他们同改革派辛辛苦苦所作的交易。

难怪常常找不到可行的方案了。

什么时候可以达成满足这所有限制条件的协议呢 ? 改革派面临的策略

选择是 ,要么同强硬派结成权威同盟 ,要么同温和派结成民主同盟。而温和

派则可以选择同激进派结盟 ,以求彻底摧毁权威政权下组织下来的种种政

治力量 ;或者同改革派谈判以求妥协。假设局势如表 2 .1 所示②。

①

②

事实上 ,在 1981 年的波兰 ,是温和派认为苏联的干预迫在眼前 ,而激进派则认为这不大可

能。

每一组中的第一个数字代表对这个结果对改革派的值 ,第二个数字代表对温和派的值 ( 4

比 3 好 ,如此类推 )。这些数字在不同的对象间不可比较。他们只是排列出一种选择而已。因而 ,

温和派可能在并非最差的情况下过得很惨 ,而改革派在非最差的情况下则过得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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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1

温和派结盟的对象

激进派      改革派

改革派的
结盟对象

强硬派   权威政权原封不动地存续下来 : 2 , 1     权威政权作出让步后保持下来 : 4 , 2  

温和派   无保证的民主 : 1 , 4    有保证的民主 : 3 , 3

如果改革派同强硬派结盟 ,而温和派同激进派结盟 ,从而形成两个对立

的联盟 ,那双方势必拼个你死我活。如果改革派同温和派结盟 ,而温和派也

与改革派结盟 ,那结果就是有保证的民主。不对称的结盟有可能是这样的 :

当温和派同激进派结盟 , 而改革派又同温和派结盟时 ,由于激进—温和联

盟 ,改革派只能接受无保证的民主。当改革派与强硬派结盟 ,温和派又与改

革派结盟时 ,温和派只有接受自由化。前面已经提到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

会加入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 ,改革派有一项优势策略 ,即总是同强硬派结盟。如果温

和派同激进派结盟 ,反对派就会被击败。权威集团完好无损地生存下来。

这样的结果对改革派来说 ,要好于同温和派与激进派结盟导致的无保证的

民主。如果要让强硬派吃点苦头 ,温和派选择同改革派结盟 ,那就要向改革

派作出一些让步。这种妥协对改革派来说 ,也胜于有保证的民主。因此 ,潜

在的改革派同强硬派结盟以捍卫权威政权 ,他们的境遇总是会更好些。

这种状况的一个鲜明特征是 ,改革派本身没有什么政治力量 ,在民主之

下政治成功的前景萧条。没有特别的担保 ,他们在民主之下就很惨 ;即使有

担保 ,在他们的权威主义同盟的保护下 ,他们的境遇还是更好些。1980—

1981 年间的波兰就是这方面的例子①。当时任何一种解决方案都要满足下

面两个条件 : ( 1)反对派坚持公开的选举竞争 ; ( 2)党想获得它能赢得选举的

保证。反对派希望党能赢得选举 ,他们所想要的不是获胜而是参与竞争的

① 在 Polityka ( Warsaw, 1981 年 9 月 )中 , St efa n Nowa k 用博弈论的术语分析了波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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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党并不反对选举 ,但它非常想获胜。① 可是在秘密的民意测验中 , 只

有 3%的人愿意投党的票。还没有办法来克服这个障碍。如果党能获得

30 %的支持 ,那么 ,它发明一种既有竞争性又能使党获胜的选举制度将是小

菜一碟。但是在支持率为 3%时 ,它无计可施了。现存的制度中 ,没有一种

制度能满足冲突着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利益与外在机会所施加的种种限制。②

在这种情况下 ,改革派不能冒险同温和派结成民主同盟。

假设改革派在获得了制度保证的条件下 ,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在民主之

下参与竞争。这是否足以让他们支持民主呢 ? 参见表 2 .2。这里 ,改革派

有独立于强硬派的政治力量 :他们在竞争条件下能获得某些支持 ;与其他选

择方案相比 ,他们更偏好有保证的民主。然而 ,对于改革派来说 ,结果取决

于温和派的行为。如果温和派同意给他们以担保 , 那改革派在民主之下会

过得很好。但是若温和派与激进派结盟 ,想要一种无担保的民主 ,那改革派

就会输得什么也没有了。③ 现在 ,让我们从更广的范围内来探讨这种冲突结

  表  2 .2

温和派结盟的对象

激进派       改革派

改革派的
结盟对象

强硬派   权威政权原封不动地存续下来 : 2 , 1     权威政权作出让步后保持下来 : 4 , 2  

温和派   无保证的民主 : 1 , 4    有保证的民主 : 4 , 3

①

②

③

斯大林时代波兰的二号人物 Ja kub Berma n ,在 1981 年的一次采访中相当明了地指出了这

一总的姿态。就战后选举问题 ,他说 :“我们应把权力交给谁呢 ? 也许是 Mikoljczyk (农民党领袖 ) ?

或者是比他更右的人 ? 鬼才知道应给谁 ! 你会马上告诉我 ,这样做是尊重民主。那又怎么样呢 ?

谁需要这种民主 ! 顺便说一下 ,现在我们不要自由选举 ,甚至比十年或二十年前更不需要 ,因为我

们会输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的选举还有什么意义呢 ? 除非我们想把自己打扮成超级民主

者 ,表现为这样一种绅士。那时 ,我们会摘下头上的大礼帽 ,鞠躬说道 :‘欢迎您 ! 我们就要退休了 ,

请把权力拿好 !’”(采访见 T orańsk a , 1985: 290)

这一策略局面在 1989 年 3 月通过一项天才般的举措得到解决。当时有人建议设立一个上

院 ,进行自由选举竞争 ,而保证在下院共产党及其联盟占多数 ,并有权组织政府。

在这一博弈中 ,没有纯粹策略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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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即先假设改革派预计着温和派的反应而决定采取什么行动 (见图 2 .2 )。

改革派这样来分析形势 :如果他们同强硬派结盟 ,结果将是维持现状 ,这对

于自己来说 ,是次优结果。在有担保的民主下 ,他们的境遇会更好些。但是

若改革派决定同温和派谈判时 ,温和派又支持同激进派结盟 ,这会导致改革

派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于是 ,改革派决定还是呆在现政权中比较好。

然而 ,这种情况的反复出现难道就不会导致民主吗 ?① 设想每一个人都

知道这种策略必然会反复出现。温和派懂得 ,面对改革派开放政权 ,自己却

拥护激进派的主张 ,那下一轮中改革派将同强硬派结盟。这样 ,从第一轮的

背离中温和派所得的回报是{4 , 1 , 1 , . . .}或 4 与 1 的其他组合。这取决于

改革派选择的惩罚策略。② 但若温和派在第一轮中就决定给改革派以担保 ,

改革派则作出友好的姿态 ,那么 ,温和派的回报将是{3 , 3 , 3 , . . . .}。人们可

以很容易地看到 ,改革派有许多惩罚策略 ,足以劝使温和派合作。因而 , 若

原初状态反复出现 ,民主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

图  2 .2

但是 ,我认为这样的情形并不会反复出现 ,因为此下的政权变迁伴有风

险。有些情形是惟一的 ,不会反复出现。如权威政权机器内部分裂了 ;某个

①

②

以下的段落源于我同 Jon E lst er 激烈的探讨 ,他总是迫使我弄清楚我到底在想什么。

以牙还牙 ,在实验条件下 ,人们倾向于选择的策略是要使超时回报最大化。但这并不是最

优均衡的策略。另外 ,也有很多策略支持合作性的结果。关于这一点 ,以及许多相关的技术问题 ,

请参见 rasmu sen (1989 )编写的优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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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开始感到更想在他人同意下行使权力而不是以武力垄断之 ,并决定再

前行一步 ,在政权之外寻求最终的伙伴 ,以保证在民主之下能继续发挥其作

用。一旦改革派决定迈出这一步 ,他们就无法回头了。现在选择的行为就

决定了未来的回报。走回头路就是承认民主开放的策略挫败了 ,迎接他们

的将是强硬派冰冷的面孔。决定走回头路的改革派几乎没有一个在失败后

能幸存下来 ,他们只有孤注一掷了。① 这并不意味着在将来就没有新的改革

派再次去实行开放。韩国和波兰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了。但是这些都是新

的力量了 ,面对的是新的环境。如果改革派的策略成功了 ,民主得以制度

化 ,那么回报将是丰厚的。即使民主可能会被颠覆 ,但是把权力交与民主制

度却是不可逆转的。②

这种观点是否就意味着 ,民主绝不可能作为一种均衡 ,而只可能作为人

们对民主规范性承诺的产物建立起来呢 ? 不 ,我们只需要稍微修正一下回

报就可以看到 ,存在一种惟一情形 ,此下的均衡结果就是民主。这有两种可

能性。一是 ,激进派接受有担保的民主 ;二是温和派继续因自治军队的存在

而受到保护。

第一种可能性———激进派不再激进———并非像其刚刚出现时那样远不

可及。在民主确立之前 ,追求经济政治深远变迁的各派力量别无选择 ,只有

占据街道与工厂来进行斗争。在现行的制度条件下 ,他们的行为必然会招

致暴力镇压。然而一旦由于温和派与改革派达成一致 , 竞争性的民主制度

框架得到确立 ,激进派会发现自己也能参与博弈了。当然 ,他们还是倾向于

对民主制度怀有戒心 ,不相信他们所获得的机会 ,怀疑自己获胜后是否会得

到他人的容忍。然而 ,无限开放的民主博弈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 ,激进派

会发现 ,拒绝参与到民主制度中来就是舍弃民众的支持。西欧社会主义政

党的历史表明 ,各派政治力量面临着参与或消亡的二重选择。除无政府主

①

②

我说“几乎”是因为巴西是个例外。1974 年失败的“解禁”的策划者后来又成功地东山再

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制度演化理论 ( Sc hot t e r , 1981 , 1986)不能解释向民主过渡的缘故。这

里涉及到某些技术问题。就在反复博弈中出现的合作而言 ,结果仅仅局限于那些确实是反复出现

的情形。具体地说 ,就是有同样回报的情形。就我所知而言 ,我们对子博弈每轮都会发生些变化的

博弈知之甚少。Be nh abib & Ra dn er( 1988 )分析了回报经常变化的劳资博弈 ,发现 ,若回报从一轮子

博弈到下一轮发生重大变化 ,那么均衡就是非协作性的。若它们变化不大 ,那么均衡肯定是会走向

协作的。当博弈稳定下来后 ,结果就是协作式的均衡。这种结果在直观上是有意义的。所以 ,现在

相关的问题是 ,回报从一种情形到下一种情形变化了多少。我认为 ,至少就改革派而言 , 他们的回

报变化是很剧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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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固执地拒绝了“选举的诱惑”外 ,其他所有政治力量都加入到民主制度

中来了 (见 P rzewor ski , 1985 ,第一章 )。

若激进派拒绝参与由温和派与改革派打造的制度 , 温和派的利益所系

使它倾向于选择这样一种民主 ,即在该民主下 ,公民社会中代表改革派的力

量占据主要地位 ,而不是代表激进派的力量占据主要地位。① 在这样一种条

件下 ,上面博弈树上的回报将相互变化。温和派倾向于一种对改革派有担

保的民主 ,而不是同激进派结盟。这常常意味着 ,与权威政权密切相关的某

些部门还会继续得到军方的保护。如果改革派有自身的政治力量 ,如果温

和派倾向于一种满足军方自治地位的制度安排 ,而不是满足激进派的要求 ,

那么改革派对民主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在这种情况下 ,均衡的结果就

是民主 ,但是军方仍然不受文官控制 ,并监视着民主过程②。

但是温和派为什么容忍军队的自治呢 ? 军方的监管会限制民主结果的

可能性范围 ,有时会侮辱平民政治家 ,并导致民主制度的不稳定 ,温和派为

什么能容忍这些呢 ?③

除波兰外 ,东欧都是平民政权。军队及大多数维持秩序的力量都受到

严密的政治控制。这种控制甚至具体到了它们该如何操作的地步。④ 因而 ,

人们不应感到奇怪 ,在角逐领导角色的冲突中 ,所有东欧国家的军方都完全

站在要求废除垄断权力的这一边。“军队想为国家服务 , 而不是为党服

务”———将军们一直这样声明。从拉美经验来看 ,这样高尚的表示呈现出某

种不祥之兆 :这并不是忠于民主价值 ,而是要独立的表现。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 , 军方都一直维持着其自治 , 并继续监护着民主制

度。不仅在通过谈判实现向民主过渡的国家是这样 ,即使在阿根廷 ,军方遭

受了令人屈辱的对外战争失败 ,也还是这样。军方干预的幽灵始终约束着

民主政治过程 ,在新生的民主之下 ,军方的最终反应始终是日常政治生活中

①

②

③

④

在图 2 .2 里 ,假设在有保证的民主下温和派的回报都是 4 ,而没有 3。

我认识到 ,现实中的博弈远比我分析中提及的博弈要复杂得多 ,因为我把强硬派的行为当

作一个参数了。然而 ,强硬派可能 ,比如说 , 为了削弱温和派与改革派的一致而挑衅激进派。在许

多过渡情形下 ,出现过看似激进分子 ,但有可能是挑衅者的模糊群体 :如西班牙的 GR AP O,阿根廷

的 Ta bla da 事件。

在 1987 年 10 月 ,巴西政府突然提高军人工资一倍以上 ,这是对驻扎在省会城市的一支小

部队占领市政厅作出的反应。而在此之前 ,财政部长公开承诺过不做这样的事。

秘密警察则是另外一回事。在秘密警察与共产党间的冲突是共产党政权下政治生活中经

常出现的事。秘密警察是因共产主义解体而损失最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好些国家是人们仇恨的

头号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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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考虑的因素。阿根廷的经验让人极为痛心 ,在那里 ,绑架、折磨、谋杀

而不受惩罚 ,这从道德上大大地败坏了所有的政治生活。在最近向民主的

过渡中 ,只有西班牙和希腊成功地确立了文人对军方有效控制的民主政府 ,

使政府免受军方的监管。

一个明显的答案就是 ,温和派害怕对军方施加文人控制的努力 ,在事实

上会引发本来想要消除的军事干预。这里涉及到的策略计算肯定是这样

的 :首先 ,在任何试图确立文官控制的努力后 ,立即引发军方政变的概率 ,要

大大高于对军方听之任之情况下发生政变的概率。因而 ,即使确立了文官

控制后 ,军方干预的可能性大大减轻了 , 但是在没有文官控制的情况下 , 发

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也是相当低的。参见表 2 .3 如果军方继续监护政治体

系 ,那么它现在与未来介入政治的概率为 68%。然而 , 若政府想对之施加

文官控制时 ,他们发动政变的概率则为 80 .2%。①

  表  2 .3

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立即发生 现在不会发生 ,但
最终必然会发生

军方充当监护人时 0 ñ.20 0 ¯.60

文官政府试图控制局面时 0 ñ.80 0 ¯.01

问题并未以此结束 ,因为并非所有的政变都是一样的。有种观点支持

对违背人权的状况进行惩罚 ,因为惩罚具有劝阻性。当军方想再度干政前

必得三思而后行 ,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失去了权力就会遭受重罚。那有可能

是真的。但若这种观点是正当的 ,那它也意味着 ,若军方并没有为干政会带

来惩罚的威胁所阻吓 ,它们干政后将不大可能因为这种威胁而放弃权力。

因而 ,文官控制的施加可能会降低政变的概率 ,但同时增加了条件概率 , 政

变一旦发生 ,将带来极度的高压与恐怖。

于是 ,一个政府若不想招惹政变 ,不想冒镇压的风险 ,它就得忍气吞声 ,

① 设 p 为监护下马上发生军事政变的概率 , t 为同样情况下最终发生政变的概率。设 q 为若

政府对军方施加文官控制时立即发生政变的概率 , c为同样条件下最终发生政变的概率。那么 ,在

监护下政变发生的总体概率为 p + ( 1 - p) t ,在试图施加文官控制下政变发生的概率为 q + (1 -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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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其道义上的愤怒与民主理想搁置一边 ,接受军方监护的限制。① 但是我认

为 ,这种推理不足以解释平民政治家对待军方的行为。即使民主政治家有

能力消除这种威胁 ,但他们却不想消除这种威胁 ,为什么呢 ? 这有两个原

因。

第一 ,丰塔纳 ( Fontana,1984:121)注意到 , 1981 年 ,阿根廷的各政党害怕 ,

若来自军方的威胁得到清除 ,新一轮民众动员将迫使他们像 1973 年那样“左”

倾 ,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害怕激进。套用贝文 ( Ernest Bevin )形容劳动

党的一句话 ,他们“不想使自己必须听令于自己的人民”。若军方可能被指望

去压制民众动员 ,军方的监护对现存的政党来说 ,就是一种保障。

第二 ,在许多军方干预传统已久的国家 ,问题在于 , 缺乏一种使军方能

受文官控制的制度模型。② 通过军队的指挥链 ,军队应当是直接向总统负责

的 ,而不是向监督军队具体行动方面的议会委员会和文职官僚机构负责。

没有这样一种平民化的控制机制 ,民主政府所面临的选择就是 ,要么容忍军

方的自治 ,要么彻底摧毁军队。③ 这里 ,我怀疑民族主义有某种作用。没有

哪个总统敢于去削弱国家的防卫力量。当对军队的策略选择是或者听之任

之 ,或者彻底摧毁它时 ,保持军方的优势地位对于民族主义政治家来说是两

害相权取其轻。

文人来控制军队这一问题不仅在于这样做是否明智 ,还在于是谁想这

样做。④ 有些民间政治力量也许更倾向于军方的监护 ,使自己不致面临更多

①

②

③

④

Fonta n a在一篇于 1987 年发表的文章“ La política mili ta ry del gobierno const itu cional ar -

ge ntino”中强调说 ,在 1983 年 ,政府对军方的情形了解不清楚 ; 它错误地以为若军方得到机会就会

自我整顿 ;它一而再地低估了军方内部各派军人间的团结程度。他所说的这些可能都没有错 ,但是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篇文章没有指出政府对军方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

这个观点源于 JoséM urilo d e Carv alho。

例如 , Delic h( 1984: 135)认为阿根廷民主政府有下列可行的选择。既然军方犯下的暴行是

在书面命令与军方指挥控制之下 ,由得到作为一种机构的军队批准的行为构成 ,那民主政府要么谴

责整个军方 ,要么对之不闻不问。

1987 年 10 月 , JoséMu rilo de Carva lho( 1987 : 18 )这样来描绘制宪议会内巴西各派政治力

量的态度 :“很难见到为建立公民权利的支配性地位而努力的政治意愿。我们看到 ,共和国总统的

实际政治行为中不存在这种意愿。在多数派 P MDB 中 ,这种意愿也没有得到明确的表达。更不要

说 P FL、P TB 等等会有这种意愿了。无论是谁 ,当他看到新共和国的政治是这样的时 ,肯定会认识

到 ,军方的监护是正常的 ,应该持续下去。”所以 ,人们不应感到奇怪 , 1988 年 9 月 15 日的《拉美每周

报道》( WR-88-36 )以“巴西军人不声不响地得到皮诺切特大声嚷嚷要得到的东西”为题 ,报道说 :“有

些巴西军人私下里很乐意承认 ,在世界上别的地方 ,是平民政府担心他们能给或应给军方多少自治

权 ,而在巴西 ,是军方审慎地考虑该给平民政府多少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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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要求 ,从而挡开来自要求进行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那些人士的压力。①

由此可见 ,摆脱旧政权必然在制度上留下印痕。让我们看看皮诺切特

同意实行自由选举的条件 : ( 1)向现在军队与警察中的主要指挥官提供永久

职位 ; ( 2)“军队与警察的声誉不受侵犯”; ( 3 )“全力以赴地进行反恐怖主义

斗争”; (4 )尊重由四名军方代表与四名文官代表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意见 ; ( 5)维持对 1973 到 1978 间的政治犯实行的大赦 ; ( 6)政府不得干预国

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不限制军事法庭的权力 ,不改变军队指挥系统 ,不限

制军事预算 ,不干预将军的晋升 (通常这是总统的特权 ) ; ( 7 )军队有确定参

议院 9 名成员的权力 ; ( 8 )中央银行独立 ,行长由军队任命 ; ( 9)接受军政权

最后几个月实行的私有化 ,但不得调查它是如何进行的 ; (10 )自动将从铜中

获得收入的 20%划归军队。当军队自身变成改革派 ,受到来自官僚们的抵

制时 ,情形就相对简单多了 ,尽管有时也富有戏剧性。② 不过注意一下波兰 ,

那儿改革的动力来自军队首领 ,原政权也成功地获得了若干担保 : ( 1 )确保

共产党在较重要的下院 ( Sejm)中拥有 35 %的席位 , 其盟友获得 30 %的席

位 ,从原则上获得足以保证对组织政府的充分支持 ; ( 2 )双方达成谅解 ,反对

派将不反对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当选为总统 ; ( 3)有关对外防御与国内秩序事

务一概交由共产党控制。

因而摆脱旧政权的策略是灵活的。军方来推动民主事先必须谨慎 , 而

一旦发动民主化进程就应变得果断起来。但是事先作出的决策创造了事后

难以逆转的条件 ,因为他们保有同旧政权相连的军事权力。事后民主力量

可能抱怨他们当初的谨慎小心 ,但是在事先他们只有谨慎行事。③

可是 ,通过与原政权谈判达成的过渡所创造的种种条件 ,是不可逆转

的。民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主权属于人

①

②

③

JoséMu rilo d e C arv alho (在私下交往中 )对这种假设提出了批评。“以精英对民众动员的

担忧为基础的解释并不是太好 ,原因有二。第一 ,面临着对军方进行文官控制问题的国家领导人认

识到 (或本应认识到 ) ,军方提供的保护 (从一方来看 )也是一种威胁 (从另一方来看 )。换句话说 ,作

为政治家 ,他们的工作也受到监管的威胁。他们本想维持军方这种监护以保护自己免受民众动员

的压制⋯⋯第二 ,对我来说 ,这种解释可以变相地理解为 ,它先就假定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天生就

是保守的 ;他们宁愿冒军事政变的风险 ,也不愿意使政权有更广的代表性。”

在 1989 年 1 月党的中央全会上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未能获得多数支

持。这时 ,将军本人 (他是武装部队总司令 )、国防部长、内务部长 (二人也均为将军 )三人提出辞职 ,

并步出会议现场。直到这时 ,中央委员会才认为应当改变立场 ,同反对派谈判。

由于在一些国家里民主已经得到巩固 ,一些北美知识分子现在向我们建议说 ,当时反对权

威主义斗争中的主角本应当更为激进地推动社会与经济变革的。关于这类奇思怪想 ,请参看 Cum -

ings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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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人民就能决定削弱政治家们在谈判桌边达成的种种保证。甚至大多数

制度化的保证充其量也只是程度较高的保证 ,而绝不是确定的。① 确实 ,在

智利、韩国、巴基斯坦 ,试图修正作为专制遗产的宪法努力都泡汤了 ,在乌拉

圭 ,全民公决也未能扭转军方颁布的自行赦免令。但是 ,在波兰 , 1989 年 4

月达成的原始协议在 1989 年 6 月的选举后开始失效 ,后来就慢慢地被破坏

掉了。通过摆脱旧政权实行的过渡会产生许多诱因 ,诱使民主力量去清除

作为权威主义遗产而留下的种种保证。所以 ,它天生就在制度上是不稳定

的。

三、宪法

设想摆脱旧政权这个方面已不存在 :武装力量早已解体 ,如希腊和东

德 ;或他们支持向民主过渡 ,如许多东欧国家。当冲突着的各种政治力量一

致同意建立一种允许尽管有限但却公开的竞争的制度框架时 ,并且这种制

度框架会产生持续不断的服从时 ,自我执行的民主就会得到确立。于是 ,问

题是双方面的 : ( 1)应选择什么样的制度 ? (2 )这些制度是否会自我执行 ?

首先 ,我们应注意到 ,向民主的过渡都是要谈判的。有些是同旧政权的

代表谈判 ,有些是支持民主的力量为寻求一种新的体制而进行的谈判。摆

脱权威政权下的社会并不总是要谈判的 ,但是对于构建新的民主制度谈判

又是必需的。民主不可能是专制的 ,它只能源于讨价还价。

这样一种交易模型可以很容易地以我们分析“摆脱旧政权”的方式建立

起来。它的基本结构是围绕制度的冲突展开。每一种政治力量都支持最能

促进其价值、利益、纲领的制度框架。是某些民主制度的框架得以确立 , 还

是为争取专制而进行的斗争得以延续 ,这取决于各派力量之间的关系及个

① 而且 ,这整个分析中所呈现的知识是民主斗争中的主角们通常达不到的 , 或不能达到的。

在波兰 ,每一方在下列几点上都打错了算盘。党在 1989 年 6 月的第一轮选举中获得的支持是如此

之少 ,以至于谈判交易的合法性被削弱。而共产主义者的忠实盟友也决定冒险走自己的路 ,整个精

心策划的过渡计划被打乱了。反对派要使改革派继续参与游戏 , 就不得不在最后一刻作出额外的

让步。我怀疑 ,党要是知道什么会发生 ,就不会同意去搞什么选举。如果反对派预计到了什么会发

生 ,也就不会作出什么让步了。党的理论家们举出各种理由说明团结工会将在 1989 年 6 月的选举

中败北。一位知名的改革者向我保证说 ,党的候选人会在参议院赢得选举的多数 (事实上 ,他们只

获得了 15 .8 %的选票 ,参见 Os trows ki , 1989 )。但是选举结果同样让反对派大吃一惊。当瓦文萨

( Wal�sa)被问到政治发展是否合乎其计划时 ,他回答说 :“我的计划同已经发生的一切是不一样的。

在政治上 ,我本想能坐到谈判桌上就行了 ,暂时停下来 ,集中关注经济与社会事务。但是真不巧 ,我

们赢得了选举。”(采访见 Te Fig aro ,巴黎 , 1989 年 9 月 26 日 ,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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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行为者施加非民主方案的能力。这个模型暗含的假设涉及到各派力量与

制度结果的客观条件间的关系。具体说来 ,不同的制度框架可以按转型发

生的条件来进行不同的解释。

在阐述这个模型之前 ,我首先要澄清制度选择中所要涉及到的诸问题。

就民主制度选择而产生冲突的各个群体面临着以下三类问题 :实质对程序、

一致对竞争、多数主义对宪政主义。在什么程度上经济与社会结果应无限

开放 ? 在什么程度上其中的某些结果应得到担保与保护 ,使之不受竞争结

果的影响 ?① 哪些决策应当通过一致达成 ? 哪些决策应当通过竞争达成 ?

某些机构 ,如宪法法庭、武装力量、国家元首 ,是应作为竞争过程的仲裁者

吗 ? 还是他们也应服从于定期的选举裁决 ? 最后 ,社会应当在什么程度上、

以什么方式来约束自己 ,以防止未来的某些变革 ?② 这些都是制度冲突中必

然会产生的核心问题。

冲突所要求的制度解决方案应是明确的 , 并具有弹性。瑞典 1905—

1907 年间的改革是成功谈判的经典例子。③ 当时谈判所要解决的问题如

下 : ( 1)是否要扩大选举权 ,给哪些人扩大选举权 ; ( 2 )选举改革是只限于下

院还是也应包括上院 ; ( 3)议席是按单名制选区还是按基于比例代表制的多

名制选区分配 ; ( 4)若单名制选区得以保留 ,那么胜者是最初获得简单多数

的那个人还是复选获胜的那个人 ; ( 5)行政机关是否还应继续对国王负责而

不是对国会负责。④

各派政治力量难以达成一致的原因是 , 制度具有分配性影响。如果制

度选择大不了是个效率问题 ,那也就不会引起争议。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

下 ,人们没有理由害怕一种会使其他人过得很好的制度。但是考虑到经济、

①

②

③

④

关于宪法程序与实质方面的张力 ,见 Casper , 1989。在最近的例子中 ,西班牙的 1977 年宪

法最接近于古典自由主义宪法 , 它只是规定了游戏的规则 ,几乎对结果只字未提 (除私有财产权

外 )。而巴西 1988 年宪法则走向另一个极端 ,详细列举了种种经济与社会权利。

关于这个问题 ,请参见一系列论文 , Els te r & Sl ags ta d , 1988 .

请参见 Ru stow, 1955 , Verne y , 1959。

200 年前美国与法国的制宪过程中所讨论的制度问题包括 : ( 1 )普遍的选举权还是有限的

选举权 ; (2 )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 ; ( 3 )议员全部改选还是分期部分改选 ; ( 4 )一院制还是二院制 ;

( 5)秘密投票还是公开投票 ; ( 6 )议会制还是总统制 ; ( 7 )选举日期是固定还是由政府审定 ; ( 8 )行政

长官可再当选还是不可再当选 ; ( 9 )代表的豁免权 ; ( 10 ) 行政否决权 ; ( 11 )行政长官的责任及其罢

免 ; ( 12 )解散权 ; (13 )创制与废除法律的立法权 ; ( 14 ) 对财政权的立法垄断 ; ( 15 )司法独立 ; ( 16 )陪

审团公开审判 ; ( 17 )禁止追溯性法律 ; ( 18 )绝对的言论自由 ; ( 19)宗教自由 ; ( 20 )军队与警察间的制

度性障碍 ; (21)决策权的地域分散。这是 Stephen Holmes 列出的 ,参见 Hardin , Holmes & Przeworski ,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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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识形态资源的分布 ,制度确实会影响到不同利益与价值得以促进的

程度与方式。因而 ,关于制度的偏好是不一样的。

那么 ,在不同的条件下 ,我们期盼什么样的结果发生呢 ? 有两个条件是

很显著的 :当制度框架得到确立时 ,各派力量间的关系是否为参与者所知

晓 ? 如果是的话 ,这种关系是否平衡 ? 这些条件决定了哪种制度可以得到

采纳以及这些制度是否是稳定的。从这种推理中有三种假设 : (1 )若人们事

先就知道各派力量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 ,那么制度将认可这种关系 ,并且只

有在原初条件不变时 ,这种制度才是稳定的 ; ( 2 )若人们事先就知道各派力

量间的关系是对等的 ,那么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无休止的内战 ,赞成无法运

作的制度 ,赞成最后获得惯性动力的制度框架 ; ( 3 )若人们事先不知道各派

力量间的关系 ,那么制度将包含广泛的制衡 ,在各种条件下持续下来。下面

来逐一讨论这些假说。

力量对比关系已知是不平衡的。当力量对比关系是已知不平衡时 , 制

度就是为特定的个人、政党或联盟而制定的。盖德斯 ( Geddes , 1990 )表明 ,

在拉丁美洲 ,每当新的政党制度从权威时代形成时 ,就有一部新的宪法得到

采用。她分析说 ,新制度的特征在于它被设计去巩固新形成的力量对比关

系。

关于这种制度的起源与作用 ,海沃德 ( H ayward , 1983: 1)在分析法国时

———这并不偶然 ,描述说 :“因为法国人预计政权将是短命的———事实是 ,他

们的宪法常常被打发为定期的文献———每一次宪法本身就没有被赋予多少

权威。现行的宪法被认为是一个条约 ,它暂时按斗争中获胜者的意志来解

决权力分配问题。在人们看来 ,它远远不是什么国家基础性的中立的文件 ,

而是一个反映党派利益的程序装置。它设置了政府有权进行统治的正式条

件。”

在波兰 , 1921 年的宪法设计了一种弱总统制 ,因为毕苏兹基 ( Pilsudski)

元帅的政敌们知道他会当选为总统。在这种条件下 ,毕苏兹基拒绝执政 ,并

于 1926 年 5 月通过政变夺取政权。9 年以后 ,一部新的宪法被制定出来认

可他的有效统治。1 年后他死去了 ,但事实表明 , 没有人能接替他。在法

国 ,第五共和国的宪法是特别为戴高乐将军制定的 ,但是它经受住了一次由

左派社会主义总统和右派在议会中占多数的“左右共治”的考验。

人们认为 ,那认可力量对比关系的宪法只会随这些关系的存续而存续。

这是有道理的。智利 1925 年的宪法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以下论述是根据

Stanton , 1990 )。这部宪法直到 1932 年才被普遍接受 , 当时通过了一项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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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规定 ,允许地主控制农民的选票 ,并无限期地维持农村地区代表过多的状

况。实际上 , 1932 年形成的宪法是城市部门与农村地主同盟的产物 , 目的

就是通过允许地主压低农工的工资 ,来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当智利基督教民主党上台执政支持农民时 ,这个协议造成的参与障碍

受到了侵蚀。到 1968 年 ,原体系崩溃了 ,而在 1973 年 ,民主又被颠覆。注

意 ,这个有问题的制度足足延续了 41 年。但是 ,从一开始 ,若一个具体条件

———农村民众有效的行使选举权———发生了变化 ,它就可能生存不下来。

当时就是这样来设计它们的。

力量对比关系已知是平衡的。这是最复杂的一类情形。设想不同的政

治力量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各种选择方式有强烈不同的偏好。国家中的

一部分强烈偏好单一制的政府形式 ,而另一部分则强烈地偏好联邦制。某

些群体会认为 ,其利益在议会制下最能得到保障 ,而其他人则坚持总统制。①

一种力量联盟坚持政教分离 ,而另一种力量联盟则主张一种国教。概括地

说 ,假设一方力量联盟为行 ,它发现民主在制度体系 A 下是更有利的 ,而另

一种叫做列的 ,感到在这种体系下受到了威胁 ,从而更偏好制度体系 B。他

们之间没有达成一致。 (表 2 .4 )

  表  2 .4

列  

A           B  

行  
  A      最好  一般      糟糕  糟糕

  B      糟糕  糟糕      一般  最好

这种情形下 ,没有纯粹的策略平衡。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内战。阿根

廷 1810 到 1862 年间就是这样的。制定宪法的双重努力都失败了 ,只有在

战争中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被击败后 ,才出现了稳定局面 ( Saguir , 1990 )。不

妨看一下前苏联的局势 ,民族主义者、联邦主义者及主张统一的力量相互冲

突着而没有达成什么明显的解决方案。

① 在最近对巴西 418 名精英人物的调查中 , 71 %的人希望采用议会制。政治家与新闻记者的

80 % ,工会领袖的 60 % ,军方的 45 %是支持议会制的。 (《拉美每周报道》90—26 , 1990 年 6 月 12

日 , p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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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无休无止的冲突 , 持续几代人的内战 , 是谁也承受不了的。因而

各派政治力量可能会采用某种制度框架。而所采用的任何制度框架也只不

过是暂时性的解决方案。① 罗斯托 ( Rustow , 1970 )指出 ,当任何政党都不能

单方把自己的解决方案强加给别人时 ,“长期的僵持导致相关各派去寻求一

种次优妥协方案”。

事实上 ,这在好几个国家都出现了。围绕着制度的冲突很快中止了。

在巴西 ,新宪法得到采用 ,但是人们都知道 , 它不可能得到完全遵守。它显

然只是通过许诺满足未来的种种要求来减少冲突的强度。在阿根廷 , 1853

年的宪法得到恢复 ,虽然说它以前从未发挥过作用 ,人们也不想现在它还能

发挥什么作用。②

为什么这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具有吸引力 ? 一个原因在于 ,政治行为

者相信 ,制度不会起什么作用 ,不值得为它去冒继续同别人冲突的风险。事

实上 ,相信制度的决定性作用 ,似乎就是美国政治文化的突出特征。美国的

政治家和学者都相信 ,制度让人们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 ,他们把美国政治

的稳定归功于国父们的天才创造。然而 ,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以外 ,制

度似乎没有多大效果。一位著名的巴西学者兼政治家曾评论说 :“人们不能

靠宪法条款来阻止军事政变。”③在匈牙利 ,一次为决定总统选举方式的全民

公决只吸引到 14%的选民来投票。因此 ,尽管人们需要某些制度框架来协

调各派政治力量间的策略 ,但是它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 ,因为它实际上是没

有约束力的。

而且 ,即使政治家们怀疑这样的制度是否会起作用 ,他们也知道自己无

法准确地预测备选制度框架的后果。欧洲保守主义者呼吁强制性投票 , 他

们认为那些弃权的人也是支持自己的选民。同时 , 他们反对给女性以选举

权 ,认为如果让妇女投票只会对其政敌有利。然而 ,他们在这两件事上都判

①

②

③

Ka vka( 1986 :185 )把宪法选择描述为“不纯粹的协调”。对双方来说 ,不存在一种灾难性的

协议 ,但是各方的偏好不一。他认为在这种状况下 ,各方首先同意去协商 ,然后才决定其内容。可

是 ,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样做到的。

在 1854 年到 1983 年间 ,阿根廷历任总统实际任期同宪法规定任期的平均比率为 52 % ,至

1930 年 ,此比率为 72 % ,最近一些年为 37 % (参见 de Pablo , 1990 : 113 )。1853 年的宪法在当选与就

职间提供了 9 个月的时间差。因为当选者需要时间赶往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 9 个月就是所要花的时

间。当宪法后来重新启用时 ,这一条也没有修改。因而在 Raúl Alfon sín 与 Carlos M e nem 间的第一

次民主转移已经是违宪了。他们同意 ,国家不能容忍跛鸭政府存在如此长的时间 ,所以很早就转让

权力了。

Ferna ndo Hen riqu e Cardo so , 采访于 Veja , 1987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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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错了。

人们对制度重要性的怀疑和对制度效果的无知 ,这两方面也不应被夸

大。对此 ,政治家们是有所了解的。他们也知道 ,选举制度怎样影响议席的

分配 ,知道谁监管情报机构事关重大。他们对涉及政党财政资助的规章很

敏感。历史上 ,围绕制度的冲突证据比比皆是。介入冲突的主角们都相信 ,

微弱的制度安排也是很重要的 ,他们正是据此而行动的。因而准确地阐明

以上观点中暗含的假设很重要。在我看来 ,这些冲突的主要方同意暂停关

于制度的冲突 ,是因为他们害怕持续的冲突会导致内战 ,这对个人和集体都

是一种威胁。稳定局势的压力是巨大的 , 不管怎样 , 政府总得继续存在下

去。骚乱对各方来说都是最坏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形下 ,各派政治力量会

打起自己的小盘算———在更有利的制度框架下自己所获得的福利差异同冒

继续冲突的风险来说 ,太不值得了。

但是 ,他们怎样才能中止冲突呢 ? 他们必须确立某种制度框架 ,但是若

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构成均衡的解决方案 , 那他们又能采用什么框架呢 ?

惟一的出路在于寻找谢林 ( Schelling)所说的焦点 :解决方案要是现成的 ,它

不能被视为是自助的。对这焦点的寻求自然导向了国家的传统 ,若传统还

得以保留的话 ;或导向国外的样板 ,若传统没有的话。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

求助于 1853 年的宪法 ,西班牙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德制度的原因所在

了。① 实际上 ,在波兰 ,许多人建议 ,国家可以采用任何一部既存的西欧国家

宪法 ,并以之来治理国家。② 既然有秩序总比无秩序好 ,总要有一种秩序才

行。

这样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这些制度解决方案是否有可能持续。根据博

弈理论 ,当冲突卷入时 ,合作性的解决方案是不稳定的。但是问题并不如此

简单。哈丁 ( Hardin , 1987 )认为 ,一旦合作得到采用 ,它就获得了某种动力。

一些制度至今存在 , 因为它们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变迁是要付出代价

的。③

①

②

③

H er rero d e Mińon( 1979 )认为 ,西班牙宪法不是一个或几个外国模型的“卑微的翻版”。他

也提出了证据 ,然而 ,那些外国例子 ,尤其是西德宪法 ,在西班牙宪法的许多关键条款中都隐约体现

出来了。

这样的建议由来已久。早在 18 世纪末 ,波兰人就要求卢梭为他们起草一部宪法。

用 H ardin (1987: 17)的话来说 ,“一旦我们解决了立宪安排问题 ,那么试图去违背这种安排

是不符合我们中间某些人的利益的”。“1987 年的宪法至今还在沿用是因为 , 有足够多的人在足够

长的时间内 ,在宪法限定的范围内活动 , 这足以让人们在期待中相信 ,不在宪法限定的范围内活动

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Ka vka( 1986 : 23 )也做了类似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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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 (Dahl, 1990 )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哈丁的理论。达尔认为 ,除乌拉

圭外 ,在民主已经生存了 20 年以上的国家 ,它从未因外部原因而被颠覆。①

然而 ,“习惯成自然”的理论也太过分了。它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宪法历

久弥坚 ,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宪法最后失败了 ,为什么有的是短暂的或徒

有虚名。

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不会持续 20 年 ,原因如下 :假定在最初对抗发生时 ,

对相关政治力量来说 ,任何一种解决性的制度安排都好于继续冲突。然而 ,

作为一种临时权宜之计的体制给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机会。这时就有两种

机制开始产生作用。第一 ,失利同盟知道 ,在这种体制下他们获胜的机会比

在任何其他一种体制下还要低。这个预测随着它们一连几次的失利而成为

现实。于是 ,事后同事前就大不一样了。如果它们本有可能会赢 ,即使机会

渺茫 ,它们的盘算也是不一样的。第二 ,行为者观察现今结局而了解其未来

的机遇。失利方不断地调低它们对制度体系的期望值 ,并有可能会发现 ,重

开为制度而冲突的风险 ,不是像以前那样让人生畏的。②

如果这种解释行得通 ,那么临时性的解决方案可能真是那样短暂。它

们得以采用是因为持续的争斗被认为太危险了。可是 , 若这些制度安排产

生的结果对某些方有损害 ,那么受影响的政治力量自然而然地就试图避免

民主规则之下竞争所涉及的高成本 ,或至少努力去提升这种竞争之下未来

的机遇。那些有能力追求其他选择方案的政治力量将会这样做。

力量对比关系事先不为人知。设想一个国家刚从长期的权威统治下解

放出来 ,现在谁也不知道各派力量对比关系是怎样的。那么 ,制定宪法的时

机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如果宪法的制定被拖延到选举或其他使这种力量对

比关系明朗化的事件之后 ,我们就要回到上面已经讨论过的情形了 :力量对

比不平衡成为关注的中心 ,制度是用以认可当前占优势地位的势力的 ;或者

力量对比关系是平衡的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在波兰 ,总统选举、议会选举

与宪法制定的时间顺序曾是一个激烈冲突的问题 ;最后 ,决定在宪法制定之

①

②

民主在这里被定义为一种体制———自由选举 ,政府要向民选议会或总统负责 ,及民众的多

数有投票权。这最后一个条件极大地限制了民主体制的数量。

我与 H ardin (1987)和 Kavk a(1986)观点的分歧可能出自我们对民主之下回报的不同理解。

他们认为 ,一旦某套制度得到采用 ,回报就是确定的。而我认为回报是不确定的 ,但是概率是知道

的。即使在前一章推导出的简单模型中 ,一方输掉一次后仍继续参加博弈的概率 p * ( 1 ) ,也要高于

事前支持民主所需要的概率 p * ( 0 )。事实上 , P * (1 ) = P * ( 0 )/ r ,且 r < 1。此外 ,若行为者根据他

观察到的结果更新其信念 ,那么就对 P */ L > P * ( 0)有另一番解释。因而 ,有可能一个行为者事前

接受民主 ,在输掉一二轮后又想去颠覆民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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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行总统选举。设想如希腊那样 ,宪法制定在前 ,或者如西班牙那样 , 举

行了选举但是不管用 ,那又会是什么情形 ?

如果每一个人都处于罗尔斯说的无知之幕后面 ,即如果他们对最终民

主制度之下的政治力量不太了解的话 ,所有人都会支持一种最小最大化方

案 :制度具有制衡能力 ,使少数派的政治影响最大化 ,或者同样地说 ,使政策

尽可能不随公共舆论的波动而变化。冲突着的政治力量之每一方都会选择

这样一种制度 ,它能为自己提供担保 ,免受一时的政治厄运 ,免受不利的舆

论潮流 ,免受盟友的背叛等等之害。① 在瑞典 ,自由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都

愿意向保守派提供他们所要求的保证。保守派的发言人比林 ( Got tfrid Bill-

ing )主教曾说 ,他宁愿要“一种强保障与更广泛的选举权 ,也不要一种弱保

障与较窄的选举权”(引自 Rustow ,1955: 59 )。

因而 ,在各派政治力量关系不明朗时制定的宪法 ,更有可能钳制权力的

持续回报 ,为最终的失利方提供某种担保 ,并减少政治竞争的风险。它们更

有可能诱使失利方服从最后的结果 ,并诱使他们继续参与。而且 ,这样的宪

法在广泛的历史条件下也更可能是稳定的。

因而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尚需系统验证的暂时性结论 :在各派力量对比

关系未知或不明朗时适用的制度 ,在许多条件下更有可能持续下来。当各

派力量对比关系已知是平衡的 ,且不同的群体对备选方案的偏好强烈不一

时适用的制度 ,若它们凑巧生存了足够长时间 ,就会获得惯性力 ,但是它们

终究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最后 ,认可暂时优势的制度有可能随产生优势

的条件而持续。

第四节  竞   争

另外有一个方面需要考虑。按奥唐纳 ( O’Donnell )与施密特 ( Schmit-

ter )的观点 ,国家与政权的民主化是有区别的。前者涉及的是制度 ,后者涉

① 在 1789 年的立宪大会上可以发现好几个无知之幕的例子。根据麦迪逊的笔记 , Georg e

M ason 做出了以下论证 :“我们应该考虑各个阶层民众的权利。让他困惑不解的是 ,社会的上层对

这个人性指令———即人权与政策漠不关心。因为不管现在他们是多么富有 ,他们的地位是如何优

越 ,多年以后 ,不仅是有可能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的后代将分布于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因而出

于自私的动机 ,出于对家庭的忠诚 ,都应当让人们推荐这样一种体制———它对社会底层福祉与权利

的关注丝毫不亚于对社会上层福祉与权利的关注。”( Farra nd , 1966 : I , 49 )感谢 Jon Elst er 向我指出

了这段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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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是国家制度与公民社会间的关系。①

反权威主义的各派力量必须考虑其在民主之下的未来地位。他们肯定

一致地反对专制 ,但是他们也势必不能抱成一团。② 如果他们分裂得太早 ,

结果就可能重演韩国情形 :在两个反权威主义的总统候选人间的对峙———

这不仅是个人之间的 ,也是地区与经济方面的对峙———导致了同专制政权

密切相关的候选人胜出。③ 如果他们不分裂 ,那么新政权只不过是旧政权的

翻版罢了 ,既没有代表性 ,也没有竞争。这就是好几个东欧国家面临的危

险。革命以反共产主义而不是以民主宣告终结。④

在民主制度得以确立后 ,此矛盾也以另一种方式出现。民主之下 ,反

对派的经典问题就是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反对。若反对派不反对

———不代表一种备选方案 , 不全力以赴地为之而斗争 , 那么 , 政治制度的

代表力———即政治制度的代表与整合能力———就是很虚弱的。⑤ 民主就

缺少活力。但是若反对派的反对过于激烈 ,民主有可能受到威胁。尤其

①

②

③

④

⑤

在 O’Donnel l& Sc hmi t te r ( 1986 : I V, 73 )看来 ,政权是“一系列或明或暗的方式组成的集合

体。这些方式决定了接近主要政府职位的形式与渠道 ,决定了进入这一过程或被排除在外的行为

者的特征。也决定了他们为获得这种接近而运用的资源与策略”。

因此 ,关于谈判桌形状的谈判也不是无谓的争论。现在政权有正当理由害怕面对面地坐

法 ,因为这种安排会促使反对派团结起来。波兰用的是圆桌 ,匈牙利用的是三角形桌子 , 而八边形

桌子也被考虑过。

注意 ,西班牙支持民主的反对派只有在弗朗哥死后才能团结起来。主要的问题是共产党人

的参与 (参见 Car r & F usi , 1979)。智利的反对派也有同样的问题。

这一情形在好几个东欧国家都显得十分复杂 ,因为任何一个新的左翼政党都不得不包括一

些前共产党人 ,但是同这些人联盟无异于自寻死路。在波兰 ,反共产主义联盟中的某些群体小心翼

翼地试图挑起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分裂 ,因为他们知道 ,被打为左派的群体会面临什么样的选举结果

(参见 1989 年 12 月 22 日 T ygodnik Sol idarno ? ?, War saw 的社论 )。而那些被视为左派的人被迫作

出反应 ,宣称在联盟内没有真正的分裂 ,也没有必要分裂形成多个政治派别。

注意 ,在巴西 ,巴西民主运动党 ( P MDB)花了 5 年时间才在意识形态上产生分裂。MDB 最初是

作为装饰权威政权的窗口而成立起来的 ,是惟一合法的反对派活动场所 ,从而成为各种政治力量的

保护神。人们都确信 ,一旦政党能合法存在 ,那这个人为的工具将自然而然地破裂。MDB 的确在

右翼以社会主义人民党 ( th e Part ido P opular )的名义脱离时分裂过。但是这种分裂没有持续多久。

作为 MDB 的化身再次出现 , P MDB 变为国家的第一大党 ,发展了自己的地方机构 ,直到 1989 年还

继续赢得选举。

由于后面的论述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代表观上的 ,所以我得先回顾一下我是怎样看待代

议政体的。代议政体是这样的 : ( 1 ) 存在自治的组织 ; ( 2 )这些组织的内部又分为领导者与追随

者 ; ( 3 )领导者有能力去 ( a )唤起人们的集体认同感 ; ( b )控制追随者的策略行为 ; ( c )制裁背叛行

为 ; ( 4 )领导者是代表 ,即他参与代议机构的活动 ; ( 5 )代理对追随者的福利有影响。如果有组织

的政治力量相信 ,为这些制度所容纳的行为会影响到他们的福利时 ,他们才会参与到民主制度中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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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 顽固的反对有可能导致无法治理的局面。如果

一个党每次选举中总是输 ,或者每当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不得人心时 ,反对

派总要发动一场罢工运动 ,民主制度就可能是非常脆弱的 ,从而为军方干

预创造了条件。

也许在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运动中可以很清楚地注意到这个问题。“革

新派”想通过选举来参与政治斗争 ,于是调整策略 , 在选举与议会斗争中限

制自己的斗争形式。然而 ,正统的一派要继续实施运动 ,要通过各种可能的

手段为“社会正义”而斗争。因此 ,乌巴尔迪尼 ( Ubaldini )认为 ,选举失利也

不会让 CGT 不再发动罢工。而国会中庇隆主义的代表只要觉得自己可能

会输就缺席 ,尽可能地使国会达不到法定人数。

这个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政治协商。政党 (或准政党 )领导人就以

下问题达成一致 : ( 1)不以选举结果来分配政府职位 ; ( 2 )调整基本的决策取

向 ; ( 3)若有必要 ,排除并压制局外人。① 这种协商在意大利、西班牙、乌拉圭

有久远的传统 ,它们习惯称之为“交易”。1958 年 ,委内瑞拉的菲霍 ( Punto

Fijo)协议就是这种协商的模型。根据这个协议 ,三个政党瓜分政府职位 ,致

力于私有财产权下的经济发展 ,并把共产党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这个协

议非常成功地组织了权力的民主交接。

这类协议的目的很明显 , 就是要通过减少各方关于政策与人事的冲

突来保护初生的民主制度。制度性的协议就是设立游戏规则 , 而其余一

切就由竞争决定了。不过 ,这类制度性的协议还是具有实质性的 ,它在竞

争过程之外就设定了基本的政策问题。这类协议对于保护民主制度免受

它不能承担的种种压力来说 ,也是很必要的。但是要注意 ,只有参与方能

从民主中获取私利时 ,这类协议才是切实可行的 ,也只有把局外人排除在

外时才能获利②。这类实质性协议天生的危险在于 , 通过它们可能会变成

在位者反对竞争者的同盟。这个同盟限制了竞争 ,阻碍外人接近政治 ,在

内部分配政治权力的收益。这样 , 民主就变成了某些政党与合作社团领

袖们的私人产物 ,成为一种寡头政治———某些组织的领导人合计着不让

外人加入进来。

①

②

Wiatr ( 1983 , 1989 )以契约民主的名义 ,向波兰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方案。

用前一章的话来说 ,这种协议不是交易 ,因为没有强制执行这些协议的第三者。如果协

议要稳定 ,那就必须是均衡的。但是限制竞争的协议只有在有效地劝阻局外人加入时才是一种

均衡。租金的来源是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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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利润可能不可避免地成为参与民主事业人士的个人报酬。而且 ,

民主制度可能不能处理让社会分裂的所有冲突。看看美国人 ,他们很谨慎

地把宗教问题排除在宪法过程之外。所有的民主体制都设立了某种加入的

障碍———也许在美国 ,选举政治是最受保护的一个领域。然而 ,民主要得到

巩固 ,就应通过竞争以分散这种利润 ,而不是把政治权力的收益变为永久的

“租金”。人们不应忘记 ,在委内瑞拉 ,菲霍协议成功的代价是本国出现了拉

美最大规模的游击运动。把局外人排除在外 ,这需要暴力 ,并使民主制度不

稳定。①

我们是用经济学家的“租”话语 ,从共谋中引出对政治协议的这种分析

的。但是害怕分裂不仅仅是由权威主义复辟的幽灵和政治家们自利行为驱

使所至的。民主之中 ,天然地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源自民主理论的理性主义传统。18 世纪发展起来的民主理

论把民主过程视为理性审慎的过程。这种理性的审慎思考把人们引向一

致 ,并接近于所假设的总体利益。如果所有的公民是同质性的 ,或者他们的

利益是和谐的 ,那么就只存在一种普遍而理性的利益。按这种世界观 ,所有

的分歧都只是观念上的分歧 , 不存在不能通过理性探讨加以调解的冲突。

政治过程的作用是认知性的 :它是对真理的追求。共识是合乎道德的 :它是

普遍利益的化身。民主的优越性在于它合乎理性。因此 ,卢梭与麦迪逊都

很担心各种利益、激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派系”会对民主产生危害 ;二人都

把民主看作是达成一致、发掘共同的善的机制。

由于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来源 ,经久不息的意见纷争 ,蛊惑人心的利益冲

突 ,繁杂的程序纠纷 ,都被视为是理性的障碍。“如果我们一致同意”是那些

震惊于政党政治的喧嚣的人士的久远梦想 ,尽管大多数政治家在呼吁理性

探讨时 ,他们用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 ,“如果你同意我的话”。共识比靠规则

或人数作出的决策具有更高的道德性。因此 ,每当政治冲突似乎要失控时 ,

每当这些政治冲突似乎要威胁到民主制度时 ,人们就总是努力追求通过一

① 这个假设的困难主要来自美国。在美国 ,进入政治的障碍是可畏的 ,政党的代表权力微不

足道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 ,经济上也是极不平等的。这可都是在相对较低层次的政治压制下出现

的。人们可能不禁想起某些巴西人 ( Andrad e , 1980 ; Moisés , 1986 )用以解释本国状况时那样 ,将这

种反常归为他们公民社会的脆弱。这样说 , 就是指公民社会不能组织起来进入到代议体制中。但

是 ,至少若我们相信除了投票以外还有多种政治参与的方式 , 那么美国的公民社会就是极为强大

的。我的直觉是 ,美国历史上压制的作用要比标准的解释所允许的作用大些 ,但是对此我尚不能给

出系统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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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通过正式的协议来解决问题。

在那些由于受天主教教义启发而导致国家有机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 ,

会有一种更强烈的要求去实现一致。① 如果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就不

会滋生出分裂与冲突。国家的统一是有机的 ,是由现存的各种纽带决定的。

国家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 ,有着从其社会与历史根基中衍生出来的

精神特质”( Dmowski, 1989: 71 )。② 不分享这种民族精神的人是无所归属

的 ,他们为这个国家所不容。如果国家是有机的 ,它就不能容忍异己分子。③

个人主义与持不同政见都属于无所归属的表现。

奥唐纳 ( O’Donnell , 1989 )已经指出 , 利益的有机统一这一观念 , 会导

致各派政治力量为垄断“国家利益”的代表权而斗争。各派政治力量都不把

自己看作是与其他利益与事业之代表者相抗衡的特殊利益与见解的代表

者。因为国家是拥有惟一意愿的一个整体 ,各派政治力量都渴望成为国家

的惟一代表 ,并披上民族运动的面纱。既然不存在通过有规则的竞争来加

以解决的冲突 ,民主就只不过是为各方提供一种垄断国家利益代表权的争

夺机会。

天主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活跃在许多国家。事实上 , 正是这种

意识形态促使许多———虽绝不是全部的———东欧持不同政见者投身于反共

产主义的斗争中。可是许多人又发现自己既反对共产主义 ,又反对民族主

义———宗教意识形态 ,而后者正是反共产主义惟一有效的政治力量。④ 尽管

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 ( Vaclav H avel )对真理的颠覆性力量歌颂有

加 ,但是为反共产主义提供持续动力的不是对自由的渴望 (这与从苏联中独

立出来是有区别的 ) ,而是宗教与民族主义———实际上 , 也就是这二者在特

①

②

③

④

后面的几段源于我同 Guil ler mo O’Donn ell关于阿根廷与波兰的几次谈话。

Roma n Dmow ski 在 1939 年前是波兰全国民主党的精神与政治领袖。他的论文“Mykli

nowoczes ne go pola ka”,最初写于 1903 年 ,第 8 版于 1989 年出版。

这种有机主义的言论在阿根廷是很兴盛的。可参见 O’Donn ell 提供的诸例证。我记得在

Alfon sín 政权下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说过 :“我们是保卫国家不受细菌侵扰的免疫系统。”( Pagina 12 ,

Bu enos Aires, 1988 年 9 月。)在波兰议会最近一次关于堕胎的辩论中 ,亲瓦文萨的某党领袖 ,参议员

Kaczyńs ki 宣称 ,“波兰所有的好 人都是反对 堕胎的”, 那些 支持堕胎的 人“是民族 的败类”

( Libéra tion , 1990 年 10 月 1 日 , p .19 )。

Jacek Kuroń的回忆录“Wiara I Wina : Do I od kom unizmu”( 1990 )极为生动而辛辣地描述

了这种困境的紧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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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历史条件下的结合①。教会政治力量的复活②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种族

冲突的兴盛 ,反犹太主义的勃起 , 都昭示了东欧有机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

力。

因此 ,努力去达成共识并非仅仅出于自利的推动。民主要求人们中止

一种信念 ,不再相信肯定有一种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好的、理性的。依

规则与人数作出的决策 ,并没有什么初步的理性。民主政治的日常生活并

不是什么能让人感到神圣而敬畏的场景 ;相反它就是为了一点小盘算而无

休无止的争论 ,为了蒙骗与误导他人而编出溢美之词 ,在权力与金钱间拉拉

扯扯 ,法律也并不标榜什么正义 ,政策反而有助于增进特权。在反对权威主

义压迫的斗争中 ,把民主理想化了的人们 ,以及把民主看作是受禁的天堂的

人们 ,当看到民主是这样时 ,痛苦万分。当这天堂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时 ,

他们的幻想就破灭了。于是 ,人们企图一下子就把什么东西都搞得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 ,停止一切无谓的争论 ,以行政代替政治 ,以纪律代替无政府状

态 ,高扬理性。而这一切却正是权威主义的企图。

第五节  结   论

这整个分析并不如人们希望地那样能得出些什么结论。我们只是总结

一下主要的假说。

第一 ,若旧政权以谈判的方式让出权力 ,那么民主化的最佳策略就是灵

活的。事前要妥协 ,事后要果敢。以摆脱旧政权为主的过渡会在制度上有

所保留。最重要的是 ,军队拥有自治权。这些制度印痕可以擦去 ,但是在与

旧政权协商一致达成过渡的国家里 ,这种过渡持续时间会更长 ,问题也更

①

②

在我看来 ,哈维尔把言论仪式化的政权下真理的颠覆性作用 ,同在反对这种政权的斗争中

说真话的人们对自由言论的承诺混为一谈了。在共产主义下 ,说“我们是有自己文化的民族”就是

在说反对苏联 ,而在民主之下这样说 ,则意味着拒绝这种文化的人没有权利发言。人们不应忘记 ,

二战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 ,都是在一战与二战间产生许多专制政权的民族主义———宗教与

权威的混合物。这种文化被冻结了 ,没有机会像法国、意大利、芬兰一样向民主方向发展。在很大

程度上 , 1989 年之秋被解冻的文化也就是这一种文化。

强调天主教在波兰的势力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这也是一件让人困惑不解的事。

虽然教会在政治上极有影响力 ,但是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却不太有效。在波兰实行的是节育 ,堕胎司

空见惯 ,离婚率非常高 ,酗酒成风 ,犯罪率一路狂升———人们难以看到教会对平常生活中道德行为

的作用。教会有政治权力而无道德权力这一情形自然而然地导致权威主义的姿态 :不能用说服的 ,

就用强制———离婚手续的办理要到更高级的法院去 ,这样就使离婚更困难 ;由教育部长发令 ,在暑

假 ,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要实行宗教教育 ;堕胎要被判刑。

 93



l70   民主与市场

多。巴西的民主过渡就比阿根廷的要长 ,波兰的过渡要比捷克斯洛伐克的

长。在武装力量独立于文官控制的地方 ,军方的问题就始终是民主制度不

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 ,从最近过渡的例子来看 ,似乎制度选择过于轻率 ,可以理解的是 ,

人们急于尽快地中止基本的冲突。我们也完全相信 ,作为临时性解决方案

而采用的制度将被证明确实是暂时性的。因而 ,新生的民主有可能就基本

的制度而展开持续的冲突。在这些制度博弈中遭受挫折的各派政治力量会

反复地把制度框架问题提上政治日程。

第三 ,我们不应被某些力量在成功地加入反对某个权威政权时编造的

华美之词诱惑。并非所有的反权威主义运动都是支持民主的。某些群体在

民主的旗帜下加入反权威主义运动 ,但这只是他们消灭权威主义对手①与他

们反权威主义中盟友的一步棋。寻求共识常常是企图建立新权威主义的幌

子。在很多人眼中 ,民主就是无序、骚乱、无政府。马克思几乎在 150 年前

就注意到 ,捍卫专制的党就是维护秩序的党。② 无名的恐惧并不仅仅局限于

同旧政权相联系的力量。

民主是充满不确定的 ,未来是未知的。社会中价值与利益的冲突是天

生的。正因为我们有分歧 ,所以才需要民主。民主就是不用暴力而能解决

冲突的制度体系。这种体制中 ,有差异 ,有冲突 ,有赢者 ,也有输者。只有在

权威体制下才没有冲突。凡是一党能连续两次获得 60%选票的国家 ,都不

可能是民主的。

人们一致认为 ,新生民主的存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在经济上的

成就。由于许多民主体制是在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中出现的 ,因此 ,经济因

素不利于民主的生存。但是在分析经济与政治条件的相互作用之前 ,我们

需要考察一下经济体制下天生的某些选择。

①

②

不经过独立的必要程序就剥夺原共产党官僚机构成员的政治权利 ,这是可行的吗 ? 应该把

他们从官僚队伍中通通清除掉吗 ? 在所有的东欧国家 ,要求把他们从中通通清除的要求获得广泛

的民意支持。然而这种清除符合法治的要求吗 ? 最近 Adam Mic hnik 用近乎丹东式的口吻说 ,“当

我们剥夺其他人的政治权利时 ,我们也就在剥夺自己的政治权利。”(关于东欧民主化的维也纳研讨

会 , 1990 年 6 月 )关于这个问题我所见到的最好论述是 Be nce , 1990。

我们且来看看当代人的说法。强硬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Milos Ja kes 给在布拉

格组织民主示威的人安上的罪名是“企图制造混乱与无政府状态”(《纽约时报》, 1989 年 11 月 21

日 )。昂纳克也是这么说的。1990 年 2 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也是这么

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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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过渡研究的模式

上面所使用的研究模式只是众多可能模式之一。由于方法肯定会影响

到结论 ,所以把我用的研究方式同其他的选择性方式加以比照是有益的。

我的目的不是评论一大堆涉及各种方法的文献资料 ,而是简单地说明其他

选择性方法的中心逻辑。

向民主过渡研究的最终问题是最后表现出来的制度形态。过渡最后是

以民主还是以或新或旧的专制而告终呢 ? 新生的民主是稳定的吗 ? 是哪一

种制度构造了民主 ? 新体制能有效地产生实质性结果吗 ? 它是促进个人自

由与社会正义的吗 ? 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在过渡研究中要努力回答的。

为简化分析起见 ,让我借用巴西语 Nova República ,即“新共和国”, 来

指称过渡最后表现出来的制度形态。关于过渡的种种研究都试图去解释新

共和国的特质。

分析的出发点就是此前存在着的权威主义现状 ,旧政权 ,也许还包括产

生这种权威制度的社会条件 ,旧社会。① 因而 ,过渡就是从旧政权走向新共

和国。

有一种方式是把出发点与终点的特征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也许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这还是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作为一种宏观历史比较社

会学而广为人知。这一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有摩尔 ( Moore, 1965 )、李普塞特

与罗坎 ( Lipset& Rokkan , 1967 )的著作。这一模式的方法特征是把归纳出

来的结果 ,如民主或法西斯主义 ,同原初条件如土地等级结构相联系。在这

种论证中 ,结果是由条件单方决定的 ,人们什么也不做 , 历史还是会这样发

展的。

当民主化的可能性浮现时———最初是在南欧 ,然后是在拉美南部 ,这种

模式顿时就失去了大半吸引力。我认为原因主要是政治上的。这种观点过

于绝对了 ,不能引导政治行为者的行动。政治行为者会不由自主地想到 ,民

主化的成功可能取决于他们的策略及反对派的策略 ,而不是由过去的条件

永久决定的。② 让巴西人仅因为他们国家的土地等级结构就相信自己的努

力是徒劳的 ,这不大合乎情理。对西班牙的民主人士来说 ,他们国家的未来

①

②

Philipp e Sc hmi t te r 让我注意到这些社会因素。

我还记得 ,在 1979 年举行的关于 O’Donn ell- Sc hmit t e r 民主化研究项目第一次会议期间 ,

人们提都没提 Barring ton Moore的著作 ,这让我很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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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由工业化与普遍的男性选举权先后时机决定了———这太可笑了。这种

宏观历史研究法甚至对于那些拒斥微观知识假设的学者型活动家也没有什

么吸引力了 ,因为它等于宣告了这些人在政治上是无能为力的。

局势在发展 ,学者们对局势的思考也随之发展。第一个问题是旧政权

的各种特质对过渡模式的影响。学者们对过渡作出各种分类。尤其是 , 学

者们要把权威政权的崩溃同通过谈判而达成的转折区别开来。在我看来 ,

关于这个主题大量文献资料的审阅表明 ,这一研究并未取得什么成果。在

不同的国家很难找到引发自由化的共同因素。某些权威政权在长期的经济

繁荣后崩溃了。有些则是在经历了剧烈的经济危机后垮台的。① 有些权威

主义政权承受不了外来压力 ;而有些则长于利用外来压力 ,在民族主义的口

号下把各阶层统合起来。这些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 , 很容易在事后解释

为什么某个政权“不得不”垮台 ,却没有在事先这样预测———各种关于东欧

的著作也说明了这一点。社会科学并不长于整理出深藏着的结构原因与促

发条件。根据结构条件作出的解释在事后看是很让人满意的 ,在事前却是

无用的。因为预测崩溃时间的一点小的失误也是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

的。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在垮台的前一年———1975 年 ,还在杀戮人民。

奥唐纳—施密特 ( O’Donnell-Schmit ter , 1986 )模式集中于不同行为者

的策略 ,并把最终的结局解释为这些策略的结果。采用这种模式的原因也

许是 ,许多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就是民主斗争中的主角 ,他们需要知道不同的

行动路线会带来什么不同的结果。虽然这种模式注重策略分析 ,但是它没

有采用博弈这一抽象理论中固有的形式化、超历史的研究方法。考虑到像

阶级、同盟、“统治协定”等宏大语言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词语 ,结果给人的直

观印象是一种充满大话的微观模式。

该模式的主要结论就是 ,过渡时的情态决定了新政权的特征。具体地

说 ,只要军队没有崩溃 ,成功的过渡只有通过谈判与协议达成。该结论的政

治含义就是 ,促进民主的力量必须谨慎 , 要准备以妥协换民主。自然而然

地 ,通过谈判 ( ruptura pactada)而来的民主在经济与社会上是不可避免的保

守了。

一旦民主在多个国家得到确立 ,这个结论就被谴责为过于保守了。这

① 我的直觉是 ,更加精妙的分析仍将揭示出经济因素是以一种一致的方式运作的。当经济在

长时间的增长后出现危机时 ,自由化也就应运而生了。也许我们还缺乏足够的案例去证实这些推

理出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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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回顾性的评论 ,尤其对于安安稳稳地生活在北美学院内的评论家来说。

是备受支持的。事实上 ,对于当时许多民主人士来说 ,中心的政治问题就是

他们的斗争是同时针对政治与经济的还是只关注于政治问题。是应该同时

争取民主与社会主义吗 ? 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应努力为之而奋斗的目标吗 ?

大多数政治力量作出的被证明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实践给出了回答 ,民主

绝对是一个独立的价值 ,为之值得作出经济上与社会上的妥协 ,而实现民主

的成功策略也要求作出这样的妥协。这是从阿根廷、智利与乌拉圭军政权

的残暴行径中得出的一条简单教训。任何一种其他的选择都优于这些政权

长期的谋杀与折磨。

实际上 ,现在回顾起来 ,相关的问题似乎不是政治上的 ,而是经济上的。

过渡时的情态真的决定了最终的结局吗 ? 我的分析表明 ,以摆脱旧政权为

主的过渡会留下制度上的痕迹 ,尤其是民主处于自治军方的监护之下时。

然而 ,这些痕迹可以慢慢地消退。在西班牙 ,好几届民主政府都有效地逐步

清除了佛朗哥政权的残余 ,并把军队置于文官控制之下。在波兰 ,各派力量

间关系的慢慢演进也逐步地清除了马格达伦卡 ( Magdalenka)协议的残余。

第二 ,我很惊奇地发现 ,没有什么证据表明 ,“新共和国”的特征不是针对旧

政权的特性就是针对过渡情态作出的反应。这也许是我分析的一个不足之

处———我们现在有了足够的案例来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不过我想 ,尽管

产生民主的条件不太一样 ,但是最后的民主却更有可能是相像的。原因有

二 :

第一 ,时间在起作用。最近向民主的过渡呈现为一种浪潮 ,这意味着过

渡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时 ,是处于同样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条件下的。而且 ,过

渡在相互之间也有传染性。同时性带来了同质性 :新的民主向已经确立的

民主学习 ,新生民主也相互学习。

第二 ,我们关于政治制度的文化储存是有限的。尽管存在着一些细微

的差别 ,民主的制度模式其实没有几种。民主体制有总统制、议会制或这二

者的混合制 ,都诉诸定期的选举来认可政治家间的协议。民主需要直线型

的利益组织 ,几乎没有什么制度机制使公民直接控制官僚机构。当然 ,在各

种民主类型间确实存在些重要区别 ,但是过渡得以发生的条件多种多样 ,民

主的类型却只有那么几种。

于是 ,从何处来 ,到何处去 ,这二者是同等重要的。我们分析的过渡源

于权威主义 ,旧政权的特征确实是影响到了过渡的情态与方向。但是 ,过渡

也是向民主的过渡 ,是民主让大家走到一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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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导   论

“我们能够养活每一个人。”我的女儿在餐桌上充满信心地说。但是 ,

我们真的能吗 ?

她的意思是 ,“我们”,即人类 ,在不久的将来 ,将具备技术能力和组织能

力生产足够的产品满足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但是 ,我们不仅不能

如此 ,而且还投资发展工业使农民无地可耕 ,使酿酒者化酒为毒液 ,使牧羊

人不再饲养母羊。尽管全球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饥民 ,我们却仍将大量的农

产品堆积如山。

显然 ,我们的这种做法是荒谬的 ,但我们已经学会在荒谬中生存。事实

上 ,我们为那些将世界置于理性约束下的人颁奖。在这些理性条件的约束

下 ,我们理性地决策我们的行为。但是 , 难道这些约束条件就不是人为的

吗 ?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应追溯到工业革命 ( E lster , 1975 )。1848 年到 1891

年人们为欧洲绘制的社会主义蓝图 :“理性地管理所有事务来满足人类的需

要”。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能相信这个蓝图并为之献身的人了。今天 ,市场

化改革席卷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它将不再被人相信。

一个良好的经济系统应利用极少的自然资源和人力成本创造尽可能多

的财富① ,同时要向每一个人提供最起码的物质福利。正像我们所了解的 ,

无论是资本主义 ,还是社会主义都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 :

组成我们经济体系的社会机构是我们未能充分开发利用生产潜力的原因

吗 ? 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失败说明了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的批评失

效吗 ? 这两种体制能够通过改革满足每一个人物质福利的需要吗 ?

① 我假定人们知道或能够想到他们需要什么。因此 ,我把需要视为主观规定的 ,并等同于人

们对各种产品、闲暇及成就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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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这些问题 ,要从基本概念和理清这些问题的逻辑结构出发。然后

我重新分析了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批评。这些批评包括 : ( 1 )蓝

图 , ( 2)这些蓝图的可行性 , ( 3)真实性 , ( 4)改革能力的可能性。最后结论再

回到中心问题。

第二节  方法论的说明

我所指的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制度 : ( 1 )社会劳动的分工非常发达 , 大

多数人都在生产其他人所需要的产品 ; ( 2 )生产工具和生产能力属私人所

有 ; ( 3)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供求市场化。而社会主义则是这样一种制度 : (1 )

社会劳动的分工同样发达 ; (2 )生产工具公有 ; ( 3 )大多数生产资源 ,至少是

除了劳动力资源以外的生产资源由中央集权指令性分配。其他方式的有组

织的经济系统 ,包括市场社会主义 , 有时也予以讨论 ,但是除非有特别说明

外 ,我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指中央集权指令性分配资源的社会主义制度。

进入主题前 ,我们还需要确立一些准则来保证论证的有效性。不管是

资本主义的拥护者 ,还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 ,都经常是通过论证一种制度的

缺陷性来说明另一种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社会到处可见的贫困和压迫

曾经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理由 ,而中央计划的错误被用来作为支持资本主

义的论据。然而 ,这些结论只有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成立 (Dunn 1984:

第 1 章 )。至少是所有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 )存在的问题都能在社

会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 )下得到解决。如果是两种制度下都存在的问

题 ,因其存在于所有可想像的社会制度之下 ,那就不具备什么论证意义。因

此 ,本书将不去罗列这类例子。首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为什么比较资本主

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是如此的困难。

一、内生的偏好

各种经济体制下的偏好可能是内生的。如表 3 .1 所示 ,偏好 IJ 表示“生

活在 I 下的个人偏好 J”①。我们称 CC 和 SS为“保守的”偏好 ,称 SC 和 CS

为“革命的”偏好。这两种偏好都是内生的偏好。

① 该图表类似于 El ste r , 1986 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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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对经济体制的偏好

偏  好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        CC         CS

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        SC         SS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拥护者都常常把保守的偏好认为是可

以忽略不计的东西。理由如下 : ( 1)生活在 I 下的人们之所以更偏好 I,是因

为他们不知道 J 更好 ; ( 2 )如果他们生活在 J 下 ,他们就会更偏好 J; ( 3 )因

此 ,生活在 I下的人们偏好 I (或生活在 J 下的人们偏好 J ) ,这种偏好不是

“真实的”、“有效的”或“独立的”。一项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心理研究认为 ,

社会主义制度下那些偏好社会主义的人们是被洗过脑的。而共产主义者认

为 ,由于人民需要接受“再教育”,因此过渡时期的专政是合理的。① 然而这

一论证的对称性恰恰表明了这种论证是不攻自破的。

对于革命的偏好 ,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悖论。近几年中 ,尽管对资本主义

合法性的认知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所提高② ,但仍有许多知识分子和贫

苦的人们认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同样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 ,

除了官僚们和非熟练工人 ,其他群体都选择支持资本主义制度。正如在莫

瑞克 ( Slawomir Mrozek )的戏剧中所见 , 在任何时代 ,人们都可以带着这些

偏好在两种制度之间跳探戈。

因此 ,内生的偏好不能作为超越制度进行判断的基础。③

二、蓝图与现实

对于受苦的人来说 ,选择总是意味着希望。他们倾向于拿他们所处的

制度现实与待选择的制度蓝图———或者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目的而进行

①

②

③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 ,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文献 ,充满了关于“虚假需要”

的讨论。根据他们的观点 ,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之所以偏好资本主义的原因仅在于资本

主义创造并满足了人为的消费需要。如果允许人们有真正的需要 ,而不是资本主义所引导的需要 ,

人们将偏好社会主义。

见 Weffort( 1989 )关于巴西的调查报告、Mo at t i( 1989 )关于法国的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态度

比较、Kalyvas ( 1989 )关于英国人对国有化态度的数据资料。

John El ste r 曾对我指出 ,如果我们愿意对人与人之间的效用区别进行比较 ,或接受关于生

活于不同的制度下的同一个人的虚拟判断 ,那么这种比较就是有效的。当然 ,这是一个夸大性的假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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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计划的经济体制 ,或者是机会开放和保障效率的市场机制———进行比

较。我们都很了解我们所处的经济制度的生活现实 ,而对于另一种经济制

度 ,绝大多数人则是通过第二手材料来了解的。我认为 ,那些“革命的偏好”

往往是由于我们倾向于拿我们所处的制度的现实 , 与其他制度的蓝图相比

较而导致的。

我所说的“蓝图”是指一种制度模型 ,其拥护者有关它的所有假设都被

认为是真的。针对这种蓝图 ,人们可能会指责它是不可行的。例如 ,资本主

义的拥护者可以承认社会主义蓝图比资本主义蓝图更为优越 ,但是他们会

辩解说那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模型的有些假设是无法实现的。由于对可行

性的辩论涉及到虚拟的东西 ,所以这种争论是无法解决的。但是 ,既然我们

确实要对可行性作出判断 ,因此 ,我将定义一种“可行的蓝图”:即理性的反

对者也认为其依据的假定为真的制度模型。①

显然 ,如果蓝图优于现实 ,那么人们对蓝图和现实的比较结果总会导向

内生的偏好。但是 ,如果蓝图和现实都被置于待选的集合之中 ,偏好可能就

被扭曲了。我不知道将有多少左翼知识分子按下列顺序排列自己的偏好 :

社会主义蓝图、资本主义蓝图、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主义现实。然而 ,要求人

们只将蓝图与蓝图或只将现实与现实进行比较 , 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天生

是政治动物 ,我们对蓝图的判断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对现实的评价。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对制度的评价总是以每一种制度的最佳实践

为标准的。如我们所知 ,现实包含了无限多的变化和层级 ,资本主义国家与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差别 ,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同样。在

讨论经济制度时 ,瑞典之所以十分重要 ,是由于许多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制

度最佳实践的活生生例证。一个秘鲁人可能会如此合理地进行评价说 :社

①

②

从可操作的角度来说 ,该定义可能与诺维 ( Alec Nove , 1983: 11 )的定义没有什么不同 ,诺维

的“可行的社会主义”即“在一代的生活过程中 ,不需要作极端的乌托邦式的或牵强的假设就可以思

量”的制度。

布坎南 ( 1985: 44—5 )提出了一种以评价蓝图为基础对福利进行现实比较的论述 ,并把该论

述归因于 David F rie dman ,称之为一种“有理论总比没有理论好”的论述。该论述内容如下 :“你曾经

学过一门关于初等物理的课程 ,其中讲到了理想的抛物线理论 ,即一个质点在标准引力条件下穿越

真空的飞行路线理论。现在假定你要用一门加农炮来射击一个遥远的目标 , 虽然加农炮的炮弹不

是一个质点 (它有外延 ) ,而且它所穿越的也不是真空⋯⋯但是 ,你根据这种理想条件下的理论所作

出的加农炮射击角度的计算 ,总比随便选个角度要合理 ! 与此类同 ,我们在说明效率的时候 ,最好

是选择一种具有效率产生理论的制度 ,这比选择一种没有这种理论的制度要好。”但我有一个这样

的疑问 ,如果我们称之为 William T ell 论证 ,它是否还有同等的可信性呢 ? 问题在于 ,次优的选择可

能是很糟糕的 ,即我们不能从最优选择的排列序列推出次优选择的排列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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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蓝图优于资本主义蓝图 ,瑞典要优于表现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古

巴又优于秘鲁。

三、偏好的阶级基础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是在“生活在⋯⋯下的人”的范畴下检视了抽象的

个人的偏好。然而个人的偏好可以是循着自身利益之道而行 ,进而也可以

是循着阶级利益之道而行。事实上 ,我们所掌握的少量的但却是确切的证

据显示 ,生活在南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穷人和知识分子 ,以及生活在东方社会

主义国家的穷人和官僚们更喜欢选择社会主义 , 而其他阶层偏好资本主

义①。因此 ,真实的情形可能是 ,偏好是循着人们的自身利益而行 ,同时它与

人们所置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之间 ,存有一种基于阶级基础上的外在联系。

即使每个人都同意 ,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可以以最高的效率生产尽可能

多的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求 ,但是这个标准还不足以确定我们对分配制度

的选择。效率可以与多种福利分配机制相配合。因此 , 我们还必须有一些

附加标准 ,如同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 ,关于经济制度的合理性的争论的

焦点在于第一标准能否与各种各样的第二标准相容。②

现在的问题是 ,这些标准的不同组合 ,确实给每个不同天赋的个人福利

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如果他们是自私的 ,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很少

有机会赚取高额收入的人们就会偏好社会主义 ,而那些生活在社会主义制

度下其获取高收入的天赋潜力受到限制的人就会偏好资本主义。因此 , 人

们对于经济制度的偏好具有阶级基础。

第三节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失败使得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的批

评失效了吗 ? 在本节我将从蓝图、可行性以及现实经验等方面来回答这个

问题。

一、蓝   图

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往往是不连贯的、缺乏条理的 ,甚至有时

①

②

见 Kolar sk a-Bobin sk a( 1988 ) 对波兰的研究、Bruszt ( 1988 )对匈牙利的研究、Zasla vsk aya

( 1988)对苏联的分析。

Dobb( 1996 )的书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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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稀奇古怪的。这些批评往往带有 19 世纪的印迹。许多批评资本主义的

社会主义批评家仍然无法想像一个分权的社会能够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运

作。① 他们是那样的无知 ,他们武断地否定那些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观点。然

而 ,我仍然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的核心论点所折服 ,它是

切中要害的 ,是有效的。

为了以现代的方式阐明这些批评 ,我们需要重构资本主义的蓝图 ,但请

记住 ,这种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型 ,除可行性外 ,预设资本主义制度拥护者的

所有假设为真。这种蓝图在马克思晚年就得到了发展 , 是由瓦尔拉 ( Wal-

ras , 1874)和埃杰沃斯 ( Edgewoth , 1881)提出的 ,后来帕累托 ( Pareto , 1927 )

和庇古 ( Pigou , 1932 )等人又对它进行了重新阐述。这个模型非常简单 :每

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需要 ,他们具有天赋的能力 ,能够随时按照他们的需要从

事生产和进行交换。在平衡中 ,考虑到其他人已经做或将要做的事 ,没有人

会作其他的选择。也就是说 ,每个人得以行动的期望都能得到满足。在这

种均衡的条件下 ,所有的市场都是纯粹的。因此 ,个体之间的交换价格反映

了他们的偏好和相对的稀缺 ,同时 ,这些价格也为个体提供了关于他们所放

弃的机会的信息。其结果是 ,资源按照这样的方式配置 ,即人们的交易所得

全部耗尽 ,没有人的处境能够在其他人的处境不变坏的情况下变得更好 ,在

一致同意规则下由这种境况产生的福利分配不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对于集

体理性 (帕累托最优 )的三个等效的定义。②

理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模式的批评都集中于一点 ,即资本主义造

成浪费③ ,并援引了一些不同的理由 : (1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2 )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 ; ( 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我们应该注意

的是 ,这些解释中所指的“浪费”具有不同的含义 :无政府状态浪费了人类既

有的天赋能力 ,甚至造成已经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的浪费 ;而由后两种矛盾

①

②

③

Dur kheim 回忆说 ,使他成为社会学家的动力起源于一个困惑 :每天早晨 5 点 30 分 ,当他打

开居室的后门 ,他都会发现有一瓶牛奶放在那里 ,而他却从未见过送牛奶的人。社会主义者曾经认

为如果没有中央计划者的计划和安排 ,牛奶瓶是不会放在那里的 ,而且到现在也还有很多人这样认

为。但是 ,与此相反 ,在中央计划者的计划下 ,牛奶和瓶子却出现短缺。

布坎南 ( 1985: ch .2)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关于这个蓝图的非技术性概括。Campb ell( 1987 )是

一本技术性的教材。

另外的批评还有 : ( 1 )竞争基于嫉妒 ; ( 2 )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 ,并不关心适

用性和可享受性。值得注意的是 ,此书仅涉及对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批评 ,而不涉及对资本主义不

公正性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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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起的浪费则是机会的浪费。① 我认为 ,第一种批评是有效的 ,但它是针

对其可行性而不是针对资本主义蓝图的批评 ;第二种批评则无法界定一些

重要的区别 ,这种观点一旦形成就具有误导性 ;第三种批评是直接针对资本

主义的蓝图作出的批评 ,它是有效的 ,是很重要的一种批评。

关于资本主义是无政府状态的这种批评 ,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竞

争性均衡的效率问题 ;二是无代价地调整到每个作出决定的人的期望都能

够完全实现的状态的可行性问题②。这两个问题都很复杂。

首先 ,根据新古典理论的发展 , 由于雇主、放贷人和消费者必须支付租

金以确保被雇佣者、借款人和销售人按照合同规定的质量提供物品和服务 ,

所以劳动力和资本都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最终的商品市场也不是均衡条件

下的纯粹市场。③ 其原因在于我们不可能构建一个“完备的市场”( complete

market ) ,也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构建一个能够满足人们在任何自然状态下

可能发生的任何要求的市场 ( Arrow , 1964 )。正如斯蒂格利茨 ( Stiglitz )曾

经指出的 ,如果被雇佣者、借款人和销售人完全按照最大获利原则来行事 ,

而且在没有人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某些人还能够有所得 ,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

的均衡配置将是无效率的。④ 因此 ,即使是在竞争性的均衡条件下 ,资本主

义也是无效率的。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该问题 :如果被雇佣者尽心竭力地工

作 ,那么不需要成本高昂的监督他们也能付出同样的努力。⑤

其次 ,如资本主义蓝图所主张的 ,即使竞争性均衡是有效率的 ,这种为

了达到均衡的调整也不可能是无代价的 ,这或者是由于分散的经济是非均

①

②

③

④

⑤

用熊彼特的话来说 ,这是静态的无效率与动态的无效率之间的区别。

对这种批评 , O’Neil (1989 : 209 )作了清楚的说明 :“使经济活动主体间保持协调一致的经济

活动的信息不能得到沟通 ,又缺乏互动模式的计划调节机制。市场天然的竞争性阻断了信息交流 ,

并使得协调经济活动的计划失效。”

这里 ,我要感谢崔之元的帮助。

应该注意到 ,经济学家对“均衡”一词的使用相当混乱。到现在 ,他们一直认为市场总是纯粹

的 ,他们用“均衡”这一术语来表示直观意义上的平衡。当市场是非纯粹的时候 ,它们称之为“非均

衡”。但是 ,在数学意义上 ,非均衡也是一种均衡 ,即一种只有在外界条件改变的情况下才发生变化

的状态。因此 ,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非均衡”正是非纯粹市场条件下的一种“均衡”。

“在市场集合不完全的情况下 ,不同自然状态下的不同个体的边际置换率不同。农民 (或普

通生产者 )在选择生产技术时 ,只关心价格的分布以及自身的边际置换率 , 他们的边际置换率可能

显著地区别于其他农民或消费者的边际置换率。当所有人都这样作选择时 , 所得到的均衡可能不

是帕累托的有效均衡 ,事实上 , 我们有其他的技术选择和收入再分配 ,使所有人的处境得到改善。

( Newbery a nd St ig litz 1981 : 209 )”

Bowles (1985)对这层含义作了特别的强调 ,我在下面还会再提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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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 ,或者是由于这种达到均衡的调整总是渐进的。对于第一个观点 ,马克

思本人似乎有点摇摆不定 ,但他坚定地支持第二个观点。关于第一个观点 ,

他认为在某些时候资本主义市场确实是纯粹的市场 ,但这仅仅是偶然的现

象。① 并且他提出了一种由于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引起“危机”的经典理论 ,

这一理论成了他的继承者经济理论的主要基础。在这一危机理论中 ,资本

和劳动力被闲置 ,最终的商品市场不是纯粹市场 ,因此 , 这种浪费是对已经

可以使用的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浪费。

新古典理论永远不可能成功地阐述调整是如何发生的。正如费西尔

( Fischer , 1989 :36)在一篇概括当前学术界状态的权威概述中所指出的 :“均

衡分析理论的力量和精致性 ,常常使得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它是建

立在很不牢靠的基础上的。对于打破均衡时会发生什么结果 ,人们的计划

失败后他们会如何行动 ,我们并没有一个同样精致的理论。因此 ,我们缺乏

相应的证据来相信 ,如果均衡被打破之后它还能够重新确立。”为了证明收

敛性 (convergence) ,这种制度模型要么必须依赖一个中央集权的“拍卖者”

(auctioneer)的推动 ,要么必须依赖那些显然不合理或互相矛盾的假设。然

而 ,正如哈恩 ( H ah n , 1989 : 64 )所说 ,引入一个拍卖者则违反了信息分散的

假设。因此 ,新古典理论的模型在导向帕累托的最优的过程中忽略了调整

的问题。而假定能打破均衡贸易的奥地利学派模型 ,也不能证明帕累托的

结论。②

因此 ,当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似乎证明了对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批评。

然而 ,这种批评是否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 ,应取决于资本主义市场的无

政府特征能否在其他经济体制下得以矫正。由于我对这种矫正的可能性持

怀疑态度 ,所以我不认为这种批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针对资本主义造成浪费的第二点解释认为 ,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的理

性行为将导致集体非理性。这种解释混淆了两种情况 , 第一种解释错误地

利用了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情形 ,而第二种解释又偏离了目标。马克思

①

②

马克思强调 ,在资本主义下 ,由于货币的中介作用 ,销售行为与购买行为是不同的。因此 ,

供给与需求不需要达到一致 ,这不仅局限于某一种特殊的商品 ,而是所有的商品。马克思有时似乎

相信 ,自发的分散交换可以使经济达到纯粹市场的均衡 ( 1967: I , 355—6 ) ,但是 ,在其他段落他又提

出 ,“由于这种 (资本主义 )生产的自发性 ,达到这种平衡只是偶然的”( 1967: II , 494—5 )。所以 ,马克

思认为 ,资本主义产生非纯粹的市场环境 :比例失调危机、生产过剩危机和消费不足危机。这些分

析使得社会主义者经常这样说 :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状态表现为各种危机。

H einer Gan ssma n 使我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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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竞争将迫使个体企业降低投资平均利润率 ,这就意味着他们自己的利

润率也将下降。① 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一般而言 ,如果消费是竞

争的 ,而且不存在外部性现象 ,规模增大不能带来回报的增加 ,人们具备应

有的远见 ,那么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就不存在冲突 ,而且个人之间自

由交换所达成的福利分配也具有上述意义上的集体理性。只有当这些假定

被违反的时候 ,才会出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背离。

在现实中 ,这些假定经常被违反 ,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 ,所有这些只

能意味着任何合理的资本主义蓝图都要有一些方法来应付个人回报率与社

会回报率相背离的情况。事实上 ,庇古以后的各种蓝图都在处理这种情况。

其中一种办法就是引入财政干预 ,另一种办法是产权再分配。因此 ,即使是

在资本主义 ,市场也只应该做它擅长的事情 ,国家不得不介入市场不能发挥

作用的领域。正如阿罗 ( Arrow, 1971: 137)指出的 ,“在市场失效的时候 ,社

会至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裂口的存在 ,非市场性的社会机构将出现 ,

并试图架起跨越裂口的桥梁”。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观点的评价是 ,没有国

家的干预 ,资本主义就无法存在。但是 ,这一观点在事实上钝化了马克思主

义者的批评 ,即在处理和应付社会收益率与个人收益率相背离的情况时 ,资

本主义不比社会主义差 ,或者更胜一筹。②

在理清上述理论的枝叶后 ,我们再来讨论资本主义导致不能充分利用

生产潜力这一解释。由于论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的学术文献非常

多 ,而且大多数新近出版的文献都提及科恩 ( G .A .Cohen )对马克思历史理

论的权威性重建 ,也由于我的立论观点比较狭隘 ,所以我将在讨论中避开关

于此矛盾的其他理论论述。

按照我的理解 ,这个论点可以表述如下 :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 ,因为它

不能实现技术上可行的福利分配机制。我们可能拥有能够养活地球上每一

个人的技术和组织手段 ,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能够养活每一个人 ,然而 , 我

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仍不能做到这一点。对此 ,我的论述如下 :

①

②

由于某种原因 ,马克思认为 ,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是个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 ,所以任何

分权行为条件下产生的资源配置结果一定是集体非理性的。而且 ,竞争机制是使得社会无法达到

集体最优的原因 ,竞争在经济活动背后以任何个人都不明白的方式产生作用。因此竞争的结果是

不可知的 , 并由此跳跃性地得出结论 ,即竞争的结果也不是集体所希望得到的。这是跳跃性的思

考 ,而不是推理。在这个论述过程中没有推理框架。

这个命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必然以与资本主义相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情况或得出相同

的分配结果。

 108



第三章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l83   

假设一种经济模型中只有两个代理人 P 和 W。如果产量不依赖于这

两个代理人所控制的生产回报率 ,那么在既定的技术状态下 ,对与产量水平

相当的福利总量的任何分配都可以实现。如图 3 .1 所示 ,我们可以将这种

分配表示为一条斜率为 - 1 的直线 (这条直线也是既定福利总量下所有分

配方式集合的外边界 )。理想的平均主义分配 ,就是这条直线与从原点出发

以 45 度角划出的直线的交叉点 E。

图  3 .1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产量依赖于对生产投资的回报率。如果资本

家得到他对资本投入的全部回报 ,并且工人们也得到了他们劳动力投入的

全部回报 ,那么资源就得到了有效的配置 ,收入分配也反映了这两种投入的

边际生产率 ,即 M点。但是 , 如果资本家或工人们得到的回报低于他们的

全部投入 ,也就是说 ,如果收入分配与竞争的市场发生背离 ,他们将撤回资

本或劳动力投入 ,导致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投入 ( endowment ) ,即资本和劳动力 ,属私人所有 ,

人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决定是否使用和如何使用这些资源。财产私有即意味

着 ,如果生产资源的拥有者预期不能得到足够的回报 ,他们有权从生产过程

中撤回自己的投入。正如奥曼 ( Aunann)和科尔茨 ( Kurz, 1977: 1139 )指出

的 :“如果他们愿意 ,每个人都能够部分或全部摧毁他们投入的生产资源。”

假定工薪阶层有权力将工资提高到竞争的水平之上 ,或者政府为了达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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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福利的目的而通过对利润征税等手段将收入转移给工薪阶层 (即将分配

定位于 45 度线上 ) ,这时获取利润的人就会减少自己的生产投入供给 ,其导

致的结果将处于图 3 .1 中的 C点 ( 45 度线与资本主义福利总量可能的内边

界的交叉点 )。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达到 E 点的。事实上 ,在其外边界

上 ,只有 M点是可以达到的。①

因此 ,在最终的福利分配与自由竞争的市场所产生的配置相背离时 ,可

能的边界的下降速度将比斜率为 - 1 的斜线的下降速率更快。获取利润的

人只有在他们能够得到的回报高于挣工资人员边际产量时 ,才会充分利用

他们的资源。否则 ,他们将减少他们的投入 ,即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 资

本主义将导致无效率的———即集体非理性的———配置。

假定我们不将已生产出来的食品浪费掉 ,而是将它们分给穷人。这时

食品的价格将会下降 ,农民们的收益率将降低 ,因此他们将减少生产。而那

些为自己生产食品的人 ,也会去领取免费食物 ,同时转去做其他利润较高的

事。再假定我们支付给农民生产补贴 ,并利用税收政策来维持农产品的价

格 ,将食品分发给穷人。但这时 ,将导致整个经济领域回报率的下降 ,其他

商品的产量也会减少。事实上 ,我们出于同情或者是其他的动机 ,上述两方

面的工作我们都做了一些。但是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我们这么做是以把产

量降低到潜在的生产水平之下为代价的。②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如果我们不给生产资源的控制者足够的报酬 ,就无

法充分地发挥生产潜力。从这种意义上讲 , 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即使我

们假定关于资本主义蓝图所有的预设都是正确的 ,我们也会发现 ,在资本主

义下 ,技术上可行的福利分配却无法实现。③ 正如伊尔森 ( Elson , 1988: 18 )

所指出的 ,在资本主义下 ,“小范围的选择不提供大范围的选择”,即个人可

以选择 ,但作为整体的社会却无法选择。

①

②

③

这并不是支持平均主义的论证。在 E 点 ,收入被平等地分配给两个代理人 ,这仅仅是一个

图解。这种论证是一般性的。

两个经济学家对世界粮食形势作了这样的描述 :“现在越来越明显 ,我们对最优增长战略的

选择是失败的 ,这导致了通过增长来减少粮食短缺的悲观主义预测 ,并使人们将注意力转向直接关

心福利的方法 ,其实这些方法似乎将对努力争取高速且具有广泛基础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M el-

lor a nd Johns ton , 1984 : 533 )

还有另一种方法得出同样的结论 ,即如果没有外在的力量来保证长期合同的执行 ,对共同

利益的开发使用会导致无效率的后果。特别地 ,当资本家和工人们都能够影响消费品的分配时 ,投

资率就会低于只有一个阶级得到所有 (超出次优机会或基本生存的 )利润的情况。这方面最早的论

述见 L an cas te r (1973) ,也可参见 Levh ari a nd Mirma n( 1980 )、P rzewors ki and Wall er st ein (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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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把个人与社会相提并论呢 ? 难道社会的选择与竞争中的个人

的选择不是一样的吗 ? 认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观点的根源在于这样的事

实 ,即个人既是市场代理人又是公民。他们作为公民所偏好的资源配置方

式 ,与他们通过市场所获得的资源配置方式通常是不一致的。资本主义是

一种稀缺资源为私人所有的体制。然而 ,在资本主义下 ,财产权从制度上区

别于权力。其导致的结果是 ,资源分配存在两种机制 ,而且这两种机制被用

于在家庭间分配福利 ,其中一个机制是市场 ,另一个是国家。在市场机制下

个人以自己拥有的资源投票参与分配 ,这种分配总是不平等的 ;国家则是另

一种制度 ,它分配不属于自己的 ,在这种制度下 ,权力的分配方式不同于市

场结果。只有在很幸运的情况下 ,这两种机制才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政治领域的民主 ,使人们影响资源配置的权力平等化 ,从而加剧了这种

分歧。事实上 ,由市场形成的消费品分配 ,和按公民们集体偏好而定的分配

一定是不同的 ,因为民主为穷人、被压迫者 ,以及其他由于生产资源的初始

分配而陷于不幸的人们提供了通过国家来寻求补救的机会。

因此 ,如果 19 世纪单数意义上的“人民”是最高统治者 ,他宁愿选择不

同于市场结果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分配方式。但是 , 这种偏好在生产资源私

有以及分权方式下都是无法实现的。即使个人作为公民表达了他们对某种

资源配置的集体偏好 ,而且具备实现这种偏好的所有物质条件 ,然而在资本

主义制度下 ,这种民主选择的资源配置方式也是无法实现的。①

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批评 ,是否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满足人

们的需要对资源进行的理性配置就能够达到图 3 .1 中的外部可能边界呢 ?

换言之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我们能够达到一种既能充分发挥生产的潜力 ,

① 这种关于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观点受到两方面的批评 :第一 , Alessandro Pizzorno (在个人

通讯中 )指出 ,根据这种定义 ,不是资本主义本身不合理 ,而是资本主义与主权国家的结合不合理。

第二 ,这种观点在社会选择问题的攻击面前是无力的。根据 Jos hua Coh en 对我的定义的重述 ,如果

一个经济制度“阻止人们进行一种资源配置 ,而这种配置方式又属于可能赢得平等的公民赞同的配

置方案集合”,那它就是不合理的 (个人通讯 )。然而 ,后者这类配置方案可能并不存在 ,也可能不是

集体最优的 (根据 McKe lve y定理 )。换句话说 ,如果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被定义为生产潜力的全面发

挥和利用 ,那它就不一定是主权公民的集体偏好 ;如果它被定义为集体的偏好并得到执行 ,那它就

不一定包括对生产潜力的充分利用。

对此 ,我的回答有如下两条 :第一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 ,尽管宪法上人们要求国家的自我约束 ,

但国家无权配置私人拥有的资源 ,即使是间接地 (通过税收和法令等手段 )影响也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没有国家的法令 ,也就无法组织竞争 ,因此 ,资本主义的蓝图包含了国家采取不同于竞争的资

源配置方式的可能性。第二 ,即使人们可能不选择充分发挥生产潜力 ,人们毕竟可以作出这样的选

择 ,而如果人们作了这样的选择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将无法实现这种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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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实现福利的平均分配吗 ? 即我们能够达到 E 点吗 ? 我认为 ,所有社会

主义批评家们都不会否认这种可能性。如果人们真实地展示自己的需要和

生产潜力 ,如果他们竭尽全力地工作而不计较报酬的多少 ,如果计划者们都

能像完美的代理人那样行动 ,并且能解决最优配置的问题 ,那么社会主义就

能实现它的拥护者所说的各种完美的结果①。但这也就是说 ,对社会主义的

合理批评 ,并不是针对它的蓝图 ,而是针对这种蓝图的可行性及其在现实中

的体现。

二、可行性

关于可行性的辩论更加热烈 ,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如果我们设定各种预设是正确的 ,关于蓝图的讨论只是逻辑上的推理。而

对于可行性的评判则需要判断。因此 ,这种问题的讨论空间更为广阔。

社会主义者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蓝图可行性的攻击有以下三点 : ( 1 )没

有国家干预就没有资本主义 ; ( 2)资本主义无法达到它的支持者所宣扬的符

合各种优点的均衡 ,即使能够达到 ,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 ( 3 )由于资本主义

必然导致垄断 ,所以它将自我消亡。对于第一点 ,前面讨论过 ,我认为可以

用一句话来回答 :“那又如何呢 ?”;第二点似乎是成立的 ,市场永久地存在于

竞争性平衡的观点是难以理解的 , 而调整则导致浪费的观点很有道理 ;最

后 ,对竞争性的市场将导致自我消亡的观点 ,显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正确

的 ,但是 ,这种具体的程度并不是显而易见的。②

如果说我对这些意见的回答是在敷衍 ,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 ,而是

由于它们与我们的中心问题之间的关系不大。如果资本主义的蓝图是不可

行的 ,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兑现它的承诺。但是 ,我认为 ,社会主义者对资

①

②

或者 ,如果我们可以设计出这样一种制度 ,它能够通过非集权的方式来实现 Roemer ( 1989a

和 b )提出的公有制概念。

对此 ,恩格斯有另外一种论述 :现在 ,资本主义下的大多数决定是在企业内部决策的 ,而不

是由市场决策的 ,而且 ,这种企业内部的决策过程与社会主义的计划配置过程是相同的 , 只不过是

在规模上不完全而已。因此 ,资本主义在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社会主义化”,剩下

的就是要完成这个过程。曼德 ( E rnes t M a ndel)关于社会主义的中心论证如下 :资本主义自身的不

可行性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几期《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 eview ) : M a n-

del , 1986、Nove , 1987、M and el , 1988、Au erb ach , Desai and Sha msa vari , 1988、Elson , 1988。

我的观点是 ,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决策不同于社会主义的计划 ,其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内部

组织的不同。诚然 , 20 世纪 70 年代 ,波兰的经济规模与通用汽车相当 ,但通用汽车采用市场价格进

行决策 ,并且根据需要解雇工人 ,而波兰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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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的批评是直指资本主义蓝图 ,即它最理想的实现。即使资本主义完

全发挥它所有的潜力 ,社会主义者也将拒绝接受资本主义。因此 ,在社会主

义者的批评中 ,认为永久的竞争性均衡不可行的观点只居于次要的地位。①

关于可行性的争论反过来对社会主义也具有杀伤力。首先我要重述一

遍社会主义蓝图。

家庭有各种需要。企业有能力生产满足需要的产品。计划者了解家庭

的各种需要以及企业的生产能力。为了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尽可能地满足各

种需要 ,计划者计算着如何在企业间配置资源以及如何在家庭间分配产品

(图 3 .2 )。其结果是通过对物品的合理管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

提供劳力

对社会主义可行性的批评分为两类 : ( 1)即使计划者掌握了完全真实的

信息 ,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计划者也无从下手去处理 ; ( 2 )如果人是自私

的 ,那么计划者就不能了解家庭真实的需要以及企业真实的生产能力 ,甚至

是 ,计划者的行为也不仅是为了促进集体的福利。

关于社会主义计算 (calculation )的争论由来已久 ,这里不予概述。新古

典学派和奥地利学派都认为计划者们将被这个极端复杂的问题所击败 , 但

① 假设资本主义按照希尔弗丁 ( Hilfe rding )的方式成为“组织化的 ( org anize d)”并成功地避免

了周期性的危机 ,那么就不会出现无政府状态 ,即没有静态的无效率。但是 , 动态的效率只有当福

利分配每次都与资源的最初分配保持一致时才能够实现 ,即任何改变消费品和闲暇分配的尝试都

会导致失败。因此 ,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所预设的任何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 ,资本主义还

是不合理的。所以 ,我认为 ,在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中 ,静态的浪费并不是很重要 ,但我对

这一点没有确切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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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在他们各自的架构中有着不同的意义。① 即使计划者这一问题原

则上可以解决 ,他们面临的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几年前苏联的经济学家

们曾经设想 ,在改革的价格体系下 , 1500～2000 种基本产品的价格由国家

确定 ,另外 20000～30000 种产品的价格由专门的机构来管理 ,其他产品的

价格由供应商和用户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来决定 ( Pet rakov 和 Yassine,

1988 )。即使是利用朗日 ( Lange)的市场上短暂的供需平衡公式和计算机来

计算 ,我们也很难想像如何正确确定如此多的价格。②

即使是计划者能够解决计算问题 ,社会主义可行性的关键还要依赖于

如下假设 ,即假设所有的个体———家庭、企业和计划者———成为生产财富的

共同拥有者 ,他们都将自觉地采取行动来增进整体的福利。③ 具体地说 ,即

家庭如实地向计划者报告他们的需要 ,企业如实地报告生产能力 ,计划者是

公众利益全心全意的代理人。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中 ,这些假设没有一条得到实现。这样的论述

可能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因为我们可以说 ,社会主义国家中制定经济政策

①

②

③

在泰勒—兰格—伦纳 ( Ta ylor- La nge- Lerner )的模型中 ,计划者可以从任意随机的价格体系

开始 ,观察哪些市场是非纯粹的 ,修正价格体系 ,并达到均衡。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按照新古典学派

的观点 ,存在一种纯粹市场的价格体系 ,而且市场渐近于这种价格体系。但是 ,现在我们知道 ,只有

在不合理或非常特殊的假定下 ,暂时供需平衡才能导致均衡。奥地利学派认为 ,价格运动发生的原

因是由于交换实际上已经完成。因此 ,计划者永远不可能将使价格发生变化的所有知识都集中起

来。至少哈耶克 ( H ay ek )的追随者们是这样认为的 ,他们声称朗日误解了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的

攻击。关于奥地利学派的这些观点 ,参见 La voie , 1985、Kirzn er , 1988、Sha piro , 1989。

这是一种主观的判断 ,我并不确定如何才能解决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可行性问题的争议。

例如 ,诺维 ( Nove , 1983 : 105 )认为 :“把当前通行的生产—供给计划中的各种复杂问题‘数学化’并由

此保证中央计划体制运作具有更高的效率 ,这是不可思议的。”他强调 ,无论在技术上多么先进的计

划体制 ,都无法应付多样性。然而 ,我有这样一个疑问 ,难道苏联的经济比全球航空订票系统还要

复杂吗 ?

这里我故意用不可知论的语言来阐述这个假设。用标准的表达方式来阐述 ,即是说个人都

成为爱他主义者 ,他们以团结的精神指导行动 ,或者是相互合作。然而 ,如果我们在“利他主义”中

看到一种功利功能 ,这种利他主义以其他人的消费或福利作为自己的论证 ,那么就会产生各种策略

问题。见 Colla rd (1978 )。事实上 ,利他主义者是否会真实全面地袒露自己的偏好呢 ,这并不是显而

易见的 ;团结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在特定的环境中 ,个人如何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有助于团结呢 ?

如果我提供原材料的工厂的管理者要求我从其他工厂的原材料中挪用一些给他 ,否则他就无法完

成计划 ,那么我应该这样做吗 ?“合作”是一个混乱的术语。在博弈理论中 ,合作有时意味着交流 ,

有时意味着外力强制执行 ,有时意味着联合 ,有时又意味着共同选择战略 ,在“囚徒困境”中 ,合作意

味着任何支持帕累托最优结果的策略。在日常用语中 ,合作的意思就是“帮个忙”,即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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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民主性抵消了社会所有制的概念。① 但是 ,社会所有制的概念显然忽略

了“搭便车”( free rider )的问题。在苏联所谓的“全体人民的财产 (国家财

产 ) ,社会财产的主要所有形式”, 其实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财产。布滕库

( Butenko, 1988: ch .5)在他开创性的分析中指出 ,个人直接生产者不是生产

工具的所有者 ,而仅凭他作为公共财产管理组织的成员资格成为公共所有

者。根据这个事实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对个人而言 ,自己偷自己的东

西 (公有财产 )是合理的 ,因为个人占有的部分 (否则就不成为个人的东西 )

大于集体损失中个人所占的那一份 ;第二 , 我们回顾卡尔·柯尔施 ( Karl

Kor sch )的一段分析 ,布滕库指出 ,生产工具的国有化并不是生产工具社会

化的充分条件 ,因为个人作为共同生产者的角色与其作为共同所有者的角

色关系 ,涉及到整个经济和政治制度领域。

首先 ,当个人成为生产工具和财富的公共拥有者后 ,如果他们仍然是自

私的 ,家庭就会夸大地报告他们的需要。诚然 ,计划者就不需要依赖公众的

偏好来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分配。在贫困的国家 ,任何人都清楚他们急

需什么 ,计划者可以根据需要的理论来决策他们首先要保证每个人至少多

少热量的消费品 ,然后是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需要。当然 ,计划者也可

以组织对一些家庭的不记名调查 ,然后再根据调查结果来制订计划。这是

原始的、直观的制订物质生产计划的方法。然而 ,一旦需要变得复杂多样

时 ,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如果计划者根据公众报告的偏好进行决策 ,家庭

就会出现假报的动机。②

其次 ,企业也有强烈的动机隐瞒它们的生产能力。如果对企业的奖惩

依赖于它们对计划者下达计划的完成情况 ,因为外在的偶然事件可能会影

响企业生产能力的完全发挥 ,因此企业就需要保护自己免受这些外在因素

①

②

当布哈林 ( Bu kharin )1928 年 9 月 30 日在《真理报》( Pra vd a)发表文章批评第一个五年计划

的规划时 ,苏共中央政治局立即作出决定 :“类似这样问题首先应该在党的领导的小范围内讨论。”

( Wilk 1988 : 78—79 )

我们不知道 ,如果计划过程是民主的 ,个人是否如实地公开了他们的偏好和能力。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波兰 ,中央计划委员会起草的一份计划曾经拿给社会各阶层讨论 ,一直到工厂的小

组 ,有几百万人参加了讨论。这次大规模讨论得出的总产出高于原来的计划 ,但消费品在国家总产

出所占有的份额也高于原来的计划。大部分修正意见是合理的 , 诸如 :工人们表示 ,如果他们所需

要的供给能够得到保证 ,他们可以生产出比原计划要求更多的产品。党却决定将这些修正计划的

参数搁置 ,因为党认为投资份额不足。据我所知 ,类似的试验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参见 Os trows -

k i a nd Przewor sk i , 1965。

Roemer (1989b)对此作了非常清楚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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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如果企业了解计划者将依据它们过去的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来分

派任务 ,那么它们就会故意不努力工作。

再次 , 个人将逃避生产。① 最后 , 如果计划者是自私的 , 而且没有竞

争② ,他们的行为就会官僚化。就像诺维 ( Nove)最喜欢引用的那句托洛茨

基 ( Trotsky)的话 :“他们在分配东西的时候从来不会忘记自己。”

在赫尔维茨 ( H uiwicz, 1973 )那篇带有创见性的文章之后 ,曾有一些人

试图创造一种即使在人们自私且知识私有的条件下 ,也能为计划者提供真

实信息的机制。③ 然而所有这些机制要么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实践 ,要么就

是违反了预设的前提。④ 因此 ,至少到目前为止 ,关于社会主义可行性的争

论都依赖于下面的假设 :即生产工具的社会化使个人接受社会主义者的偏

好。这个假设是不现实的。由于集体所有制确实会产生“搭便车”( free-rid-

er)问题 ,所以改变人们的偏好愿望是难以实现的。事实上 ,到目前为止 ,我

们所知的惟一可用于实践的使人们能够互相交流关于他们的需要、生产能

力信息的机制是价格机制 ,而这种机制只有在个人以物质利益的形式 ,体验

到自己所作决定的结果时才能发挥作用。因此 ,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

当然 ,有人可以说 ,从关于“最优的”(firs t-best )社会主义制度的判断中

①

②

③

④

我认为 ,这是反对社会主义最无力的一个论证。第一 ,我们拥有的不多的证据显示 ,在社会

主义下 ,工人们如果不是比资本主义下的工人们更努力地工作的话 ,至少也是一样的努力。第二 ,

对于在资本主义下工人们为什么会努力工作 ,我们还远未得出一致的意见。

人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制度 , 各政党提出相互竞争的计划并按照民主的过程决定计划

(C astoria dis , 1979)。例如 ,在竞选中提出自己的时间偏好率 (或投资率 ) ,那种符合中间偏好的纲领

将胜出 ,然后再由获胜的政党将这个计划具体化。这种方案遇到的困难与所有竞选纲领遇到的困

难是一样的 ,即只有最初级的计划才能被公众理解 ,社会选择的各种问题将无法避免。诺维 ( Nove ,

1983: 179)讨论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他指出 :“计划过程的‘民主化’是无法设计的 ,除非我们真的

愿意就如何分配 100 吨钢、1000 米布或者是电子邮件等问题进行投票。”Bec k( 1978 )的研究表明 ,如

果允许次优计划列入日程 ,关于时间偏好的社会选择将发生循环。

我们可以借助博弈理论来定义机制这个概念。假设中央计划者寻求效用福利函数最大化。

如果计划者了解所有家庭的效用函数和所有企业的生产函数 , 那么计划者问题的解答将是最终消

费品和闲暇的向量 y * ( x ) ,其中 x 是投入的向量。如果当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信息都是私人

性质的时候 ,经济机制构成一个分散的博弈游戏 ,其解是配置 y * ( x ) ,则这个机制就是实现计划者

目标的解。

John Ro emer 认为 ,这种实施理论的假定和悲观主义的结论都太过分了 ,因为这种理论假

设计划者对什么都一无所知。事实上 ,计划者们不需要知道个人的特点 ,他们只要知道个人特点的

统计分布可能就足够了。然而 ,至今他还没有找到这样一种分权的机制 ,即一种在制度上具有可行

性 ,同时又不违反他视为公有制的分权实施应有的理想特征的原则的机制。见他近期的几篇论文 ,

尤其是《分权 ,两重性和最低限度的平等》( Dece ntralizat ion , Duplicity , a nd Minimal E quity ) ( Roem -

er , 198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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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社会主义不可行是不合理的。假设家庭夸大自身的需要 ,企业隐瞒它

们的生产能力 ,工人们时常逃避劳动 ,而且计划总是将自己的需要置于别人

的需要之前 ,即使社会主义的现实与蓝图存在很大的差距 ,但这必然意味着

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吗 ?

问题在于“次优的”( second-best )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计

划者安排投入和发布指令以保证实现各项目标。但是 , 如果计划本身就有

欠缺 (某些企业得到的投入不足以完成他们的任务 ) ,或者发生了意外 ,又或

者是某些企业偏离了计划 , 再或者某些企业发现没有得到必要的投入 , 这

样 ,全部的计划就流产了。因此 ,用一定的物理量来表述的计划总是会被破

坏的。① 而根据一定的指标来制订的计划也要求有计量标准 ,即价格。这就

是社会主义经济事实上并不是计划经济的原因。② 他们能够运转 ,仅仅是因

为最初计划在执行过程中 ,由于企业寻求必要的资金投入以及计划者试图

重新控制资源配置过程的努力 ,使最初计划不断地被修正。③ 计划过程成为

了一个计划者和企业间持续的博弈游戏。即使没有意外事件的发生和技术

上的变化 ,这种博弈游戏也不能达到一种稳定的配置。计划者如果发现企

业找到了逃避计划的途径 ,就会发出指令堵塞漏洞。而企业为了获得必要

的投入 ,就会设法逃避计划者的控制。计划者发布更多的指令 ,企业又寻求

新的途径 ,如此周而复始。因此 ,即使经济仍维持在原有的水平 ,计划体系

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当达到特定点时 ,企业将发现他们处于一种即使他们

愿意也无法按照计划———指令及配置系统———行事的环境。

在计划者得到的信息不正确 ,而自身又是自私自利的 ,生产者们也在逃

避的情况下 ,社会主义的产出可能比资本主义任何福利分配形式下的产出

更低。即社会主义的产出会低于资本主义可能的产出 :我们不能生产足够

的产品来养活每一个人。

三、现   实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 ,到底谁在实践中更为成功 ,我们不可

①

②

③

Asselain( 1984 :35 )的评论 :“苏联模式经济活动的主要失败都要归因于违反了集中计划模

式的基本原则 ,即中央计划目标绝对优先的原则。”

见 Zalesk i(1984 )的大量经验证据。他的结论 ( p .615 )是“一个前后一致的、完美无缺的、可

以被划分成若干部分后在各个层次上予以实施的中央计划的存在 , 在现实意义上是一个神话。我

们发现 ,在所有的指令性经济中 ,都存在无数的计划 ,而且这些计划都在不断地变化 ,它们都是在事

后 ,即一切都准备就绪后才达到协调一致”。

见 Roland (1989 )关于这种事后产生均衡作用的机制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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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清楚。在产量的统计过程中 ,不同国家的会计惯例和统计权数有差异 ,

在资金利用方面的区别更是惊人的 ,它们各自的起点和比较优势大不相同 ,

这就使得判断变得毫无意义。对各自的经济运行状况和物质福利的具体方

面进行比较 ,产生的结论依赖于某一因素下的尺度和时间条件。① 我们甚至

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资本主义经济有较高的效率 ,而社会主义制度在提供

工作保障、平等和物质保障方面更加优越。一方面 , 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 ,

社会主义国家的累积增长速度与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相上下。另一

方面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苏联和东欧国家人们的收入也不平等 ,社会福利

服务也不尽如人意。②

考虑到这些证据并不能支持任何结论 ,哪怕是最不确定的结论 ,人们何

以认定社会主义模式失败 ,着实使人费解。而且这种一致的范围十分广泛。

在东欧国家的中央计划名声扫地的同时 ,生产资料国有化不再激励西方或

南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人们的被剥夺感十分严重 ,但这种痛

苦的经验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专有的。令人惊讶的是 , 巴西人将贫穷视为

不公正的结果 ,而波兰的被调查者们则将其归咎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③

对这一困惑有人这样解释 ,他们认为现有的数字可能高估了社会主义

的成就。社会主义国家的投入—产出结构是低效率的 , 他们每生产一个单

位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 1 .8 倍 ,所消耗的钢材则是后者的 2

倍多。类似不合理性的实例比比皆是 ,据说苏联农产品在运到消费市场之

前有一半就已经被损失掉了 ;冬天孩子们在火车站堆积如山的等待运往农

场的化肥堆上滑雪玩 ;捷克的商店里存放着价值等于两年多经济增长的、不

要钱都没人要的商品 ;匈牙利工厂的产品库存量与投资的比例比西方国家

高出 5 倍 ,如此等等。福利指标也同样地使人困惑 :社会主义国家人均有更

多的医生 ,较高的中学入学率和更多的房屋建筑 ,但与此同时 ,人们的平均

①

②

③

关于这种研究最新的观点和综合统计 ,见 Bid eleux (1985)。

在苏联和匈牙利 ,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低一些 ,但可能与瑞典和日本

的情况差不多。关于苏联的资料见 Bergs on (1984) ,关于匈牙利的资料见 Korn ai ( 1986 ) , 关于波兰

的资料见 Wnuk- Lip ins ki( 1989 )。

一位苏联经济学家近期披露 ,苏联的劳动所得总额占 (国民生产总值的 ) 37 % ,该指标低于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 ,而与墨西哥、委内瑞拉相同。根据 Zasla vsky( 1987—1988 : 35 )引证的数据 ,苏联大约

一半的银行存款来自仅占 3 %的账户。根据 Le Nouv el Ob serv at eur ( 15—21 , 1989 年 6 月 , p .99 )的

一篇访谈 ,高级干部医院里每个病人每天的花费是 111 卢布 ,而普通医院的花费只有 24 卢布。值得

注意的是 ,波兰和苏联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最近几年平均寿命下降的国家。

参见 P olacy , 88 提供的几张图表 : Dynamika konflik tu a szan se refor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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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较低 ,死亡率较高 ,劳动生产率较低 ,住宅标准也较低。

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成就进行比较 , 最棘手的问题是比较标准。

应该以哪些国家为参照来衡量苏联、波兰或中国的进步呢 ? 赫鲁晓夫将英

国作为赶超目标 ,但苏联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又使多项比较将苏联与美国联

在一起。今天 ,许多苏联和西方的观察家开始将苏联视为第三世界国家 ,然

而东欧毕竟是欧洲 ,媒体每天都在展示发达的西方生活水准 ,去西方旅游的

人们也经常提到他们的见闻。因此 ,以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比较参

照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比较是痛苦的和带有破坏性的。东德为什么不能像

西德一样呢 ?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经济制度”。

最后 ,我们必须考虑落空的预期。斯大林主义完全是一种发展主义。

我是在波兰长大的 ,当时 ,每一面墙上都画着图表 , 表中红色的箭头一直向

上 ,象征着季诺维耶夫 ( Zinoviev )所说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将征服自然 ,

并创造任何东西 ,诸如大坝、钢厂、摩天大楼等等 ,而且规模比资本主义还要

宏大 ,它将带领社会进入理性与秩序的世界。但是 ,人们遭到了自然界的反

击 ,如今欧洲最恶劣的生态灾难地区在捷克、东德、波兰交界地区。社会主

义什么都要比资本主义大 ,其结果是犯了更大的错误 :在乌克兰修建大规模

的灌溉系统后 ,由于土壤的盐碱化 ,导致每公顷的产量下降。① 众所周知 ,外

界对军费开支情况的估计是很不可靠的 ,但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

谜团。据从高估计 ,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超过美国 8 个

百分点。按照资本产出率为 1 比 4 来计算 , 即相当于增长率相差 2 个百分

点。不合理的事情如此普遍 ,人们被迫每天花大量的时间来处理它。

当然 ,有很多理由解释人们的主观感受与统计数字的背离。但最重要

的问题是 ,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 都不能成功地消灭贫

穷。另外 ,他们也都不能实现自身的持续增长。

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与南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经验构成了两种不

同的克服低增长和建立独立经济体系的尝试。东欧模式是一种模式 ,生产

资料国家所有 ,由中央集权统一配置 ,物质生产行业部门采取一种自给自足

的发展战略。资本主义常被称为“相互依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associ-

ated dependent capitalis t development ) ,实行财产私有 ,国家发挥积极主动

的角色 ,并倾向用进口替代策略的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工业化。

这两种战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成功的 ,而且许多国家都建立了重

① 关于这个巨大的灌溉系统的资料 ,见 Zalyguine( 1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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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工业基础。从 1960 年到 1980 年 ,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

以 5 .2%的速度增长 ,东欧国家的增长速度超过 6%。有些国家还出现过两

位数的工业产出增长。

但是 ,目前令人困惑的是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 , 南方资本主义国家

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增长都发生了变化。在 1980 年到 1985 年间 ,

拉丁美洲国内生产总值 ( GDP )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0 .0。根据匈牙利、波兰、

南斯拉夫这三个国家提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在此期间 ,这三个国

家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1 .0%。人均消费额在许多国家都下降了。① 这两种

模式都没有实现自身的持续增长。② 事实上 ,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匈牙利、

波兰和南斯拉夫面临的经济危机是史无前例的。

因此 ,现实并没有什么启发意义。在真实的世界中 , 人民在挨饿 ,而我

们的生产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发展。

第四节  我们能够改革什么 ?

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 ,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 ,在现实世界中 ,人民在忍

饥挨饿 ,我们得到的结论实在令人失望。即使我们所生活的经济制度还达

不到 19 世纪乌托邦的水准 ,即使一些不合理和不公正的东西永远存在 , 也

许人们的基本需要是能够得到普遍满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通过局

部而又充分的改革后能够养活每一个人吗 ?

①

②

根据 Weffort (1989)提供的 CEP A L 数据 ,在 1977 年到 1983 年间 ,乌拉圭的平均国内生产

总值下降了 16 % ,阿根廷下降 12 % ,智利下降 11 % ,巴西下降 9 %。在 1978 年到 1985 年间 ,波兰的

平均收入水平下降了 8 %。在苏联 , 1985 年的房屋建筑总规模与 20 世纪 60 年代基本相同 ,而农业

的平均产量自 1978 年以来一直没有增长。人口总死亡率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6 .7‰上升到 1985 年

的10 .6‰ ,同期的人口平均寿命从 70 岁下降到 68 岁 , 儿童死亡率也出现了上升 ( Aga be ngy an ,

1988 )。在 1973 年到 1984 年间 ,总体要素生产能力的年平均复合率 ,阿根廷下降了 1 .58 ,巴西下降

了 1 .97 ,智利下降了 0 .92 ,墨西哥下降了 0 .64 ,苏联下降了 1 .40 ( M addison , 1989 : 91 )。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前后差不多的时间范围内 ,南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都发

生了类似的现象。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债务问题 ,但这一点好像并不充分。正如 Comisso ( 1989 )在引

证了一系列的经济错误时所指出的 ,“即使金融资本提供了绞索 ,还需要有人提供刽子手”。此外 ,

我还没有看到过将债务和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材料。Comisso 认为其症结在于对竞争的障碍 ,这

在社会主义国家是由于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 , 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是由于国有企业占据了垄

断地位。然而 ,这种类似的衰退同时发生 ,意味着一个潜在的共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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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 ,改革已经是非常流行的现象。由于以中央计划为基

础的经济缺乏自动的自我修正机制 ,所以每当这种经济发生重大不良影响

时 ,都要进行改革。因此 ,对地方政府的改革、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对计

划的改革、对激励机制的改革 ,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常有的事。① 然而 ,现在我

们普遍感觉到 ,局部的改革并不是有效的 ,其原因在于整个经济体制出了问

题。

所有国家的改革目标大体相同 :即让投资过程合理化 ,平衡消费市场。

目标虽然相同 ,但各国的改革方法却有很大的差别。有些改革采取的是“完

善”( perfect )现存的中央指令体制 ;而另一些改革则是引进市场机制。东德

1963—1970 年间的改革是前者的代表 , 而匈牙利 1968 年底的改革方向则

是后者。

社会主义能够被改革吗 ? 我们可以讨论最近苏联为保持社会主义制度

的基本特征所作的努力 ,即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改革 ,引进企业财务自负

盈亏的制度 ,但不是市场机制。在一份纲领性的文件中 ,改革的设计者阿巴

尔金 ( Leonid Abalkin , 1988: 44 , 47 )拒绝所有“与公有制不相容的 ,即一切会

引起危机、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及失业和社会阶级分化的”的经济机制。

他认为 ,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中 ,价格机制的作用不同于与资本主义 ,“它

变成了经济管理中计划机制的一种工具”。有两个对此改革方案作详细论

证的经济学家 ,论述了如何才能把“整合价格政策纳入计划过程”,并将管理

价格的责任分解到中央计划部门、中层官僚机构和供销者与消费者协会

( Petrakov and Yassine ,1988: 64 )。

总之 ,这些改革将增强经济激励的作用 ,增加对投资的行政控制 ,重新

调整部门的目标。这种混合性的改革在过去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② 两

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导致了它的失败 : ( 1)当利润只不过是坐在一个房间里的

官僚所决定的投入物品的价格与另一个房间里的官僚所决定的产出物品的

价格之间的差额时 ,作为资源分配标准的利润率是毫无用处的 ; ( 2)要求恢

复集中资源分配权的压力来自于下面 ,这是由于经理们只有通过上级的命

①

②

对这个观点的全面论述见 Sta niszk is ( 1984 )。同样的推理见 Wia tr ( 1989 ) 和 A balk in

( 1989)。

Asselain( 1984 )对这种改革及其注定要失败的原因作了精彩的分析。也可参见 Nov e

( 1983: ch .4)和 Korn ai(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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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才能获得必要的投入。① 因此 ,排斥市场机制的改革 ,不能实现资源配置

合理化 ,并且即使没有官僚的抵制 ,这种改革自然难免失败的命运。而那种

部分地引入市场机制 ,将市场价格作为计划工具的观念 ,在逻辑上就是矛盾

的。恰如诺维在谈到兰格模型时指出的 ,如果没有一种使生产要素配置足

以反映市场变化的机制 ,就不可能有最终产品的市场。这种机制或者是生

产要素的市场 ,或者是一种由计划者猜测市场将要做什么的中央计划办公

室②。

所以 ,我认为 ,通过中央指令来进行资源配置的社会主义改革是非常困

难的。

二、市场社会主义

到目前为止 ,我的全部分析都是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机制为基础。

这是因为我怀疑我们是否知道以下两点 : ( 1)产权形式对企业的经营结果有

绝对性影响 ; ( 2)我们所观察到的产权形式的分配状况 , 特别是少数雇员所

有的合作体 ,因产权形式的不同 ,给企业带来了不同的经营结果。尽管市场

社会主义的观念目前已经相当流行 ,但我们还没有一种企业理论来验证这

种偏好。③

首先是关于定义的问题。如果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在法律意义上仅禁

止少数几种产权形式 ,并且依靠市场配置大部分资源的制度 , 那么 ,它与资

本主义就是相同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保留着国家对一些企业的产权 ,

不仅包括监狱和税收机构 ,而且通常还包括一些自然垄断的工业 (那些具有

增长的利润或在消费时会出现外部性因素的产业 ) ,有时还包括盐矿、火柴

制造和酒的销售。事实上 ,所有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混合型”( mixed )经济 :

瑞典的公有成分占 6% ,而奥地利占 50%以上。而且 ,在资本主义国家非国

家经营的部门中 ,合作制企业也是合法的。实际情况是 ,当人们可以按照自

己的意愿建立任何形式的企业的时候 ,所建立起来的绝大多数企业 ,都以资

①

②

③

一个波兰经理说 :“我知道我们是独立的 ,但是由谁来告诉我们应该生产些什么产品呢 ?”

( Rog er T hu row,《波兰发现经济“改革”不一定产生结果》,载《华尔街日报》1986 年 2 月 27 日 )。

我不认为 ,计划者除了使生产工具的配置满足平衡消费市场的要求之外 ,不可能有其他的

目标。如果社会主义的公民通过民主机制投票选择的消费品配置不同于他们通过市场行为所要求

的消费品配置 ,那么计划者就有理由为实现民主选择的目标而努力。但是 ,除非消费者的市场配置

自身可以通过国家的间接干预发生改变 ,否则 ,当由市场分配消费品 ,而由计划者分配生产工具时 ,

整个经济是不会平衡的。

关于近期的构建一种内在的企业理论的尝试 ,参见 Ha nsman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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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私有制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形式出现。对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 我

们所知甚少。①

因此 ,如果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制度 ,它必须在法律意义上倾向

于工人所有制的合作社制度 ,正如诺维在的社会主义蓝图中所说明的那样。

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 ,由中央集中管理的国营公司处理邮政业务 ,公营企业

制造汽车 ,小型私人企业经营餐馆 ,个体水管工人维修管道泄漏。资本主义

与市场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在于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也有大型的私营企业

经营邮电和汽车制造部门 , 而诺维的蓝图 ( Nove , 1983: 200;也见 Putter-

man , 1986 :328 )则禁止私营企业涉足这些领域 ,这些领域专属于合作制。

但是 ,应当由谁来确定哪些领域采取合作制产权形式 ,哪些领域采取资

本主义产权形式呢 ? 埃尔斯特 ( Elste r)指出 ,生产者分散选择的结果可能而

且也往往产生不同于投票产生的结果。当有外部性因素存在时 ,人们可能

投票选择愿意生活在合作制占 70%的经济体制中 ,但他们自由选择的结果

可能合作制只占 30%。② 依我看 ,这种情况表现出一种重要的两难困境 :民

主选择的可能是次优的 ,而过去自由分散决定的结果都是资本主义。

暂且不谈这些疑虑 ,人们经常以如下两个论证来说明合作制比资本主

义企业更为优越 :一是效率 ,即前者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二是前者有较好

的分配制度。鉴于埃尔斯特不久前对第一点作了评述 ( 1989;也见 Elster

and Moene, 1989 ; Putte rman ,1986) ,我在此仅作一些简单评论。

首先 ,埃尔斯特正确地强调了外部条件的重要性 :合作制企业的经营成

效可能依赖于它们所处的环境。无论是在资本主义 ,还是在社会主义中 ,这

①

②

Leijonhufvud (1986)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提出了挑战 ,他认为 ,由于机器比技术更专业

化 ,因此联合资本与雇用劳动力的企业比联合劳动力与租用机器的企业更加有效率。“工人们不能

像资本家联合资本那样地联合他们的劳动力。"他说 ( P .219 ) ,“为了要租用机器 ,他们让由劳工管理

的企业中的工人共同支付租金 ,劳动力将没有所有者 ,专门化的机器也不是供雇佣的。生产者合作

社是一种可能的妥协形式 ,但是 ,从整体上来看 ,那些开始由工人合伙开创的成功企业 ,最终也要拥

有资本而雇佣劳动力 ,即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 ,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会化是工人们的最

好结局。

然而 , Leijonhufvud 的观点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富人们是企业的所有者。对于为什么资本家

应雇佣劳动力的大部分解释依赖于一种道义风险 ,即那些有钱的人之所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 ,是因

为如果他们仅仅把资本借给了直接生产者 , 这些生产者就会从事极为冒险的活动。关于这个题目

的文献很多 ,无法在这里讨论 ,据我所知 ,这方面最好的概括是崔之元 (1990)。

感谢崔之元的评论和他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信息。

他的担心被最近对波兰的调查所证实。在波兰 ,有 72 .2 %的被调查者支持国营企业的私

有化 ,但 52 .3 %的人更愿意在国营企业工作 ( Zycie War szawy , 1990 年 6 月 25 日 , P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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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都是对的。在波兰和苏联 ,由于以中央指令配置资源制度的无效率 ,使

合作制企业获得了惊人的和令人嫉妒的利润 ,利润就像天上掉下的馅饼似

的落到那些被允许追逐它的人的口袋里。① 如果合作制企业的经营成效依

赖于国营企业、公营企业和私人公司的存在 ,那么最优的经济制度可能是一

种混合型的。②

其次 ,埃尔斯特和茅伊内 ( E lster and Moene, 1989: 27 )认为 ,虽然经验

研究一再表明 ,资本主义国家里为数很少的合作制企业 ,享有比较高的劳动

生产率 ,但“理论讨论的结果往往认为合作制企业的影响是消极的”。在我

看来 ,理论分析的结果依赖于以下两点 :一是他们归之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劳

动过程的模式 ,二是他们希望作出关于相互监督的假定。如果人们假定 ,像

鲍尔斯 ( Bowles)和金蒂斯 (Gintis )最近发表的论文中所做的一样 ,资本主义

制度下工人们竭尽全力工作的原因 ,是由于企业的监督 (和失去工作的压

力 ) ;再假定在工人合作制的企业中 ,人们的相互监督是平衡策略 ,从而会得

出如下结论 ,即合作制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为在合作制企业中 ,工人

们至少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一样努力工作 ,而企业节省了监督的开支。③

这曾经是关于生产工具社会化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微观理论。但是这两个假

定几乎都被布拉韦 ( Burawoy , 1979 )破坏了。根据下面观点 : ( 1 )在资本主

义下工人事实上也互相监督。 ( 2)如何组织生产过程主要是一个企业规模

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布拉韦似乎认为 ,实际上资本主义企业

根据与工人小组的谈判结果来确定人们集体工作的任务指标 ,并把工作转

包给工人小组 ,然后由工人小组决定如何完成这些任务指标并实施监督。④

他对美国和匈牙利的比较似乎显示 ,企业规模的大小是组织生产过程的决

定性因素。

关于工人合作制的争论 ,除涉及到劳动生产率外 ,还涉及到对就业、投

①

②

③

④

然而 , Ba u er ( 1989)指出 ,由于担心在政治上引起反应 ,在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系统中 ,私

人企业家们在决定价格和能得到的收入时也不敢唯利是图。他们的担心是对的 ,波兰前经济部部

长以及“第二阶段”经济改革的设计者 Wladyslaw Ba k a(1986 : 130 )警告说 :“利用制度 (即国家 )的无

效率而大发横财的行为将是不能容忍的。”

这个论断并不意味着它的反命题成立。一些混合型的体制可能会很复杂。

这里 ,我不能确定上下文中的“生产率”和“效率”是不是相同的含义。判断效率必须考虑到

工人们从一些劳动 (包括劳动监督 )中得到的是负效应的事实。Bowles 和 Gintis 假设工人们的互相

监督是无代价的。

崔之元曾对我指出 , H olmstro m (1982 )的模型为 Bu rawoy 的观点提供了微观基础。在该模

型中 ,报酬制度使得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共同承担旷工的全部代价。因此 ,就杜绝了旷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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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采纳技术革新的冲动以及风险意识等方面的影响。其中关于对就业影

响的争论最大。早期曾经得出的结论认为 ,合作制导致不完全就业 (它使平

均利润而不是总利润最大化———Ward , 1957) ,但这种观点已经不能得到其

他人的认同了。最近 ,茅伊内 ( Moene, 1989 :87 , 93 )的一篇文章非常具有启

发性 ,因为他不是将合作制企业与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比较 ,而是正确

地将合作制企业与具有强大的工会组织的企业进行比较。他比较的结论如

下 : ( 1)“资本主义企业倾向于拥有固定的工资和变动的就业 ,而合作制企业

倾向于固定的就业和变动的收入”; ( 2)“在劳动力工会化的资本主义企业

中 ,主要问题是投资不足”。一般而言 ,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 ,得出的结论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制度 ,即有关合作企业成员和金融管理的原则。

考虑到合作制企业的种种不确定性 ,埃尔斯特 ( 1989: 110 )根据效率原

则得出下述的结论 :“我们没有理由试验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有许多改革即

使导致小企业中运转不良 ,但在大企业中却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 ,

社会不能仅仅根据可能性就去试验它们。”可是 ,他紧接着又信口开河 ,宣称

他主张试验 ,因为“主张合作制度的其本论证也就是在主张经济正义”。

我刻意回避了正义这个题目 ,这是因为我认为 ,同意养活每一个人比同

意为什么好要容易。一些人根据的是康德的正义原则 (“我可能是穷人中的

一员”)希望根除贫穷 ;而另一些人则仅仅是出于同情。可是 ,传统的社会主

义者认为 ,资本主义不仅不合理而且也不公正 ,与此相反 ,只有社会所有制

才能体现每个人对他 (她 )们全部劳动成果的权利 ,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 ?

首先 ,我们应该注意 ,关于分配的思考曾经是将人们推向某种形式的社

会主义的一股重要的推动力 ,直到现在 ,在许多国家里也还是这样。对资本

主义分配形式下工薪阶级所付出的成本 , 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 萨缪尔森

( Paul Samuelson)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了这样一种方法 , 即要看资本家的消

费在净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 , 净产值都可以被分成以

下几个部分 :工薪阶级的消费、资本家的投资和消费。其中最后一部分是工

薪阶层永远失掉的 ,这就是工薪阶层为生产工具私人所有制所付出的成本。

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 这种成本的区别是巨大的。1985 年 ,在制造

业每一美元的附加价值中 ,资本家的消费所占的比例在奥地利和挪威是 10

美分 ,而英国和美国是接近 40 美分 ,巴西大约是 60 美分 ,阿根廷则高达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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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分。① 因此 ,仅从分配的观点来看 ,奥地利和挪威的工薪阶级几乎没有从

国有化或社会化中得到什么利益。② 由于国有化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所

以对他们来说 ,依靠他们的市场力量和选举的影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在

英国和美国 ,工人们通过迫使投资方缩减利润或者是直接占有生产工具的

手段得到了较多的利益 ,但其结果是他们罢工的次数较多。而巴西和阿根

廷 ,国有化对分配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如果巴西实行社会主义 ,如果收入最

高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差距被限制在五位数

以内 ,那么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就可以增加 10 倍。由此可见 , 在

阿根廷和巴西 ,仅从分配的原因来分析 ,国有化对工薪阶层就很有吸引力。

然而 ,矛盾在于那些在政治上有力量通过立法来实现社会主义某些形

式的工人阶级运动对此没有兴趣 ;而那些通过把生产财富转移到整个公共

领域而获得动力的运动 ,却又没有力量实现这一目标。所以 ,以把生产财富

的公有化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 ,只是那些无力实现它的政治运动的纲领。

最后 ,从分配的角度来看 ,市场社会主义的确有吸引力。即使我们不能

准确地预见它对就业、投资以及劳动生产力的影响 ,从均衡收入分配的角度

来看 ,合作制与市场的结合比资本主义要优越。如果我们把市场社会主义

视作是一种存在劳动力加资本 ( labor-cum-capital )市场的制度 ,即如果合作

制企业的股份持有者自动地具有该企业中工作的权利和义务 ,而同时这种

权利和义务又是可以进行交易和交换的话 ,那么 ,在均衡条件下 ,整个经济

中总体生产能力的回报率是一致的。对与这种均衡条件相联系的收入分配

将比起资本主义就要更加平均 ,因为雇员们从企业中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净

收益。③

现在再来看一下将市场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工业民主制度 ,即生产过程

①

②

③

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仅仅是制造行业的。这些数据是近似值 ,它们是通过从 100 %中减去

劳动力所得的份额和投资部分后得出的 ,其中 ,投资部分所占的比重是由专家估计的 ,专家估计 ,在

挪威和瑞典 ,该比重为 50 % ,阿根廷和巴西则为零。

值得注意的是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来自财产和自主经营企业的收入 ,并不是那些收入最

高的 20 %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在美国 ,大约占 17 .3 % (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

的 35 .9 % ) ,在加拿大是 16 .3 % (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 33 .2 % ) ,在英国是

7 .5 % (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 31 .9 % ) ,在瑞典是 4 .8 % (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

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 27 .1 % ) ,在挪威 (大部分来自自主经营企业 )是 22 .4 % (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

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 30 .3 % )。数据来自 R ainwa ter , Tor rey a nd S meeding ,1989。

然而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 ,可能会得出反对这种制度的结论。如 C amisso ( 1989 )指出 :“多

种形式的财产所有制 ,对于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合理管理都是关键性的。”她还指出 ,将获得剩余收入

的权力与雇工联系在一起 ,会排斥把资金投资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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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民主地进行的观点 ,它似乎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工人所有的企业相互竞

争 ,如果有一种组织生产的方法能使得利润最大化 ,那他们将被迫选择这种

组织方法。如果能使利润最大化的组织方法不只有这一个 ,那么资本家们

选择哪一种方法都无所谓 ,工人们偏好哪一种资本家就会采纳哪一种。因

此 ,工人所有的合作制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将没有什么不同。

此外 ,在市场社会主义下 ,由于资源的利用依赖于回报率 ,这种制度下

的社会也不能实现技术上可行的福利分配 ,而这正是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特

有的不合理性。即使生产工具为工人们共同所有 , 最终收入在合作制企业

之间的分配 ,仍将依赖于各自的初始生产能力 ,企图重新分配收入的努力将

引起产量的下降。①

因此 ,市场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还是有矛盾的。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经

济权的原则 ,并不足以保证生产民主或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也不是民

主在经济领域的彻底贯彻。②

三、社会民主

资本主义能够被改革吗 ? 回答显然是肯定的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

成功地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 ,尽管在这些国家 ,资本主义仍然

受到多方面的批评。③ 但是 ,在一个仍有几十亿人口承受着物质财富匮乏之

苦的世界上 ,根除贫穷是成功的充分标准。即使在美国和苏联 ,也分别有

3000 万和 4000 万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 ,更不用说中国、印度或巴西

了。与这些国家相比 ,瑞典、挪威和法国的物质生活条件确实令人羡慕。

资本主义经济是极为多样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收入分

配和国家提供的物质福利保障等多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别。最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比最贫穷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要高出 20

倍。④ 出生在孟加拉或扎伊尔的人可能比西欧国家的人少活 30 年。在大部

分南美国家 ,制造业工人拿回家的工资不足他所创造价值的 20% ,而荷兰

①

②

③

④

此外 , O’Neill (1989 : 209—210 )指出 ,“市场社会主义的辩护者们并没有回答合作的问题。

尤其是市场经济中的协作问题并不能通过将私有企业转变为工人合作制企业的方式得到解决。企

业内部的合作并不蕴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也不会产生企业间的合作”。

持反对观点的有 Da hl(1985 )、Bowl es 和 Gintis ( 1986)。

对这种观点的批评见 P rzewors ki , 1985。

这里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常规方法计算的国民

生产总值 ,这个数字要高出 7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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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奥地利的工人们则可以拿回差不多 60%。在巴西和秘鲁 ,最富有的 20 %

家庭中的个人收入水平是最贫穷的 20%家庭中个人收入的 30 倍 ;但在一些

西欧国家和日本 ,这种差距不超过 5 倍。最后 ,在印度尼西亚和厄瓜多尔 ,

中央政府在房屋消费、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的开支占不到 2% , 而西班

牙、瑞士、瑞典和西德则占到一半以上。① 因此 ,对许多人来说 ,资本主义意

味着绝对的贫穷 ,而对于另一些人 ,资本主义则创造了富裕。

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些已经根除了贫穷的国家 ,它们都是富裕国家 ,它们

都有比较平等的工薪收入分配制度和发达的福利制度。人们可以见到几种

强有力的方式以及众多的未为可知的好的制度。 ( 1 )仅有的几个没有穷人

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② ( 2 )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分析一再显

示 ,较好的经济成就、收入分配比较平等以及有较广泛的福利服务等现象 ,

都是出现在强大的工会组织同政府社会民主控制相结合的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里 (见 Bruno and Sach s , 1985; Lange and Garret t , 1985 ; Hicks , 1988 )。

(3 )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能够解释经济的发展。③ ( 4 )政治领域的民主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不清楚。 ( 5)那种认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仅仅是因为

他们剥削了其他国家才获得发展的观点 ,看来是缺乏经验根据的。

显然 ,即便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富裕不是剥削南美贫穷国家的结果 ,资

本主义在瑞典已经被成功改革这个事实也并不意味着秘鲁的资本主义就能

够被成功地改革。但是 ,在一些国家 ,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被改革了 ,而且养

活了每一个人。这又是如何可能办到的呢 ?

社会民主的基本前提是 ,生产工具的国有化并不必然克服资本主义的

不合理性 ,也就是说 ,国有化并不是避免因生产工具私有制而必定产生的福

①

②

③

这些资料来自世界银行 1987 年的《发展报告》(磁盘版 )。除家庭收入分配外 , 其余都是

1985 年的数据。

在我们能够得到数据的国家中 ,纳税和转让之前的绝对贫困率 (按照美国的定义 ,并按一定

的购买力平价交换率折算为当地货币 ) , 瑞典是 5 .6 % , 瑞士是 5 .8 % ,加拿大是 7 .4 % ,西德是 8 .

3 % ,英国是 11 .8 % ,美国是 12 .7 % ,澳大利亚是 13 .2 % ( Ra inwat er et al , 1989 )。这个观点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 ,因为还缺乏社会主义国家贫困率的数据。M a t thews ( 1986 )提供的证据表明 , 匈牙利、

波兰、苏联的贫困现象并不少见 ,但我们很难找到东德的数据。

根据我的理解 ,提出一种既能合理地假设技术和工艺的进步 ,又能解释国家之间固有的差

别的理论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至少有一个因素变动的时候 ,常数系数法可以导出一个国家

富裕而其他国家贫穷的结论 ;凹面法可以导出这些国家间的差距将消失的结论 ;特殊资源回报率的

增长与证据不一致。因此 , Lu cas ( 1988 )最终相信 ,增长的回报率来自人力资本中外在的因素。例

如 ,一些人在与其他受过较好教育的合作者一起工作时 ,会变得更有生产效率 ;或者是某些程序由

于与其他有效的程序一起被采用而变得更加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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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损失的必要条件。这个前提既与我们在前面重述过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

分析相矛盾 ,也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相矛盾。① 根据这些观点 ,任何企

图重新分配收入的做法都会引起“两败俱伤”的损失 ,即从生产使用过程中

撤回投入的资源。对工薪收入的征税将引起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而对利润

征税又会导致积蓄和投资的下降。另一方面 ,财产转让将引起闲暇时间的

贬值 ,并导致穷人较少地去工作 , 从而加剧了征税的恶果。然而 ,这种观点

听起来虽有道理 ,但它们却经不起实际经验分析的推敲。至少在现在规定

的税率范围内 ,成年男人的劳动力供给、积蓄与投资的比率 ,对于税收变动

并不十分敏感。②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决定自己的工作时

间 ,而大多数人要么必须全时间工作 ,要么完全没有工作可做。但对我们来

说 ,最重要的是 ,不同的税收和财产转让形式 ,可能给人们在决定如何使用

其生产资源时带来不同的影响。至少从理论的角度 ,对潜在收入和源于利

润的消费征税 ,不影响劳动力供给与投资。③ 而且 ,即使完全中性的税收在

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税收和财产转让政策的不同组合 ,确实能够在不同的

程度上引起两败俱伤的损失 ( Becker , 1976 )。有强大的工会组织而且长期

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 ,不仅在处理劳动者分享社会成果的份额与投资

的矛盾上有较出色的表现 ,而且在处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矛盾上也表现出

了较好的平衡能力。

所以 ,那些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既想要根除贫穷又想要使效率损失

最小的政府 ,并非是束手无策的 :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政府可以鼓励技术革新 ;能够缓和经济的波动 ;能够引导投资 ;能够为劳动

力的流动提供便利条件 ;也能够提供福利服务并维持人们的收入。资本主

义的不合理程度并不是既定不变的。选举出来的政府既有责任为每个人提

供基本的物质福利保障 ,也有办法完成这个使命。

①

②

③

P rzewor sk i( 1990: ch .1)对下述观点进行了展开的阐述。

在近期关于证据的评论中 , Sa und ers and Kla u( 1985 )未能找到关于税收影响税基的明确证

据。他们指出 ,“从现有的这些证据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估计 ,劳动力供给对税收的反应既不猛烈也

不坚定”( p .166 )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中 ,税收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没有明显地表现出

来 ( p .174 ) ;“关于税收负担较重的国家一般具有较弱的储蓄倾向的观点得不到数据的支持”( p .

177 ) ;最后 ,税收对投资的影响无法从总体上估计 ( p .185)。

关于政府能够采取适当的手段控制收入分配而在同时又不减少投资的观点 ,参见 P rzewor -

s ki a nd Wal le rst ein (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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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我们能养活每一个人吗 ?

我们由此得出如下的结论 :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有效的 ,但

社会主义者的替代方案却是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 ,社会民主主义和市场

社会主义两者都为人们提供了合理的次优选择。在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 ,

任何形式的私人产权都是被允许的 ,国家在管理市场和重新分配收入方面

发挥积极的作用 ;而在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 ,大型企业的产权为工人所有或

者是公共所有 ,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两种制度都能

保证市场有效地运作 ,都能产生出合乎人道的福利分配。

我认为 ,在这两种制度中不好选择。如果将所有制理解为具有分享剩

余收益的权力和决定如何配置资源的权力 ,那么 ,所有制对于效率就不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国家适当地组织和管理市场 , 保证企业的经理们———

无论他们是私人企业 ,合作制企业 ,还是公有企业的经理———可以使利润最

大化。如果国家选择适当的征税政策、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并维持收入 ,国

家就能够保证每个人享有最低的福利保障。

诚然 ,保留市场会使社会主义者认为有害的特征也被保留下来。这些

特征在下述的意义上仍然是不合理的 ,即社会为了保障每个人的生存必须

付出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能力的代价。而且 , 它们还将带来相当大的

不平等 ;事实上 ,保证效率的条件就是拥有较多生产要素的人得到较高的回

报。由于国家干预下的市场甚至是次优的选择 ,所以目前对中央计划幻想

的破灭可能不妨碍我们继续寻求更好的替代方案 , 即一种在不损害效率的

同时 ,又能使经济按照公民们通过民主程序表达的集体偏好运行的制度。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养活每一个人呢 ? 这个问题有两层含义。第一 ,

使养活每一个人成为可能 ,需要假定哪些条件 ? 第二 , 这些条件能够实现

吗 ? 为了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依次研究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乌托邦式蓝图、它们的可行性以及它们历史上的具体体现。通过这些寻求 ,

我们发现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 ,我们的答案要么没有提供充分条件 ,要么所

提供的条件又是不可行的 ,它们均被排除在外。于是 ,还有研究余地的问题

是 ,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下 ,尽管市场存在不合理性 , 我们是否能养活每

一个人呢 ?

养活每一个人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极大的富裕”( st rong abundance) ,也

就是说 ,生产力达到了充分发展的水平 ,即使在为满足全体需要而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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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时引起产出下降的情况下 ,也有能力保证普遍的生存。① 我假定 ,在一

个世界市场经济中 ,关于使用生产资源的大部分决策是由私人作出并由收

益率来决定的 ,这就意味着这些生产资源的所有者 ,无论是个人、合作制的、

还是公共的组织 ,当由于过高的工资代价或是由于税收造成收益减少时 ,他

们有权力从生产过程中撤出自己投入的资源。因此 ,与我们论题相关的生

产力概念 ,并不能通过在没有任何收入再分配时所达到的产量得到解释。

这个产量可能足够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 ,但是如果这些需要应该被满足 ,

那么生产就达不到这个产量 ,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为了生产足

够保证普遍生存的物资 ,我们可能需要更高的生产力。

然而 ,这种极大的富裕已经出现了吗 ?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根据以下三

条 :第一 ,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的代价 ;第二 ,目前具有的生产技术和组织

能力 ;第三 ,如果收益因收入再分配而减少 ,那么 ,生产力的不完全利用会到

达什么程度 ? 这已经涉及到了太多的技术问题 ,老实说 ,我也不知道答案是

什么。但是 ,我想我们距离这个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时代已经不太远了。

由此可见 ,即使是市场经济仍然保留了不合理性和不公平 ,在极大富裕

的条件下 ,受公众委托的政府仍然有能力根除贫穷 ,让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

都能够得到满足 ,同时也能够选择适当的政策使两败俱伤的损失达到最小。

因此 ,人们所需要的只是国家组织有效率的市场 ,向那些交得起税的人征

税 ,并利用这些税收来保证每个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然而 ,不知为什么 , 世

界上几乎还没有哪个国家成功地完成这个简单的任务。

① 这个回答与 Va n d er Veen a nd Va n Parijs( 1986 )的观点相近。事实上 ,下面的观点是建立

在我早些时候对他们提出的观点的批评基础上的 Przewor sk i(1986 ) ,尽管那时我认为养活每一个人

所必要的富裕水平勿需太高。事实上 ,如果所有的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 ,我们所需要的就会超过满

足每个人基本需要的发展水平 ,即超过低水平的富裕 ,从而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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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导   论

近年来在全球诸多国家兴起的经济改革 ,其目标就是要组织一种能够

合理地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 ,同时也使得国家拥有财政支付能力。为了使

资源配置合理化 ,作为市场化取向的这些改革 ,都需要组织新的市场、开放

价格、减少垄断、降低贸易保护。为了使国家具有财政支付能力 ,必然要减

少政府开支 ,增加税收 ,有时甚至还得卖掉一些公共财产。

这些经济改革必然会引起社会消费总量的暂时下降 ,注定要付出社会

代价和承担政治风险。所以从长期的观点看 ,经济改革的任务也许能够完

成像波兰前经济部长所宣称的那样 :激发和创造一个真正的市场 ,满足社会

公正的要求 ( Baka, 1986: 46 )。然而 ,这些改革同时也会伤害一些较大的社

会群体 ,激起一些重要政治势力的反对。如果真的如此 ,要么民主政治就可

能遭致破坏 ,要么这些改革就可能被放弃 ,甚至会两者同时出现。

虽然发动经济改革的政府不愿意承认这些现实 ,暂时的经济恶化也是难

以避免的。开放价格后必然爆发通货膨胀 ,竞争加剧必然会增加失业、导致资

本闲置。在整个经济结构转型期间 ,资源配置效率必然会暂时下降。经济体

制的结构转型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这种转变就能够完成吗 ?① 民主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关

系问题涉及到转型的效果。其原因在于 :即使改革后的经济体制呈现一种更

有效率的新稳定状态 ,即使它比起现状而言是帕累托最优 ,即在新体制下没有

① 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在专制政治的条件下实际上是不能完成这种转变

的。R emmer (1986 )提出的证据是很有说服力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 Standby Agree-

ments )的成功率虽然不够高 ,但在 1954 到 1984 年间的拉美 ,它在民主国家比在专制国家稍高一些。

Haggard (1986)观察了 30 个长期贷款项目后发现 ,由于民主国家 (除了印度的特殊情况外 )的违约行

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断过或取消了贷款 ,不过在他观察的温和专制国家中 ,成功率也没有什么两

样。Stallings and Kaufman ( 1989)在他们对九个拉美国家的分析中发现 ,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与那

些专制国家在稳定经济方面的成绩旗鼓相当 ,但只有后者在稳定经济之外 ,还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

了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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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过得比以前更坏 ,而同时有一些人过得比以前好 ,但只要转型过程中物

质生活条件出现暂时恶化 ,就足以破坏民主政治或经济改革过程。

让我们看一下图 4 .1 ,纵轴表示一个人预期享受的福利 (消费量 ) ,横轴

表示时间 ,在当前消费状况 S左右两边的时间度量值是相等的。过 S 点的

下降曲线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的福利变化 ,而两个峰值代表经济体制稳

定时的福利水平。假定右方的峰值比左方的峰值高 ,但是现状位于左侧的

斜坡上。这时 ,向右移动引起生活暂时的恶化 ,这种恶化贯穿整个过渡时

期。我们在爬上较高的峰值之前必须穿过“转型之谷”( valley of transi-

tion )。①

图  4 .1

南方和东方的许多国家都在新生的民主政治制度下进行着经济的结构

性转型。在此种情况下可能有四种结局 :

(1 ) 经济改革可能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推进 ;

(2 ) 经济改革可能由一个专制政府强制推进 ;

(3 ) 经济改革被放弃但民主幸存下来 ;

(4 ) 经济改革和民主政治都遭到了破坏。

在智利和墨西哥 ,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由权威主义政府发起的 ,而在

苏联 ,一些经济学家制定了一个“从极权主义起 ,经由权威主义”向市场经济

① 实际上 ,许多国家的改革是对长期经济危机的反应。20 世纪 80 年代 ,大部分拉美国家和

一些东欧国家的人均收入都出现了下降。因此 ,现状左方的消费曲线可能是下降的 ;停留在当前的

体制下 ,就意味着消费还要继续恶化下去 ,也没有在将来发生变化的希望。但是要避免继续恶化就

必须忍受过渡时期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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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的纲领 ( Migranyan , 1988 )。这样 ,在各种不满能够通过投票得到政治

表达的民主条件下 ,甚至是最有希望的经济改革策略也可能被放弃。政治

家关心选民对自己的支持 ,就要改变那种会使他们在选举中败北的政策 ,否

则就会输给那些与结构性转变的政治性后果更协调的竞选者。所以 ,在某

些情况下 ,带有浓厚的平民主义 ( populist )和民族主义 ( nationalis tic)色彩的

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 ,能被动员起来反对民主和改革。

那么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 ,经济结构的转变是能够持续下去还是两者必

须有一个被牺牲掉呢 ? 这是一个具有三重含义的问题 :

(1 ) 这种结构性转变的经济代价是什么 ?

(2 ) 在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下人民最可能忍受这种代价 ?

(3 ) 这种结构性转变对于民主制度有什么样的影响 ?

这几个问题分别地构成了下面三节讨论的问题。

我们将以拉丁美洲的经济为根据 ,来分析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

变。由于我们一方面只能依靠经济理论提供给我们的知识 ,另一方面只能

利用我们目前所具有的贫乏的历史经验来作自己的分析 ,而这两方面的资

料又都不是很有用的 :我们没有关于结构性转变的理论 ,而经验的资料又很

少 ,所以这种分析充其量只是推测性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投身于未

知世界、具有风险性的历史性试验。它源自于绝望 ,受希望而不是受合理的

利益所驱动。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过渡性代价

这一节的目的是依靠拉丁美洲的经验 ,分析东欧国家改革的经济代价。

首先我们比较这两大洲新型民主政府所面临的各种条件 ,随后在余下的两

节分别地研究改革的累积代价和分配代价。

条件和策略

研究指令性经济的专家们一般认为 ,东欧国家改革中出现的困难比起

那些不发达国家 ,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面临的困难要更为沉重。布鲁斯特

( Bru szt , 1989: 716)详细阐述过这种代表性观点 :“人们常常把东欧现在的

变化与在南美和南欧曾经发生的民主化过程相比较。尽管说两者有着明显

的相似点 ,但是东欧变化中有一个根本不同于后二者的地方⋯⋯那就是 ,在

这些国家 ,向政治民主的转变过程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政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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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和经济变革的问题是不能相互分离的。经济上不断增加的压力将对政治

转变的过程形成越来越直接的威胁。”

我不认同这种观点 ,因为我认为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变革是激进的 ,尽

管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同 ,但无疑是激进的。在拉丁美洲 ,向民主政治的转

变也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努力 ,经济上的压力同样形成了对民主

政治的威胁。波兰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写着“梅内姆 ( Menem )喜欢巴赛罗维

茨 ( Balcerowicz)”,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①

只要看一下向民主政治转变过程中的宏观经济指数 ,我们就可以得出

以下结论 :拉美国家的形势一点也不比东欧国家轻松。即使在拉美加上玻

利维亚和秘鲁两国 ,在东欧则加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那么这幅图景也不

会改变。除了智利 ,拉美各国的民主政府都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上任的。

在东欧 ,除了捷克斯洛伐克 , 其余国家也大抵如此。但是 ,至少如宏观经济

指数所显示的 ,拉丁美洲的形势要更加严峻一些 (表 4 .1)。

也许有人会持相反的看法 ,说这些指标不能说明各自经济的真实状况。

东欧的经济状况实际上也许要更糟一些 ,但他们的危机还没有显现出来。

或者 ,是由于在出现新增长之前他们有更长的路要走。也就是说 ,虽然他们

现在的危机没有拉丁美洲国家那么严重 ,但他们的经济结构更加难以转变 ,

所以他们的状况更为糟糕。在拉丁美洲 ,增长的危机是与国际劳动分工的

变化同时发生 ,并可归因于后者 ;而在东欧 ,危机则是经济制度引起的结构

性现象。可见 ,拉丁美洲的改革顶多只是一种“结构调整”( str uctural ad-

ju stment ) ,而在东欧 ,他们需要从一种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经济制度转型 , 是

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

让我们来看一看表 4 .1 的背后 ,我们究竟能够看到什么。② 拉美国家和

东欧国家都有下述现象 :

(1 ) 国家受到来自大企业的压力 ;

(2 ) 高度的垄断和保护主义 ;

①

②

见华沙 1989 年 12 月 13 日的 Gaze t a, p .6。梅内姆 ( Carlos Me nem )是在 1989 年大选中上

台的阿根廷总统。巴赛维茨 ( Leszek Balcerowicz)是波兰 ( M azowiec ki)政府的经济沙皇。

东欧人总能找到可怕的事物支持他们的看法。但是不妨看看这一段 :“关于下述的这些国

家 ,每个人都有可怕的故事 :在这些国家 ,经补贴的汽油比饮用水还便宜 ,经补贴的面包价格低得被

用来喂猪 ,打电话仅花一分钱左右 ,因为某个人忘了 (或是不敢 )提价以与通货膨胀保持一致 ,政府

向有势力的地主发放有补贴的‘农业贷款’,以求得他们的支持 ,但这些地主一得到贷款马上就用来

购买政府债券。”( Williamson , 1990: 11 )在上述例子中 ,只有最后一个例子告诉我们 ,这些故事发生

在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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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过度膨胀的官僚机构 ;

(4 ) 软弱无力的征税体制 ;

(5 ) 零散而不健全的收入维持和福利分配制度。

但是 ,在这两组国家之间 ,也有一些系统的不同方面 :

(1 ) 在中央集权配置物质资源和管理价格的体制方面 ,东欧比资本主

义国家更为盛行 ;

(2 ) 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上 ,拉丁美洲国家是东欧国家不可比拟

的。

在我看来 ,在东欧和大多数拉美国家 ,国家作为一种组织而言都是软弱

的 :它们抵抗不住来自大企业的补贴要求和寻求保护的双重压力 ,同时又不

能从这些企业 (或它们的私人企业主 )征收税金 ,不能使它们服从条例和法

规。

那种只要国家一声令下各个企业都得服从的“极权主义”( totalita rian )

国家形象 ,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遗迹。尽管在细节上有些

分歧 ,人们普遍认为 ,中央指令的经济制度实际上并不是计划经济 ,而是一

种讨价还价的经济 :中央政府与它的分支机构之间 ,它们与企业之间 ,以及

那些企图逃避政府控制的企业相互之间 ,都在进行着讨价还价。由于各种

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 ,政府在制定政策和贯彻政策两方面 ,都易受到大企业

的压力。因此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 匈牙利或波兰与阿根廷或巴西之间 , 并

没有什么不同 ,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制定和贯彻经济政策方面 ,都要照顾大企

业———公有的和私有的大企业———的要求。其结果则是 ,这些国家的政府

都不得不补贴和保护大企业 ,而且这些大企业常常是那些具有高度垄断性

的大企业。①

说到垄断的程度 ,可能东欧要比拉丁美洲国家高得多 ,因为在东欧国

家 ,工厂倾向于大规模的形式 ,商品零售网络为国家或名义上的合作社所垄

断。② 虽然保护的程度较难评估 ,但是我推断二者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在拉

①

②

巴赛维茨在他的最近一篇文章 ( 1989: 46 )中指出 :“企业是财政分配的主要受益者这一点 ,

把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区别开来。”他不知道 ,在美国 ,对企业的补贴 ,包括税款的开支 ,其数量

大于联邦政府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在波兰 ,中央政府开支的 30 %被用于补贴 ,但是这些补贴

的大部分都用在消费品的价格上。我不知道用于企业的补贴是多少。拉美国家也补贴国有企业 ,

为之提供资金和减少出口税 ,同时补贴也用于支持农产品价格。

Korrn ai( 1986: 1699 )报告说 , 1975 年在匈牙利 , 3 个最大的生产企业提供了全部 637 种工

业产品中的 508 种产品产量的三分之二。销售网也被高度垄断 : 华沙的所有食品都由两个企业来

分配。我还获悉 ,如果美国的反垄断法在巴西实施的话 ,它的 30 家最大的企业团体将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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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美洲国家 ,民主政府刚刚上台时 ,名义上的关税是很高的 ,但是 ,由于他们

主要靠特许来限制进口 ,那些得到特别允许进口的物品 ,实际上只收取很低

的关税 (见 Cardoso和 Dantas 1990 对巴西的研究 )。在这一方面 ,东欧的情

况也差不多。

庞大的公共官僚机构与软弱无力的征税体制相结合 ,引起了政府的财

政赤字。在一些拉美国家 ,当国家财政破产时 ,政府维持其存在的惟一办法

就是向那些未来的纳税人借钱。在这种条件下 ,除了在边境能收到一点税

之外 ,在其他地方则几乎完全收不到税 ;多年来 ,玻利维亚所能征到的税赋

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 ,在秘鲁是 2 %。① 除了智利 ,所有拉美国家的民主

政府都不仅继承了巨大的内债和外债 ,而且继承了一种产生巨大且不断增

加的赤字的收支体制。东欧的情况就没有这么严重 ,虽然在 1988 年波兰也

出现了 4%的财政赤字。因此 ,在引进有效的税收体制之前 ,这种情况恐怕

还要恶化。

最后还需要评论一下社会服务状况。在这一方面东欧的形势似乎要好

得多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 ,重要的是要看到 ,即使东欧 20 世

纪 60 年代的福利服务水平相对地高一些 ,可是在这种命令性经济中并没有

一个社会福利制度。福利服务是以与其他东西一样的方法来分配的 :计划

者分配钢铁、设备、肉类、医护、学区以及退休金。随着中央计划的终止 , 这

套制度也瓦解了。东欧社会还未达到大量人口完全处在社会服务网络之外

的地步 ,但他们必须从零开始重建这种社会服务网络。

东欧与拉美之间的一个核心区别 ,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价格管理的方式

———后者并不太明显。注意这不是一个公营部门规模大小的问题 : 1987 年波

兰的公营成分占 55 .2% ,可能并不比巴西或墨西哥高多少。② 价格管理在东

欧更加盛行 ,只有匈牙利是个例外 ,因为匈牙利 1968 年后的改革使得大部分

商品的价格从中央控制变成了自由定价。确实 ,在共产主义体制下 ,价格开放

①

②

1985 年阿根廷的政府收入中 ,所得税只占 3 .1 % ,关税占 13 .3 % (世界银行报告 ) ;在纳税

人———包括实际的纳税人和名义纳税人———名册中 ,据说有 30 , 000 个纳税人的名字 ;比较一下 100

家最大企业的名单 ,和 100 个最大纳税人的名单 ,会发现这两组 100 之中 ,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 Lop-

ez , 1990)。

在波兰 ,由于大部分土地归私人所有 ,所以公有成分小于其他东欧国家。在拉美 ,工业中国有

企业的产量占工业总产量的 40 % ,在东欧则达到 80～90 %。1980 年左右 ,巴西有 530 家国有企业 ,墨

西哥有 1 , 155 家国有企业 ( Schneider , 1990) ,波兰则有大约 8 ,000 家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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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阻碍改革进行的绊脚石①。但是 ,价格管理———包括食品和粮食、日用品、

许多其他商品 ,特别是汽油———在拉美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②

另一个核心的区别是收入的不平等。如表4 .2所显示的 ,以东欧和远

表 4-2  若干国家的收入分配

国家

收入最富裕的五分之一对

最贫穷的五分之一的比率
时期   来源   比率

制造业中净值的劳动者

所得比重
时期   来源   比重

阿根廷 1970 _WB 11 -.4 1985 GWB 19

巴西 1983 _WB 26 -.1 1985 GWB 19

墨西哥 1977 _WB 19 -.9 1985 GWB 25

秘鲁 1972 _WB 32 -.1 1985 GWB 15

匈牙利 1987 _WB 3 -.0 1985 GWB 32

波兰 1987 _WB 3 -.6 1984 GWB 24

苏联 1972 _B 4 -.4a 1988 GA 37b

南斯拉夫 1978 _WB 5 -.9 1985 GWB 29

韩国 1976 _WB 7 -.9 1985 GWB 27

日本 1979 _WB 4 -.3 1985 GWB 35

土耳其 1973 _WB 16 -.1 1985 GWB 23

葡萄牙 1973 _WB 9 -.4 1985 GWB 44

西班牙 1980 _WB 5 -.8 1985 GWB 41

比利时 1978 _WB 4 -.6 1985 GWB 50

法国 1975 _WB 7 -.7

意大利 1977 _WB 7 -.1 1984 GWB 38

瑞典 1981 _WB 5 -.6 1985 GWB 35

西德 1978 _WB 5 -.0 1985 GWB 47

美国 1980 _WB 7 -.5 1985 GWB 40

注 : a 按城市家庭的税后收入计。
b 毛值中劳动者所得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 : WB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 1987 ) ; B , Bergson ( 1984 ) ; A ,按 Nic olai Sc hmelyev ,转引自

《纽约时报》, 1989 年 10 月 17 日。

①

②

尽管经过了一次分两个阶级的改革 ,在波兰 ,生产工具由政府确定价格的份额从 1982 年的

20 % (占总销售量 )增加到 1987年的 29 % ;生活消费资料中这种管制价格的份额 ,从 1982 年的 35 %增

加到 1987 年的 45 % ;而且那些不为政府直接确定的价格也受到了更多的管理 (Balcerowicz , 1989: 45 )。

在 1985 年 ,对于 9 种生活基本必需品 ,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政府全部

实行价格控制 ,墨西哥政府控制 6 种 ,智利政府是一种也不控制。对于 5 种基本工业产品 ,阿根廷、巴

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政府全部实行价格控制 ,委内瑞拉控制 3 种 ,智利全不控制。除了委内瑞

拉之外 ,所有这些国家都对最高利率进行了限制 (根据 Balassa 等人 , 1986 :图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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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为一端 ,拉丁美洲和土耳其为另一端 ,它们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

这就是在向民主政治转型过程中拉美和东欧经济的潜在结构。为使经

济具有竞争力 ,为使国家有财政实力 ,为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一些物质福利

保障 ,东欧国家要走的路还很长吗 ? 东欧面临的转型比拉美面临的转型更

为激烈吗 ? 如果上述简短调查是准确的话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肯定不是显

而易见的 ;他们要走的路可能不相同 ,但这条路对两个洲的国家而言都是漫

长的。

研究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方法 ,这就是看看应该做什么。现在 ,让我们

讨论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各种改革。

审视改革的一种方法是利用国际金融体制传统的方法① ,以稳定性、结

构性调整和私有化方式来判定。稳定由旨在降低通货膨胀、减少贸易逆差、

缩减政府赤字等短期措施构成。结构调整是一系列经过精心设计的措施 ,

目标是提高经济所具有的竞争性。这个概念的内涵最复杂 ,包括了贸易自

由化、开放价格和税制改革等一系列的措施。私有化不言自明 ,所以毋庸赘

述。按照这种分类法 ,拉丁美洲国家除了智利外 ,均与波兰一样 ,在转型过

程中都迫切需要稳定经济 ,因为其他的东欧国家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如

果有买方的话 ,东欧国家有更多的东西可供私有化。而无论是拉美还是东

欧 ,留下来的公营部门都必须重新组织。

审视改革的另一种方法是威廉姆森 ( Williamson , 1990 )提出的 ,他依据

九项措施的实施情况说明几个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过程 :

(1 ) 整顿财政纪律 ;

(2 ) 转变政府开支的重心 ;

(3 ) 税制改革 ;

(4 ) 金融自由化 ;

(5 ) 具有竞争性的汇率 ;

(6 ) 贸易自由化 ;

(7 ) 外国直接投资 ;

(8 ) 私有化 ;

(9 ) 开放价格。

① 我这里之所以说“传统的”,是因为近来世界银行开始更加注意收入的分配、税收和贫困。

见世界银行 1989 年《发展报告》( Development R 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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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各国的新民主政府都面临这些改革的任务 ,而且许多国家已经进

行了改革。东欧国家也面临这些改革。但是 ,东欧国家是否还必须采取其

他使它们的改革更加激进的措施呢 ?

一些东欧国家已经在实施 ,或已经宣布要进行的 ,或是预期要进行的改

革是这样进行的 :

1 . 通过 (a )使企业自负盈亏 , ( b )为资本生产确定适当的价格 , 使投资

过程合理化 ,这在实际上是降低保护。

2 . 通过 (a )开放大部分商品的价格 , ( b )取消或减少价格补贴 , 平衡消

费品市场。

3 . 通过 (a )允许破产和失业 , ( b )组建金融市场 , ( c )组建劳动力市场和

人力培训计划 , ( d)采取反垄断措施 ,包括反对国家垄断的措施 ,建立起淘汰

效率不高的企业和效率不高的程序的机制。

4 . 通过 ( a)减少开支 , ( b )增加税收 , ( c )卖掉国营企业 , 减少预算赤

字。

5 . 重建社会福利和维持收入的网络 ,包括失业保险制度。

把这个清单与威廉姆森列举的拉美国家改革措施相比较 ,可以提出四

个问题 : ( 1)在指令性经济中 ,由于开放价格而导致的通货膨胀 ,究竟是这种

体制独有的一种过渡性现象 ,还是如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一样 ,具有惯性的

特征 ? (2 )随着金融和劳动力的建立 ,资本和劳动被重新配置 , 失业是否将

成为一种可得以解决的过渡性现象 ? (3 )经过简短的学习阶段之后 ,私人企

业家的影响能够取代国家的作用吗 ? ( 4 )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过渡性

的 ,还是将会导致不平等的永久性持续增加 ? 下面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些问

题。

总体性影响

在审视改革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的影响分为两类。有一些影响是

持久性的 ,它是转型过程完成之后的体制处于稳定状态所呈现出来的特

征。另一些影响则是过渡性的 ,它仅仅存在于转型过程之中。有些影响 ,

尤其是与效率有关 ,是总体性的 ,而另一些则属于分配性的。把这些不同

的情况组合起来 ,可产生出四类可能的后果 : ( 1 )持久的、总体性的、被认

为是积极的后果。之所以要进行改革 , 是因为现行的经济结构是无效率

的 ,或者有其他令人不满意的缺陷 ,而通过经济体制转型 , 可以消除这些

缺陷。 ( 2 )有些持久性的后果是分配性的。那些在旧体制下利益受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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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团体 ,在改革后的体制境况下 ,可能其利益或绝对地或相对地受到损

害。 ( 3 )改革过程导致暂时的通货膨胀、失业和资源配置无效率。由此产

生了暂时性的总体性代价。最后 , ( 4)改革过程可能会产生暂时性的分配

后果 :相对收入变动甚大。

过渡性的总体性代价 ,可能包括通货膨胀、失业、资本闲置、暂时性的资

源配置失误。我将在讨论“猛药”( a bit ter pill )策略时分析这种代价。在实

施猛药策略时 ,各种措施一步到位。这种策略以承认过渡性代价十分重大

为基础 ,它的核心假定是 ,改革越深入 ,它的过渡性后果越短暂。如果痛苦

的治疗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人们愿意接受这种治疗。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个极复杂的问题。其核心问题是 :有无可能经

历过渡性通货膨胀后不产生相应的惯性 ?

我们先来观察伴随价格开放———一步到位地从管制价格转向市场价格

———必然出现的通货膨胀现象。虽然我用波兰的资料作为例证 ,但其中的

逻辑对于任何开放价格的情况都是适用的。

让我们设想这么一种经济 ,各种价格都由官方统一确定 ,在这种价格水

平上的需求大于供给。这是现状。① 假定在波兰 , 1989 年 12 月 31 日 ,相对

于居民手中每 1000 兹罗提的货币 ,商店里只有价值 333 兹罗提的商品和可

提供的服务。在这种制度下 ,钱并不是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充分条件 ,还得要

去排队或者是私下交易。注意 ,在这里 , 排长队是重要的福利代价 :一公斤

橘子要花 222 兹罗提和一小时的排队时间 ,一公斤的肉要花 111 兹罗提和

两小时的排队时间。②

现在假定 ,元月一日所有的价格都开放了。③ 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没有

存款 ,货币供应也没有发生变化 ;居民名义上的收入保持不变 ;产量也没变。

一段短暂的时期以后 ,所有的价格都调整到了能反映偏好和缺乏程度的状

况 ,出现了纯粹市场。现在的橘子是 333 兹罗提一公斤 ,肉是 667 兹罗提一

公斤 ;没有过剩的需求。到了下一个月 ,商品的供给和货币的供给都保持原

①

②

③

为什么在管制价格和集中控制工资的体制下 ,还会出现这种不均衡 ,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

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商店还有东西可卖 ,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商店里几乎没什么商

品但不是完全没有。我想可能有这几个原因 : ( 1 )一些产品完全没有用处———即使不要钱也没人

要 ; (2 )预算约束———在现在有的收入分配状况下 ,人们所以把钱留着等待 ,是为了想要的商品有供

应时有钱可用 (用一般的话说 ,等着“进货”) ; ( 3 )排队等待的交易代价 ; ( 4 )由于害怕风险而存些钱。

而有的东西 (比如说 ,生活设施 )被用行政手段调整 ,使其价格反映它们真实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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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规模 ,市场也还是纯粹市场 , 价格保持在它们的新水平上。至此 ,开放

价格的工作就完成了。

价格上涨三倍 ;以前值 333 兹罗提的东西现在要 1000 兹罗提才能买

到。因此在一个月出现了 300%的通货膨胀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过渡性的

结果。一旦完成了开放价格的工作 ,价格就保持稳定了。此外 ,从总量上来

看 ,居民的福利增长了。多余的 666 兹罗提货币供应是无用的 ;改革之前 ,

每个人用三张彩票兑一份奖 ,而现在每个人肯定有一份奖。但是由于人们

节省了在排队上所花费的时间———每个家庭每天累计要花去几个小时———

因此 ,交易成本降低了。另外 ,新价格也很合理 ,橘子和肉的价格比率反映

了人们的口味差别和物品相对的稀缺。① 不过 ,为了后面的讨论 ,请注意其

分配性影响 ;那些收入较低而时间相对不值钱的人 ,特别是退休的人 ,实际

上可能减少了消费 ,而那些收入较多、时间较少的人则增加了消费。

此外 ,还应注意价格补贴的作用。在旧体制下 , 许多价格是得到补贴

的 ;国家付给生产者的价格比零售给消费者的价格要高。② 假定现在完全取

消补贴。那么名义上的收入下降 ,需求也下降了 ;最初多出的那一部分收入

花光之后 ,价格也就下降了。

可见 ,通货膨胀仅仅是过渡性质的 ;它出现之后过一段时间就会停止。

然而 ,在这个阶段 ,通过把这种通货膨胀与拉丁美洲国家盛行的那种通货膨

胀相提并论 ,称这种现象为需求性通货膨胀 ,容易使人误入歧途。需求性通

货膨胀这个概念意味着它所指的现象有持久的原因 ,而事实是否如此 ,尚有

待确定。

什么因素可能使这种价格转轨过程归于失败呢 ? 如果不产生惯性 , 如

果不产生继续推动价格上涨的机制 ,价格改革就是成功的。对价格改革能

够产生影响的有四种因素 :

(1 ) 工资的压力 ;

(2 ) 垄断 ;

(3 ) 政府财政赤字 ;

(4 ) 竞争对供给的影响。

工资压力的问题也许是一个最复杂的问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取决

①

②

把开放管制后出现的市场价格与以前流行的管制价格进行比较将是极其有趣的。我很想

知道这种相对价格是多么不合理。

1989 年波兰的补贴占国家预算的 31 % ,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 ,在苏联 ,仅是对肉类

的补贴就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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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定的政治条件 ,我把这个问题留待下一节去讨论。

垄断对改革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在拉丁美洲 , 垄断是推动通货膨胀的

两个主要原因之一。在拉美国家 ,保护和集中的程度都是非常高的 ;而我们

已经看到 ,东欧经济的垄断性更强。因此 ,价格改革必须有激进的反垄断措

施的配合。① 不过 ,应该注意的是 ,在拉美国家 , 反垄断的措施都很软弱无

力 ,而且都不成功。众所周知 ,拉美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反对扩大外国竞

争 ,可是 ,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垄断企业恰恰都是多国公司 ,这显然是自相矛

盾的。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上所作的脆弱尝试 ,往往使经济的垄断结构永

久化。以减少保护的方式来反对垄断有引起大量失业的危险 ,而通过立法

手段与垄断作斗争又常常是无效的 ,因为垄断能在不与法律发生明显冲突

的情况下永久存在。因此 ,这种从改革前的体制继承来的垄断型经济结构 ,

很可能继续推动价格上涨。

在我看来 ,政府赤字是更大的威胁。在拉美 ,政府赤字在推动通货膨胀

中也发挥决定性作用。阿根廷的例子非常极端 ,但正因为如此 ,可以把它作

为一种值得引起人们警惕的例证。在阿根廷 ,几年来国家一直在濒临破产

的边缘上徘徊。它只有靠继续借钱来勉强度日 ,而能找到债主的惟一办法

就是付越来越高的利息。它每过几个月就宣布要采取激烈措施来终止这种

恶性循环 ,但它始终未能采取治本的行动。国家破产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没

有能力收税 ;相反 ,它向那些本来该纳税的人借债。于是 ,如罗伯茨 ( Lopez,

1990 )所指出的 ,在阿根廷 ,借钱给国家是最赚钱的经济行为。

那些尚未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国家 ,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吗 ? 我觉得答

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政府在采取猛药策略时能做的财务预测 , 充

其量也只是猜测。政府既不能预测它的法定收入 , 也无法预见它的法定开

支。政府的收入———税收、非税收的一些收费、政府活动的收入———依赖于

需求的水平和征税机构的效能。但在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 ,至少需求水

平是无法预知的。开支———主要是维持人们收入的开支———依赖于改革对

收入水平及其分配的影响。在通货膨胀高达百分之几百 ,企业承受不住竞

争的压力而纷纷倒闭的时候 ,开支同样是无法预知的。试看这个例子 :波兰

政府会允许给失业者发给相当于原工资 70%的补贴 ,但是 ,关于改革开始

① 引进这些措施并不简单。在波兰 ,最有力的维护自己利益的压力团体是零售贸易“合作社”

联盟。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使得这种合作社联盟成为非法 ,但是他们很快地变成了私人公司 ,并继

续他们以前的功能。另一方面 ,竞争确实吞食掉一些垄断租金 ; 生产者直接向消费者出售产品 ,并

且经常是在商品门前的大街上出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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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的失业人数 ,有各种估计方式 , 其变化幅度是 30 万到 40 万 ,上下

相差 13 倍。实际上 ,没有人知道将会有多少的政府开支。这也意味着没有

人知道政府能收到多少税款。于是 ,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政府发现 , 为

了履行它的法定义务 ,它必须让赤字超过原定指标 ,其结果是它必须提高利

率和印发钞票。①

于是 ,外国援助变得至关重要了。稳定基金可以抵消赤字的惯性影响。

但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它的数量是否充足。如果出现赤字而稳定基金数量又

不足 ,阻挡通货膨胀惯性的惟一方法就是减少开支。至于这个方法是否具

有政治上的可行性 ,我们放到后面去讨论。

现在假定为了引起竞争实行开放价格、降低保护。这时许多企业会破

产 ,一些经营活动停止。供给和需求都出现暂时的下降。这又会对价格产

生什么影响呢 ? 一般说来 ,这是不能加以确定的 ,因为它取决于这种经济的

特殊结构和它的国际竞争力。如果供给的下降速度比需求的下降速度快 ,

就可能出现惯性机制。

总之 ,在实施这种一步到位的开放价格策略时 ,关键的问题是能否避免

通货膨胀的惯性机制。这种惯性机制可能由工资压力、垄断价格、政府赤字

和供给迟滞所构成。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反通货

膨胀的措施有政治上的困难———政府受到大企业的压力。这些措施也有社

会代价———它们可能要求减少保护 ,引起失业。而政府赤字则难以避免 ,因

为缩减开支常常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一般来说 ,如赫希曼 ( H irsch man )早

就指出的 ,通货膨胀是一种政治现象。国家能否使通货膨胀保持在一个适

当的稳定水平上 ,主要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是否愿意自始至终地忍耐为改

革付出的社会代价。

如果惯性机制发挥作用 ,政府可能回过头来采取反通货膨胀的“休克疗

法”( shock s) :冻结物价、工资或利润。实行这种措施的过程是复杂的 :无论

是奥地利学派的计划还是它的后继者克鲁列多计划 ( Plano Cruzado )的方

案 ,抑或是后来的 pacotes ,其实施过程都没有超过几个月的时间 ,那被抑制

住的压力每次都以报复性的形式爆发出来。这种措施被认为是为体制改革

购买时间 ,但是在阿根廷和巴西 ,实施这种措施时并没有进行体制改革。可

是在墨西哥和玻利维亚 ,包括在以色列 , 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 ,反通货膨胀

① 确实 ,波兰的 Mazowiecki 政府曾信誓旦旦地宣称它决心平衡预算 ,但实施该纲领 6 个月

后 ,在政治压力面前 ,该政府决定以容忍赤字的存在为代价 ,增加社会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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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休克疗法就很有效。在采取猛药策略的情况下 ,休克疗法可能是必要的 ,

但它的政治代价高昂 :由于猛药策略是尽快地从管制价格的体制转变为市

场价格体制 ,冻结标志着改革的搁置。另外 ,把价格和工资冻结在它们当时

碰巧达到的水平上 ,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并重新引发政治交易。因此 ,

从经济的观点来看 ,冻结不过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缓解办法。从政治上来

看 ,它可能符合民众降低改革速度的要求 ,但也削弱了人们忍受调整期的痛

苦决心。

所以 ,从政治上来看 ,通货膨胀很可能走上恶性的道路。最初的通货膨

胀并没有降低而是增加了福利。然而 ,如果出现了惯性 ,通货膨胀就会持续

下去。如果政府以冻结工资和物价来应对 ,就可能破坏人们对改革的政治

信心。

失业和资本闲置  改革的目的是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 ,从行政管制

的、垄断的、保护主义的经济体制 ,转变为能反映国内的偏好和国内及国际

的机会成本的经济体制。如果这两种经济体制不同———它们确实不同 , 否

则就不需要改革了———那么向市场机制的转变就会造成一些损失 ,一些经

营活动只能以萎缩的规模进行 ,一些并未完全贬值的积存资本实质上被废

弃 ,一些劳动服务从当时的就业中被撤出。除非这些调整能于瞬间完成 ,否

则暂时的失业和资本闲置必然会出现 ,产量的水平就会下降。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失业和资本闲置呢 ? 第一 , 在保护和垄断的经济体

制中 ,使生产成品配置合理化的惟一办法 , 是利用国际市场来确定相对价

格。可是 ,用国际市场价格作为确定国内价格的标准是不够的 ,这些国际价

格可能反映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机会成本 ,但如果这些机会未能得到开发

利用 ,基于这种价格而作出的资源配置仍然是不合理的。在国际市场上 ,钢

材的价格可能比铝便宜 ,但是对于从来不买钢材或从来不买铝的国家来说 ,

如此定价是没有意义的。因此 ,必须建立真正的资本货物市场。这就意味

着必须降低关税障碍 ,废除一些保护主义的措施。否则 ,那些涉及到这些障

碍的经营活动和企业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是无效率的 , 这些经营活动将被

停止 ,这些企业将会倒闭。

第二 ,国内竞争的后果与相对价格的突然变化的后果是一样的。在指

令性经济中 ,之所以进行一些活动 ,是因为它们是被要求的 ,并能得到补贴 ,

企业并不消化这些代价。随着补贴的取消 ,这些企业将倒闭。

还应注意到 ,一些企业将关闭 , 它们的积存资本被废弃了 ;这资本因机

会成本的缘故价格为零。另一些企业则为了从事新的活动必须进行精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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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

农业是一个值得予以单独考虑的部门。波兰是一个极端 ,波兰在实施

猛药策略时 ,冒着毁坏农业的危险。由于各种原因 ,在世界任何地方农业活

动的回报率都低于工业和服务行业。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业都是

予以精心管理并给予很高的补贴。因而 ,取消对农业产品的补贴 ,而又在农

业投入方面引进竞争的市场 ,会严重危及整个农业。此外 ,外国的食品援助

也可能加剧这种危险。在转型期间可能需要这种援助以保护城市居民 , 这

种援助对于抵消惯性通货膨胀也是有用的 ,但它会把竞争强加在国内农业

部门上 ,这种竞争使得后者难以生存下去。

第三 ,工资压力也可以导致失业和资本闲置。不过这不是独有的结果。

另外 ,即使在稳定发展的资本主义下 ,工资压力是否引起失业也仍是一个长

期争论的问题。

第四 ,暂时性失业的一个原因是指令性经济所特有的。众所周知 ,指令

性经济中存在着过度就业现象。因为企业惟一关心的是完成任务 ,而劳动

力供应又常常无节奏地接连而至 ,于是 ,企业就倾向于储存劳动力。如果企

业不再储存劳力 ,它们就要裁员。

降低保护 ,引入竞争 ,屈服于工资的压力 ,取消劳动力储备 ,导致某些积

存资本被废弃 ,有的经济活动只能以较低的水平进行 ,有些工人被解雇。这

些影响与后果的大小 ,取决于被改革经济的特殊结构和改革进行时的国际

经济条件。实际上 ,影响与后果的大小是无法预测的。有人估计 ,匈牙利和

波兰在 1990 年的平均国民生产总额将下降 20% ,不过这种估计充其量也就

是一种猜测而已。① 惟一的出路就是先勇往直前地干一场 ,然后再看情形如

何。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这种失业和资本闲置是不是过渡性的 ,

不过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惯性 ,而是是否有新的资本来源以取代旧来源 ,以及

是否有新经济活动取代旧经济活动。在指令性经济中 , 特别是在东欧那种

经济中 ,服务业严重发展不足 ,小企业几乎没有。国家垄断扩展到汽车修

理 ,国家管理使得街头小贩无法存在。因此 ,在这些国家中 ,必然有大量的

人力和创新资源可资利用 ,这些资源可以通过改革被释放出来 ,取代被废弃

的经济活动。但是光这些还不够。

① 实际上 ,巴赛维茨的计划实施 6 个月后 , 波兰的产量 (至少是政府记录的产量 )下降了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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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存在金融市场 ,那些破产的企业会被人购买 ,那些还有一些价值的

积存资本也得以重新运用。假定劳动力市场运作良好 , 使人力培训项目能

很快地重新训练失业的工人。再假定失业的压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信贷

的民主化激发小企业的成长。在这些条件下 ,经济结构会很快地得到调整 ,

失业率将迅速下降。

很显然 ,市场在决定是不是能发生结构调整这个问题上 ,发挥关键性的

作用。没有金融市场 ,亏损的企业就只能倒闭 ,它们的积存资本也只有被废

弃。没有信贷市场 ,就很难形成新的企业。没有劳动力市场和人力培训项

目 ,结构性失业的人数将是巨大的。然而这还不是全部问题 ,因为结构性改

革的效果与产权形式的变化不能分割。在此必须提出两个问题 : ( 1)结构性

改革中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产权形式 ? (2 )结构性改革会对就业、投资和劳动

生产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 这里我得提请读者注意 ,对这两个问题还没有

明确的答案 ,其原因我们在上一章已经作过讨论。尽管人们都觉得产权的

形式对企业的成效有影响 ,我们仍缺乏一个内在的企业理论 ,这个理论能够

根据企业的相对成效 ,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某种特殊类型的企业。

从几个不同国家进行改革的情况来看 ,惟一与改革相关系的产权转变

是国营企业的私有化 ,包括一些公共设施的私有化。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推

动下 ,私有化几乎已经成为当前改革中带着普遍性的一股潮流。我认为 ,从

效率的角度来看 ,卖掉公有企业可能并不正确。不通过私有化 ,在国有企业

之间引进竞争同样可以提高效率。私有化的动机是充实国库 ,因此 ,对于那

些赤字严重的政府来说 ,私有化是很有相当的吸引力的。①

但是 ,私有化意味着什么呢 ? 假定国家卖掉了所有的或是大部分的生

产工具 ,那会出现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呢 ? 请注意 ,首先可能出现多种产权形

式。一旦资源配置的决定权被分散 ,物质报酬与经营成效相关联 ,产权问题

就具有了三重意义 :谁作决定 ? 谁生产 ? 谁受益 ?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不

再是仅仅区分两种或三种产权形式 :国有制、合作制和私有制。我来列举一

些可能性② :

1 . 根据统一规定的标准付给工人工资的国营企业。它没有权利从自

①

②

有几个作者在 Ver non (1988 )中指出了这一点。

H an sma nn( 1988 )出于理论上的考虑对所有制的形式作了分类 ,他把企业分为 : ( 1)投资者

所有的企业 , ( 2 )消费者所有的企业 , ( 3 )工人所有的企业 , ( 4)没有所有者的企业 (非营利的 )。他论

证说 ,在美国 ,这些形式企业的发生率在不同的部门中有很大的区别。他明显地忽略了国家所有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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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或是从资本市场借钱来进行投资。这就是传统的社

会主义企业———1982 年以前的波兰和今天的中国都存在这种企业。

2 . 能自主作出决定的国营企业。这种企业为国家所有 ,国家在财政上

为它负责 (它可以关闭但不能破产 )。它可能交税也可能不交税。

3 . 能自主作出决定的公有企业 ,它归国家所有 ,但在财政上自负盈亏 ,

它与私有企业一样向国家纳税 ,也可以破产。①

4 .“交叉所有”(cross-owned )的合作制企业。这是匈牙利人提出的计

划 ,根据他们的设想 ,这种合作企业互相所有。

5 .“公共实体”( public bodies )的合作制企业。这也是匈牙利人提出的

计划 ,根据这种计划 ,到目前为止依靠国家预算支持的组织和协会都可以成

为营利性企业的所有者。

6 .“社会”( social )合作制企业。这种企业由董事会控制 ,董事会由工人

代表、政府代表和公众代表构成。它必须分配所有的剩余收入。

7 . 所有的员工 ,也只有这些员工才是成员的合作制企业。企业成员不

能被开除和停职。

8 . 可以雇用非企业成员的人来工作的合作制企业。他们只领取工资

但不分享剩余价值。

9 . 所有的员工都是企业的成员 ,但是有一些股份持有者不必为本企业

工作的合作制企业。②

10 .投资者所有但由公众管理的企业。

11 .投资者所有但为私人管理的企业。

⋯⋯混合形式。

现在 ,改革的突出特征之一是 ,尽管改革是受高度理想化的市场竞争的

蓝图所驱使的 ,但产权结构的转变却并不为任何计划所指导 ,而是自发地进

行的。事实上 ,政府愿意把公有企业卖给任何能买下它们的人。

与此相应地 ,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迄今为止大量的腐败现象。智利的独

裁政府在其当政的最后几个月 ,以令人怀疑的价格把一些企业卖给了它的

军方成员和文人政治家。在波兰 ,随着工厂经理和官僚机构的其他成员想

出侵吞国有财产的方法 , 干部“占有”( appropriation)过程已经全面展开。

如塔科夫斯基 ( Tarkowski, 1989 )所指出的 ,许多人从行政首长摇身一变而

①

②

注意 ,在每个国有企业中 ,经理都可能由国家任命 ,或者国家可以把财产权交给雇员。

关于合作性企业的难点 ,见 Elst e r a nd Mo en e,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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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企业经理。

无论私有化导致什么样的产权结构 ,这结构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缺

陷的。成批卖掉国有财产的计划根本就是不现实的。相对于对公有财产的

任何合理估算的价值 ,居民的存款和国内私人企业的存款都是零头。在波

兰 , 1989 年底私人存款的数量只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或是国

家全部积存资本的 8 % ,这个数目在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差很多。从经济的

观点来看 ,国外的买主有相当的吸引力 , 但是 ,民族主义的反响很快就会爆

发。“你们把国家卖给了外国人”,这是任何政府都担当不了的责难。因此 ,

由于没有买主 ,大部分的经济部分仍将留在国家的手里。

代替拍卖国家财产的一种选择方案是 :以免费、给予补贴或提供贷款的

方式 ,把这些财产分配给工人、厂长或公众。例如 ,匈牙利的建设蓝图 ,就是

把国家企业所有权转给现在受国家预算补贴的所有实体 :地方政府、大学、

志愿组织等等。在捷克斯洛伐克 ,一个通行的计划是向全体公民分配共同

基金的份额 ,让他们享有私有化公司的股票。还有另外一种在波兰得到广

泛支持的选择方案 ,它的内容是 ,以信贷的形式卖给员工一些企业股份。无

论怎么说 ,看起来似乎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工人所有制的产业部门 ,特别是在

工业中。

产权转变过程的自发性 ,可以从波兰格但斯克市列宁造船厂———这里

是团结工会的摇篮———的经历得到说明。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发现这个企

业不盈利 ,决定关闭它。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工人们开始为船厂寻找私人

买主 ,并且找到一位波裔美国人、百万富翁作为候选人。但是她雇来的德国

专家组对船厂作了价值评估后认为它几乎不值钱 ,买卖没做成。在这个阶

段 ,工人们又向新政府———后共产党政府———施加压力 ,要求把船厂转变为

工人所有制的企业 ,并让政府扩大信贷以实现这种所有制的转变。这是我

写作本书时的情况。

按照现在的计划 ,如果船厂转到了工人的手里 ,将要裁减 60 %的员工 ,

船厂的一些部分也将被废弃 ,并且还得寻找新的客户。如果船厂仍为国家

所有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吗 ? 如果船厂卖给了美国百万富翁又将会出现什

么情况呢 ? 作为私有化的结果而出现的体制可能是联合体形式 ,其中国有

成分占一大部分 ,雇员所有的成分也占有相当比例 ,再就是私人所有的大大

小小的企业的混合成分。这种混合体在活动上是不是不同于为我们所知的

混合经济呢 ? 人人都可以猜测。所有制对经营的模式和成效到底有什么样

的影响 ,对此我们所知道的还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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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产权结构还是尚未确定的 ,由于我们对不同产权的混合形式及其

对企业运作的影响所知甚少 ,所以 , 一切关于投资动力、就业和技术改造的

预测都是无力的及缺乏根据的。即使我们设定这种新的产权结构以一种与

我们从经验中知道的混合经济相同的方式运作 ,关于创造市场的可行性仍

有许多我们无法预测的东西。在没有存款的时候 ,金融市场很难建立起来 ;

在缺乏房屋市场时 ,劳动力市场将无法运作 ;任何地方的信贷市场都歧视冒

险的企业家 ,因为他们拿不出可作为担保的东西。

然而 ,如果真正贯彻了猛药策略 , 产量和就业的变化轨道很可能符合

“快速下降又逐渐回升”这种在政治上较可承受的形式。如果降低保护 , 放

开物价而产生的初始结果是严酷的 ,那么这种影响也是直接的。往后 ,除非

政府诱导经济衰退以制止通货膨胀 ,否则经济会有所回升 ,尽管回升也许是

缓慢的。

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即使从长期的观点来看 , 改革可提高资源配置的

效率 ,但是在改革期间也会产生一些暂时性的无效资源配置。如考密苏

( Comisso , 1988)在谈到匈牙利的经验时所指出的那样 :“问题不单在于对

改革过程的计划不周 ,或未能适当地推进 ,还在于改革前就逐渐形成的那种

工业结构。”她指出 ,在存在着垄断、缺乏金融市场和产权结构不明晰的条件

下 ,改革的开始可能会增加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其中 ,一个原因是增加了不确定性 :一切事情都在不停的变动 ,没有人

知道将会产生什么。在这种条件下 , 企业会倾向于增加对流动性的偏好

(见 Vicker s , 1987 ) ,投资会下降。① 另一个原因是缺乏一些市场 ,特别是期

货市场。

我在这里只评论一下那些指导当前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信条。应该注

意的是 ,经济改革这个术语在近几年里已经变成了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

济过渡的同义语。但是在 20 年前 ,这个词在拉美指的是把土地分配给农

民 ,在东欧则意谓修补计划体制。而到了今天 ,它相当于市场产生支配性的

作用。

市场是我们所知道的惟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是 ,假定如果每个

人都要为自己所作出的决定承担代价并享受其利益 ,那么人们就会对价格

① 我的一个在波兰的表兄原先做的是养鸡业。在价格开放以后 ,饲料贵得出奇 ,且利率上升 ,

喂养代价极为高昂。他在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时 ,主要考虑的是减少不确定性 ;他对我说 :“今天我

知道投入的价格 ,可谁知道在我要卖出东西时产品价格是多少呢 ?”他最后决定去种黄瓜 ,因为黄瓜

的生产周期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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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刺激作出反应 ,这只是一个人为的信条。为使人们扮演市场行为者的角

色 ,就必须打破强大的文化障碍 ,克服根深蒂固的习惯。我来引用一个证

据 :要说服农民改种别的作物 ,预期回报率得比原来高 20—30% ,另外还得

需要其他条件 ( Shapiro and Taylor , 1989 : 12 )。在西欧花了几十年甚至更

长的时间 ,使每个人变得适应市场关系的现代化过程。然而 ,如列宁所说 ,

任何厨师都能学会管理社会主义经济 ,但市场经济是一个会计师的世界 ,是

一个证券经纪人的世界 ,一个投资计划者的世界 ,一个生财有道者的世界。

要使厨师成为工商管理硕士 ,是需要时间的。

波兰计划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瓶颈是食品加工业。每年 6 月草莓的供应

几乎源源不断 ,但几周以后 ,那些没有吃掉或未能加工的草莓就烂掉了。草

莓的价格在 6 月非常低 ,而到了冬天冻草莓或是罐头草莓的需求都很高。

在合理的价格体系的指导下 ,个人企业家会对这个机会作出反应吗 ? 如果

他们能把草莓从农场运到工厂 ,如果他们有地方储存这些草莓 ,如果他们能

联系潜在的买主 ,他们也许会有所反应。可是现在他们不能 , 因为道路少、

卡车少、电话也打不通。既然每个人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其行为原则 ,这些

问题不就能解决吗 ? 这是货币主义信条让我们相信的东西。但是 ,任何地

方都没有自发地产生大规模资源配置的力量 ,是国家使之发生的。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如巴西、法国、墨西哥、韩国 , 私人企业没有多少

力量 ,国家不仅主导着资本的累积 ,也造就了地方的资产阶级。东欧国家没

有地方资产阶级 ,流行的情绪激进地反对着国家主义 ,所以 ,在短期内国家

不会发挥相同的作用。人们期待的是 ,资本家会像雨后春笋般在市场中产

生出来。

此外 ,同东欧相比 ,拉美国家还有一个优点 ,他们对市场关系有较长的

接触 ,并存在着一些可作为模范的、有活力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而在东

欧 ,这种经验很有限 ,也缺乏关于市场的知识。在 20 世纪 70 年代 ,波兰人

试图把他们的耐久消费品销往西欧国家 ,但是不提供任何售后服务 ,因此他

们的失败是预料之中的。今天 ,根据我与他们的非正式访谈 ,他们仍在准备

重蹈覆辙 ;他们仍然相信 ,只要产品有竞争力就能卖得出去。

这并不是反对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但是我们应该预料到 ,一些无形

的因素会导致转型性的资源配置无效率 ,这些因素包括缺乏市场、缺乏关于

市场运作的知识、在产权转变过程中所必然包含的市场学习过程、没有地方

资产阶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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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性影响

如果所有人都预期在新的体制下能生活得更好 ,或者都对新体制怀抱

着一种强烈的价值信仰 ,那么人们就会一致投票 ,同意从旧体制向新的转

型。如果人们仅仅关心他们自己的福利 ,那么 ,只需如下这两个条件就足以

使人们同意转变体制 : ( 1)新体制具有更高的生产率 ; ( 2 )在新体制下的福利

分配 ,仍保留旧体制下的相对差异。① 如果人们持有的公正观念 ,使他们偏

爱一种不依赖于产出大小的分配机制 ,那么 ,他们或许会一致投票赞同这样

的体制 ,这体制既有较高的生产率 , 又能满足平等、公平或公正这些被现行

体制违背的价值规范。② 然而 ,即使革命公开喊出的口号是一视同仁的 ,它

总会改变收入和福利的分配。如果一个群体预期在新体制下的生活会绝对

地变坏 ,他们就可能反对这种转变。而且 ,规范性承诺是否总支持结构性转

变 ,这一点并不明显。

但是 ,我们的问题在于 ,即使改革后体制的稳定状态是帕累托式的 , 优

于旧体制甚至人们也不存在嫉妒心理 ,这种分配结果是否会破坏改革的过

程呢 ?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这种暂时性的分配影响将是很明显的 ,人们绝对

消费水平的变化将难以掌握 ,也许它还会危及生存。这些变化有些是容易

预期的 ,有些则是难以预见的。

作为反对改革的社会基础 ,一些分配性影响容易预见到。许多高层官

僚靠着干部任命制度———对最重要的行政位置的政治控制———保持其地

位。如果他们在市场经济中 ,没有可用于赚钱的专业技术 ,如果他们不利用

他们的行政地位为自己积存私人财富 ,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前途将是流浪在

街头。当然 ,那些无技术的工人最可能首先尝到失业的苦楚。作为缩减政

府开支和精简政府官僚机构的结果 ,那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员工会丢掉自

己的饭碗。要注意 ,在拉美 ,政府部门的工会站在反对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

最前线。可见 ,反对改革的联盟很可能由那些没有专业技术或没有私人积

蓄的官僚、无技术工人、政府雇员形成 , 这已被有关东欧的分析所证明

①

②

注意 ,马克思认为革命是具有帕累托最优的运动 ,因为它是在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的

发展时发生的 ,革命后的制度能够极大地解决生产潜力。熊彼特认为转向社会主义将具有帕累托

最优性 ,因为当这个过渡发生时 ,已经说不上有什么资本家了 ,大家都是资本的雇员 ,在社会主义下

同样需要这些经理。

例如 ,哈贝马斯 ( 1975)曾论证说 ,相较于行政决定造成的不平等来说 ,人们对市场引起的不

平等更能忍受 ,因为前者被看作是专断的。这一点也被波兰近来的调查资料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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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 szt , 1988; Kolar ska-Bobinska, 1988; Zaslavskaya , 1988 )。①

然而 ,由谁来吞下这剂药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取消补贴

必然要伤害大企业。裁员必然会伤害无技术的工人和政府雇员 ,这都是难

以避免的。但是 ,削减政府赤字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 ,一条是压缩开

支 ,另一条是通过税收增加收入。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有没有政治和行政能

力 ,从那些交得起税的人手里收税 ,并为那些被市场伤害的人们提供福利服

务或维持他们的收入。如果国家能够收到税 ,并能有效地提供福利服务和

维持人们的收入 ,那么改革就不会有明显的倒退。②

建立起提供福利和维持收入的制度建设必须从零开始。市场经济下设

计福利制度的目的 ,是保护那些在市场上受到损害的人们。在这里 ,要估计

市场收益 ,要对收入课税或用其他方法预扣税款 ,要提供福利服务 ,维持最

低收入。可见 ,在东欧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那些习惯于用命令来指

挥经济的官僚机构 ,必须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征收并转让收入的机构。国

家犹如一艘巨大的油轮 ,必须被风暴一举调转船头。

在这个油轮大转向的时候 ,相当多的人可能会掉落水中 ;对于那些没有

工资收入和私人财产 ,又得不到国家救济的人们来说 ,改革可能会危及其生

存。这些人无法等待改革完成。说实在话 ,这些人在政治上可能没有什么

力量 ,他们有的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 有的是居住在偏僻边远地区的农民 , 有

的是缺乏教育的人。但他们是另一些遭受经济改革之分配性影响伤害的人

们的潜在同盟力量。

结   论

无论经济改革的长远影响如何 ,从短期来看 ,经济改革很可能会引起通

货膨胀、失业、资源配置无效率 ,以及人们相对收入的变化无常。这些不管

在哪里在政治上都是不受欢迎的。在这种条件下 , 政治上的民主不利于经

济改革。用考密苏 ( Comisso , 1998)的话来说 ,由于市场未能产生有效的结

果 ,层级制度可能重新出现。

①

②

注意 ,中国的工人既反对他们所谓的腐败 (依靠官职谋取财富 ) ,也反对所谓的投机获利 (通

过市场致富 )。

Cor rt es a nd Rub alcava( 1990 )的仔细研究表明 ,与广泛流行的看法相反 ,墨西哥在 1982 年

实施调整计划以后 ,虽然平均收入下降了 ,但不平等却没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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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学 : 一个模型

对经济改革的政治反应以及经济改革的最终成败 , 不仅依赖于改革的

经济效果 ,还取决于政治条件。1987 年 11 月 ,在波兰共产党政府组织的一

次公民投票中 ,一个经济改革纲领未能获得多数票的支持。然而 ,新政府主

导的经济改革 ,却得到了压倒多数的支持。这一前一后的两种纲领几乎没

什么区别 ,不同的只是主政的政府改变了。可见 ,问题不仅在于从旧体制转

变到新体制之间的峡谷有多深多宽 ,还在于什么样的政治势力最有能力跨

越它。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的分析由三个多少经过编排的事实所构成。第一 ,经济改革的发

动几乎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第二 ,经济改革最初常常得到人们广泛支持 ,

但随着经济改革的社会代价出现 ,这种支持就开始消解。第三 ,经济改革大

多都遵从着走走停停 ( stop-and-go)的模式。

策略的选择

为了了解人们如何选择经济改革的策略 ,首先需要比较一下图 4 .2 中

刻画的三条消费路径。在 R 路径即实施激进改革策略时 ,消费急剧下降且

下降幅度很大 ,但回升得较早。激进策略是一剂“猛药”,人们是怀着良药苦

口的信念来采纳这一策略的。① 在 G 路径即实施渐进的改革策略时 ,消费

下降较慢 ,下降幅度也不像采取激进策略时那么大 ,但回复到最初水平的时

间延后。② 一旦回复到最初的水平 ,就标志着过渡的结束 ,这时经济以相同

的速度增长 ,无论采取的是哪个策略。这些路径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在这

①

②

在波兰于 1989 年实施巴赛维茨计划之前 ,玻利维亚于 1985 年实行的改革是激进改革的最

好的例子。这个改革纲领的一个设计者 ( Cariag a , 1990 : 43ff )介绍 ,这个改革包括 :对燃料征收间接

税 ;货币贬值 ;把国有企业应纳的税增加到国际同类企业的水平上 ;广泛的税制改革 ;取消补贴 ,包

括对食品和粮食的补贴 ,以及以国有公司的低廉定价和收费出现的变相补贴 ;取消所有非法的奖金

和实物奖励 ,冻结公有制部门员工的工资 ;严肃财政纪律 ;统一关税 ,不许任何人例外 ; 1 年之后 ,关

闭一些采矿企业。

波兰 Wla dyslaw Ba ka 的改革纲领是渐进性改革的例子。他的计划是在投资方面引进市场

机制或别的分散决策的机制 ,但不开放最终商品市场。只有在投资合理化和产量增加之后才放开

消费品市场。由于在控制名义收入的同时 ,供给会增加 ,所以最后开放消费品价格将不会引起通货

膨胀。这个策略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 ,即使它最终是有效的 ,它需要时间。另外 ,这种策略很容易

被逆转 ;在企图引进企业的自负盈亏机制后 ,经济被重新集中管理 ,这在东欧发生过多次。

 162



l130  民主与市场

图  4 .2

里 ,采取激进的策略时社会代价较高 ,而社会代价指的是过渡时期消费的总

量下降。① 如果这两种策略都未被采纳 ,消费就保持现状 ,即 S路径。②

在这几种策略间进行选择 ,依赖于三部分人的态度 :这就是技术官僚、

当政的政治家和民众。我假定 :人民要的是吃饭 ,技术官僚要的是成功 , 政

治家们要的民众的支持。③ 现在让我们观察一下这几种人各自对改革的偏

好。首先 ,我们看民众的作为 ,人民愿意承担过渡的社会代价吗 ? 如果某个

政党提出要降低人民的消费水平他们还会投这个党的票吗 ? 他们会赞同那

种比渐进的策略付出更高代价的激进策略吗 ?

有一些理由能够说明 ,为什么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民会支持激进的改革

策略。标准的假设足以使我们确定这些条件。假定个人都把未来消费的当

①

②

③

如果渐进的改革策略太缓慢 ,以至它累积的社会代价比激进改革还要大 ,那么人们就不会

选择这种策略。这样人们就只是在激进策略和维持现状之间进行选择。

这里有一个用数字表示的例子。以最初的消费水平为 100 ,所以 R ( 0 ) = G ( 0 ) = S ( O ) =

100。在激进的策略下 ,消费沿着这个路径变化 : 70 , 50 , 60 , 70 , 80 , 90 , 100 (过渡期结束 ) , 110 , 120

⋯⋯每一个新时段增加 10。在渐进的策略下 ,消费变化路径是 : 95 , 90 , 85 , 80 ,75 , 70 , 80 , 90 , 100 (过

渡期结束 ) ,每一个新时段也增加 10。在现状下 ,任何时段 ,对 t 而言 , S( t ) = 100。在最初 10 个时段

中总消费是 C( R) = 850 , C( G) = 865 , C ( S ) = 1000。社会代价为 :激进的策略是 - 180 ,渐进的策略

是 - 145 ,根据定义 ,维持现状的社会代价是 0。

很明显 ,技术官僚和政治家也要吃饭。但是 ,即使改革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 ,他们也肯定有

足够的东西可吃。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 ,是为了避免出现和类似唐斯 ( Dow ns )最大化支持模型样所

固有的自相矛盾 ,在这个模型中 ,选民们关心政策的结果 ,而政治家们不关心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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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价值最大化 ,并依据风险大小决定给未来打多少折扣。① 选民们观察他们

在各种策略———维持现状、渐进的和激进的策略之下所面临的消费走向。

如果他们对于某种策略的成功抱有信心 ,那么 ,他们赋予很多段时间以后他

们所能享受到的消费的价值与他们赋予目前消费的价值几乎一样。如果他

们对这种策略信心不大 ,他们就赋予将来的结果以较小的价值 ,转而集中注

意当前的价值。他们选择他们赋予最高价值的策略 ,而一个策略的价值高

低 ,又取决于他们对在该策略下将来消费的前景的估计 ,和他们对这种策略

之未来的信心。②

如果上述的假设成立 ,那么 ,只要人们相信改革后他们的未来将比他们

目前的现状要好得多 ,足以补偿暂时的生活恶化 ,他们就会把选票投给表示

要横越过渡之谷的政党。如果选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 他们就会选择激进

的改革策略 ,虽然激进策略所带来的社会代价大于渐进策略。如果产生决

定性作用的选民坚信改革将获得成功 ,三种策略排列顺序将是 R > G > S③。

如果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选民对于未来的信心不是很足 , 那么排列次序将是

G > R > S。要是信心更低 ,偏好顺序就可能就越过 G > S > R 而到 S > G >

R。如果选民对改革根本没有什么信心 ,他们就将选择维持现状。

可见 ,虽然激进的改革会带来很高的社会代价 ,但并非总是技术官僚们

和政治家们强加给民众的。如果人民相信政府 ,选民们就会赞同如波兰人

对巴尔赛洛维奇 ( Balcerowicz )的改革计划所称呼的那样的“大剂量疗法”

( horse therapy)。事实上 ,包括波兰“巴尔赛洛维奇计划”、巴西“卡勒尔计

划 ( Plano Collor)”、梅内姆统治下的阿根廷、藤森 ( Fujimori )统治下的秘鲁

在内的好多国家的证据表明 ,一连串的改革计划在其实施的初始阶段 ,均获

①

②

③

这并没有把纯粹的时间偏好排除在外。我忽略它们是因为它们对比较结果没有什么影响 ,

除非我们有一个关于它们形成方式的理论。

为什么人们宁愿要短期的强烈痛苦 ,也不要长期的持续折磨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我在这

里依赖的假定是 ,使未来消费的价值最大化 ,这是个古典理论的 ( von Neu mann-Morge nst e rn )基础。

其他的假定在下面还要讨论。

符号 X( t ) > Y( t)读作“在时间 t 对 X 的偏好优于对 Y 的偏好”。我们现在处在初始时点 , t

= 0。在我们图示的路径下———人们也可以想像别的路径———如果对未来的折扣率每个时段不大

于 12 % ,选民们就优先选取激进的策略 ,其次是渐进的策略 ,最后才是维持现状。如果这种折扣率

大于 12 %但不大于 16 % ,他们的偏好顺序是 G > R > S。只有在对未来的折扣率每个时段大于 18 %

时 ,他们会抵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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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民众的支持 ,尽管它会引起生活水平的降低。①

然而 ,假定选民在改革和维持现状的选择之间 , 他们愿意选择赞成改

革 ;又假定对于渐进和激进两种改革的策略 ,他们更愿意选择前者。渐进的

改革计划会被选中吗 ?

在经济专家小组 (这是现在流行的术语 )看来 , 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实

现转变经济体制的蓝图 ,实现稳定、收支平衡和效率。他们要的是结果 , 而

对达到这结果所需付出的社会代价他们并不太关心。所以 ,他们的偏好顺

序是 :首先是激进策略 ,其次是渐进策略 ,最后是维持现状。即使他们关心

政治反应 ,他们仍然想在出现这种反作用之前 , 尽可能地推进改革。用“经

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在题为《从指令性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 Transition

from the Command to a Market Economy , 1990: 9)的报告中的话说 :“虽然

渐进主义的方法可能不会引起较大的社会张力 ,但是长期温和的改革却要

承担这么一种危险 ,即 :无论是改革者还是民众都会‘对改革厌倦’,因为这

种改革未能带来明显的变化。另外 ,在长期的改革期间 ,各种反改革的势力

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游说团体能够把它们的力量动员起来 ,可能会渐渐地

扼杀改革的过程。”或者如尼尔森 ( Nelso , 1984: 108 )所指出的那样 :“休克

疗法 ( s hock t reatment )的鼓吹者确信 ,公众对痛苦的耐受性是短暂的 ,政治

家们的勇气也是有限的。如果改革的过程过于缓慢和渐进 ,反对力量就会

积聚起来 ,改革就会被颠覆。”

执政的政治家们处于一种更加矛盾的状态。他们也感到改革是不可避

免的 ,但是他们预料到这会引起民众的反对。这些政治家们对于改革的计

划只有有限的理解 ,因为这是高度专业性的问题。② 政治家们承受到国际债

权人的压力 ,他们也害怕自己的国家被排除到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之外 ,他们

①

②

在波兰 ,尽管新的改革纲领实施后的头几个月里 ,人们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 ,但 90 %左右

的居民仍支持 M azowiec ki 政府。另外 , 60 % 到 70 %的应答者声称他们有承受改革代价的准备

( Gazet a Wyborcza ,好几期 )。在巴西 ,在政府宣布改革计划的时候有 68 %的人表示对 Collor 总统有

信心 ( L at in A mericon Weekly R eport , WR—90—37 , 1990 年 9 月 27 日 , p .11 )。在秘鲁 , 当藤森总

统背叛了他的支持者而采取了猛药策略后 ,他的支持率立即下降 ,但是指导调整纲领的经济部长得

到 58 %的应答者的信任 (同上 , WR—90—36 , 1990 年 9 月 2 日 , p .2 )。西班牙的调查资料显示 ,工

人们明确地愿意为巩固民主制度而牺牲工资要求。此外 ,尽管工人们不愿意降低工资要求 ,以换取

就业或投资保证这类直接的经济条件 ,可是为了政治民主 ,他们愿意这样做。

尼尔森 ( 1984: 104)根据她对五个国家的研究报告说 :“只有很少的经济官员具备必要的训

练 ,能够理解复杂而抽象的经济关系 ,理解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可能后果。而且 ,人们通常采用的

稳定、调整经济计划的许多方面 ,与人们的直观恰恰是相反的。”也见 Con agh an ,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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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国内的贫困会不断增加。因此 ,这些政治家们觉得必然采取某种激烈

的措施。然而 ,政治家们也关心社会稳定和民众的支持。所以 ,他们作出的

决策 ,一方面取决于他们对经济专家小组的信任程度 ,另一方面又决定于他

们关于公众反应的理解。我猜想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 :他们知道某些措施

肯定会激起强烈的反对 ,他们会努力避免采取这些措施。① 另外 ,他们最关

心的是 ,在下一次选举到来之时经济应呈现出上升的曲线。他们相信 ,一旦

形势有了好转 ,选民们就会变得乐观起来 , 忘记过去所受的痛苦。由此可

见 ,无论在任何时候 ,只要政治家们相信技术官僚的保证———在下一次选举

日之前经济将会好转 ,他们就会采取邀进的改革策略。

如果政治家们在选举之前能被说服 ,并相信有必要进行改革 ,他们就会

力图操纵议事日程 ,尽管他们起初只在维持现状与某种改革纲领之间作出

选择 ,或者在当选前经济计划问题上含糊其辞。然而对那些在竞选时反对

改革 ,批评它会引起很大社会代价的政治家们来说 ,一旦他们竞选得胜入主

政府 ,他们就会令人惊奇地采纳激进的改革策略。即使各种考虑都不足以

推动他们走上改革之路 ,有一点考虑却是无法阻挡的 :如果政府面临破产

———如果它已是赤字营运而且又借不到钱 ,那么 ,所有的政治家 ,不管他们

的意识形态倾向、竞选纲领和社会基础如何 ,都将采取恢复政府信誉的措

施。

1985 年 ,在玻利维亚 ,埃斯腾索罗 ( Victor Paz Estenssoro )被看作是反

对班泽尔 ( Hugo Banzer )的人民党候选人。选举在 7 月 15 日进行 ,两个候

选人都未能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 , 8 月 6 日议会选举 ,伊斯腾索罗获得了胜

利。两周以后 ,在题为“玻利维亚面临死亡”( Bolivia is Dying)的演讲中 , 他

宣布了拉美历史上最为激进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连串计划。在阿根廷

1989 年的总统竞选中 ,梅内姆自始至终在经济政策上含糊其辞 ,这导致人

们认为他会像一个庇隆主义者那样行事。实际上 , 他衷心拥护的是传统的

反庇隆主义的经济政策 ,包括全盘非国有化。在巴西 ,所有的国会议员 , 包

括多数党领袖卡多佐 ( Fernando H enrique Cardoso ) ,都是在总统命令已见

诸媒体后才得知克鲁列多计划改革纲领 ( Sola, 1990: 21 )。在波兰 ,作为马

格达伦卡 ( Magdalenka ) 4 月协议和 6 月大选 的结果 , 马佐维茨 基

( Mazowiecki)政府在 1989 年 8 月上台执政。新政府的经济计划 9 月 29 日

①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纲领的证据 ( H aggard , 1986; Remmer , 1986 )显示 , 减少政府开支

———实际上就是减少政府部门的雇员———是个完成情况最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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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给公众 ,并由巴尔赛洛维奇在 10 月 5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公布。这

种纲领与 4 月协议有着根本的不同 (关于这些文件 , 可见 Porozumienia

Okraglego Stolu , 1989)。确实 ,正如团结工会领导人基尔赖米可 ( Bronis-

law Gieremek)在国民议会上所抱怨的那样 ,“国会议员们只能从报纸上得

知政府采取什么样的经济纲领 ,这种方式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Domaranc-

zyk , 1990 :193 )。在匈牙利 ,拥护激进改革的政党 SZDSZ ,在大选中败给了

代表传统中央集权式经济计划的 MDF。可是现在看起来 , MDF 也主张进

行转向市场的改革。

由此可见 ,一定的政党或政府选择某种改革纲领与它在大选中是否支

持这种纲领毫无关系。竞选中候选人的立场 ,远远不足以使人们预测到他

执政后将如何行动。

民众支持的动力学

即使人民在开始时支持激进的改革措施 ,我们的现有资料显示 ,随着社

会代价的出现 ,这种支持常常会迅速消失。① 反对改革的意见会通过民意调

查、选举、罢工 ,有时甚至会通过暴动表现出来。

为什么人们在开始时支持某种改革的计划 ,而后却又反过来反对它呢 ?

如果假定人们是根据冯纽曼—摩根斯特恩 ( von Neumann-Morgen st ern )的

理论来支持这种改革纲领 ,亦即 ,人们是由于预期某种改革纲领能带来最大

的效用 ,才选择这种改革纲领 ,那么 ,就只能用“改革成功的信心下降”来解

释为什么这种支持会消失。

在公众反应的形成过程中 ,信心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人们对他们的未

来消费走向的评价 ,依赖于他们对目前的牺牲能在将来使他们的消费增加

的确信程度。如果他们相信这种长远预期的结果一定会发生 ,那他们就会

心甘情愿地忍受短期的痛苦。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性的。因为人

们并不知道短期的代价有多大 ,时间有多长。转变经济结构就像投入一潭

不透明的水 :人们不知道哪是底 ,不知道他们得屏息多久。他们只知道别人

① 在波兰 ,巴赛维茨计划于 1989 年 12 月底被采纳的时候 , 50 .2 %的应答支持着这个计划 ,反

对的有 14 .2 %。到了 1990 年 6 月 ,支持它的人数占 32 % ,反对的占 25 % ( Gaze ta Wyborcza ,数期 )。

在巴西 , Col lor 计划在 5 月份刚宣布时 , 对之有信心的人数占 68 % , 到了 9 月份就下降到了 60 %

( Lat in A merica n Weekly Re por t , W R—90—37 , 1990 年 9 月 27 日 , p .11 )。同时 ,对它的肯定看法

一直稳居 40 %左右 ,否定的看法则是 27 % ( F olha d e S . Pa ulo)。秘鲁人对 Ala n g arcía 的支持 ,阿根

廷人对 R aúl Alfon sín 的支持 ,巴西人对 Pla no Cruzado 的支持的下降幅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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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他们的事 ,什么将会发生和什么正在发生 ,以及他们是还在下沉或是已

经上升 ,情况是不是已经好转等等。

信心就像是股票 :它能够储存也能被花光用尽。有两种办法可能销蚀

它 :一是错误的预报 ,一是反复摇摆。

如果政治家许诺人们的生活很快就会得到改善 ,但实际上消费却一直

在下降 ,人们就会怀疑政府的能力 ,也许政府的信誉可能都成了问题。应该

注意的是 ,技术官僚有许多理由相信乐观的预测 :他们必须让政治家们相信

过渡时期不会持续太久 ,代价也不会太大。而政治家们也发现 ,如果他们当

选 ,收入呈现下降的情形 ,那么在竞选过程中他们将很难向人们许诺什么。

可见 ,经济萧条在任何国家都是可怕的诅咒。这样一来 ,政治家们倾向于对

改革的近期效果作不切实际的承诺 ,然而人们用不了多久就会了解到政府

或是没有能力或是不诚实。① 就我所知 ,除了 1985 年的玻利维亚政府之外 ,

拉丁美洲任何国家的政府 ,在宣布其改革计划时 ,都没有让它的人民作好收

入下降的准备。即使在波兰 ,虽然政府向来乐于为人民提供关于预期的困

难讯息 ,但经济衰退仍比预测的情况要严峻得多。当人们学会不相信政府

的时候 ,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就会下降 ,同时他们对改革的支持也就下降了。

反复摇摆的结果也许更加要命。如果政府放弃某种改革计划 ,转而发

动新的改革项目 ,由于人民知道改革在过去失败过 ,所以他们更难相信现在

的改革会成功。在巴西 ,人民经历了三个重大的和几个较小的改革计划的

失败之后 ,在第四次改革的卡勒尔计划上台时 , 75 %的应答者认为通货膨胀

将继续增加或保持原状 ( Folha de S . Paulo, 1990 年 9 月 15 日 )。这个学习

过程既影响个人经济活动 ,也影响他们的政治行为。企业和消费者学会按

照改革会失败的预期来行动 ,政治集团学会不公开他们对改革的支持。然

而 ,政治家们除了摇摆不定之外别无选择。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 ,如果他

们真正关心改革的过程 ,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激进的策略 ,同时清楚地知道

他们将在遇到公众压力时不得不使之缓和起来 :最优策略是前后不一致的。

诚然 , 1985 年玻利维亚对总罢工的镇压使民众相信政府是坚决的。在 1989

年 5 月进行的选举中 ,支持继续进行改革的政党赢得了 65 .4%的选票 ( Car-

iaga , 1990)。但是 ,这种坚决是冒险的 , 不仅对于政治家来说有风险 ,对民

主来说也有风险。关心民众支持的政治家 ,如果遇到太大的反对 ,必须放弃

① Calvo (1989 : 228 )认为 ,为了增加影响力 ,政策布告必须简明 ,但是简明的政策布告在许多

问题上又缺乏可信性。他说“一些政策布告之所以不可信 ,原因是它们本来就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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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初的决心。

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 ,如果人们的信心消失了 ,那么就无法再实施激进

的纲领。政府首先必须重建民众的信心。人们信心的减弱通常是在通货膨

胀严重加剧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 只能采取渐进的 ,确切地说是局部性的

改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虽然违反常规的稳定计划往往宣布紧接着进行

结构性改革 ,但它的主要内容是试图增强人民的信心 ,同时又不让人民付出

开放价格、减少公共就业或增加税收必然导致的代价。如果稳定措施获得

成功 ,它将为进一步推进改革打开门户 ;如果它们也失败了 ,人们忍受转型

代价的意愿就会进一步下降。

如果假定人们重视的是将来消费的预期效用最大化 ,那么信心的下降

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改革的支持逐渐会消失的政治现象。但是还有一些

关于人们最初偏好激进策略的解释 ,按照这些解释 ,即使人们的信心没有下

降 ,只是由于实际地承受了改革的代价 ,他们对改革的支持也会消失。

其中的一个解释是 ,人们之所以赞同激进的策略是因为他们要寻求一

种对自己的约束。假定现状是极其糟糕的 ,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或是由于

短缺 ,人们对当前这种制度已经十分反感或厌倦。然而应当知道 ,一旦他们

的消费水平下降到比现状还要低的程度 ,他们就会被引诱回到现状中来。

人们之所以偏好激进的改革策略 ,是因为它创造了一种不可逆转性 ,它造成

了与过去的一种决裂 ( E lster ,在 1984 年曾分析过这种理性 )。但是一旦改

革出现挫折 ,人们还是想走回头路。

第二种解释是 ,人们对于风险的态度和对消费的超暂时性替代的态度

是有区别的 ( Kreps and Por teus , 1978 , 1979a 和 b)。假定人们知道他们的

消费变化沿着 C, C, C⋯⋯C’, C’, C’⋯⋯的路径进行 ,这里 C’表示一种期

望价值与 C 价值相等的彩票。但没有人知道从 C 到 C’的转变什么时候发

生。① 有人已经证明 :“如果中奖的几率是一样的话 ,那么 ,较早的抽奖 ,比迟

迟开奖的抽奖风险要小。”( Weil , 1990: 32)可见 ,不愿冒风险的人宁愿早一

点有结果。他们愿意尽可能早地看到改革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结果 ,所以他

们赞同激进的策略。但是 ,假定一旦这种不确定性结束 ,至少一部分人会发

现他们的生活条件严重恶化了。这时 ,他们就宁愿再回到他们以前经历过

① 例如 ,可以设想你承受着一种持续的痛苦。你知道你将来在某一时刻不得不做手术 ,而手

术结果可能是完全恢复健康 ,也可能不得不卧床一年 :这些事件与你眼前的痛苦具有相等的预期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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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水平 C。

最后 ,第三种解释是由罗文斯坦 ( Loewen stein , 1987 )提出的 ,他列举了

一些实验证据 ,这些证据说明一些人不愿意等待定将发生的不愉快事件。

他论证说 ,人们可以抛开预期来评价消费。在事件自身“转瞬即逝 ,生动鲜

明”( fleeting and vivid)的时候 ,预期在对消费路径的评价中占据支配地位 ,

这时 ,一些人就宁愿这事件快点结束。人们之所以赞成激进的 ,是因为他们

不想等待他们知道或迟或早都会承受的那种艰苦 ;但是当他们承受到这种

困难时 ,他们实在不喜欢它们。

这些假设都导致这样一个结论 :人们可能宁愿要 R 而不要 G ,但是一旦

R 被投入实践 ,并且人们承受到代价 ,他们就会改变偏好 ,更喜欢 G甚至 S;

因而 ,不论我们对民众支持做出什么假定 ,下面描述的动态变化都会发生。

经济改革的动力学

即使当初采取的策略享有广泛的支持 ,能否横越旧体制与新体制之间

的峡谷前途未卜 ,改革之路绝不可能一帆风顺。能够确定的是 ,即使选民们

偏好渐进的策略胜过激进的策略 ,激进的改革也可能比渐进的改革前进得

更远。我这里说“前进得更远”( advance far ther ) ,指的是更多的改革被完

成 ;也即是说它宣称的目标达到了 ,并且政府继续推进改革。①

现在假定政府按照自己的决定 ,发动渐进的或激进的改革。在固定的

时间 (比如说一季 )可以用某种方式 (包括记录罢工和暴乱 )了解公众的意

见 ,看他们是愿意继续进行当前的改革 , 还是要求更换一种不同的改革纲

领。

我们观察第一阶段末 ( t = 1 )的情况。图 4 .3 中路径 GS (读作“从渐进

① 我遵循尼尔森和她的合作者的研究方式 ( 1990: 336 ) ,他们试图解释“政策决定被贯彻的程

度 ,而不是采取的措施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我对使用“成功”这个词感到犹豫不定的原因是 ,改革

与一定经济成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Williamson ( 1990: 406 )指出 ,在 10 个进行全面或部分

改革的拉美国家中 , 1988—1989 年有 4 个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 , 6 个国家是停滞或下降 ;在没有进

行改革或最近才进行改革的 11 个国家中 ,一个出现了增长 ,另外 10 个是停滞或下降。在改革与经

济成效之间存在着某些关联 ,但这个关联性并不很强。Remmer ( 1986: 7 )在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援助计划的报告中说 ,“在贯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与取得希求的经济成果之间 ,只有中等的

相关性”。Dornbusc h( 1990: 312)担心 ,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成功的稳定经济计划 ,并不能恢复经济

的增长。至于为什么改革可能并不明显地提高经济成效 ,至少可以想到三个原因 ,第一 , 存在一些

外部的事件 ,比如 1986 年玻利维亚出口价格的下降。第二 ,经济的暂时恶化 ,在有的改革中属于其

言明的目标结果的一部分。比如 ,通过取消补贴而淘汰一些无效率的企业会造成失业。第三 ,一些

改革的措施设计的不合理并且可能导致意外的后果 ,如巴西的 Pla no Cruz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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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回到先前状态”)表示放弃渐进性改革而回到改革前的状态① ,路径 GR

表示改革加速 (从 G 转变到 R ,即从渐进策略转变到激进策略 ) ② ,路径 RS

代表放弃激进改革而回到改革前的状态 ,路径 RG 描绘减慢改革的结果 (从

R 转变到 G ,即从激进策略变为渐进策略 )。③ 这里的重要假定是 ,向改革前

状态的回归是逐渐的 ;回归的速度取决于旧体制已经被改革的深度和广度。

如此 ,下述的几点就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④

图  4 .3

(1 )如果在 t = 0 时人们的投票基础是想把预期效果最大化 ,并且投票

结果决定 G或 R 优于 S,如果时间偏好率保持不变 ,那么在 t = 1 时将不会

选择回复到原状。但是 ,如果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由于在第一阶段发生的各

种事情被破坏 ,或者 ,如果人们由于承受了改革的代价而改变偏好 ,选民们

①

②

③

④

一些目的在于使社会主义经济非中央集权化的改革被逆转了 , 因为经理们不知道该做什

么 ,并且随后发生了混乱。尼尔森 ( 1990)在列举改革失败的例子时提到以下纲领 : Bel aunde (秘鲁 ,

1983 年 1 月至 1984 年 3 月 ) , Kaunda (赞比亚 , 1982 年 12 月至 1987 年 5 月 ) , Sarn ey(巴西 , 1986 年

2 月至 1987 年 1 月 ) , García(秘鲁 , 1985 年中至 1987 年中期 )。

1990 年 5 月瓦文萨以“加速改革”特别是私有化为旗帜 ,开始竞选波兰总统。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一种典型的情况是 ,在宣布的一揽子计划包括稳定经济和一些结

构性改革措施 ,特别是减少公共就业的措施中 ,只有稳定经济的部分被贯彻实施。在波兰 ,破产的

企业应该于 1990 年 7 月 1 日倒闭 ,但是政府没有勇气去执行纲领的这一部分。

这些结论是根据图 4 .3 和符合假设的许多例证推论出来的。这些例证与合理的消费的时

间路径 ,和广泛的时间偏好相吻合。但是我还没有构建出完整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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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宁愿放弃改革而不是继续进行改革。但是 , 由于在第一阶段激进的

改革此时已使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回复到原状的代价比实施渐进

改革要大。所以 ,在 t = 1 时 ,若在 GS与继续 G 之间选择 ,选民们可能选择

GS。但若在 RS与继续 R 之间选择 ,他们可能选择 R。桥梁已经被烧毁 ;要

想走回头路就必须重新架桥。①

(2 )如果在 t = 0 时 ,选民们偏好 G优先于偏好 R,但 R 被采纳。到了 t

= 1 时 ,人们将希望减慢改革的速度 : RG( 1 ) > R ( 1)。但是即使 S ( 0 ) > G

(0 ) > R ( 0) ,他们可能仍然偏好 RG( 1)优先于偏好 RS ( 1 )。可见 ,如果政治

家们听从公众的意见 ,在 t = 1 时 ,改革速度将放慢 ,但改革不必被放弃。此

外 ,即使 GS (1 ) > G( 1) , RG(1 ) > R ( 1) ,也并不等于 GS( 2 ) > G( 2) :在 t = 2

时 ,过渡后的前景更加接近了 ,对增加消费的预期可能压倒维持过渡的代

价。在 t = 2 时改革仍将被减慢速度 ,但改革不会被放弃 ,如此等等。

(3 )如果改革在某个时候不被逆转 ,那么往后改革也不会被逆转。在一

定时刻改革便穿过了不可逆转的时刻。在激进的策略下消费下降的谷底越

早出现 ,或者说———这两种说法是等效的 ,在激进策略下消费水平越早地超

过渐进策略下 (仍在下降 )的消费水平 ,不可逆转时刻就会出现得越早。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

(1 )如果选民们高度相信 ,他们现在承受的改革代价 ,将换来未来的受

益 ;如果这种信心在整个转型期都不会动摇 ,他们就会在改革时投票赞同采

取激进策略 ,并在此后的每一时刻都认可激进策略。如果他们的信心下降 ,

或者 ,如果最初的偏好不是在预期价值驱使下作出的 ,改革就将被减慢或者

被暂时逆转。

(2 )如果选民们对改革的前景只有中等的信心 ,他们就偏好渐进策略优

先于激进策略。如果在这种条件下选择了渐进策略 ,一旦人们的信心下降 ,

改革就可能被放弃 , 而要是选择了激进的改革策略 , 它可能只是被减慢速

度。

(3 )如果选民们偏好渐进的改革 ,但是政府提出并发动了激进的改革 ,

改革在第一个选举机会到来时就可能被逆转。如果这时它未被逆转 ,以后

它就不再会被逆转。另外 ,在激进的改革下 ,只要消费急剧下降 ,选民们将

倾向减慢改革的速度。

① 卡勒尔计划就是一个拆桥的有趣实例。由于冻结了几乎所有的财产 ,政府确保自己无法靠

从国内市场借钱补贴财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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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发现加在一起 ,导致的是一个惊人的结论。最有可能成功的策

略并不是社会代价最小的策略。在民主政治条件下 ,即使选民们在开始时

偏好渐进的改革方案 ,激进纲领仍然更可能使改革前进得更远。因此 ,如果

政治家们关心改革的过程 ,即使他们明明知道激进策略在公众压力下必须

调整、缓和 ,他们仍有动力采取与公众的偏好相反的激进的改革纲领。他们

的最优策略是前后不一致的。

收入分配的影响

然而应该注意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直是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选民

的。假定改革是公平的 ,即在各种改革策略下 ,过渡的代价对于所有个人都

一样 :消费的时间路径仅仅由起始位置决定。图 4 .4 (a )描绘了 3 个人的时

间路径。如果这些选民们有相同的时间偏好 ,那么在任何时间的选举结果

都是全体一致的。但是 ,选民的偏好显然是不一样的 ,因为个人可能具有不

同的时间偏好 ,在每一种改革策略下 ,他们可能面临着不同的时间消费路

径。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 ,如果要继续进行改革 ,这种改革就必须时时得到

多数票的支持。

关于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动力 ,一种分析方法是 ,假定在初始消费水平既

定的情况下 ,选民面临的消费路径相同 ,但是他们的时间偏好不同。假定选

民 W (富人 )对任何改革都没有信心 ,他的偏好顺序是 S > G > R;选民 M (中

产阶级 )对改革有些信心 ,他的偏好顺序是 G > R > S;而选民 P (穷人 )对等

待已经厌倦 ,他的偏好顺序是 R > G > S。这样 ,在 t = 0 时 ,在两择一的多数

票选举中 , G 或 R 均击败 S,而 G击败 R。如果操纵议事日程的政党只让选

民在 R 和 S间进行选择 , R 胜了 S,激进的改革被发动 ,并将按上文分析的

情形动力支持去展开。

但是改革不仅有总体性影响 ,同时还会带来深刻的分配性影响 :它们对

不同阶层福利的影响是不同的。假定选民们具有相同的时间偏好 ,但他们

在每一种策略下面临的消费路径不同。我们看看图 4 .4 ( b)中描述的情况。

在这里 ,激进的改革增加不平等 ,而渐进的改革是公平的。此时 , W 偏好激

进的纲领优先于偏好渐进的纲领 ; P由于受到激进改革的严重伤害 ,所以他

偏好渐进的改革 ;结果 ,何种策略能获得多数支持依赖于选民 M ,而 M 是中

间性的选民。相反 ,如果激进的改革是公正的 ,而渐进改革增加不平等 , 如

图 4 .4( c)所示 ,那么 W 赞成渐进改革 , P赞成激进改革 , M 还是发挥决定作

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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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不以改革的总体代价为转移 ,改革的分配性影响对于改革的

政治动力来说 ,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 ,决不可对改革的分配影响等闲视

之。不幸的是 ,一旦超出这种不言自明的道理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猜测而

已。经济体制的结构性改革改变了阶级关系。根据各自在旧体制下的地

位 ,一些人有充分理由预期 ,在他们可以想像的未来 ,改革会使他们的生活

状况恶化 ;另一些将期待从改革中立刻得利 ;还有一些人预期他们的消费将

沿着前面描述的模式中的某一种变化前进。所以 , 虽然我们可以合理地认

为在不同的改革纲领下 ,人们所面临的消费前景 ,取决于他们在旧体制的结

构中的地位 ,但是在旧经济体制下中等收入的阶层 ,并非必然对改革策略保

持中立性的偏好。事实上 ,我已经引用的资料证明 ,至少在东欧 ,在旧体制

下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人们比中等收入的人们更可能受到激进改革的伤害。

这里我只提出两点猜测 :

图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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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收入最高的群体受到改革的伤害 ,而中等收入的群体会获益 ,

如图 4 .4( d )所示 ,那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选票属于收入最低的群体。在这

种情况下 ,对中间性选民偏好的分析———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用图 4 .3 已含

蓄地作过处理———涉及的是在改革之前现状下的贫困阶层。因为保持旧体

制意味着保持他们的贫穷状态 ,所以他们支持改革。如果在激进改革和渐

进改革下他们的消费路径差别不太大 ,如果他们相信政府 ,那他们在开始时

会支持激进的改革 ;否则 ,他们将支持渐进的改革 , 其动力上面已经做过分

析。

(2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分析都假定人们考虑的是未来。但是 , 改

革可能对一部分人造成生存威胁。如果改革使一些人的消费下降到某个最

低水平线以下 ,他们就不能等待不同的改革策略把自己耗完。所以 ,政治上

的反应可能取决于某些临界点 :那些由于改革而下降到绝对贫困线以下的

群体 ,即使假如他们挺过改革期 ,则将有光明的未来 ,但是他们仍然必定反

对改革。

在收入比较平均的国家进行改革 ,从政治上看较为容易还是较为困难 ?

我们先假定那些新近生活水平下降到贫困线以下的人们 ,因为无法再等待

而立即反对改革。让我们通过根据巴西和苏联情况构造的模型之比较来分

析一下改革的政治影响。巴西和苏联这两个国家改革前平均消费相当 , 但

收入分配却差别很大。在巴西 , 收入的分配十分不平等。人们都习惯于使

用“比利时—印度”( BelIndia )一词来刻画这种极不平等的消费模式 :有一个

由上流阶层构成的比利时 ,周围是一个其余人口构成的印度。在苏联 ,按照

比较的标准来看 ,他们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是较小的 ,但是大部分人的收入只

稍高于贫困线 ;据估计 ,他们的饮食构成只是所需最低热量的 105% ( Mat-

thews, 1986)。

我们先假定转向市场的改革只是降低消费总量 ,分配保持不变。如图

4 .5 所示 ,两条曲线都向下移动。在巴西 ,贫穷家庭的数量增加一些。但是

在苏联 ,每个人都跌到了贫困线以下 ! 根据我们的假设 ,人们将普遍地反对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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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

增加不平等的分配性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减弱这个对比。在巴西 ,落到

贫困线下面的人较多 , 在苏联则较少。但是 ,在先前收入比较平均的国家

中 ,发现由于改革使自己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人口比仍然较高。

此外 ,在分配更不平等的国家 , 实施重新分配的措施会更加容易实施。

在巴西 ,对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收入最高者征收 30%的附加税 , 就相当于国

民生产总值的 20% , 能使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二的家庭的生活标准提高四

倍。① 在苏联 ,对收入较高的人们征税 ,将会增加新穷人的比例。

可见 ,如果改革在两个国家的总体代价相同 ,在改革开始前收入更平均

的国家里 ,由于改革而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数比例将要高一些。这种分

析依据的是经过大量剪裁的事实 ,但它表明 ,至少在假设其他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 ,拉丁美洲国家比东欧国家在政治上更容易接受改革。

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 ,对人们如何看待改革具有重大的影响。社会主

义制度成功灌输的惟一一个价值观念就是平等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 ,这种价

值观念可能会破坏市场导向的改革。当然 , 平均主义的遗产 ,正如卡拉斯

卡-波宾斯卡 ( Kolars ka-Bobinska, 1989 )在她对波兰社会调查资料的分析中

所指出的那样 ,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她指出 ,波兰社会不能容忍不平

① 假定没有严重损失 ,国家收入中约 2 %就足以使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到贫困线之上。

见 Cardozo and Da ntas , 1990: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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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但只是因为这些不平等被认为是不公正的。这位作者指出 , 事实上 ,

1980 年以来 ,波兰人对不平等和失业的容忍性已经大大地增强了。在 1980

年 , 70 .6%的应答者“无保留地”( without reservatious )接受限制最高收入

的原则。在 1981 年 , 这个比例就下降到 50 .7% , 1984 年下降到 29 .6% ,

1988 年则下降到 27 .5%。人们对平等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蓝领工人、受

教育较少和低收入的阶层 ,还有那些不在管理者位置上的人们 ,最不能容忍

收入的不平等。群体之间的差别变得更加深刻 : 1981 年有 68 .8%的受过高

等教育的专家有保留或无保留地接受这种原则 ,而 71 .6%的有技术的工人

接受这种原则 ;1988 年 ,只有 37%的专家支持限制最高收入的原则 ,但却有

63 %的技术工人和 70%的无技术的工人接受这个原则。此外 ,人们这远未

证明平均主义价值观念在东欧社会里 ,比在拉美国家更流行。在最近的一

份调查中 , 78%的巴西人赞同这个命题 :“社会生产的任何财富都应该尽可

能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① 60%的人不赞成“只要国家富裕 ,存在许多社

会不平等也没有关系”②。

结   论

在弄清楚人们支持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学之后 ,我们预期的经济改革

能走多远呢 ? 我们已经看到 ,经济改革的道路不会平坦。最可能的改革路

径是这样的 :先发动激进的改革 ,最终放慢速度或部分逆转 ,再发动较为缓

和的激进改革 ,但这时公众信心已经下降 ,再减慢速度或逆转 ,直到一个新

政府上台宣布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决裂 ,循环又重新开始。确实 ,拉美国家的

经验显示 ,那些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反对激进改革的政治势力一旦上台执政 ,

就会采取激进的改革纲领 ,反之亦然。所以 ,我们不应该期待改革要么“成

功”( succeed)要么“失败”(fail ) ,而应期待改革断断续续地进行 :前进 ,跌倒 ,

①

②

Marav all( 1981: 33)在 1977 年向西班牙的工人们问过同样的问题 , 62 %的应答者作了肯定

的回答。

Folh a de S . Pa ulo , 1989 年 9 月 24 日 , p .B-8。我感谢 Jose Alvaro Moises 让我注意到这个

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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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却 ,再前进。① 关于拉美国家改革情况的报告 (这些报告不同于经济状况

的报告 ) ,尽管存在各式各样的重大失误、崩溃和动摇 ,改革在 20 世纪 80 年

代一直是前进着的 (报告见 Williamson , 1990 )。

过去的失败对于新的尝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 保戈丹诺维茨-宾德

尔特 ( Bogdanowicz-Binder t , 1983 : 65—70 )认为过去的失败增加了新的改

革成功的可能性。然而 ,底亚茨-阿利简德罗 ( Diaz-Alejandro , 1981: 120 )认

为 :“失败的稳定时间越长 ,新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与尼尔森的观点

(1990: 360)相反 ,我认为这些论点并非必然互相矛盾 ,它们涉及的可能是不

同的角色。一方面 ,精英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会设计更好的纲领 , 另一方

面 ,人们作为经济活动者和政治活动者从过去的失败中得到了教训 ,他们预

期新的改革也将会失败。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预期在每次改革失败后 ,

都将会有更全面更一贯的纲领提供给多疑的民众。但是 ,如果经济活动者

不相信政府宣布的政策 ,这些政策本身就难以奏效 :如卡尔弗 ( Calvo , 1989:

217)所指出的 :“同样的政策 ,如果具有完全的可信性是最优的政策 ,但是如

果只有不完全的可信性 ,就成了次优的政策。”所以 ,每次新的改革尝试都增

加了反复无常性 :精英们对自己的计划蓝图更加自信 ,更倾向于不管公众意

见如何 ,都要实施这些计划。老百姓则变得更加倾向于对改革计划冷眼旁

观直到它失败为止 ,或是抵制这些改革计划。

在这种条件下 ,民主制度能够得到巩固吗 ? 海伽德 ( H aggard , 1986:

164)认为 :“民主的僵局 ,使改革呈现出一种‘之’字形前进或停停走走的局

面 ,但是不一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 ,导致镇压或专制政权上台。”我的看法与

此不同 ,我认为 ,尽管存在“之”字形的前进方式 ,在民主条件下改革能前进

得相当远 ,但是改革会引起政治动荡。

第四节  经济改革的政治影响

如果经济改革是在民主的条件下进行的 ,人们围绕着分配而进行的冲

① 这个假设暗含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观点 :对改革作横断面的评价非常容易引起误解。关于

这一点可从对于智利的争论中看出。在 1980 年 ,人们的看法分歧严重 ;经济在增长 ,通货膨胀较低

但是失业率很高 ,工资灾难性地下降 ,社会开支被忍痛削减。到了 1982—1983 年 ,国家处于一种十

足的灾难之中 ,经济衰退到了 1930 年以来的最低点。到了 1986 年 ,经济出现了缓慢的增长 ,但是底

层 40 %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仍低于 1973 年 ,每人平均收入稍微高于 1971 年 ,还存在财政赤字 ,私人

投资也很消极 , 如此等等。而到了 1989 年 ,它的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 ,舆论广泛地认为 ,包括那些

继承了专制改革遗产的民主派的政治家们也都认为 ,经济处于罕见的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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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必须被纳入制度的轨道 ,所有群体都必须通过民主的制度渠道来表达自

己的要求 ,公开放弃其他策略。不管他们的要求是多么迫切 ,作为政治群

体 ,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使自己的意愿服从民主制度的裁决。他们必须心

甘情愿地接受失败和等待———相信这种制度将会在下一次投票中为自己提

供机会。他们必须以民主制度的日程表作为采取行动时间的参照 ,思考时

想的必须是即将到来的选举 ,谈判形成的协议 ,或至少是财政年度等时间

段。① 他们必须采取这样的立场 ,即英国工党主席迈克古可 ( John McGurk )

在 1919 年表达的立场 :“我们要么拥护宪政 ,要么不拥护宪政。如果我们拥

护宪政 ,如果我们相信政治武器的效用 (我们的确是这样 ,不然我们为什么

要组织工党呢 ?) ,那么 ,要是由于我们没有在投票中获得多数票 ,就变卦 ,就

要求采取产业工人的行动 ,那就是既不明智也不民主的。”( Miliband , 1975:

69 )

因此必须在政治势力的组织处于两种极端的条件下 ,改革才能顺利推

进 :政治势力的组织必须非常强大而且支持改革纲领 ,或者这些政治势力的

组织必须非常弱小所以不能有效的反对改革。在政治势力———特别是反对

党和工会———强大到能够破坏改革 ,但却未强大到承担取消改革的全部代

价时 ,改革最不可能获得推进。像海伽德和考夫曼 ( 1989 : 269)指出的那样 :

“最大的困难来自中间性的情况 ,此时 ,劳动阶级能够动员起来以防卫自身

的切身利益 ,但却不清楚自身在政治体系中究竟该处于何种长期地位。”②说

得再明白一点 ,倾向改革的政府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要么像西班牙政府所做

的那样 ,与反对党和工会合作 ;或者是像玻利维亚的埃斯腾索罗政府对待工

会那样 ,毁掉它们。

由于两个原因 ,工会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 ,工会把一些人组织

起来 ,这些人的要求是工资压力的潜在根源。如果工人们和其他工薪雇员

们具有市场能力 ,他们就会利用这种力量以推动增加工资的要求。在改革

期间 ,工资压力是惯性通货膨胀的根源 ;它延缓经济复苏 ,并造成了部门之

间及职业之间差距的增大。对工资的约束是改革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另

一方面 ,工会联合会能够控制成员的行动。无论是利用国家赋予的强制力

量 ,还是依赖他们的说服力量 ,工会的领导人能劝服它的普通成员等待改革

①

②

提出这个制度时间概念的是 Norb ert Lec hner。

工会组织既不太强也不太大的最好例子也来自阿根廷。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阿根廷的工

会联合会要求对所有的基本消费品实行价格控制 ,要求进行外汇管制 ,结束政府的私有化计划 ,放

弃精简政府管理人员的计划 ,大幅度地增加工资 (拉美每周报道 , WR—90—11 , 1990 年 3 月 2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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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出现。工会有一种如西班牙语 poder convocatorio 所精彩描述的东

西 :把其成员行为控制在合乎集体利益范围内的力量。

工会为了发挥作为政府合作者的作用 ,必须建立广泛的而又中央集权

式的组织 ,而且必须维护政府的信誉。工会组织必须是广泛的 :必须把大多

数潜在成员联合起来。它们还必须是集权的 :工会组织必须能够控制会员

的行动。最后 ,它们还必须相信政府 :相信政府能够公平地分配改革的代价

和利益 ,并且也有能力指导改革。

这个论点不仅为来自发达国家的大量证据所支持 :在社会民主党执政

时 ,具有强大包容性而又中央集权的工会 ,愿意约束他们的工资要求 ;这个

论点也为一些新的民主国家的经验所支持 :在 1976 年后的西班牙 ,社会主

义党主政的政府在失业率很高的条件下提出了一个工业现代化纲领———直

到最近工会还支持这个纲领。在波兰 ,团结工会作出暂停其活动的惊人决

定 ,以协助后共产党政府发动改革。在巴西 ,“结果取向的工联主义”

( results-oriented unionis m)运动也愿意这样做。具有重要意义的是 , 它的

总书记成了第一个出任政府劳动部部长的工会领导人。①

政党则代表更多方面的利益 ,它们具有潜在的更广泛的影响力。就选

择政府和决定是否采纳特定的结构转变方案上 ,它们在提出其他的选择和

塑造人们的态度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然而 ,政党 ,至少是现代的非共产

主义政党 ,在规范其党员的行动方面没有工会那么大的力量。它们可以拒

绝处理一些他们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或不适当的要求 ,但是它们面临着其他

政党的竞争 ,面临着民众采取超出议会允许范围的形式动员起来的威胁。

总而言之 ,为了推进经济改革 , 政府必须或者寻求反对党、工会和其他

会员众多并且中央集权的组织的广泛支持 ,或者是想办法削弱这些组织 ,使

它们无法有效地反对改革。很明显 ,后面这种策略涉及民主的问题。如果

政府冲入围城内以反击反对改革的势力 ,那么 ,这个政府是否还是民主政

府 ? 再者 ,如果政府采取不顾公众反对 , 强行推行改革的策略 ,那么军方的

立场就成为关键。对那些试图不顾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反对派的反对 ,而强

行推进改革的人 ,和那些决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反对

民主组织起来的拥护改革的多数派的人来说 ,非民主的方案是否可行 ,需看

① Antonio Rog erio Ma gri以电业工会主席的身份 ,发表诸如“我们工人所要求的是企业增加

投资 ,以便经济能够增长。对于就业来说 ,没有比经济增长更好的保障”( Jou rna l da Tarde , Sao

Paulo , 1987 年 7 月 27 日 , p .12)讲话的时候 ,他打破了巴西的工会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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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对它所持的立场。当军方力量超然于平民控制 ,并以一种政治势力的

面目出现的时候 , 市民社会中的各种群体就会从事亨廷顿 ( H unting ton ,

1968 )所说的普力夺政治 ( praetorian politics ) ,亦即人们采取这样的策略 :

“如果你不降低要求 ,那我们就请求军队来干预。”或者 :“如果你不同意我们

的要求 ,我们就制造混乱以引起军方的干预。”在军队是另一股独立的势力

时 ,竞争的政治过程使得军方干预永远有可能发生。

与这种两极选择相呼应 ,新的民主政府能够采取两种相反的策略来控

制经济冲突 ,这两种策略的对立在于它们分别侧重经济逻辑和政治参与。

改革导向的政府可以把它们自身超然于民众的要求之外 ,自上而下地强行

贯彻一种经济政策 ;或者 ,政府在致力于动员社会支持改革纲领时 ,能够通

过与各政党、各工会以及其他种种组织之间的广泛协商 , 求同存异 ,形成共

识。这时政府面临着一种选择 :要么使各种政府势力都参与改革方案的制

定过程 ,从而使这些改革方案在经济上的合理性打折扣 ;要么尽量破坏各种

反对改革的势力。面临着这一两难选择 ,面临着因改革必然带来的社会代

价所造成的阻力 ,政府往往会在市场导向的改革下所必然导致的专家治国

性质的政治 ,和为求得共识而需要的参与性政治之间摇摆。

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是对技术经济蓝图的实际应用 ,而这种蓝图是以

北美大学高墙大院里提出的理论为根据的 ;同时 ,这些蓝图往往是国际借贷

机构强加给这些政府的。市场导向经济改革的蓝图建立在高度技术性的效

率模式上。在勾画这些蓝图时 ,要作出难以对一般公众解释清楚的选择 ,还

要作出并非总能被公众理解的决定。而且 ,这些改革蓝图要求实行的某些

措施 ,惟有在出人意料地采用时才能获致最大的成功。①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 ,改革是一种从上面进行控制的策略。为了实现专

家们的计划 ,需要贯彻一些特殊的措施 ,这些措施常常未经协商就被采纳 ,

有时是出人意料地被宣布。改革的政策不是经由广泛的参与协商后才产生

的 ,也不是由各种利益代表达成一致而产生的 ,更不是从妥协中产生的。如

我们已经看到的 ,那些力图完成结构性改革的政党总倾向于操纵议事日程 ,

以使选民们接受激进的改革方案。猛药策略的成功依赖于它一开始表现出

的残酷性 ,依赖尽快地实施最激进的措施 ,依赖于忽视各种特殊利益和各种

① 如果人们都知道某种商品的价格要开放 ,在这个措施实施之前就会出现对这种商品的抢

购 ;如果人们都知道在某一天要冻结工资和价格 ,工资和价格就会在冻结措施开始之前被尽可能地

提高 ;如果人们都知道将冻结存款 ,就会赶紧把钱从银行中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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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的要求。尽管存在着要求使改革变温和 ,或是变慢的强烈呼声 ,坚决地

进行改革的政府都必须不理会这一切 ,而继续推进改革。因为改革者们渴

望尽快地前进 ,一切政治冲突只是浪费时间。所以 ,转向市场的改革或是靠

行政命令来推进 ,或是强行通过立法机构来实施。因此 ,瓦文萨由于担心国

民议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行规定的 7 天时间内不能通过 11 项重要的

经济立法 ,便提出应给予政府使用政治命令进行统治的权力。由于最初的

改革计划遭到失败 ,绝望的阿根廷总统梅内姆考虑不召开议会的例行会议 ,

而依据政治命令进行统治。根据考纳汉 ( Conaghan)、马洛伊 ( Malloy )和阿

布伽泰斯 ( Abugatt as ) ( 1990: 20—21)等人的观点 ,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

秘鲁 ,行政权力都会广泛用来推行改革的计划。在 1980—1984 年间秘鲁颁

布的 675 项法律中 ,有 463 项是行政法令。改革的观念内在地存在着这种

潜能。①

与此同时 ,改革要求在投票中得到人们的支持 ,要求工会和其他行业协

会发挥其功用 ,有时还要求反对党在议会中的支持。由于改革会造成暂时

性的代价 ,所以它总会引起抵制。一些人会呼吁 ,改革的社会代价太大 , 应

该适当软化。另一些人会强调他们的情况特殊 , 应该予以特别地对待。在

这种情况下 ,政府倾向于寻求一致 , 解释和论证它的改革纲领 ,倾听人们的

呼声 ,寻求妥协。他们力图让反对党、工会和雇主协会参加经济决策 ,希望

这可以减少政治冲突 ,促使各股经济力量在行动上至少与继续改革纲领的

基本路线保持一致。

通过讨价还价而达成的社会协议 ,通常要求工会答应约束工资要求 ,作

为回报 ,政府答应提供一些福利项目 ,并制定控制通货膨胀、鼓励投资和扩

大就业的经济政策。② 在 1958 年后的委内瑞拉和西班牙 ,最初的社会协议

确立了产业关系体系的雏形 ,随后的协议旨在调整具体的工资和就业指标 ,

①

②

波兰政府的一个北美顾问 ,近来在一次会议上发言说 :“这个纲领能否成功 ,全在波兰人自

己了。从经济学的观点看 ,这个纲领是合理的。只有那些屈服于民众压力的人能够破坏它。”这里 ,

我听到了布莱特的回应 :“如此说来 ,那么对于政府来说 ,解散民众比另外一次选举不是更简单吗 ?”

Lechn er( 1985 )和 Przewor sk i ( 1987b )讨论了这种社会协议的经济逻辑和政治先决条件。

Cordova (1985) , Pa ppal ardo( 1985 )和 dos Santos ( 1987)等人对于不同国家的经验作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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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① 然而 ,在大部分新生的民主国家 ,这种协议看

来难以成功 ,原因如下 :

(1 ) 社会协议总带有排他性。施密特 ( 1984: 365 )正确地指出 ,排他性

这个特点正是社会协议定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拉美 ,作为工会成员的

工人只是民众的一部分 ( Grossi and dos Santos , 1983 :143 )。李奇纳 ( Lech-

ner , 1985: 30)诘问道 :“以从事生产的工人为基础的工会运动 ,能够代表从

事各种再生产为基础的民众运动吗 ?”

(2 ) 工会只有在会员众多 ,中央集权 ,具有相当政治影响的时候 , 才会

加入这种协议。否则 ,他们没有理由相信 ,以他们目前暂时无法使用其最大

限度的力量 ,将换来未来的利益。另一方面 ,雇主们可能更愿意立刻作出一

些让步 ,他们害怕强大的工会 ,并反对扩大工会权利 ,因为这种权利有可能

会在将来被用来反对雇主们。政府对于工会也有矛盾的心理 ;政府一方面

想要工会的合作以控制工资 ,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工会强大到足以左右经

济政策。

(3 ) 即使私营企业的工会愿意参加这种协议 ,国营企业的工会却没这

样做的动力。在私营企业中 ,工会利用约束工资为条件换取就业和投资 ,但

在国营企业 ,无论是就业还是投资都不依赖于雇员的工资增长率。因此 ,国

营企业的工会既不会面临失业的压力 ,也没有面临投资的窘境。而且 ,改革

通常包括减少公共开支的措施 ,这对这些工会却是一种威胁。

这些障碍是如此的棘手 ,以至于大部分情况下社会协议难以达成。即

使形式上签署了协议 ,它往往也很少被遵守。

由于任何改革过程都必然导致物质生活条件的暂时恶化 ,所以无论是

法令 ,还是协商都不能使经济状况迅速获得改善。政府明白 ,法令可能引起

反抗 ,协议又往往无法取得他们想依靠法令取得的结果。用阿根廷前经济

副部长的话说 ,政府发现 ,“实现政治参与的条件 ,与建立强有力政府的条件

是正相冲突的”。② 随着压力的增长 ,在寻求和平解决冲突时 ,政府开始在依

①

②

Cordova( 1985 )对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在社会协议方面的经验作了很有用的比较性描述。关

于西班牙的情况 ,见 Garcia ( 1984 ) , Gonzal ez ( 1985 ) , Perez-Diaz( 1986 )。我认为委内瑞拉由于从石

油中得到了许多租金收入 ,所以它的情况应予以区别对待。 Karl ( 1987 )和 McCoy ( 1987 )对委内瑞

拉的社会协议作了截然不同的分析 ,但在我看来 ,前者过高地估计了石油的作用 ,而后者则对石油

的作用评价不足。

Ju an Carlos T orre , 1987 年 6 月在圣保罗大学“政治过渡 :协商的必要性和局限”( Neces -

sid ad es e limit es da megocia�ao)研讨会上的发言。见 Guilhon Albuquerque and Durh am ,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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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法令还是依靠协商之间摇摆起来。由于通过达成协议来消除冲突的想法

十分诱人 ,所以在反对派反对改革的呼声高涨的时候 ,政府总想通过谈判来

解决冲突 ;而在经过讨价还价达成的协议使得改革处于危险之中时 ,政府又

倾向于专家治国的主张。他们答应凡事经过协商 ,但又利用法令 ,让坚持到

最后的合作者大吃一惊① ;他们制定法令却又希望赢得一致。其结果是 ,政

府显得缺乏明确的改革思路和推进改革的决心。国家开始被视为经济不稳

定的主要根源。② 这就到了像魔术师另换一套把戏的时候了。一旦人们对

改革的信心消失了 ,新上任的政府就企图以老百姓还未学会不信任的东西 ,

来与过去划清界限。改革令人上瘾 ,每次都需要更大的剂量以减轻那累积

的绝望。市场导向的改革可能具有合理的经济基础 ,但是从它之中却产生

一种巫术政治。

这种政治作风的结果是破坏代议制度。当候选人在竞选期间隐瞒自己

的经济纲领 ,或是政府采纳与他们在竞选中的允诺完全相反的政策时 ,他们

是以有系统的方式昭告人民 ,选举在形成经济政策方面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当政府用法令宣布一些极其重要的政策 ,或是不经辩论就在立法机构强行

通过它们的时候 ,政府是在让政党、工会和其他的代议机构明白 ,它们在制

定政策方面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当政府只是为了得到对自己已经选择的政

策的支持而恢复谈判时 ,它们只会培养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反感。

于是 ,民主就被削弱了。选举、行政法令和间歇性爆发的抗议 ,便成为

政治过程的全部。政府靠法令进行统治 ,采用权威主义的方式 ,不过往往没

有太大的压迫。国家的所有权力都被集中在行政者手中 ,而他们在管理经

济方面又毫无绩效可言。人民只有定期进行投票的机会 ,但这种投票并不

是选择。政治参与衰退了。政党、工会和其他代议组织面临着选择 :要么消

极同意 ,要么以超出议会允许的形式表示抗议。

也许这种后果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确实 ,停停走走的改革模式之所以

被采用 ,其原因就在于民主制度一开始就不完善。在宪法条款明确规定行

政机构在实施一项政策之前 ,必须得到议会的正式同意 ,在存在着有效的代

议机构和广泛的政治参与的国家里 ,若政府得不到相应的支持 ,就不能发动

改革。改革的纲领必须通过代议机构 ,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形成 ,并通过投

①

②

Pacote Bresser 在 Sarn ey 总统的私人授意下 ,在一个讨论社会协议可行性的会议前夕发表

的。

关于对政府政策不稳定性的抱怨 ,见在圣保罗大学社会协议研讨会期间雇主协会的代表和

工人领袖的表达 ( Guilhon Albuquerque and Durh am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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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得到认可。西班牙的社会党政府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推进改革的 ,它在保

持广泛支持的同时 , 成功地带领国家实现了痛苦的工业复兴 ( Maravall ,

1990 )。① 但是这在新兴的民主国家中似乎是一种例外。

一旦民主遭到削弱 ,追求改革就可能导致政治动荡。在某一时刻 ,人们

可能不得不在放弃改革与抛弃代议民主制度之间作出选择。实行专制的诱

惑是不可避免的。七嘴八舌的议论 ,不得不遵循一定的程序而导致的延误 ,

以及看来不合理的冲突 ,必然使改革的拥护者难以忍受并失去耐心。在他

们来看 ,改革一目了然地既是合理的又是必然的 ,怀疑、反对和坚守程序是

非理性的。结果 ,专家治国挺身而出 ,反对民主 ,滋生出一种不顾公众抵制

而往前走下去的倾向 :为了继续改革 ( perest roika)而压制开放 ( glas nost )。

而在另一方面 ,由于持续存在的痛苦 ,人们的信心消失了 ,政府显得越来越

无能。于是 ,人们就会不惜任何代价 ,甚至不惜以牺牲民主作为代价来保护

自己的利益。

① 注意 , 1976 年意大利共产党决定支持政府的紧缩政策时 ,它通过夜校的经济课程 ,对 100

万工人解释为什么需要采取紧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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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因为有‘那种体制’,我们早就像西方那样了”———这是东欧三

段论的前提。但是许多国家从未经历过共产主义 ,却依然是南方的一部分 ;

世界人口的一半生活在资本主义的、贫穷的、频发的而又有组织的暴力统治

的国家里。正如巴西的一位商界领袖所评论的那样 :“我们的商人认为共产

主义已经失败了。但是他们忘了资本主义也遭到了极大的失败。”①贫穷、不

平等、无效率、压迫和外国的控制 ,这是数十亿人天天经历的事实 ,对于他们

来说 ,西方依然是北方。

那么 ,我们凭什么来完成上述的三段论推理呢 ? 凭什么相信 ,一旦“那

种体制”不复存在 ,东欧就将走向一条迈向“民主、市场和欧洲”的道路 ,一条

迈向“西方”的道路呢 ? 正是这个问题促动我写这本书。

结论部分不是作谨小慎微、条分缕析之论的地方。所以 ,我先来概括一

下前面已确认的结论 ,然后由此出发 ,对东欧的前途作一点预测。

为了使民主制度得以巩固 ,这些制度必须同时保护所有的主要利益 ,并

产生经济成效。然而 ,在最近向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民主制度”似乎大

都是匆促草就的杂乱无章之作 ,因为这些制度大都是在为了尽快地终止根

本冲突这一种可以理解的压力下而采纳的。因此 , 新的民主制度可能会在

基本制度方面继续经历着冲突。那些在民主制度的运作中受挫的政治势

力 ,将会不断地质问这种制度架构的合理性。而不管在哪个国家 ,只要武装

力量依然独立于平民的控制之外 ,“军队问题”就始终是民主制度不稳定的

持久根源。

再者 ,并非所有的反专制主义运动都拥护民主。有些团体加入民主的

旗帜下 ,仅仅是把此举作为吞噬其专制主义敌人 ,也吞噬反对旧专制政权斗

争中的盟友的一个步骤。一旦民主制度确立起来 , 他们则利用这些制度来

确立他们在代表“国家利益”上的垄断地位 ,来压制反对意见 ,来根除一切冲

突。

① 圣保罗市雇主协会 ( FI ESP )经济部副部长 Rob erto Nicola u Je hu 接受采访时的谈话 ,见 Ve-

ja , 1989 年 10 月 25 日 ,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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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民主制度的生存 ,不仅依赖于其制度结构和主要政治势力的意识

形态 ,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制度在经济上的表现。许多新生的

民主国家面临着生活条件的恶化。对这些国家来说 ,如果尚有终止生活条

件恶化的希望 ,那么 ,就必须进行深刻的经济改革。

然而 ,经济制度的结构性转变是未知的变数 ;驱动这些转变的 ,不是可

靠的蓝图 ,而是绝望和希望。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最可能被实施的改革策略

不是社会代价最小的策略。把向市场的转变和产权的转变结合起来的策

略 ,是猛药策略。即使这种改革纲领在开始时能得到个人和有组织的政治

势力的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痛苦的继续 ,这些支持可能会削弱。在惯性

压力下 ,通货膨胀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发。失业 ,哪怕是暂时性的失业 ,

也是难以忍受的。不断增加的不平等给冲突火上浇油 , 因为它使人们怀疑

某些团体仅仅是为了自己获利才支持改革。面对各种政治反应 ,在市场导

向的改革中 ,政府很可能在市场取向的改革所固有的专家治国政治 ,和为维

持共识必需的参与政治之间摇摆不定。政府放弃或推迟一些改革 ,只是为

了在将来再尝试这些改革。而每一次新尝试 ,政府都会发现它享有的初始

信任在减少。最后 ,财政破产的政府之政策摇摆导政治上的动荡不安。

因此 ,权威主义的诱惑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 ,七嘴八舌、众说不一的

喧嚣 ,因必须按程序办事而造成的时机延误 ,冲突的明显不合理性 ,这些都

不可避免地在拥护改革的人们中间引起急躁和不宽容心理。另一方面 , 物

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恶化 ,专家决策的风格 ,代议制度的无效率 ,都削弱了民

众对民主的支持。

这些分析对于东欧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 我认为有两点启示 :东欧的

政治发展 ,与那些在早些时间转向民主制度的国家 ,将不会有什么不同 ;经

济制度的转变远远达不到蓝图的目标。

期望东欧国家能够避免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期望

它不久就会加入西方 ,主要的理由却是地理因素。东欧人的三段论推理的

核心前提是“只有一个欧洲”,一种独特的欧洲文明 ,东欧国家在传统上是它

的成员 ,仅仅是由于苏联统治的铁幕才使得他们暂时地与欧洲其他部分隔

开。现在所需要的是 ,保加利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找到他们在欧洲民族大

家庭中的合适地位。

事实上 ,地理因素是期望东欧国家走向民主和繁荣的惟一理由。在今

天的欧洲 ,没有非民主政治的存身之地 ;民主制度是寻求成为这个共同体之

成员的必备条件。可是 ,这种地理位置是否也将吸引来投资 ,已经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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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而未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 ,这种投资流入并未发生。否则 ,我找不到任

何理由相信 ,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或罗马尼亚的将来应当不同于阿

根廷、巴西或智利。

东欧人向来就带着一种优越感看待拉丁美洲。隔着大洋 ,他们看到的

是一块充满了军事政变、地主寡头政治、平民运动的丛林和海滩 ,是一块带

有异国情调 ,甚至有点迷人 , 但却是不文明、未开化的地方。他们认为自己

处于最高级的———欧洲的———文化的发源地。他们忘记了自己国家的军事

政变、地主寡头统治、平民运动、民族主义和对外国人的畏憎。然而我知道

很多波兰的村庄 ,那里的人们感到马尔克斯 ( Gabriel Garcia Marquez)就像

是在自己家里。我感受到了探戈舞曲对波兰人的吸引力 ;我的双肩感觉到

成千上万的人们催促我跪在圣母玛莉亚的圣像、琴斯托霍瓦国女王和三角

湾圣地亚哥之蒂朗尼纳像之前的压力。你能想像到西欧的议会在要讨论某

些重要的经济立法时 ,不顾一切地投入一场关于是不是应该把一个十字架

放在带有象征性的鹰状王冠上的辩论吗 ?

让我们暂且忘掉地理因素 ,把波兰放在阿根廷的位置上 ,把匈牙利放在

乌拉圭的位置上。我们将看到的是软弱的国家组织、没有能力代表社会并

动员民众的政党和其他社团组织、垄断而又过度保护和过度管制的经济、不

能养活自己人民的农业、臃肿的公共官僚部门、零散而且水平低下的社会福

利服务体系。难道你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 ,正是在这些状况下 ,才产生出

了抵挡不住大企业压力的政府 ,产生出了对民主制度怀有可疑承诺的民主

运动 ,产生出了虎视眈眈地坐在一旁的军队 ,产生出了被专制主义和社会公

正扭曲的层级森严的教会 ,产生出了动不动就刮起排外之风的民族主义的

情感吗 ?

上述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东欧的前途是既定的 , 也不意味着拉美的前景

注定是渺茫的。一方面 ,迈向繁荣和民主的道路并没有关闭 :西班牙、葡萄

牙和希腊都成功地避免了贫穷和专制主义 ,也许韩国 ,甚至泰国都正在这条

道路上前进。当然 ,这种成功也许极为少见 ,但它毕竟是可能的。另一方

面 ,无论在欧洲还是南美洲 ,各个国家的前途不尽相同 :智利在专制主义的

统治下已经承受了经济转变的冲击 ,而巴西仍然面临经济恶化的趋势 ;捷克

斯洛伐克几乎没有外债 ,而匈牙利债台高筑 ;乌拉圭看来已经解决军队问

题 ,而阿根廷继续生活在政变的恐惧下 ;匈牙利已经建立起合法的机构和政

党体制 ,而罗马尼亚在这两方面都付诸阙如。地理条件 , 无论它的含义如

何 ,都不足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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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正在拥抱资本主义 ,但它们还是很穷 ,这是谁都能看得很清楚

的事实。这是东欧人与世界各地都有的 ,也是梦想繁荣和民主的千千万万

人民所共同面临的条件。因此 ,我们只能预料到 ,贫穷资本主义常常碰到的

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 ,它们也不能幸免。东方已经变成了南方。  191



参 考 文 献 l157  



l158  民主与市场



参 考 文 献 l159  



l160  民主与市场



参 考 文 献 l161  



l162  民主与市场



参 考 文 献 l163  



l164  民主与市场



参 考 文 献 l165  



l166  民主与市场



参 考 文 献 l167  



l168  民主与市场



参 考 文 献 l169  



l170  民主与市场

作 者 索 引
(条目后的页码为原书页码 )

A

阿尔巴金 A balkin , Leonid 123

阿布优 Abreu . Dilip . 25n

阿布伽泰斯 A bugattas , Luis A . . 184

阿加本扬 A gabengyan . Abel G . . 122n

安德烈 Andrade, Régis de Cast ro , 60n ,

91n

亚里士多德 otle . 26n

阿罗 Arrow , Kenneth J ., 16 , 17 , 106 ,

108

阿什 Ash . Timothy Gar ton , 3

阿瑟兰 Asselain , Jean-Char les , 118n ,

123n

奥尔巴赫 A uethach . Paul . 113n

奥曼 Aumann , Robert , 44 , 110

艾克诺德 A xel rod , Robert , 38

B

巴卡 Baka , W�adys�aw, 126n . 136

巴塞 维 茨 Balcerowicz , Leszek . 142n .

144n

鲍尔 Bauer . Thomas . 126n

贝克 Beck , Nathaniel . 117n

贝克尔 Becker , GAry S ., 132

贝拉萨 Belassa , Bela , 144n

本斯 Bence , Gyorgy ,95n

本哈比 Benhabib Jeff , 73n

贝格松 BergSon , A bram , 119n

比德勒 Bideleux . Rober t , 119n

博比奥 Bobbio , Norber to , 13n , 46n

保戈丹诺维茨-宾德尔特 Bogdanowicz-

Binder t , Chrstine A . . 179

鲍 尔 斯 Bowles , Samuel . 107n , 126 .

130n

布雷布鲁克 Braybrooke . David , 39n

布伦兰 Brennan , Geoffrey , 15n

布雷塞尔-佩雷拉 Bresser Pereira , Luiz

Car los , 68n

布鲁诺 Bruno , Michael , 131

布鲁 斯特 Bruszt . Laszlo , 54n , 104n ,

139 , 160

布坎南 Buchanan , Allen , I03n . 105n

布坎南 Buchanan . James , 15n , 16

布拉韦 Burawoy . Michael , 127

布坚科 Butenko A natoli, 117

C

卡尔弗Calvo , Guillermo A ., I68n , 179

坎贝尔 Campbell . Donald E . . 105n

卡多索 Cardoso , Eliana . 178n

卡多索 Cardoso . Fernado H enrique 46n ,

56 , 68n

卡里加 Car iaga , Juan L ., 162n , 169

卡尔 Carr . Raymond , 46 , 57n , 89n

卡里略 Carr illo . Santiago , 31



作 者 索 引 l171  

卡斯珀 Casper , Gerhard , 80n

卡斯托里亚迪斯 Castoriadis . Cornelius ,

117n

科恩 Cohen , G . A ., log

科恩 Cohen , Joshua , 17

科尔曼 Coleman . Jules . 14 . 15

科纳德 Colla rd , David , 115n

考 密 苏 Comisso . Ellen , 56n , 122n ,

128n , 157 , 161

考纳汉 Conaghan , Catherine M . . 68n ,

166n , 184

科尔多瓦 Córdova , Efrén , 184n , I85n

科尔特斯 Cortés . Fernando , 16ln

科塞尔 Coser , Lewis , 11

崔之元 Cul , Zhiyuan , 125n

卡明斯 Cumings, Bruce , 79n

D

达尔 Dahl , Rober t A ., 10 , 86 , 130n

丹塔斯 Dantas, Daniel , 178n

德利奇 Delich , francisco . 77n

德塞 Desai , Meghnad . 113n

底亚茨-阿里简德罗 Díaz- Alejandro , Car-

los , 179

迪尼斯 Diniz Eli . 60n

德莫夫斯基 Dmowski , Roman , 92

多布 Dobb , Maur ice , l04n

多马让斯科 Domarańczyk , zbigniew , 167

多恩布施 Dornbusch . Rudiger , 171n

邓恩 Dunn , John , 101

德拉姆 Durham , Eunice Ribeiro . 186n

E

埃杰沃斯 Edgeworlh , F rancis Y ., 105

爱森伯格 Ehrenburg . I1ya, 58

伊尔森 Elson , Diane , 111 . 113n

埃尔 斯特 Elste r , Jon , 42 , 81n , l00 ,

I02n , 125 , 126 . 127 , 155n , 170

F

法兰德 Farrand , M .,88n

弗西尔 Fischer , Frankilin M . . 107

丰塔纳 Fontana , Andrés , 76

富顿伯格 Fudenberg , Drew, 25n

富西 Fusi, Juan Pablo Arizpurua , 46 .

57n , 89n

G

加尔恰 Gazcía . Manuel Alonso . I85n

加西亚-马尔克斯 García Máarquez . Ga-

briel . 48n . 190

加雷特 Garrett . Geoffrey , 131

戈捷 Gauth ier . David . 38

盖登斯 Geddes . Barbara . 82

金蒂斯 Gintis . Herber t . 126 . 130n

戈尔伯利 Golbery do Couto e Silva . 60n

贡塔尔斯基 Gontarski . Leszek . 6ln

风萨雷 斯 González . Fernando Suárez .

185n

格罗西 Grossi , Maria , 185

吉 永 Guilhon Albuquerque , José A .,

186n

H

哈贝马斯 Habermas , Jurgen , 14 , 17 ,

160

海伽德 Haggard Stephan , 136n , 166n ,

180 , 181

哈恩 Hahn . F . H . . 108

汉科斯 Hankiss , Elemer . 68n

汉斯曼 Hansmann . Henry , 124n , 154n

哈丁 Hardin , Russell , 23 , 53 , 81n , 86



l172  民主与市场

海沃德 Hayward . J . E . S ., 82

埃雷罗 Herrero de Mi ? on , Miguel, 85n

希克斯 Hicks , Alexander , 131

赫希曼 Hirschman , Albert G ., 18 , 43n

霍布斯 H obbes . 38n

霍尔姆斯 H olmes, Stephen , 81n

霍尔特洛姆 H olmst rom , Bengt . 127n

亨廷顿 H untington , Samuel P ., 182

赫尔维茨 H urwicz , Leonid , 117

J

约翰松 Johnston , Bruce F ., 111n

K

卡利瓦 Kalyvas, Stathis , 102n

卡尔 Karl , Terry Lynn , 185n

卡罗尔 Karol , K . R ., 58

考夫曼 Kaufman , Rober t , 137n . 181

卡万卡 Kavka , Gregory , 23n , 27n . 3bo ,

84n , 86n

基尔兹勒 Kirzner . Israel M . . 115n

克劳 Klau . Friedrich , 132n

奈特 Knigbt , Jark , 28

卡拉 斯 卡-波 宾 斯 大 林 卡 Kolar ska-

Bobińska , Lena , l04n , 160 , 178

科尔瑙伊 Kornai, Janos , 119n , 123n ,

142n

克雷普斯 K reps , David M ., 170

昆德拉 K undera , Milan , 60n

库龙 Kuroń, Jacek , 93n

科尔茨 K urz , Mordecai, 110

L

拉蒙尼尔 Lamounier , Bolivar , 14 , 54n ,

56

兰开斯特 Lancaster . Kevin . 111n

莱恩 Lane, Frederic C ., 25

朗热 Lange Peter , 131

拉瓦伊 Lavoie, Daniel . 115n

李奇纳 Lechhner Norber t , 43n , 44 , 184n ,

185

莱永胡德武 Leijonhufvud , Axel , 125n

列宁 Lenin , V .I ., 41

莱维哈瑞 Levhari , D ., 111n

莱维斯 Lewis , David , 38

林兹 Linz, Juan , 10 . 34n

李普塞特 Lipset . Seymour Mar tin . 14 ,

96

利特沙伊德 Littlechild , Stephen C ., 12n

罗文斯坦 Loewenstein . George , 170

洛马基 Lomasky . Loren E ., 15n

罗伯茨 Lopez , Juan , 143n , 149

洛佩斯-宾特尔 López- Pinior . Rafael . 54n

卢卡斯 Lucas, Robert E ., Jr . , 13 In

卢森堡 Luxemburg . Rosa ,11

M

麦科伊 McCoy . Jennife r , 185n

麦克维 Mckelvey , Richard D . . 1 7

马迪逊 Maddison , Angus , 122n

马洛伊 Malloy , James M . . 1 84

曼德 Mandel . Ernest . 113n

马丁 Manin , Bernard , 19 , 43

马拉 瓦莱 Maravall , José María , 58n ,

178n . 187

玛丽 Mari . Jean- Paul . 64n

马克思 Marx , Karl , 107n

马斯金 Maskin , Eric, 25n

马修斯 Matthews , Mervyn , 13ln , 177

梅洛尔 Mellor , John W , 111n

米格拉扬 Migranyan , A . M ., 138

米利班德 Miliband , Ralph , 180



作 者 索 引 l173  

米尔曼 Mirman , L . J ., 111n

穆阿提 Moa tti , Gerard , 102n

茅伊 内 Moene , Karl Ove , 126 , 127 .

155n

莫伊塞斯 Moisés , Joséálvaro , 91n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 26 , 46n , 47n

摩尔 Moore, Barrington , Jr , 96

莫林 Moulin , Hervé, 19n

莫里罗 Murilo de Carvalho , José, 77n

N

尼尔森 Nelson , Joan , 165 , 166n . 17ln ,

179

纽伯里 Newbery , David , 107n

诺维 Nove, Alec , 103n , 115n , J 17n ,

123n , 124 , 125

诺瓦克 Nowak , Stefan , 70n

O

奥唐纳 O’Donnell , Guillermo , 52 , 56n ,

63n , 67 ,88 , 92 , 97

奥菲 Offe . Claus . 12

奥尔森 Olson , Mancur , Jr ., 25n , 64n

奥尼尔 O’Neill , John , l06n . 130n

奥斯特洛夫斯基 Ostrowski . Krzysztof ,

54n , 79n , 116n

P

巴勃罗 Pablo . Juan de . 84n

帕帕拉尔多 Pappala rdo , Adriano , 184n

帕累托 Pareto , Vilfredo , 105

佩雷迪加 Perez-Díaz , Victor . 185n

彼得拉科夫 Pet rakov , Nikolai , 115 , 123

庇古 Pigou . A . C ., 105

皮佐尔诺 Pizzorno , Alessandro , 11

波蒂厄斯 Por teus . Evan L ., 170

普沃斯基 Przeworski . Adam . 14n . 18 .

25n . 38n , 46n , 64n , 68n . 74 , 81n ,

111n , 116n , 130n , 132n , 134n , 184n

帕特曼 Putterman , Louis . 125 , 126

R

拉德纳 Radner , Roy , 73n

雷恩沃特 Rainwater , Dee, 128n , 13ln

拉斯穆松 Rasmusen . Eric , 72n

雷默 Remmer , Karen L . . 136n , 166n ,

171n

里克尔 Riker . William H ., 17 , 4ln

勒默尔 Roemer , John , 113n . 117n

罗坎 Rokkan , Stein , 96

罗兰 Roland , Gerard , 118n

罗利茨基 Rolicki , Janusz, 57n

卢梭 Rousseau , Jean- Jacques , 36

鲁瓦尔卡瓦 Rubalcava , Maria Rosa, 16ln

鲁宾斯坦 Rubinstein , A riel , 44n , 47n

鲁斯托 Rustow , Dunk war t A ., 81n , 88

S

萨赫斯 Sach s, Jeffrey , 131

萨吉尔 Saguir , Julio , 83

桑托斯 Santos, Mario dos , 184n , 185

萨特 Sar t re , Jean- Paul , 64

施密特 Schmitt , Carl , 16

施密特 Schmitter , Philippe C ., 11 , 67 ,

88 , 97 ,185

施奈德 Schneider , Ben Ross , 143n

斯科特 Schotter , Andrew , 38 , 73n

熊彼特 Schumpeter , Joseph A ., 17

沙姆萨瓦瑞 Shamsavari , Ali , 113n

沙皮罗 Shapiro , Daniel , 115n

沙皮罗 Shapiro , Helen , 158

斯拉格斯塔德 Slagstad , Rune , 81n



l174  民主与市场

斯米丁 Smeeding , Timothy , 128n

斯密 Smith , William C ., 60

索拉 Sola . Lourdes , 167

斯普拉格 Sprague , John , 18

斯托林斯 Stallings , Barbara . 137n

斯塔林兹科斯 Staniszk is , Jadwiga , 123n

斯坦顿 Stanton , Kimberly A ., 82

斯图潘 Stepan , Alfred , 12

斯蒂格勒 Stigle r , George , 4 ln

斯蒂格利茨 Stig litz, Joseph , lo6 , 107n

萨格登 Sugden , Rober t . 36

塞伦伊 Szelenyi . Ivan . 56n

T

塔科夫斯基 Tarkows ki, Jacek , 156

泰勒 T aylor . Lance , 158

泰勒 T aylor , Michael , 38

泰尔 Theil . H enri . 30

托马 Thoma . Richard . 19

瑟罗 Thurow , Roger . 124n

托利森 Tollison . Rober t D . . 17

托兰斯加 Torańska . T eresa . 70n

托里 Torrey . Barbara . 128n

塔洛克 Tullock , Gordon , 15n . 16

U

乌尔曼-马加利特 Ullman-Margalit , Ed-

na, 38

V

范德梵 van der Veen . Rober t . 134n

范帕里斯 van Pazijs , Philippe . 134n

弗尼 Verney , Douglas , 81n

韦尔龙 Vernon , Raymond , 154n

韦鲁 Verou , Pablo Lucas , 10

维克斯 Vicker s , Douglas , 158

W

瓦利茨卡 Walick i, Andrzej , 56n

华勒 斯 坦 Wallerstein , Michael . 14n ,

68n , 111n ,132n

瓦尔拉 Walras , L . . 105

沃德 Ward , Benjamin , 127

韦伯 Weber , Max , 54

威廉姆斯 Weffort . francisco . 32n , 102n ,

122n

韦尔 Weil , P hilippe , 170

维亚尔 Wiat r , Je rry J ., 56n , 90n , 123n

维尔克 Wilk , Mar ian , 116n

威廉姆森 Williamson , John , 140n , 145 ,

146 , 17ln ,179

弗努 克-利宾斯 特 Wnuk-Lipiński , Ed-

mund , 119n

伍德 Wood Gordon S ., 15

Y

亚辛 Yassine , Evgeni , 115 , 123

Z

扎列斯基 Zaleski . Edward , 118n

扎雷金 Zalyguine , Sergeuei , 12ln

扎斯拉夫斯加 Zaslavs kaya , Tatyana I .,

l04n , 160

扎斯拉夫斯基 Zaslavski, Victor , 120n



主 题 索 引 l175  

主 题 索 引
(条目后的页码为原书页码 )

A

阿达麦克 A damec , Vladyslay , 61

阿根廷 Argentina , l , 33 . 46 , 52 , 75 ,

83 , 84 , 85 ,90 , 122n , 128 , 143n .149 ,

165 , 167

武装力量 armed forces, 79 ; 东欧 in East-

ern Europe, 6 ;监护 tutelage by , 74 - 7

奥地利 Austr ia . 128

B

巴尔塞洛维奇Balcerowicz, Leszek , 167

巴尔 塞 洛维 奇 计 划 Balcerowicz plan ,

162n , 165

班泽尔 Banzer , General H ugo , 166

比林 Billing , Bishop Gottfrid , 88

玻利维亚 Bolivia , 143 , 151 , 162n , 166 ,

168 , 169 , l84

资产阶级与民主 bourgeoisie and democ-

racy , 68n

保加利亚 Bulgar ia , 4 , 58n , 59

巴西 Brazil . 1 , 51 , 56 , 58 , 60 , 68n , 84 ,

89 ,122n , 128 , 143 , 165 , 公共舆论调

查 public opinion surveys in , 83n , 120 ,

167n , 169 , 178

C

加拿大 Canada . 128n

资本主义蓝图 capitalism: blueprin t of ,

105 , 批评 cr itiques of , 105 - 9 ; 定义

definition of , 101 ,不合理 irrationality

of . 109 - 12

卡 多 索 Cardoso , Fernando H enrique ,

84n , 167

齐奥塞斯库 Ceausescu , Nicolai, 59 , 64

智利 Chile , 1 , 78 , 79 . 82 - 3 . 122n , 138

中国 China . 60

集体行动理论 collective action , theory

of , 64n

经济体制比较 comparisons of economic

systems: 蓝本与现 实 blueprin ts and

realities , 103 - 4 .阶级偏见 and class-

based preferences, l04 , 内生偏好 and

endogenous preferences , 101 - 3 , and

现状 performance , 119 - 22

服从 compliance , 14 - 15 .替代性观点 al-

ternative views of 19～24 ; 定义 defini-

tion of , 28 ; 博奕论 game- theoretical

view of . 29 - 32

宪法 constitu tions , 35 - 7

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 . 2 . 3 . 4 ,

8 , 51 , 120

D

协商 deliberation , 17 - 18

迟到与天主教 democracy: and Catholi-

cism , 93 , 含义 definition of , 10 , 专政

and dictatorsh ip , 45 - 9 , 持久性 dura-

bility of , 32 - 4 , 36 - 7 , 均衡 as an e-

quilibr ium , 20 - l . 25 - 32 . 民族主义

and nationalism , 92 - 3 . 规范一致 as

normative consensus . 23 - 4 ;理性 ra -

tionality of , 15 - 19 . 91 - 2 , 社会同意

social conten t of . 32 - 3 , 社会契约 as a

social cont ract . 22 - 3 , 不确定性 un-



]176  民主与市场

cer tain ty of . 12 - 13 , 40 - 5

E

东德 East Germany , 3 , 4 , 56 . 59 , 64 ,

123

转型斯经济条件 economic conditions at

the time of t ransition . 139 - 46

经济改革 economic reforms .动力 dynam-

ics of , 171 - 4 , 收入分配 and income

distribu tion , 174 - 8 , 政策类型 and

policy styles , 183 - 6 ; 政治结果 politi-

cal consequences of , 180 - 7 , 政治支持

political s uppor t for 167 - 71 . 程序

programs of , 145 - 6 . 策略 st ra tegies

of , 162 - 3 转 型 效 应 t ransitional

effects of , see t ransitional effects of e-

conomic reforms

厄瓜多尔 Ecuador , 68n , 184

埃斯腾索罗 Estenssoro , Victor Paz , 166

摆脱权威体制 ext rication from authorita r-

ian regimes . 67 - 9 , 武装力量 and the

armed forces , 74 - 7 , 最优策略 optimal

strategy of . 78 - 9 , 多次博奕 as a re-

peated game .72 - 3

F

法兰西 France . 82

G

基尔赖米可 Geremek , Bronislaw , 167

希腊 Greece , l, 8 , 87

H

昂纳克 H onecker . Er ich . 64

匈牙利 H ungary , 3 , 8 , 56 , 59 , 84 - 5 ,

120 , 123 ,143 , 153 , 167 , 公共舆论调查

public opinion surveys in , 2 , 54n , 160

制度 institutions, 26 - 7 , 选择 choice of , 80

- 8 , 民主的稳定性 and stability of de-

mocracy , 35 - 6

I

伊朗 Iran . 51

以色列 Israel . 151

意大利 I taly . 90

J

雅鲁泽尔斯基 Jaruzels ki . General Wo-

jciech , 4 , 55 , 64 ,78

K

赫鲁晓夫 Khrushchev N . S ., 2 . 121

克伦兹 Krenz . Egon . 55 , 61

L

合法性 Legitimacy , 14 , 54

自由化 liberalization : 失败原因 causes of

failures of , 61 - 6 ;含义 defined , 56n ,

解说 explanations of . 56

M

市场社会 主义 market socialism : 含 义

definition of , 124 - 5 , 效率 efficiency

of , 126 - 7 , 收入分布 and income dis-

tr ibu tion , 128 - 9

梅内姆 Menem , Carlos, 167 , 184

墨西哥 Mexico , 59 , 122n , 138 . 143 , 151

米赫尼克 Michnik , Adam , 64

米尔克 Mielke , Erich , 64

N

民族主义 na tionalism , 92 - 3

挪威 Norway , 128

协定 pacts , 24 , 39 , 90 - 1 . 184 - 5

P

巴基斯坦 Pakistan , 79

秘鲁 Peru , 143 , 165 , 184

皮诺 切 特 Pinochet , General A ugusto .

55 , 78

澳大利亚计划 Plan Aust ral . 151



主 题 索 引 l177  

卡勒尔计划 Plano Collor , 169 , 173n

克鲁列多计划 Plano Cruzado , 151 , 167

波兰 Poland , 2 , 3 , 4 , 5 , 8 , 48 , 51 , 53 ,

58 , 59 , 60n , 61 , 70 , 78 , 79 , 82 , 85 ,

87 , 89n , 93n , 143 , 150 , 153 , 162n ,

167 , 公共舆论调查 public opinion sur-

veys in , 2 , 54n , 120 , 160 ,167n , 178

葡萄牙 Por tugal , 1 , 8

私有化 Privatiza tion , 8 , 154 - 7

R

代表 representa tion , 89n .

罗马尼亚 Romania . 3 , 4 , 5 , 51 , 64

S

社会民主 social democracy , 130 - 133

社会主义 socialism ( see also market so-

cialism) , 蓝图 bluepr int of , 114 . 批评

critiques of , 114 - 17 , 含义 definition

of , 101 , 环 境 and the environment .

121 , 改革 reforms of , 123 - 4 ; 不可行

unfeasibility of , 116 - 19

韩国 South Korea , 60 , 79 , 89

苏联 Soviet Union , 2 , 3 , 55n , 58 , 120 ,

122n , 123 , 138 ,影响 impact of , 东欧

on Eastern Europe , 5

西班 牙 Spain . 1 , 8 , 55 , 85 , 87 , 90 ,

187 ; 公共舆论调查 public opinion sur-

veys in , 54n , 178n

苏亚雷斯 Suarez , Adulfo , 10

瑞典 Sweden , 81 , 87 - 8 , 128n

T

全能主义 to talitar inism , theory of , l - 3

贸易协会 t rade unions, 181

经济改革的转型效果 t ransitional effects

of economic reforms , 137 , 147 , 分配

无效 allocative inefficiencies , 157 - 9 ;

收入 分配 income distribution , 159 -

61 , 通货膨胀 inflation , 147 - 51 , 失业

unemployment , 151 - 4 ,向民主过渡

t ransitions to democracy: 研究路径 ap-

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 95 - 9 , 确定

问题 problem defined . 37 - 40 , 51 - 4

土耳其 Turkey , 8

U

联合王国 United Kingdom , 128

美国 U nited States , 87n , 128

乌拉圭 U ruguay , 1 , 79 , 90

V

委内瑞拉 Venezuela , 90

W

瓦文萨 Wa�esa , Lech , 79n , 184

Y

南斯拉夫 Yugoslavia , 5



]178  民主与市场

后   记

这部译著是集体合作的结晶。从篇章分工上讲 ,包雅钧翻译了导论、引

言、第一章和第二章 ,刘忠瑞翻译了第三章 , 胡元梓翻译了第四章和结论。

但是从整体上说 ,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探讨 ,并把这种交流的结果融入到各

章中。这一段合作的日子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 ,是值得永久记忆的。

当然 ,囿于学识 ,这部译著肯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 , 敬请各位专家、学

者、读者批评指正 ,这也是它不断完善的动力所在。

译  者

2003 年 10 月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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